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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的星空,自古以来就激发着人类无尽的好奇和想象。为了解释我们所见的 宇宙,从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哥白尼、牛顿、康德到爱因斯坦,再到现代学者对 爱因斯坦宇宙学方程组的艰难求解,人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理论,描述了种种面貌 不一的宇宙。而在最新的多重宇宙论中,可能的宇宙不只限于理论,而是真实的存在, 数量更数不胜数,其中的自然法则可能各不相同。身为知名的宇宙学家和科普作家, 作者将在这本宇宙之书中带领我们回顾历史,追踪现代天文学的前沿进展,纵览“奇 异得超乎我们想象”的万千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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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蒂莉
许多宇宙将会呈现在你面前
推荐序一
在广义相对论和现代宇宙学的研究方面,英国有很强的学术传统,特别是剑桥大学,一直是国际上宇宙学研究的一个主要中心。从爱丁顿开始,到稳恒态宇宙学的主将霍伊尔,再到以发现黑洞辐射而著名的霍金,英国有许多一流的宇宙学家。而且英国宇宙学家还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他们当中很多人(包括上面提到的几位)都非常喜爱且擅长撰写科普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内容新颖,介绍了宇宙学研究的前沿成果,而且语言风趣幽默,影响了世界各地的许多青少年。有不少宇宙学家,最早就是因为读了这些书而对宇宙学发生兴趣的。
约翰· D.巴罗教授也是一位多产的英国宇宙学家。截至 2012年底,他已经撰写了四百八十多篇论文、二十多本书,还为报刊、杂志等写了很多评论。巴罗教授在宇宙学模型及其观测检验方面完成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检验可变的引力常数方面。我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研究也在这一领域。1999年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时,巴罗刚刚就任剑桥大学应用数学与理论物理学系教授,我获得了一个到他那里做博士后的机会。不过,由于那时我刚刚开始和一位女孩谈恋爱,因此我选择了留在美国而没有去他那里——补偿我的是,这位女孩后来成了我妻子。直到2010年夏天,我才有机会再去剑桥访问,并在那里见到了他。
巴罗教授有几本科普书已被译成中文,在剑桥的访问结束时他赠给了我几本,使我得以愉快地消磨了回国飞机上的一段时光。这几本书并不像教科书那样系统地介绍某个理论或某种知识,而是有点像一位博学的朋友和你在咖啡馆聊天那样,东拉西扯却又让人兴味盎然。对于一个典型的理科男,也就是那些对数学、物理、天文、哲学、历史之类内容感兴趣的人来说,它们无疑是非常饶有兴味的消遣读物。
本书在某些方面的风格与那几本书也有些相似,里面有不少作者颇费了一番工夫收集甚至考证出来的关于学者们的各种奇闻轶事和八卦,还有许多本来和主题风马牛不相及但被引用时又让人有画龙点睛之感的幽默引语。不过,就内容而言,本书却相当系统。正如它的标题所示,它介绍了从古老的托勒密时代开始直到最近,研究者们为了理解宇宙而构想出的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宇宙理论。现在对宇宙学感兴趣的一般读者们不难从许多科普书籍中找到对标准的大爆炸宇宙学理论的介绍,但本书所介绍的许多宇宙学理论,比如说在有些维度上膨胀而在另一些维度上收缩的卡斯纳宇宙、允许时间旅行的哥德尔旋转宇宙、九种类型的均匀而又各向异性的比安基宇宙等,则很少在科普书籍上露面,甚至对于一些专业的宇宙学研究者而言,如果不做理论研究的话,往往也只是在广义相对论教科书的脚注或者习题里才偶尔与之邂逅。既然这些模型并非主流,甚至有些已被淘汰,那么为什么要在一本面向公众的书中加以介绍呢?科学是在不同学说的竞争中发展的,现代被学者们普遍接受的标准宇宙模型,也是在经过观测和实验检验,击败了众多对手之后才脱颖而出的。但由于科普书籍通常不得不做的过于简化的处理,不少喜爱思索的读者在读完介绍大爆炸宇宙学的书籍后往往并不能完全满足而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你们宇宙学家是有一些观测的证据,但难道对这些观测就不容许有其他的解释吗?读完本书,你可能对科学发展的历史会有一种不同的认识:其实,学者们一直都在创建不同的宇宙学理论;许多学说尽管在竞争中落败了,但对它们的研究,同样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本书也介绍了多重宇宙和人择原理这些仍处在激烈争议中的“后现代”宇宙学说。对这类学说,许多——也许是大部分——从事专业宇宙学研究的人都不太喜欢,认为它们充满了玄学味道,其论证随时可能陷入逻辑漏洞,也无法被观测和实验所证伪——而可证伪性不正是真正科学理论的标志吗?但无可否认的是,不管你喜不喜欢,从逻辑出发,多重宇宙和人择原理是可能的。对这些问题的思索和研究,虽然很难取得那种被学术界一致认可的发现,但对于加深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却仍是很有必要且也是非常有趣的。不过,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证往往是颇为抽象难懂的,而且往往还夹杂着一般人所不熟悉的暴胀宇宙学和弦论中一些复杂的技术问题和术语。本书的介绍是比较清晰而平易的,抛开了这些技术上的细节而更多地指向问题的本质。当然,这个“平易”是相对而言的,它还是要求读者具有相当的知识基础。比如,下面这段话是我感到关于人择原理最简明的解释:“重点不在于宇宙拥有特定属性的概率,而在于宇宙中可能存在观测者(“生命”)的同时,也拥有这种特定属性的条件概率。”一下子就点透了人择原理最基本的思想。当然,你必须很熟悉或者至少是了解“条件概率”的概念才会对这段话有这种“通透”的感觉。
总之,巴罗教授的这本著作是一本颇为有趣、让人大开眼界的宇宙学科普书籍。无论是初次接触宇宙学的人,还是对之有一定了解甚至从事专业研究的人,都可以从阅读此书中得到一些乐趣。我愿向所有对宇宙学感兴趣的读者们推荐本书。
陈学雷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推荐序二
约翰·D.巴罗比我年长十岁,作为科普作家,起步比我早了近二十年。他的第一部科普著作发表于 1983 年,眼下这本我为之写序的书是2011年出版的。他是高产的宇宙学家,发表了四百多篇论文,也是高产的科普作家,出版了近二十本科普著作,同时还是一位业余剧作家,至少有一部剧作上演过。
所有这些只能说明他精力过人,也许并不说明任何其他事。我知道,他与物理学家弗兰克·梯普勒(Frank J. Tipler)合著了一本关于宇宙人择原理的书,这本书就人择原理的历史清本溯源,涉及了神学与智能设计,同时也是一本天体物理的原创学术著作。我想,巴罗不论在宇宙学研究上还是科普写作上都是一位有独到创见和视角的人。
我没有读过巴罗的其他科普著作,眼下这本书也许并不能代表他的一贯写作风格。这本书主要为读者介绍多重宇宙论,一个目前在部分宇宙学家中流行但还没有观测证据的理论。但作者还是从我们头顶的星空谈起,从古老的亚里士多德宇宙论、托勒密系统谈起,再到哥白尼的革命,一直谈到爱因斯坦宇宙学,甚至大爆炸前一刻的奇点问题、暴胀宇宙论、膜世界,最后才是多重宇宙以及该学说带来的问题。
我将此书推荐给一切对世界和宇宙起源,包括我们人类自身起源抱有好奇心的读者,但我不敢担保每位读者都能真正理解或领悟书中的多数概念和名词后面的真正含义。也许,阅读有时只扩展我们的眼界,增进我们对这个难以理解同时可以理解世界的好奇。当然,阅读此书还有一个功效,就是给我们带来庞杂的知识,就像本书作者用引语显示的那样,你不知道他的水到底有多深——因为他不仅引用科学家,还引用作家、报纸甚至时尚。
如果有物理系本科训练甚至研究生训练,这本书绝对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能够帮助我们梳理宇宙学这个领域各式各样理论的饶有趣味的书。作者显示的庞杂的跨界知识可以用来作为阅读的佐餐——但不必在文学高度寄以期待。
李淼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前言
时下,关于宇宙的书可谓洋洋大观。这又是一本关于宇宙的书,但我们的故事将围绕着一个不同寻常却未曾被重视的事实展开,那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怎样描述可能的宇宙——从整体上描述宇宙。在此之前,关于我们所生活的宇宙拥有什么样的结构,人们已经讨论了几千年。为了描述和解释它,人们建立了各式各样奇怪的图景,只是这些图景常常被宗教、民族、艺术或个人等的偏见所主导。结果,人们所收获的只不过是一堆故事。20世纪初的时候,情况突然有了转机:爱因斯坦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找到所有与物理定律和引力特性相一致的可能的宇宙、如何重构这些宇宙的历史,以及如何预测这些宇宙的命运。但实际上,要找到这些可能的宇宙谈何容易。从那时起,为了找到这些可能的宇宙,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都在拼命求解爱因斯坦那复杂难缠的方程组。这本书所要讲述的正是开拓者们披荆斩棘的故事,以及在他们面前徐徐展现出来的美妙画卷。
这是多么波澜壮阔的一幅宇宙图景啊!许多宇宙的名字取自20世纪最著名的一群科学家。有些宇宙膨胀,有些宇宙收缩。有些宇宙像陀螺一样转动,而有些宇宙则是一团乱麻。有些宇宙是绝对均匀的,而有些宇宙却是疙疙瘩瘩,或者在各个方向上被宇宙潮汐扯来扯去。有些宇宙始终在振荡,有些宇宙是一片冰冷的不毛之地,还有些宇宙失控了,膨胀速度越来越快。有些宇宙允许时间旅行,可以回到过去,而有一些宇宙则允许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发生无穷多的事情。仅有少部分宇宙能够演化出生命,其他宇宙仍是意识无法染指的处女地。有些宇宙会在一场爆炸里终结,有些宇宙会在哽咽啜泣里终结,而有些宇宙永远不会终结。
我们的故事会讲到物理定律可以随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发生变化的宇宙、拥有额外隐藏的时空维度的宇宙、永恒的宇宙、位于黑洞之中的宇宙、毫无预兆就突然终结的宇宙、碰撞的宇宙、暴胀的宇宙,以及由其他东西变来的宇宙——甚至从虚无之中冒出来的宇宙。
渐渐地,我们会遇到关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宇宙最新最精确的描述,还有现代物理学理论引入的“多重宇宙”概念——包含所有可能宇宙的大宇宙。这些是人类一切的科学研究中最匪夷所思也是意义最为深远的思考。在我们的宇宙陈列馆中所展出的可能宇宙都真实存在吗?还是说其中只有一个宇宙获得了如此殊荣?
其他关于宇宙学和天文学的书籍把目光集中在了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如暗物质、暗能量、宇宙的开端、暴胀、生命出现的巧合或是宇宙的终结,但本书将给读者呈现的是各种各样的宇宙及其发现史,以及发现了这些宇宙的科学家们的独特个性,所有这些内容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我要特别感谢 Katherine Ailes、Allen Attard、Donato Bini、Arthur Chernin、Hyong Choi、Pamela Contractor、Cecile De Witt、Charles Dyer、Ken Ford、Carl Freytag、Gary Gibbons、Owen Gingerich、Jörg Hensgen、Bob Jantzen、Andre Linde、Kay Peddle、Arno Penzias、Remo Ruffini、Doug Shaw、Will Sulkin、Kip Thorne、Don York等人在图书编辑、图片收集以及一些重要历史细节的澄清上提供的帮助。我还要感谢伊丽莎白的悉心照料,感谢两个已不再年轻的孩子提出的问题。还要感谢我的孙女,这本书就是献给她的。
约翰·D.巴罗
于剑桥
有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在做着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阿瑟·爱丁顿(1882~1944,英国天文学家)
目录
我知道这一切只是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但大脑是很厉害的。
——科林·科特里尔(英国作家)[1]
二人行
如果一个年轻人说他想研究宇宙学,我总是会觉得吃惊;我认为宇宙学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
——威廉·H.麦克里(1904~1999,英国天文学家)[2]
老绅士沿街走来,跟往常一样——一身标志性的、有些凌乱的波西米亚风格。这个在美国大街上慢慢走着的欧洲人,神色黯淡,目光深邃,却不太在意自己要去哪儿。周围有很多购物的顾客和逆流而来的迟到学生,他在其中礼貌地穿行时,总是引起当地人的注目。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谁,他却避开人们的目光。今天,他有了一个新同伴,身材高挑,体格健壮,衣着略显寒酸也不太整洁,但不是老绅士那种样子。一路上他们都在讨论着,走着聊着,毫不在意身旁商店的橱窗。老绅士一边倾听着,一边若有所思,有时眉头微微一皱;他年轻的同伴则在情绪高昂地推销着自己的观点,滔滔不绝,时不时地用力比划着。两个人都操着一口不太地道的英语,而且口音也不一样,听得出融会了各地特色。过马路时他们停了下来,在路肩附近等了一会儿,让车辆行人先过去。交通灯一变,他们继续过马路,没说话,同时都注意着交通灯、声响和周围的一举一动。突然,有了新状况。高个子开口说了些什么,手激动了起来。这时交通又恢复了运行,老人却没动,定在原地,无视眼前车流和匆匆行人。同伴的那番话已经完全吸引住了他的思绪。车流从两旁轰隆隆穿过,两人便孤零零地待在路中间,像个人肉做的安全岛。老人陷入了沉思,而年轻人则不断重复着自己的观点。最后,他们又回到了身旁川流不息的现实中,都忘了刚才打算去哪儿,老人静静地领着年轻人回到人行道上(就是一分钟前他们待过的地方),然后朝着他们来的方向,继续走着聊着,完全沉浸在对这个新观点的讨论中。
两个人一直在讨论的内容是宇宙。[3]地点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时间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年轻人叫乔治·伽莫夫(1904~1968),被朋友们唤作“吉吉”,是个流亡到美国的苏联人。年长的那个人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努力中,爱因斯坦为我们展示了如何用简单的数学来理解整个宇宙的行为。伽莫夫则发现,宇宙必然拥有一个与现在大不相同的过去。让他们定在路中间的是伽莫夫的提议,即物理规律能够描述某些东西从虚无中创造出来。这可以是一颗恒星,但也可以是一个宇宙。
有趣的宇宙
历史就是那些本可避免的事情的总和。
——康拉德·阿登纳(1876~1967,联邦德国首任总理)
宇宙到底是什么?它从哪儿来?将向哪儿去?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又是史上最深刻的一类问题。随着知识面的不同,我们口中的“宇宙”的含义也千变万化。[4]它不就是你能在空间中看到的一切吗——精确地说,也许再加上周围的空间?或者是一切有形的存在?当你列举出所有的事物,要把“一切”都囊括时,你会开始琢磨那些被物理学家称为“自然定律”的“东西”和其他一些诸如时间和空间之类的无形之物。尽管看不见摸不着,但你可以体会到它们的作用,它们看起来很重要,看起来是存在的(有点儿像足球比赛规则),所以我们最好也把它们列进去。那么要不要考虑过去和未来呢?仅仅局限于目前所存在的事物似乎有些狭隘。如果我们把过去曾存在的一切都当作宇宙的一部分,那为什么不把未来的也加上呢?最后我们得到的似乎是这样的定义,宇宙就是曾经存在、现在存在以及将要存在的一切。
若是我们再钻一下牛角尖儿,还可以把宇宙看得更恢弘一点,不仅包括可以存在的一切,还包括可能存在的、但还未发现的一切——最后,甚至还要包括不可能存在的一切。一些中世纪的哲学家[5]曾被这种完备性吸引住了,试图把这所有的一切列出一个过去、现在及未来可能存在或不可能存在的万物清单。本来已经问题成堆,这么做无异于雪上加霜。但是最近,现代宇宙学的研究中又出现了这种做法,尽管面貌有点不同。现代宇宙学不只研究我们宇宙的结构和历史,还关心别的可能存在的宇宙。我们的宇宙有大量特殊的、匪夷所思(至少对我们来说)的性质,这让我们不禁想估量一下,如果宇宙不是这样又会如何。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学会造出“别的”宇宙的例子,以便进行对比。
现代宇宙学就是这么回事。它可不仅仅只是试图尽可能完善、精确地描述我们的宇宙,它还试图将这种描述置于更广阔的种种可能性的语境当中。它在诘问,“为什么”我们的宇宙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当然,最终我们也许会发现,除了所看到的之外,再没有别的可能存在的宇宙(有着与我们设想中不同的结构、物质组成、物理规律和年龄,等等)。一直以来,宇宙学家们等待着甚至是盼望着这样的事情发生。然而最近的潮流却反其道而行之,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种类繁多的可能的宇宙,并且它们都符合自然定律。更有甚者,这些别的宇宙也许并不仅仅限于一种可能性,它们也许能够像我们所谓的通常事物那样存在,就像此时此地的你和我一样。
地点很重要
他[雅各]做梦,看哪,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端直伸到天;看哪,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旧约·创世记》[6]
人们谈论宇宙的历史已有几千年。当然,那是他们认识的宇宙,可别跟我们的混为一谈。对很多人来说,宇宙只不过是他们所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或者是用肉眼就能看到的繁星点缀的夜空。大多数古代文化都试着为他们看到的世间万物找一个说法或编一个故事,无论是在天上、地下还是海里。[7]他们之所以描绘这种宏大图景,并不是因为对宇宙学有兴趣,而是为了说服自己或是他人相信事物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同时他们本身也是意义的一部分。如果承认真实世界的一部分是人类无法定义、无法掌控的,那么就会带来一种危险的不确定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古代神话里,宇宙的本质看起来总是那么圆满(万物各有其位,各安其位)的原因。没有“大概”,没有注意事项,没有不一定,没有进一步探索的可能性。这些说法真的就是“万有理论”,只不过它们跟科学沾不上一点边。
图1.1 地球的自转轴,一端是北极,一端是南极,并且与地球公转轨道平面的垂线相差23.5度
生于何时、身在地球何处,会影响你对宇宙的认识。如果你住在赤道附近,那么每天晚上恒星的运动就一目了然。它们初升,高高挂起,在你的头顶彻夜闪耀,徐徐下落直到没入另一侧地平线。夜复一夜,你就像是天体运动的中心。可如果你离热带很远,天空看起来就大不一样了。夜里有的星星东升西落,越过你的头顶,而后又回到地平线的怀抱。另外一些星星则从不落下,总是挂在地平线之上。它们似乎在围绕空中的一个大圆心转圈,就像被钉在了一个绕轴转动的轮子上。这必然会引起你的好奇心,群星围绕的那一点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呢?为了解释这些夜夜旋转的群星,北半球的居民们创造了许多关于那个天空大路标的传说和神话。
世界各地的星空之所以呈现出如此的差异,是因为地球的自转轴是倾斜的(图 1.1)。当地球绕太阳公转时,贯穿南北两极[8]的地球自转轴并不垂直于其公转轨道,而是倾斜了大约23.5度。这造成了不少显著的影响,四季变化就是这么来的。假如没有这个倾角,就不会有每年的四季变化;假如倾角过大,季节的更替就会剧烈得多。不过,即使你完全不知道地球在绕太阳公转,也不知道自转倾角,但只要每晚观察一下星空,这个倾角让不同纬度下的天空呈现出了不同的模样。
图 1.2 生活在北纬 L度的天文学家所看到的星空。无论何时,他们都只能看到半个星空。有些星星,例如靠近北天极的拱极星永远不会落入地平线。而另外一些星星,例如南天极周围的拱极星,永远都不会从地平线上升起,所以北纬L度的天文学家就没法看见
如果我们把南北两极的连线延长到太空中,所指示的方向我们就称之为南天极和北天极。当地球自西向东自转时,夜晚静止的恒星看起来就像在沿着相反的方向扫过天空。如果白天也能看见它们的话,地球每完成一次自转,它们也就在天空中画完了一个大圆圈。尽管如此,天上的圆圈并不是全部都看得见,因为圆的一部分可能在地平线以下。图1.2显示了北半球北纬L度的人们在晴朗的夜晚所能观察的景象。[9]
地平线把每个观察者的天空分成两半,任何时候都只能看到地平线之上的天空。在北纬L度的地方会看到北天极位于地平线之上L度,而南天极在地平线之下 L度。地球自转使得天空像是在自东向西地围绕着北天极转动。于是我们看到星星从东方的地平线出现,渐渐升起,到达各自的最高位置,或者叫“天顶”,然后落向西方的地平线。[10]
有两类恒星没有这样每夜上升下落。在北天极附近L度的圆盘范围内,恒星能在天空中绕一个完整的圆,从不会消失在地平线以下。如果夜空足够暗又没有云,它们就一直看得见。[11]对于目前的欧洲天文观测者来说,这个范围包括大熊座和仙后座的恒星。另一方面,对于图中北半球的天文观测者来说,在南天极附近相同范围内的恒星是永远也看不到的。在他们眼中,这些恒星从来没有从地平线上升起过。[12]这就是为什么地处北半球的欧洲永远也看不到南十字星座。①至关重要的是,随着观察者所处纬度不同,这些永远可见和永不可见的星空区域的大小也会变化。当你远离热带,纬度渐渐变高时,这些区域的范围也在扩大。图1.3显示了地球上三个不同纬度地区的观察者所看到的星空。
赤道的纬度是 0度,所以夜晚的星空之中不存在永远可见或永不可见的区域。赤道上的天文观测者可以瞥见天上每一颗亮星,不过实际上,两个天极会被地平线附近的尘霾所掩盖。群星升起,上升到各自在天空的最高点。每一颗恒星升起后,运动方向都保持不变,于是可以成为整个夜里户外旅行者和航海者们的绝佳导航灯塔。几乎没有一点儿侧向偏差,天空看起来非常简洁、非常对称。观察者们会觉得自己处在一个拱形天幕中心的正下方,一目了然的运动像是专为他们而设计的。他们犹如宇宙的中心。
图1.3 人们所生活的纬度不同,看到的星空也不同:(a)在赤道看到的星空,(b)在英国巨石阵看到的星空,(c)在北极看到的星空。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群星围绕的天极所处的位置不同
图1.4 这张照片经过了对北天极方向的长时间曝光,北天极正好在树顶上,处于图片的中心,周围是群星的运动轨迹
北极是另一种极端情况。那里的纬度是90度,天上的恒星既不会升起也不会落下。它们会绕着天空不断转圈。北天极就在头顶,被群星环绕着。那就像是宇宙的焦点,而我们正好位于它的下方。
在一些没那么偏北的地方,例如北纬51度的不列颠远古巨石阵,情况就介于两个极端之间。北天极附近51度范围内的恒星的运动轨迹围着北天极形成了完整的同心圆。其他的恒星则从地平线升起,到达天顶,而后落下。天空呈严重地一边倒的态势。恒星们升起落下,各走各的轨道。最醒目的是,盘旋在极点周围的恒星都围着它转,好似宇宙大转盘的轴心(图 1.4)。对那些不懂天文学,也不知道地球在转动的观察者们来说,天上似乎存在一个特殊的位置。
这就是为什么关于天空的神话和宇宙的本质,不同地区有不同说法的原因。在远离赤道的斯堪的纳维亚和西伯利亚,我们能找到关于天空大圆圈的传说:众神就住在大磨盘的中心。最靠近天空大圆圈中心的那颗星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它领导着宇宙大帝宝座周围的群星阵列。[13]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追溯这些神话。我们只是想强调,当人们受到地域局限的时候,想要提出一种解释宇宙的图景是多么艰难。如果不了解星空,不清楚地球的转动和方向,你会不知不觉地蒙上强烈的偏见。
即使最灿烂的早期文明,当它开始观察天空时,也不免受到了地域局限性的影响。我们被限制在一颗行星上,同别的行星一起绕恒星转动。如今我们知道除了太阳系有行星之外,有数百颗遥远的恒星也有围绕自己的行星(目前是五百多颗②)。熟悉了这些之后,我们就容易跳出地球中心论的框框,从而理解世界上还有其他的行星。从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看到跳出这个框框的难度,那就是在地球上观察其他行星的运动,例如火星。我们假设地球和火星的公转轨道都是圆形,而且火星的轨道半径大约是地球的1.5倍(图1.5a)。地球公转一周需要1年,假设火星的公转周期是 2年。现在计算出两者轨道之差随时间的变化。这就能告诉我们,从地球看去火星的视运动是什么样子。图1.5b显示的就是这样一个示意图。
这个古怪的心形曲线(数学上叫蚶线)有一个环,很有意思。从曲线的最右端向左移动时,我们看到火星离开地球而去。当曲线下降到与水平坐标轴相交的-5处时,意味着两颗行星分别在太阳的两边,相距最远。当火星开始向地球靠近时,奇怪的事就发生了。火星离地球越来越近,貌似就要撞上去了。它却突然调转方向,拉开距离,重新进入远离地球的漫长周期。在火星离地球很近的那段时间里,如果你连续数个晚上用肉眼观察星空,就可以发现这个“逆行”现象③。我们会发现,每当两颗行星靠近最近点时都会发生这种现象。如果我们换一个更远的对象看,例如公转一周需要29.5年的土星,在每个土星公转周期内,地球和土星的相对运动靠近最近点的情况会发生好几次,所以在对应视运动的图上会有好几个环。[14]
图1.5 从地球上看到的火星视运动轨迹。(a)假设地球和火星的轨道都是圆形的,火星的轨道半径大约是地球的1.5倍,火星公转一周大概需要2年左右(687天)。(b) 从地球上看,火星的运动形成了这种闭合的心形轨迹,叫做蚶线。起初,火星离地球越来越远,最远时相距2.5倍的地球轨道半径,此时地球和火星分别位于太阳的两侧。此后火星开始朝着地球靠近,到达最近点之后突然调转方向往回走。然后它再次调转在天空中的运动方向,开始渐行渐远
对此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如果没有大局观,没有一个运动学理论,就很难解释那些天上的运动。如果早期的天文观测者观察火星两年,会看到火星离我们而去,又返回来,接着被明显地推了一下,再次离我们而去。是什么样的力在起作用?如果我们待在地球上,又不知道所有的行星(包括我们所在之处)都在以不同的速率绕太阳旋转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
亚里士多德的球对称宇宙
所谓专家,就是那种小心避免了小错却大步迈向大错的人。
——本杰明·施托尔贝格(Benjamin Stolberg,1891~1951,美国作家、记者)
约公元前350年,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提出了一种哲学上的宇宙观,试图对这些现象加以简化,由此一幅解释天体视运动的复杂图景逐渐浮现。亚里士多德猜想,世界并不是从过去的某个时刻突然开始的,而是在过去和未来都一直存在,本质永远保持不变。他把对称性看得非常重要,并相信球体是世间最完美的形状。因此,宇宙必然是球对称的。为了描述天空中看得见的天体和它们的运动,亚里士多德提出一种复杂的洋葱皮结构,包含不下55层透明水晶嵌套的球面,这些球面都以地球为中心。亚里士多德又假设,地球也是一种球体(这个假设很难与当时他所能看到的情况相符)。每一个看得见的天体都固定在其中一个水晶球面上,以不同的速度绕中心旋转。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别的球面带着行星一起运动。这样,亚里士多德就既能解释观测到的现象,又可以预言还未被看到的新事物。这套理论拥有一个现代科学理论的众多特点,当然也有众多大不相同之处。在亚里士多德的图景中,恒星所处的外层球面是物质无法存在的区域——一个精神领域。我们看到的所有运动都始于第一推动者,在这个域的边界上发力,使外层球面转动。于是,转动会一层一层向内传递,直到整个宇宙处于完美的转动之中。对不同球面的转动速度进行修修补补之后,就可以解释夜空的许多特征。
图 1.6 (a) 一个旋转的球面总是在空间中占据相同的地方,但多面体旋转时就会制造出“真空”。于是,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证明”便得出了大地是球形的结论,图片来自罗伯特·雷柯德(Robert Recorde, 1510~1558)的《知识的城堡》(Castle of Knowledge,1556)一书。不过,一个轴对称的酒杯形状的宇宙,如(b) 所示,仍然满足亚里士多德的条件,也就是转动的时候不会产生真空
后来,中世纪的基督教学者吸收和改造了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他们认为,第一推动者就是《圣经·旧约》中的上帝,而最外层的球面就是基督的天堂。地球中心说与中世纪时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正好相呼应。
地球和其他所有球面的球对称形状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球面转动时不会切入没有物质的虚空中,也不会在身后产生虚空(图1.6a,它由英国都铎时期的杰出数学家、医生罗伯特·雷柯德所画)。真空不可能存在。如果说无穷大的物理量不可能存在,那么真空就更不可能存在。[15]地球永远保持球对称的形状,并且在转动时,总是占据相同大小的空间。如果地球是立方体就不行了。[16]实际上,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球体并不是唯一能使地球不进入或不产生虚空的形状。葡萄酒杯的形状也可以。[17]
亚里士多德并不像我们(遵循牛顿的观点)理解引力时那样,把运动看成是不同天体之间作用力的结果,而是把力看成物体的固有属性。它们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运动。圆周运动是最完美最自然的一种运动。
托勒密的“希思·罗宾逊”④宇宙
我曾是个天文学家,只不过我总是轮到白班。
——布莱恩·马洛(自称是科学喜剧演员)[18]
我们在前面说过,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不同的行星以不同的速率围绕太阳转动。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观察到天空中存在一种奇怪的运动,会看到别的行星在一段时间逆着平时的方向运动。这其实是一种幻觉,是因为我们同其他行星之间存在相对运动。不同的行星都在以不同的角速度转动,所以有时我们会看到其他行星表现出反常的逆向运动。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追随者需要解释这些现象。
克罗狄乌斯·托勒密(约 90~168)在公元 130年左右首先发现了这个挑战性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法。这个方法是古代最接近“万有理论”的东西,并且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时间。托勒密面临的挑战在于,他需要把行星的复杂运动,包括所有的逆行运动,同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严格观念结合起来。其他所有天体都要在圆形轨道上以不同的角速度绕地球转动,而且宇宙中的任何天体都不能改变亮度或是其他的内在属性(图1.7)。这件事确实很有挑战性。
图1.7 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宇宙模型
托勒密在他的著作《至大论》中是这样回答这个难题的:从行星或太阳绕地球的圆形轨道(或叫做“均轮”)可以反推出一个点的运动,而这个点又是该行星的另一个小型圆周运动(又叫做“本轮”)的圆心,行星就沿着本轮运动。[19]行星的总体运动看起来就像一个由绵延不断的螺旋线套着的圆(图1.8)。
图 1.8 本轮。一个行星沿着一个小圆运动,也就是本轮,而本轮的圆心C,再沿着一个大圆运动
从地球上看,像火星那样的行星的总体运动是绕着某个动点的圆,而那个动点本身又处在一个围绕太阳的圆形轨道上。随后托勒密精益求精,又在行星绕太阳的轨道上增加了更多本轮(做圆周运动的圆)。为了进一步追求更高的精确度,中世纪的哲学家们继承了托勒密的方法,增加了越来越多的本轮。[20]
以非常高的精确度把行星和太阳的所有运动特点与观测对应起来,又可能会改变许多别的东西。增加本轮可以很好地描述地球上看到的逆行运动。在行星绕小本轮的轨道上,有一半时间行星的运动方向与它在均轮的运动方向相同;而另一半时间则是相反的,我们就看到了逆行。从地球上看,那个行星就会突然减速,在天空中停住,然后反向,再次减速,再次停住,再次反向。这是真正的逆行,而不是由行星以不同速率绕太阳转动而产生的假象。
关于行星和太阳绕地球的复杂运动,古代人所给出的回答表明了仅从观测入手,或从一般的哲学原理出发,要想正确地描述宇宙是多么艰难。如果当初亚里士多德有进一步追问,那他就不得不努力解决另一些尴尬的问题。为什么地球并不是完美的球形?既然地球的中心地位被看得这么重要,那为什么其他圆周运动可以在本轮上进行,而本轮的圆心并非地球?为什么人们能接受每个行星均轮的圆心都偏离了地球的想法?偏离得可能并不多,但要么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要么就不是啊。
哥白尼革命
如果全能的主在创造万物之前咨询我的意见,我肯定会建议让某些事物变得简单些。
——阿方索十世(1221~1284,卡斯蒂利亚王国国王)[21]
托勒密的地球处于宇宙中心的模型,是人类所创造的一种复杂构想。它并不正确,可是有太多办法能够对它进行微调以符合对于行星别扭运动的最新观测结果,因此它一直延续了下来,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挑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5世纪。托勒密理论灵活多变的特点导致“本轮”一词成了专门用来描述不靠谱的或过于复杂的科学理论的贬义词。如果你构建一个理论的时候不断往里面添加细节,试图解释所有可能发生的新现象,那你的理论就不会有什么说服力。就像你提出了一个汽车理论并预言说,所有的汽车都是红色的。星期一早晨你出门后发现了一辆黑色 汽车,于是你就修改了理论,然后预言说除了星期一那天有一些黑色汽车外,其他所有的车都是红色的。许多黑色和红色的车在面前开过,一切看起来都不错。但在下午又开过来一辆绿色的车。好吧,除了午后有绿色的汽车之外,所有星期一的汽车都是红色或黑色的。你能看出来接下去会如何。这就是一种有一系列“本轮”修正的汽车理论。每一个新现象都能被微小的修正所解释,这样就可以保住你最开始提出的大前提。但到了一定时候,你就该意识到必须要推倒重来了。
这个例子当然有些夸张,托勒密的理论则要老练得多。每加入一个新的本轮,就相当于引入一个新的小修正,用以解释人们观测到的行星运动的精确细节。这个理论是第一个将收敛近似过程应用于实际的例子。每次对模型的修正都比上一次的微小,并且比从前的理论更符合天文观测的结果。[22]对大多数情况来说,这种方法相当好用。但是整个太阳系的图景全错了,太阳系的中心也弄错了。而对此加以辩驳的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
尼古拉斯·哥白尼(1473~1543)一般被看成是一位革命者——那个将人类从宇宙中心位置废黜的科学家。但其实真相更为复杂,也更缺少戏剧性。如果他还算个革命者的话,那也只能算是个不情愿的革命者。[23]1543年,哥白尼去世后不久,他的著作《天体运行论》就寄给了出版商。这本书没有掀起什么波澜,印数不太多,读的人就更少。然而,哥白尼的远见卓识还是及时地将人类的宇宙观引向了一个转折点。最终,它取代了托勒密的行星理论,把地球中心说换成了现在众所周知的太阳中心说。[24]
16世纪早期的印刷技术有所提高,这就意味着在哥白尼的书中可以把图表嵌入到相关文字中去。其中最著名的一幅图(图1.9)描绘的是一个太阳处于中心的简单模型。最外面的一圈表示我们太阳系之外,也就是“恒星的静止球面”的边界。其他六个圈表示当时已知的六颗行星的运动轨迹。从外向内看,分别表示的是土星、木星、火星、地球(旁边的新月表示月球)、金星和水星。所有行星都在圆形的轨道上绕太阳(Sol)转动。月球被认为在圆形的轨道上绕着地球转动。
哥白尼和托勒密的体系并不是16、17世纪时仅有的关于太阳和行星的图景。图 1.10,摘自乔万尼·里奇奥利(Giovanni Riccioli,1598~1671)于1651年所著的《新至大论》[25],很好地总结了摆在后哥白尼时代的天文学家面前的各种世界图景。这里有六个不同的太阳系模型(标为Ⅰ~Ⅵ)。
图 1.9 哥白尼的太阳中心模型,发表于 1543年。太阳周围的同心圆用罗马数字进行了标记。最外面的恒星层(Ⅰ)是固定的,里面是转动的行星层(Ⅱ~Ⅶ),依次是土星、木星、火星、地球(月球被表示成了新月的形状)、金星和水星的轨道
模型Ⅰ是托勒密体系,地球处于中心,太阳的轨道在水星和金星轨道之外。
图1.10 乔万尼·里奇奥利在1651年出版的《新至大论》中展示的六种主要的世界体系
模型Ⅱ是柏拉图体系,地球在中心,太阳和其他所有行星都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但太阳的轨道在水星和金星轨道的里面。
模型Ⅲ称为埃及体系,其中水星和金星绕着太阳转,并随着外面的行星一起绕着地球转。
模型Ⅳ是伟大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1546~1601)提出的第谷体系,其中地球被固定在中心,月球和太阳绕着地球转动,但其他所有行星都绕着太阳转。因此水星和金星的轨道有一部分在地球和太阳之间,而火星、木星和土星的轨道则整个把地球和太阳包含在内。
模型Ⅴ叫做半第谷体系,由乔万尼·里奇奥利本人发明。在这个模型中,火星、金星和水星绕着太阳,并随着木星和土星绕地球转。里奇奥利之所以想要把木星和土星同水星、金星和火星区别开,是因为当时已经知道它们像地球一样有卫星(火星的两个卫星当时还未被发现),所以它们的轨道必须以地球为中心,而不是太阳。
模型Ⅵ就是哥白尼体系,我们已经在图1.9中展示过。
众多的古代宇宙观教给了我们一些简单的道理。仅靠观察宇宙就想理解它并不容易。我们被局限在一个特殊行星的表面上,同其他行星一起环绕着一颗中年恒星。因此,我们在地球表面所处的地点和时间以及可能抱有的对于我们应在大千世界中处于什么地位的观念,都强有力地决定了我们从夜空中能看到什么。我们的宇宙观预先确定了我们的宇宙模型。
随着我们对于宇宙的视界日益宽阔,这些问题也变得更为重要了。为了有所进步,我们需要描述和预言我们所能看到的宇宙中的天体运动。最终我们想了解整个宇宙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在这个方向上,18世纪的天文学家果断地迈出了第一步。让我们跟上他们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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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地磁南极和地磁北极的连线并不平行于地球的自转轴。
[9] 伦敦在北纬51.5度,而新加坡在北纬1度。
[10]古代人把太阳在一年中所走出的圆形轨迹分成了黄道十二宫,并把它们叫做十二星座。古人认为地球是天体运动的中心,所以太阳绕着地球的视运动就会经过十二星座。人们在天空中给每个宫分配了大约 30度长(十二宫加起来就是 360度的圆)、18度宽(约定俗成)的地方。
[11]这些星星叫做北天拱极星。
[12]由于天空中存在这些不可见的区域,而且随着观测者所处纬度和时期(就像陀螺一样,地球的自转轴正以 26 000年为周期在发生摆动)的不同,不可见区域的分布也会发生变化。人们试图利用这一规律来确定古代星图制作者所生活的时期和纬度。古代星图所描绘的星空和今天观察到的星空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对当时的观测者来说,今天我们可见星空的一部分区域永远都不会从当时的地平线上升起。这些研究还面临着诸多困难,最近的一篇综述请见:J. D. Barrow, Cosmic Imagery, Bodley Head, London (2008), pp.11–19.
[13]关于北方神话中大磨盘问题的调研,有一本书很有趣:Hertha von Dechend and Giorgio de Santillana, Hamlet’s Mill, Gambit, Boston (1969)。作者说,由于星空呈现为一个大磨盘的样子,北半球高纬度地区流传的天空神话之间存在某种文化上的一致性。不过,由于对某些问题一概而论,这本书招致了古代天文学研究者的批评,可参见以下书评:C. Payne-Gaposchkin, J. Hist. Astronomy 3, 206 (1972).
[14] D. G. Saari,Collisions, Rings, and Other Newtonian N-Body Problems,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Providence, RI (2005).
[15]实际上,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两个问题是一回事。他认为,绝对的真空不会产生阻力,因此物体的运动速度就会变成无穷大。大自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绝对真空和真正的无穷大出现,这种观念在西方哲学中延续了一千五百多年。
[16]这是人们第一次在物理学里提到拓扑问题。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并没有将球体理解为地球唯一可能的形状。为了不让地球转动时产生真空,或进入真空的区域,地球的形状只要是由任何一种旋转对称的图形绕着中心自转而成的就行了。
[17]任何由同心圆盘堆成的形状都可以。但球体的好处是,绕着任何直径转动都是对称的。
[18]Brian Malow,Nature 11 December 2008.
[19]行星并不是直接落在水晶球面上,而是在另一些以球面上的某一点为圆心的圆上。
[20]另一种方法略有不同,也就是让地球略微偏离均轮的圆心。对不同的行星来说,圆心偏离地球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如果要进一步提高精度,就要让行星的轨道处于不同的平面中。
[21]这是阿方索十世对托勒密行星系统的数学复杂性的评价,可能是伪托。
[22]在现代天体动力学的研究中,如果一种运动像中世纪学者对托勒密本轮理论的扩充一样,是由数量有限的周期运动叠加而成的,就叫做准周期运动(quasi-periodic)。如果无限多个运动叠加以后,收敛为一个有限的结果的话,那么这种运动就叫做殆周期运动(almost periodic)。
[23]O. Gingerich,The Book That Nobody Read, Walker, New York (2004).在《无人读过的书》中,金格里奇对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价值和影响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他翻阅了所有现存的《天体运行论》的早期版本,研究它们分别被谁读过以及读得有多深入。
[24]公元前 3世纪,萨摩斯的阿里斯塔克(Aristarchus of Samos,公元前 310年~约公元前 230年)也提出了这个设想。在《数沙者》(The Sand Reckoner)一书中,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年~公元前212年)提到了这个设想:“但是,萨摩斯的阿里斯塔克写了一本书,提出了一些假设,最终的结论是,宇宙实际上比我们现在所能想到的情况大很多倍。他假设恒星和太阳都是静止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动,而太阳则位于地球轨道的中心。”
[25] G. B. Riccioli,Almagestum Novum, Bologna (1651).
① 南十字星座是全天88个星座中最小的一个,每年4、5月间我国北纬20度以南地区的地平线附近可以短暂地看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国的国旗上也有南十字星座。——译者注
② 截至2012年底,科学家已确认发现的太阳系外的行星总数达八百多颗。——译者注
③ 火星逆行的视运动轨迹图片,可参见:http://www.phys.ncku.edu.tw/~astrolab/mirrors/ apod/ap080511.html. ——译者注
④ 威廉·希斯·罗宾逊(William Heath Robinson,1872~1944)是一位英国漫画家,以绘制古怪的机器闻名。在英国,“希斯·罗宾逊”一词被用来指代设计得复杂异常、实现的功能却非常简单的发明。——译者注
对称性让我平静。缺少对称性则让我发狂。
——伊夫·圣·罗兰(1936~2008,法国时尚设计师)
特殊的时间和地点
不要把它想成与赤道平行的纬线,而要意识到当初它也有机会成为赤道。
——马克·吐温(1835~1910)
尼古拉斯·哥白尼的名字已经与一整套世界观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科学界,人们用“反哥白尼”来作为对人类中心论思想的蔑称。在天文学界,人们常常将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并不特殊的假设尊称为哥白尼“原理”。我们不该像古代人那样,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应该假设宇宙到处都一样,并以此作为我们理论的基础。所以,地球应该是宇宙中一颗典型行星,在一个典型星系中围绕一颗典型恒星转动。
把地球和人类从宇宙中心移走,是科学家们取得的一个重大进步,但如果过于执著于此的话,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原理也有它自身的隐患。尽管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在各个方面都具有特殊性,但否认它在某些方面可能具有特殊性则是过犹不及。
现在我们已经懂得,在宇宙中,生命只能存在于某些特殊地方。显然我们不能活在恒星的中心,那里连原子都不能幸存;也不能活在物质密度过于稀薄的地方,那里形成不了恒星。[1]如果对生命来说,宇宙的这些“典型”环境都过于严酷,使之无法生存和发展,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处在典型位置上。这种对哥白尼原理的简单节制,对检验现代宇宙学理论而言至关重要。[2]
就像房地产经纪人所说的,地理位置不代表一切。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如果宇宙的总体性质随时间变化,例如年龄越大就越热或越冷,那么我们会发现,只有在宇宙的某些特殊时期,才可能允许恒星、行星和生命的存在。今天我们观察到膨胀宇宙的绝大多数重要特征都与这种偏倚(bias)有关联。现在的宇宙看起来已经很老了,因为构建化学复杂性的砖块,如碳、氮和氧等化学元素的原子核,早已在恒星的缓慢核燃烧过程中造了出来,核燃烧过程在超新星爆发时达到顶峰,将这些生命的必需元素在太空中散播开来。①这些成分变成了行星,最终构成了你和我。恒星的这个炼金过程花了数十亿年,所以宇宙才这么老,我们不应感到意外。我们不可能活在一个非常年轻的宇宙里,因为这样的宇宙来不及制造生命复杂性所需的砖块。
未来肯定会有这样一个时期,最后一颗恒星耗尽了它所有的燃料,然后“死”了,塌缩成一坨致密的遗迹,温度越来越低,或成了一个黑洞。也许这表示说在某个时期之后,宇宙中再也没有任何生命能存活了。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不能接受的事情,他们相信生命不可能灭绝。[3]显然,我们所知的生命(碳基的和生化的)不可能无限地存活下去。但如果考虑到我们的高科技的未来发展方向,生命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持续的微型化可以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减少污染,甚至开发利用量子世界的奇特韧性(flexibility)。宇宙其他地方高度发达的文明可能已经被迫走上了这样的科技发展之路。他们的纳米尺寸的太空探测器、原子级的机械和纳米计算机,就我们对宇宙探测的原始水平是不可能察觉到的。他们输出的废热可能很少,几乎不留痕迹。要想在遥远的未来存活下去,这可能是我们需要采用的演化策略中影响较小的一种。
平等的自然法则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罗马法》
在哥白尼之后,他的太阳中心说逐渐得到了完善。最后,一个来自英格兰林肯郡的年轻人艾萨克·牛顿(1643~1727),用一个关于运动和引力的新理论对这个图景进行了定量描述。在后来的大约二百五十年中,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运动三定律始终是物理学家和工程师认识世界的主要方法。这些定律把先前所有对运动的图像化描述变成了一种精确的数学化描述。其中那些方程(关于变化的“法则”)的解(法则的“结果”)成功地预言了月球和其他行星的运动。其中一个预言就是行星绕太阳的轨道并不像哥白尼假设的那样是圆形,而是椭圆,椭圆有两个焦点,太阳位于其中之一(图2.1)。
图2.1 一个椭圆的行星轨道,太阳位于椭圆的一个焦点上
牛顿的运动三定律可以被表述成如下形式。
第一定律:不受任何外力作用的物体将保持静止,或做匀速直线运动。
第二定律:物体动量的变化率等于它所受到的外力。
第三定律:每一个作用力都有对应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
这些定律中隐藏着许多值得注意的深刻见解。第一定律提到不受“任何外力作用”的物体。但是谁见过这种物体呢?这是牛顿作为基准的理想化表述。在此之前,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受外力作用的物体会逐渐减慢并停下来。但牛顿发现减慢是因为有其他外力作用,比如摩擦力和空气阻力。他能敏锐地察觉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起作用的外力,并且能够想象出如果所有外力都没有作用其中会怎样,这是一个完全理想化的情况。
当牛顿谈到运动或静止的物体时,我们可能会问:“相对谁静止?”事实上,他说的所有运动,都相对空间中一个虚构的固定舞台而言,舞台的位置由遥远的恒星划定。他认为恒星是不变的、静止的,这就是后来所谓的“绝对”空间。牛顿定律规定了事物如何在这个舞台里到处活动和表演。人们无论做什么都不能改变这个架构。
牛顿意识到,在宇宙的这个舞台里,只有一些特殊的演员才会认为简单的牛顿运动定律是正确的。这些演员的运动不能有加速度,也不能绕着“绝对”空间里那些遥远恒星转动。假设一位宇航员从转动的太空飞船的窗户向外张望。外面的那些星星在反方向转着圈圈,因而相对他在做加速运动,但这时没有任何外力作用在它们上面。所以,对于自转的宇航员来说,牛顿第一定律失效了,而他导出的第二定律的形式会变得复杂得多。[4]
牛顿的运动三定律反过来揭示了一个问题,既然哥白尼原理存在于自然法则的结果中,那么某种形式的哥白尼原理也应该存在于这些法则本身之中。牛顿定律要求宇宙中存在一类特殊的观测者,对他们来说运动定律比别的观测者看来更加简单。然而,真正的自然法则,如果表述正确的话,应该对所有观测者看起来都一样,无论他们处于什么样的运动状态和位置。没有人有特权认为他们的定律可以比其他人的简单。
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借助牛顿定律,就可以试着解释他们看到的所有天体运动。他们可以试着理解星星的分布,理解事物如何从简单的开始变成今天的样子。虽然当时他们缺少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望远镜技术,对宇宙景观的视野难免受到技术的限制,但人们还是渐渐开始从天文学的意义上考虑恒星为什么这样分布的问题,并将这些问题与我们所知的物理定律和运动定律联系起来。同时,关键的是,他们开始思考牛顿的运动定律会如何预言宇宙的变化。
变化的宇宙
圆,好似螺旋中的圈/又像转轮中的转轮
——阿兰·伯格曼和玛丽莲·伯格曼(Alan and Marilyn Bergman,美国音乐人)
在牛顿之后的几个世纪中,我们对浩瀚宇宙的赞叹之情与日俱增。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1711~1786)是英格兰北部达勒姆地区的钟表匠,一位自学成才的天文学家、测量员和建筑设计师,他第一次对银河进行了细致描绘。这条由恒星、气体、尘埃构成的闪亮长带自古以来被所有仰望过夜空的人们所熟知和敬仰。[5]借助早期的望远镜,他发现了天空中的星星并不是随机分布的。相反,星星的分布呈现出独特的星系群格局,我们只不过是在其中一个星系的内部向外看。那么,什么样的三维格局才能让银河看起来像现在这样呢?
赖特提出了两个设想。第一个设想是,恒星可能聚集成一个扁平、环形的盘状结构,非常像我们熟悉的土星环,围绕着银河的中心(图2.2a)。银河的中心是“造物中心”,“所有自然法则都源自那里”。第二个设想是,恒星可能聚集成一个球面,银河只是这个球面上的一块薄片,这体现了我们并不靠近星系中心的事实。
进而赖特的想象又更上了一层楼。他认为宇宙中不应该只存在一个这样的巨大星团。他假设这样的星团应该无穷无尽,每一个都是恒星环绕的中心,有的是球形,有的是盘状。他觉得布满夜空的那些暗淡影像有可能都跟银河一样,它们构成了“无穷无尽的广阔空间……与已知的宇宙并没什么不同”(图2.2b)。
赖特花了大量精力对宇宙进行了充满诗意的图像化描述。他画了一个宇宙的巨大图纸(3米×2米),列出了极为丰富的天文学现象,例如日食和彗星的轨道。他从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中提到的多个太阳和多个世界的想法中获得了灵感,这种想法认为宇宙由无数个太阳系组成,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行星,围绕中心的恒星转动。在赖特看来,我们的太阳和别的太阳是一样的,而且地球一定是众多行星当中的普通一员。他估算出银河中大约有超过 3 888 000颗恒星以及“60 000 000个像我们这样的行星世界”,尽管这只是整个夜空中的一小部分。
图2.2 (a) 托马斯·赖特的银河系模型,其中的恒星都均匀分布在一个扁平的盘状空间中。(b)赖特的无穷无尽宇宙模型,就像无穷大空间中有无数个泡泡,每个泡泡都是一个星系。两张图都摘自他 1750 年出版的书《一个原创的宇宙理论》(An Original Theory of the Universe)
赖特的设想和他建立的模型将原本着眼于太阳系的哥白尼原理进行了外推,于是就适用于更大的宇宙,这非常重要。宇宙由大量星系(或“岛宇宙”)构成,而我们的银河系只是其中之一。起初,这样的想法并没有被人们认同。到了1920年,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学会举办了一场著名的大辩论,两位美国天文学家希伯·柯蒂斯(Heber Curtis,1872~1942)与哈罗·沙普利(Harlow Shapley,1885~1972)各执己见。他们争论的焦点是,夜空中看到的螺旋状星云是不是像银河系一样的遥远星系。沙普利声称,银河系就是整个宇宙,但这并不能让当时的天文学家信服。
图2.3 伊曼努尔·康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赖特的高瞻远瞩之所以会被铭记,是因为它以某种方式被后来的科学家所发扬。后来的科学家有了更先进的仪器,于是进一步丰富了赖特的模型。赖特随后将精力转移到了建筑设计领域,并没有为天文学观测作出更多贡献。[6]但是,一位思想敏锐的年轻读者对他提出的宇宙图景十分着迷。1751年,27岁的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在汉堡市的报纸上读到一篇关于赖特的理论的(不完全可信的)二手说明。四年以后,作为回应,康德匿名写了一本关于宇宙的著作,题为《宇宙发展史概论》。这本书的流传并不广,因为出版商破产了,印好的册子最后也被执行法官拿走了。不过,仅仅一个世纪之后这本书就声名鹊起,当时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1821~1894)在德国的一次公众演讲时提到了它,遂引起了天文学家的注意。[7]
康德满腔热情地发扬了赖特的银河图景。他提出,赖特的恒星环状结构其实是一个恒星组成的自转盘面,其中向内的万有引力被绕星系中心旋转时产生的向外离心力所抵消。没有引力,这个恒星圆盘就会烟消云散;而没有旋转,所有的恒星就会向星系中心崩塌。康德认为,天文学家在望远镜中看到的所有星云[8]实际上是自转的恒星圆盘。
宇宙中万事万物之间都存在某种相似性,这反映出牛顿引力和运动定律是普适的客观规律。星系之间的差别只体现在视亮度上,也就是反映出它们同我们的距离有远有近;天上的星系千姿百态,又可以解释为它们的朝向与我们视线不平行——就像从不同的角度看一个橄榄球。于是,康德更进了一小步,试图寻找更多星系有可能拥有的形状。如果恒星聚集成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也许星系就会陆续聚集成巨大的星系群,后者再聚集成星系群的星系群,依次类推以至无穷。这个方案并不完全自洽,因为它要求星系围绕星系群的中心旋转,形成盘状结构,而这些星系群之间也都要形成巨大的旋转盘面。不过说到用牛顿定律理解太阳系以外的宇宙结构,这是一次绝妙的尝试。[9]
康德的图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宇宙在演化,它就像生生死死的恒星一样会随时间变化。[10]康德的宇宙无边无际,所以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心。但也会有一些特殊的位置,那里的物质密度最大,我们的太阳系就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可以看出,生命和有机体像球面波一样,从中心向外传播,所到之处焕发勃勃生机。在每一个尺度上,新形成的结构都在向内的万有引力和向外的离心力作用下保持平衡,就像银河系那样。[11]球面波的前缘布满了其他的太阳系,而其后缘则被耗尽了所有资源、陷入腐朽的死去世界所占据(图2.4)。丰富的新结构在膨胀球面的外部演化着,这是宇宙物质创生的前沿。中心区域的古老腐朽物质是第一批结构形成的残渣。但这不仅仅是个宇宙坟场,这些物质可以重新组合自己,循环利用,将来可以用于产生有序的恒星和行星系统,像是“凤凰涅槃”。因此宇宙可以永远演化下去,“创生永远不会完成或终结,它确实有个开端,但永远不会停止”,并且“各个世界和世界体系毁灭了,被吞进了永恒深渊,但同时创生也总是在天上忙着构建新的结构,好好地弥补那些逝去之物”。[12]
图2.4 康德的演化宇宙模型由无数个像这样的膨胀球面组成,其中每个球面的前缘都能产生恒星,然后渐渐变暗,而其后缘则标志着恒星的消亡②
康德认为,上帝在不断地创造新的更大的世界,演化的宇宙应该被看作这个神圣伟大计划的一部分。所有已知生命的寿命都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奢望违背这个法则。但大自然是无与伦比地丰富,允许“各个世界和世界体系在扮演过各自的角色之后,退出宇宙的舞台”,同时逐渐探索物质的所有可能组合。
康德把最古老的结构率先腐烂,同时新的结构不断形成的循环叫做“一定的规律”(a certain law)。因此,“已形成的世界被局限在已被消灭的自然之废墟和还未成形的自然之混沌中间”。
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康德的追求不再是天文学和牛顿物理学,而是批判哲学,这使他成为世界最著名哲学家之一。在1781年撰写的《纯粹理性批判》中,他对实在(reality)和主观实在(perceived reality)进行了重要的划分。我们必须区别客观真理和那些符合我们头脑中特有的范畴而为我们所理解的真理。康德将自己的哲学思辨自比于天文学中的哥白尼革命:③
从前,人们假设我们的知识必须与对象保持一致……[但]为了在形而上学上取得进一步的进展,现在我们想试着假设对象必须与我们的知识相一致……这样我们正是沿着哥白尼的思想主线在前进。当假设闪闪发光的漫天星斗在围绕观测者转动时,他就无法对天体运动作出更恰当的解释,于是他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假设的反面,即星星是静止的,而观察者在转动。关于对象的直观性,我们也可以在形而上学中进行同样的试验。[13]
对康德来说,事物的绝对真理是不可知的。只有部分,当它符合我们头脑中的范畴时,才可以被我们理解。[14]
星云假说
黑暗是永恒的,光明只不过是把黑暗隐藏了起来。
——丹尼尔·K.麦基南(Daniel Kian McKiernan)
康德对这个宇宙学理论的对立面也作出了贡献。在1755年的《宇宙发展史概论》中,他描绘了另一种图景:太阳系是由自转的气体和尘埃形成的。在1796年的流行读物《宇宙体系论》当中,法国天文学家皮埃尔·拉普拉斯(1749~1827)把这个想法发展成一个更精确的理论。这个关于宇宙本质的想法具有极高的可读性,并对法国(乃至欧洲)的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拉普拉斯可谓法国的大名人,他是拿破仑的科学顾问,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并最终被皇帝授予侯爵。他也是个坚定的理性主义者,想要证明不借助任何超自然的力量,也可以解释行星如何形成。他在那本书的最后一章里解释了太阳系的起源。一团自转的云状物质收缩,形成了一系列行星,在同一个平面上绕太阳公转,同时这些行星也以相同方向围绕各自的对称轴自转。[15]这个理论被称为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后来,这个观点在当时的天文学家中很流行,他们认为夜空中每一块发光斑点都是正在形成的行星系统。这与赖特的理论非常不同,后者认为这些发光物应该是像银河系一样的星系,每一个都包含数以亿计的恒星和行星系统。
拉普拉斯侯爵的理论成为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宇宙学标准模型。1890年,当时最杰出的天文史学家艾格尼丝·克勒克(Agnes Clerke,1842~1907)曾如此断言:
现在完全可以这么说,没有任何合格的思想家……还能坚称任何单个星云都是与银河系相同级别的恒星系统。实际上可以肯定的是,天体中所有的星状和星云状的东西都属于同一个巨大集团。[16]
维多利亚时期的宇宙是由众多恒星构成的大轱辘,也就是我们所见到的银河。“夜空里的点点星光也许是河外星系”的观点暂时运交华盖了。
爱德华时期的宇宙中的生命
“为什么我们在这儿?因为我们不总是在那儿。”
——BBC电视剧《探案新窍门》[17]
艾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是19世纪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发现生命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会发生演化。不过,他并没有为此得到应有的赞誉。达尔文也在一直思考相同的想法,并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独立地搜集了有关证据。但达尔文幸运的是,华莱士没有简单地先把自己的想法发表出来,而是写信告诉了达尔文。后来华莱士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同时公布于世。华莱士对物理学、天文学和地球科学都感兴趣,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把达尔文当作自己的同事,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从很远的地方寄来标本。1903年,在《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一书中,华莱士广泛研究了地球成为宜居之地的原因以及从宇宙的状态可以得出的哲学结论。[18]
华莱士对开尔文的一个简单的宇宙模型印象非常深刻。开尔文男爵[19]是当时英国科学界的领军人物,皇家科学学会的主席(1890~1895)。这个模型从牛顿引力理论发展而来,可以预测宇宙中巨型云状物质的命运。开尔文的兴趣格外广泛,并且都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的:他从10岁起就在格拉斯哥大学听课,15岁时就写出了关于地球结构的重要研究论文;他发展了能量守恒定律和热力学定律的学说,引入了绝对温标;他也搞过仪器,并于1858年参与了跨太西洋海底电报电缆的研制和调试;他还抽空设计了标准水龙头,设计了中央暖气和空调的热泵,并对第一条电气化铁路的设计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他转而研究宇宙时,思想的锋芒同样锐利。他证明了,一团球状物质最终会由于自身引力而向中心塌缩,唯一能避免落入中心的方法就是绕着它旋转,而这正是康德提出的设想。开尔文的模型包含了约十亿颗太阳大小的恒星,这些恒星产生的引力导致恒星的公转速度正好与我们在附近的太空中所观察到的符合。[20]
图2.5 华莱士在1903年画的开尔文宇宙模型,其中太阳系(黑点所示)不在中心位置
图 2.5 是华莱士所画的开尔文宇宙模型。[21]华莱士对于开尔文宇宙模型的讨论的有趣之处在于,他采取了一种表面上看起来非哥白尼的观点,因为他认为宇宙中一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有利于生命的出现,并且我们因而并非生活在万物的中心,而是在靠近中心的地方。
在开尔文的宇宙模型里,物质将向着中心掉落,并与已经在那里的恒星融合,从而释放出热量,维持着漫长时间的能量输出。华莱士对宇宙广袤尺寸的解释值得大段摘录:
我们已经发现了,能够合理地解释太阳以及恒星群中其他同等地位的恒星得以长时间发光发热的原因。起初,原始宇宙核心部分弥漫的物质缓慢地运动着,逐渐会聚集成巨大质量的天体。但一段时间之后,会有物质以极高的速度,从周边区域稳步地、均匀地流进来,补充物质以产生和维持像我们的太阳那样的高温,并足以延续生命持续发展所需的漫长时间。对生命这个演化的最终产物来说,原始宇宙弥漫的物质的巨大质量和体积(这由开尔文勋爵假设提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中心区域就会相对缓慢而寒冷,不足以持续产生必要的热量;同时,到目前为止占有更大比重的、聚集在银河巨大的旋转环中的大部分物质也同样重要,可以防止有物质过多过快地流入中心区域……对于那些[恒星周边的行星]来说,如果它们的物质演化过快或过慢,就不曾有或不会有足够的时间让生命得以发展。[22]
华莱士看到,宇宙的总体性质和生命出现并欣欣向荣所必需的条件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我们可以隐约看到恒星宇宙的所有重大特性都与生命的成功发展有关系。这包括,广袤的空间、所形成的银河大圆环的形态,以及我们的位置比较接近它的中心但又不是完全落在中心上。[23]
同时他也发现,物质流入中心,并将引力势能转化为恒星热能的过程是不连贯的,先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流入,加热了恒星,输出了热量,然后会冷却一段时期,也就是我们正处的时期。
华莱士最后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地球的地质和历史方面,以讨论生命演化所需的宇宙条件。在那里,他看到的情况远比天文学中的复杂得多。他高度评价了历史的偶然性在人类演化轨迹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并认为生命所需的全部条件“绝不可能”在别的地方也找得到。这让他做出了这样的思索:
我们已知的、环绕在周围的广袤而复杂的宇宙,也许是一种绝对的必需……这样才能产生一个所有细节都为生命的有序发展(最终以人类的出现为高潮)做好铺垫的世界。[24]
华莱士厌恶宇宙中还有其他生命的想法,不过他相信物理和化学定律[25]在宇宙中的一致性将保证:
无论有机的生命可能存在于宇宙何处,它们的基础和本质必然是一样的。如果生命存在于某处,它们的外观将会千变万化,就像地球上的生物一样……与我们的宇宙大相径庭的宇宙,其中的物质和我们宇宙中的不同,其中的普遍条件和规律也不同。我们并不是说,在与我们所知所想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有机的生命一定不能生存。然而在我们已知的宇宙中,除非满足了我们这里的普遍规律和条件,否则没有理由相信有机的生命是可能存在的。[26]
华莱士的宇宙学研究方法表明,生命演化所需的条件虽然对于研究任何具体的恒星演化理论来说没什么紧密关系,但对于所有宇宙学理论研究来说,它却是必须被适当对待的。
衰败的宇宙
……如果考虑整个宇宙的情况,假如有足够的纸张和墨水的话,我们应该可以写出一个方程,把宇宙的历史往前推,不论多远的未来都可以。但如果我们想往回计算世界过去的历史,就会算到某一个点,在那里方程失去了意义,因为我们会面对事物的这样一种状态,即它不能在已知的自然法则下,由前一刻的某一状态推导得出。
——威廉·金登·克利福德(1845~1879,英国数学家、哲学家)[27]
19世纪时,一种看待宇宙的新方法(我们称为范式)开始出现。工业革命主导了维多利亚时期。工程、机器、轮船、蒸汽机和熔炉持续推动了经济发展,科学的发展也体现了相应的关切,热力学定律的发现就是集大成者。[28]变化和进步成为了哲学家和工程师的信条之一。所以毫不奇怪,科学家开始将整个宇宙看作一台巨大的机器,并且开始考虑,关于宇宙的过去和未来,热力学定律能告诉我们多少知识。
关于热机,物理学家做出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发现是,能量会从有序的形式(例如电流或旋转运动)转化成完全无序的形式(例如热辐射)。1850年,鲁道夫·克劳修斯(Rudolf Clausius,1822~1888)证明,在一个任何东西都逃不出去的有限闭合系统中,这种能量的转化是单向进行的。无序的能量,在1865年被他称作“熵”,永远不会减少。这就是所谓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是最重要的阐释性科学原理之一。[29]不过在传统的意义上,相比牛顿力学,热力学第二定律还不能算是一个自然法则。它不能回答当一个力作用时会如何,或是一个物体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如何;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个统计性定律,它能决定整个系统中所有分子的集体行为。
牛顿定律允许各种各样现实中不存在的事情发生。举个例子,牛顿定律允许葡萄酒杯掉在地上摔成碎片(这个我们能见到),也允许这个过程的时间反演,也就是许多玻璃碎片自然地同时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葡萄酒杯(这个我们永远也见不到)。导致这个矛盾的原因是,要设法达到玻璃杯破碎的条件并不难,但如果想让所有大小合适的碎片以合适的速度、合适的方向运动,形成一个完整的葡萄酒杯,简直是异想天开,绝不可能。于是,尽管牛顿定律允许这样的现象发生,但我们永远都不会看到一系列由无序转化为有序的事件。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由有序向无序的衰败过程,毕竟这更有可能出现。
如果这个无序度增长的“第二定律”适用于整个宇宙会怎样呢?用克劳修斯的话来说,这意味着“世界的熵趋向于一个极大值”。尤其是他认为,热力学第二定律排除了循环宇宙论。在循环宇宙论中,宇宙可以重现一模一样的总体环境,或是像凤凰涅槃一样死而复生。就是这个问题引发了“宇宙热寂说”。从有序向无序的过程是不可逆的,这就意味着,显然宇宙注定会江河日下,持续不断地从有序状态向在遥远未来的无序状态衰败。
最终,世间万物都将淹没在热辐射的海洋里。那时不再有恒星和行星,所有的地方、所有东西的温度和能量都一样。在这个均匀的温度中,不再有任何改变和发展,我们称之为“生命”的现象也灭绝了。追溯过去,这个平稳的衰败过程一定是从过去某个时候开始出现的,那时的宇宙更加有序。或许宇宙具有一个最大有序度的开端?又或者,应该得到的正确结论是,现在宇宙的年龄不可能是无穷大,不然它早就该达到完全的热平衡和热寂的状态了?[30]
这个想法吸引了那些仍在试图调和两种观点的人,一种观点是宇宙从过去有限的某个时间的“虚空”中产生,另一种则是新兴的变化和进化的观点。尽管对于未来的人类来说,这个想法所描绘的东西太黑暗了。产业革命的进展和技术的变革改变了工业世界的面貌,同时也无情地走向了一个无所谓人类存在不存在的终点。突然间,宇宙看起来不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了。
从1851年到1854年,开尔文在一系列论文和讲座中讨论了这些想法。他感兴趣的是,对于宇宙的过去和未来,第二定律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开尔文有一个强烈的宗教动机,他想推导出一个宇宙的开端,并排除掉永恒循环宇宙论。[31]但是他对热寂的事耿耿于怀,无法接受第二定律这个不可避免的推论。相反,开尔文相信宇宙是无限的(而不像克劳修斯提出的宇宙是有限的),并且相信在未来,自然法则可能是会改变的。别的一些人,例如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1838~1916),也试着把热力学定律的推论局限在个别事物上,如恒星和行星,而拒绝把热力学定律应用到整个宇宙。对他们来说,宇宙是一个封闭热力学系统的迹象并不明显,甚至说宇宙受到熵影响的迹象也不明显。
利用第二定律推出宇宙必然有开端的做法并不局限于基督徒,也有热情的唯物主义者。逻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威廉·杰文斯(William Jevons,1835~1882)[32],相信第二定律意味着宇宙必然有一个开端,或者说在某个时刻之前,自然法则是不同的。然而政治哲学家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辩证唯物主义的支持者,却只有在循环宇宙论面前才赞同熵增加原理。而且他认为,所有断定世界有限和世界将在热寂中衰败的观点,都是在暗中承认上帝的存在,因此他要坚决否定。④
第一个从数学层面上认真看待这件事的人,是信奉天主教的物理学家和科学史学家皮埃尔·杜亥姆(Pierre Duhem,1861~1916)。他认为,自然界的熵永远在增加,并不意味着在过去某个有限的时刻它一定是零。[33]他反对用熵增加原理说明宇宙在有限的过去从虚空中产生,或者说明未来将处在一片热寂中,因为宇宙熵的连续增加并不意味着它曾有一个极小值,或者将来必然达到一个极大值。图2.6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从热力学角度看待宇宙的最后一种新设想由路德维希·波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1844~1906)和恩斯特·策梅洛(Ernst Zermelo,1871~1953)在1895年提出。他们认为,宇宙是无限的,而且已经处于整体上的热平衡态,但虽然如此,系统各处都可能存在围绕这个平衡的临时性随机涨落。其中一些涨落可以像银河系一样大,足以成为生命存在的场所。[34]只是这样的大型涨落非常少有,因此生命也非常罕见。
图2.6 一个单调增长的曲线,过去从来不曾等于零,未来的增长也不会超过某个数值
事实上,早在1879年,波尔兹曼的涨落说已经被英国物理学家塞缪尔·托尔弗·普雷斯顿(Samuel Tolver Preston,1844~1917)提出来了。普雷斯顿原本学的是电报工程专业,但后来变成了热力学和引力方面的专家,并最终于1894年(当时他50岁)在德国拿到了他的博士学位。他被宇宙的广袤所震撼,因此觉得我们不能仅从所拥有的一粟中,就推断出关于沧海的最终结论。他提出宇宙中的一些区域体现出适宜生命居住的特点,但我们不能就因此说整个宇宙都是这样。尤其是我们必定会发现,宇宙中我们所在部分的熵在增加,以便允许生物化学反应的发生,因为“从我们存在于世的事实来看,我们必然位于适宜生命存在的部分”。而且,
宇宙在许多广阔区域内都会有这样的奇特性质,允许温度、聚集状态、组成以及形成宇宙的物质发生几乎是随机的局域涨落……整体的构成(宏观地看)仍然是彻头彻尾一致的。[35]
对于这个理论,有人批评,如果各处的熵都以相同的速率增加,那么就需要假设已知的物理定律在过去的某时失效了。对此,普雷斯顿成功地进行了辩驳。[36]我们将在第10章继续讨论普雷斯顿的这个想法,在被提出一百三十多年之后,它对宇宙学来说仍然是有意义的。
卡尔·史瓦西:超越时代的人
我已经受够了数/天上的星星
——艾弗利兄弟二重唱[37]
19世纪时,数学家们终于开始了解这么多个世纪来一直摆在他们面前的事实了。此前,除了欧几里得几何对平面上的线、点和角的经典描述,他们并不接受其他几何系统的存在。欧式几何被看作其领域内唯一正确的逻辑系统,这个偏见深深地植根于一个信念之中,那就是它和宇宙有相通之处。这并不仅仅是个数学“游戏”,从一系列初始假设和规则开始,就可以得出所有可能的几何结论。这是世界的真实存在:一条关于事物本质的绝对真理。当追问上帝或宇宙终极本质的神学家、科学家或哲学家被人批评,被问到其中可有什么东西已经完全搞清楚了时,他们就会以欧式几何为例,说明人类的思想如何把握住了一条终极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的论文仿照欧几里得的方式进行论述。欧几里得就是黄金规则。
曲面上也可能有逻辑自洽的几何学,例如马鞍形面或球面,这个发现已经被航海家和艺术家直观地使用了数百年,他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然而这些曲面上的几何却意外地引发了人类的思想革命。突然间有了许多种可能的几何。每一种都不过是一种从初始假设和规则推导得出的逻辑体系。没有一种几何敢于断言自己是终极真理的一部分。于是,几何和所有的数学都换了个态度,认为自己是一种公理和规则的体系。这些几何在逻辑上都自洽,在这个意义上它们都是“存在的”,但这并不能让它们成为真实的或必然的物质实在。
非欧几何最简单的例子是那些描述负曲率或正曲率曲面的几何,就像这里你看到的花瓶的图案(图 2.7)。一个曲面可以非常复杂,有些部分的曲率可以是正的、负的,也可以是零。想要了解曲面的曲率,最简单的办法是选取其中三个相邻的点,A、B和C,画出能够连接A到B、B到C、C再回到A的最短曲线。在一个平面上,这些最短的曲线其实就是直线,ABC就是一个内角和为180度的三角形。
在一个正曲率的面上,比如球面,连接 A、B和 C的最短距离就不再是像平面中那样的“直线”了。这些曲线其实是绕球心的圆弧。它们就是“大圆”,洲际航班为了将油耗降到最低而采用的路线(假设风都很小)。它们闭合后形成一个内角和大于180度的凸三角形。这是正曲率的特征。类似地,在一个负曲率的面上,比如一个马鞍面、一块品客薯片、一片冬青的叶片或是羽衣甘蓝的叶片(图 2.7b)[38],其中的弯曲三角形的内角和小于180度。
有时候所谓的弯曲并不与我们朴素的直觉精确相符。从外观上看,你也许认为圆柱体是弯曲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你拿一张平展的长方形纸,在上面画一个三角形,那么其内角和正如预料的那样是180度。现在把这张纸的两个长边黏在一起,形成一个圆柱体,让三角形朝外。三角形看起来跟往常一样,内角和是 180度。局部地看,圆柱体表面并不是弯曲的(图2.8)。
图2.7 (a) 连接弯曲表面上间隔不远的三个点所形成的三角形。花瓶底座的表面是正曲率的,于是三角形的内角和大于180度;瓶口附近是负曲率的表面,于是三角形内角和小于180度;这两个区域之间是曲率为零的表面,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b) 甘蓝是卷心菜的一个变种,叶子表面是负曲率的
图2.8 黏合正方形的两个对边就形成了一个圆柱体。从局部看,圆柱体的几何仍然是平坦的,跟正方形一样。圆柱表面的三角形内角和仍然是180度,也跟正方形一样
卡尔·史瓦西(Karl Schwarzschild,1873~1916)是一个天才,可惜英年早逝,无法亲眼目睹自己想法的真正重要性。1916年5月,他年仅42岁就去世了。在恒星、星系和引力的研究中,他作出了许多发现。他发现了如今遍布宇宙的黑洞的精确解,为爱因斯坦革命性的相对论的精确实验检验铺平了道路。但在此之前,在1900年,从弯曲几何的理论中,他提出了一个宇宙的新图景。1900年7月,在海德堡召开的德国天文学会的会议上,史瓦西提出,宇宙的几何性质并不像欧几里得教给我们的那样是平坦的,而可能是弯曲的非欧几何。非欧几何在18世纪早期由约翰·兰伯特和意大利耶稣会士、数学家乔瓦尼·萨凯里(Giovanni Saccheri,1667~1733)首先提出,并由黎曼、高斯、波尔约和罗巴切夫斯基[39]于19世纪早期进一步发展。[40]这些新的可能性并没有受到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的一致欢迎,就连最富远见卓识的物理学家如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1831~1879),都在1874年给他的苏格兰老朋友[41]彼得·泰特(Peter Tait,1831~1901)的一张明信片中,把支持这种几何扩展的人称为“空间折皱者”(space crumplers)。[42]
图2.9 卡尔·史瓦西
史瓦西首先意识到,如果宇宙有负的曲率,那么恒星的视差角⑤就会有一个极小值,正如罗巴切夫斯基所指出的,于是他推导得出宇宙的曲率半径必然大于60光年。更有趣的是,他接着又考虑了宇宙有正曲率的情况。这意味着宇宙是有限而无界的,就像一个球面,自我闭合。[43]
史瓦西发现,100颗由视差法已测得距离的恒星以及 1亿颗由于视差角太小(小于 0.1 角秒)而测不出距离的恒星,可以很好地安放在半径不小于2500光年的正曲率球形空间里而不显得拥挤。他又提出在这样的空间里,如果我们朝太阳的反方向看,原则上[44]可以“看到”另一个太阳的像,因为光线绕着这个球形空间跑了一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卡尔·史瓦西志愿加入德国军队。在俄国前线时,他写下了两篇绝世之作,一篇关于量子理论[45],一篇关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两个都是诺贝尔奖级别的。1916年,他得了天疱疮,那是一种由免疫系统崩溃而引起的严重皮肤病,当时还没有治疗方法。到了3月,他被带回了家中,仅仅2个月后就去世了。
旧的世界观至此到了终结之时。19世纪的宇宙观曾以标新立异为耻,直到非常晚的时期,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史瓦西的想法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至此所有的牌洗得只剩下两张,一张是宇宙由许多星系组成,一张是只有一个银河系,其他所有的遥远星云都位于其中,虽然古代人可能认为宇宙的结构还存在别的可能性。但接下来,人类思想所能触及的领域将会大幅度地向外拓展。
注释
[1] 这个总体的思路叫做人择原理,是布兰登·卡特(Brandon Carter)于1973年在纪念哥白尼诞辰500周年的一次天文学演讲中提到的。进一步的讨论参见:J. D. Barrow and F. J. Tipler,The Anthropic Cosmological Principle, Oxford UP, Oxford (1986).更多应用人择原理的最新例子,参见:J. D. Barrow,The Constants of Nature, Jonathan Cape, London (2003).
[2] 一个理论也许会预言说,宇宙可能拥有许多不同的性质,每种性质出现的概率各不相同,而宇宙被观测到的性质或许是其中出现概率很小的结果。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个理由就否定这个理论。也许,只有在那些出现概率很小的宇宙中才会允许观测者的存在。这种想法很重要,它能够用来检验本质上包含随机性的宇宙学理论,根据这些理论会得出许多性质不同的宇宙。在任何量子宇宙学理论中,这种随机性都是不可避免的。
[3] 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强烈赞成这种观点。
[4] 往牛顿方程中加入的额外项叫做科里奥利力,这是由科里奥利(Gaspard-GustaveCoriolis,1792~1843)于 1835年提出的。在一个旋转的参照系中,运动的物体会受到一种额外的加速作用,使得运动方向发生偏转,这就叫做“科里奥利效应”。同年,科里奥利利用牛顿力学原理,写下了一本关于台球研究的权威著作,叫做《关于台球中的自转、摩擦和碰撞的数学理论》(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pin, Friction and Collision in the Game of Billiards)。
[5] 在希腊语中,银河就是galaxias,由此才有了英语中的galaxy(星系)。
[6] 到了20世纪60年代,人们才发现赖特还有一份未曾发表的草稿,叫做《关于宇宙理论的反思或奇思》(‘Second or Singular Thoughts upon the Theory of the Universe’)。在这篇文章中,赖特放弃了他先前的高瞻远瞩,而换成了一种由无穷多层同心球面组成的宇宙,恒星坐落在这些球面上,球面的共同中心就是上帝。灵魂穿梭于不同的球面之间,分别受到或严格或宽松的限制,这就是神的不同程度的惩罚措施。这种模型的动机来源于当时的炼金术对于火以及神在创造太阳时的所作所为的认识。火的循环维持了宇宙的统一,而彗星正是生命之火在宇宙中扩散并为太阳补给燃料的手段。更详细的讨论可以参见:Simon Schaffer, J. Hist. Astronomy 9, 180–200 (1978).
[7] 关于这次演讲可参见最近的一本亥姆霍兹文集:H. Helmholtz,Science and Culture: Popular and Philosophical Essays, ed. D. Cah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95), p. 18.
[8] 在20世纪中叶以前,“星云”一词都被天文学家们用来描述所看到的遥远天体发出的模糊光斑,其中既有恒星又有星系。例如,埃德温·哈勃就把星系称作星云。但在今天,天文学家仍然保留了“星云”的叫法,用来描述恒星周围充满了尘埃和气体的区域。尘埃和气体中的原子和分子与恒星发出的辐射相互作用,能够发出各种颜色的光。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叫法,如行星状星云(这个名字跟行星没有任何关系)、发射星云和反射星云等。人们最常拍摄的就是这些壮观天体,它们的照片常见于天文学杂志和海报。
[9] 不久以后,瑞士数学家约翰·兰伯特(Johann Lambert,1728~1777)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宇宙模型,认为恒星会聚集成不同尺寸的星系团,然后星系团再聚集成更高一级的星系团,依此类推。这和康德的无限大宇宙不同,兰伯特的模型虽然很大,却是有限的,而且是周期性的,其中每一级结团的图案都是一样的,像是一种分形结构。
[10]更多技术性讨论参见:Barrow and Tipler,The Anthropic Cosmological Principle, p. 620.
[11]如果一个系统在距中心为r的地方,物质的旋转速度为v,而且密度随半径的分布为ρ(r)的话,那么v2一定正比于ρ(r)r2。
[12] I. Kant,Universal Natural History and Theory of the Heavens, transl. W. Hasti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1969), p. 149.在这个版本中,康德在 1751年对赖特的理论(他正是受其启发)所作的评论也被翻译成了英语。
[13]转引自:D. Danielson (ed),The Book of the Cosmos: A Helix Anthology, Perseus, New York (2000), p. 271.
[14]如果康德当初知道自然选择会导致生物演化的话,可能就不会表述得那么极端了。我们的感官是演化的结果,是人类对“实在”的适应,而不论我们对“实在”是否有了解。例如,我们眼睛的结构能够感受光的真实特性,这就是演化的结果。利用光学理论,我们能够直接而精确地理解眼睛的结构,这一事实反过来说明,我们的理论抓住了我们视觉所需的光的大部分本质。参见:J. D. Barrow,The Artful Universe Expand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5), pp. 30–33.
[15]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天王星的其中两个卫星的运动方式,威廉·赫歇尔(1738~1822)在1798年才发现了它们。(天王星某些卫星的转动方向和太阳系绝大部分天体是相反的,也就是在逆行。——译者注)
[16] A. Clerke, The System of the Stars, Longmans, Green, London (1890).转引自:Edward Harrison,Cosmology, 2nd ed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0), pp. 77.
[17]在2008年4月4日BBC1播出的《探案新窍门》中,饰演布莱恩·莱恩的阿伦·阿姆斯特朗(Alun Armstrong)如是说。
[18] A. R. Wallace,Man’s Place in the Universe, Chapman and Hall, London (1903).此处引用的是1912年出版的该书第四版。
[19]开尔文原名威廉·汤姆逊(William Thomson,1824~1907),于 1892年被授予开尔文男爵一世的贵族身份。他去世后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
[20]他认为,如果宇宙中存在100亿颗恒星,它们的运动速度就太快了。如果一个引力系统的总质量为 M、半径为 R、平均速度为 v,那么这三个物理量的关系就是v2?2G M R ,其中G是牛顿引力常数。
[21] Wallace,Man’s Place in the Universe, p. 248.
[22]同上,pp. 255, 261.
[23]同上,p. 256.
[24]同上,pp. 256–257.
[25]通过观测木星卫星的掩食现象而测出的光速竟然和地球实验的结果相吻合,这令他非常震惊。于是他认为:“众多科学发现让我们坚信,无论是从物理定律和化学定律的作用来看,还是从宇宙的结构和表现形式的力学关系来看,物质宇宙的各个部分本质上是统一的。”(同上,p. 154)
[26]同上,pp. 154–155.
[27] W. K. Clifford,Lectures and Essays, vol. 1, Macmillan, London (1879), pp. 221.
[28] S. Brush,The Kind of Motion We Call Heat, vols. 1 & 2, N. Holland, Amsterdam (1976).
[29]热力学第一定律说的是能量守恒。
[30] J. Vogt,Die Kraft, Haupt & Tischler, Leipzig (1878), and H. Kragh,Matter and Spirit in the Universe; Scientific and Religious Preludes to Modern Cosmology, Imperial College Press, London (2004).
[31]这种动机也可以在更近一些的历史中读到,例如:S. Jaki,Science and Creation, Scottish Academic Press, Edinburgh (1974).
[32] W. Jevons,The Principles of Science, 2nd edn (1877).
[33]注意,如果一个量在不断变大(例如熵),并不能说明它曾经等于零。
[34] L. Boltzmann, Nature 51, 413 (1895).更深入的讨论参见:Barrow and Tipler, The Anthropic Cosmological Principle, pp. 173–178.
[35] S. T. Preston, ‘On the Possibility of Explaining the Continuance of Life in the Universe Consistent with the Tendency to Temperature-Equilibrium’,Nature 19, 462 (1879).
[36]威廉·缪尔(W. Muir)给《自然》杂志写的信以及普雷斯顿的回应,参见:‘Mr Prestonon General Temperature-Equilibrium’,Nature 20, 6 (1894); ‘Temperature Equilibrium in the Universe in Relation to the Kinetic Theory’,Nature 20, 28 (1894).
[37]取自歌曲《Bye Bye Love》,由布莱恩特夫妇(Felice and Boudleaux Bryant)作词,艾弗利兄弟在1957年录制。
[38]蔬菜的叶子、花和珊瑚的表面常常是负曲率的,因为这样表面积更大,能够提高营养的吸收效率。
[39]约翰·兰伯特在 1766年首次提出了负曲率空间的想法,高斯(1777~1855)在 1816年设想了如何通过实验来测量地球表面的曲率大小。1829 年,尼古拉·罗巴切夫斯基(Nicolai Lobachevskii,1792~1856)写了一本书,叫做《几何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Geometry)。在这本书中,他证明,欧几里得著名的“第五公设”(平行线永远不会相交)独立于其他的几何公理,如果这个公设不成立的话,就会产生新的几何。匈牙利数学家雅诺斯·波尔约(János Bolyai,1802~1860)也作出了类似的发现。波恩哈德·黎曼(Bernhard Riemann,1826~1866)后来将这类问题写入了他的博士论文,将它发展成了一门关于弯曲空间(或黎曼空间)的完备学科,论文的导师之一正是高斯。
[40]其他人也想知道用弯曲的几何来描述宇宙空间是否更合理。西蒙·纽康( Simon Newcomb,1835~1909)在《超空间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yperspace’,Bull. Amer. Math. Soc. (2) 4, 187 (1898)]一文中,介绍了有限的球形空间的优点。关于非欧几何和天文学的早期研究,更完整的介绍参见:D. M. Y. Sommerville, Bibliography of Non-Euclidean Geometry,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and Harrisons & Sons, London (1911).
[41]麦克斯韦和泰特曾共同就读于爱丁堡学院。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他们在数学和物理学领域角逐各种荣誉和奖项。1852年,时年 20岁的泰特被认为是剑桥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数学荣誉学位考试第一名(senior wrangler)。第二年,麦克斯韦也获得了这项殊荣。泰特最著名的工作是创立了数学中的纽结理论,而麦克斯韦是仅次于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
[42] P. H. Harman,Energy, Force and Matt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2).
[43]事实上,这意味着宇宙是一个假想的四维超球体的三维表面。
[44]实际上,星系间的物质会让光线变模糊,结果就看不到了。
[45]他证明人们观测到的斯塔克效应(Stark effect)可以用量子理论来解释,并发现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最重要的解析解。他的解最初描述了像太阳那样的球对称物体所产生的引力场,后来略作修改后可用来描述静止不旋转的黑洞所产生的引力场。“史瓦西解”是如今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一门引力或天文学课程都要讲到的核心内容。
① 化学元素都是由更基本的质子、中子和电子构成的。例如,氢一般由一个质子和一个电子构成。碳一般由六个质子、六个中子和六个电子构成。宇宙诞生后的一段时期内,只有独立的质子、中子和电子,没有任何化学元素,所有元素都是后来形成的。原初核合成只能产生氢、氦和极少量的锂,排在氦和铁之间的元素可以在恒星内的核聚变中形成,排在铁之后的元素可以在超新星爆发时的剧烈核聚变中形成。——译者注
② 作者来信指出,这张图只画出了前缘,而并没有画出后缘。——译者注
③ 此处参照了蓝公武的译本。——译者注
④ 学者在最近的一篇文章[J. B. Foster and P. Burkett,‘Classical Marxism and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Marx/Engels, the Heat Death of the Universe Hypothesis, and the Origins of Ecological Economics’,Organization Environment 21, 3 (2008)]中指出,从恩格斯的行文来看,他并不是反对热力学第二定律本身,而是反对由此推出的“宇宙热寂说”。——译者注
⑤ 从两个不同的地点看同一个物体,视线的夹角就是视差角。天文学中常用地球公转产生的视差角来测量恒星到太阳的距离。——译者注
爱因斯坦每天都给我解释他的理论,当我们抵达港口时,我确信他理解了这套理论。
——柴姆·韦兹曼(Chaim Weizmann,1921年和爱因斯坦一同乘船跨越大西洋前往纽约)[1]
完成哥白尼世界观
政府律师文化中的一个悖论让我很震惊。法律条文越不确定,他们的观点反而变得越确定。
——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英国前司法大臣)[2]
19世纪天文学家描绘的所有宇宙图景都应用了牛顿在1687年提出的技术指南。他著名的运动定律和引力定律对于各种实用场景都非常有用,不论是建造桥梁、测试汽车、导航飞机,还是投掷石块。但是如果你细想一下,就会发现这其中也隐藏着深刻的问题:可惜这些定律只对一类特殊的观测者成立——那些没有相对于无穷远处的恒星转动或做加速运动的观测者。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谈到的,如果从旋转的火箭窗口向外看(图3.1),你就会发现尽管星星没有受到任何作用力,但也在做加速运动。
图3.1 从不断旋转的火箭内眺望窗外,宇航员发现恒星都在做加速运动,尽管没有任何力作用在恒星上面
爱因斯坦认为,这种表述自然法则的方式存在严重的问题。某种自然法则的表述只是针对某类观测者,这样在这些观测者看来,世界一下子变得如此简单。这就等于说,世界上存在一种特殊的知识,只有某些人才能搞懂,而别的人都不懂。在爱因斯坦看来,这样的逻辑难以接受,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前哥白尼世界观——在宇宙中,我们的运动(而不是位置)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地位。
爱因斯坦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找到了一种方法,使我们在寻找和表述自然法则时,能保证从所有的观测者身上都能得出相同的定律,而不论他们如何运动。爱因斯坦新的引力定律(广义相对论)取代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它也被许多人认为是人类思想最伟大的创造之一。广义相对论扩展了哥白尼的观点,它不仅仅要求我们在宇宙中没有特殊位置,还要求自然法则本身对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是一样的,不论他们身在何处,也不论他们如何运动。在实际情况中,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设想你朝天上看时发现,当A发生的时候,总是导致结果B。因此你发现了一个自然法则,我们记作方程 A=B。然后你把所有的测量设备都放进宇宙飞船里,随飞船进入太空。你的宇宙飞船可能在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转动或做加速运动。当你仔细观察A时,它看起来总是不太一样,不像地面上测到的结果。由于你的运动影响了观测结果,所以你测到的不再是 A,而是 A'。同理,另一个测量结果不再是 B,而应该是B',其中B'就是考虑了你的运动产生的影响之后得到的B的大小。爱因斯坦的理论能够保证,无论你的飞船在做什么运动,自然法则都会满足A'=B'。虽然这些A和B有不同的取值,但无论是在飞船上还是地面上,定律的形式都是一样的,如A=B,或A'=B'。牛顿定律并没有这个特点。在牛顿定律中,如果在一个不旋转的飞船中得到A=B的定律,针对同样的事件,在另一个旋转飞船中得到的定律就会变得复杂许多:
在爱因斯坦看来,一个完整的哥白尼世界观不仅要适用于自然法则的结果,如行星、恒星和星系,而且也必须适用于自然法则本身。
爱因斯坦的洞见
宇宙不得不被加以再造,而爱因斯坦的原理就像一盏小灯照亮了他的道路。他描摹出一个引力理论的轮廓,在其中,宇宙中所有的物质、所有的粒子、所有的能量都对它的结构有影响:时空被物质和能量压弯了。
——让·艾森施塔特(法国物理学家)[3]
1931年,爱因斯坦在美国同主演查理·卓别林一起参加了无声电影《城市之光》的首映式。人群中不断传来的喝彩声向这两位不同领域的名
图3.2 在苏黎世求学时的(左起)马赛尔·格罗斯曼、爱因斯坦、古斯塔夫·盖斯勒(Gustav Geissler)和尤金·格罗斯曼(Eugen Grossmann)
人致意。据说,卓别林对爱因斯坦这样解释道:“他们向我喝彩是因为他们都能看懂我的电影,而他们向你喝彩是因为没人能看懂你的理论。”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变成了晦涩难懂的代名词:对智力的终极挑战。当然,为了让运动和引力的新定律满足哥白尼原理的要求,爱因斯坦所使用的数学语言一开始也难倒了他自己。他坦言他的数学不够好。他的天赋在于理解物理,而非数学技巧。但是如果遇到自己不会做的数学题,他知道谁会做。他的老同学、老朋友马赛尔·格罗斯曼(Marcel Grossmann,1878~1936)是一个天才数学家,即使现代数学最抽象的分支也难不倒他。格罗斯曼也认识到爱因斯坦拥有非凡的天赋,能够洞察自然规律的核心,他很愿意竭尽所能去帮助爱因斯坦。1912 年,在众多更有名的大学提供的教职面前,爱因斯坦接受了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教授职位,这样他就可以与在那里担任理论数学教授的格罗斯曼亲密合作了。
为了让爱因斯坦能够表达引力如何改变宇宙形状的想法,格罗斯曼为他介绍了一种新的数学工具。爱因斯坦渴求一种能“平等地”写下自然法则的方法,于是对任何人来说,自然法则看起来都一样。格罗斯曼为他展示了这一方法,这需要用到数学语言的一个深奥分支,叫做张量演算,这种数学能满足爱因斯坦所寻求的普适性。格罗斯曼又为爱因斯坦介绍了发生在复杂曲面几何中的重大进展,这正是史瓦西几年前开始探索的方向。不过,为什么爱因斯坦需要了解这些古怪的几何学呢?
牛顿所理解的空间是一个固定的巨大舞台,行星、彗星等天体的运动都发生在这个舞台上。天体可以你来我往,但无论舞台上占据着什么样的物质,发生了什么样的运动,空间都固定不变,而且不可改变。在爱因斯坦的理论中,空间的可塑性则要强得多。就像一大片橡胶板,随着上面物质和运动的不同,橡胶板的形状也在变化。在有大量物质聚集的地方,空间的曲率很大。而离物质越远的地方,空间也就越平坦,越没有形变。当一个物体从曲面上的一点向另一点运动时,会遵循其中的最短路径——也就是曲面上的“直线”。大质量附近的几何会发生严重的凹陷,物体遵循最短路径经过时会被拖向凹陷中心。这样等它经过之后,它的运动方向已经随着空间形状而发生了变化。用这种方法,爱因斯坦可以简单地认为引力来源于空间的形状。确实,根本不需要任何力,只需要有弯曲的空间。
乍听起来,这不过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说明存在一种力。但事实并非这么简单。在牛顿的空间固定的旧世界中,你可以设想空间的固定舞台上有一个旋转的球。如果你站在舞台上离球不远处,它不会对你产生任何影响。爱因斯坦的世界就大不相同了。如果空间像一个形状可变的橡胶板,那么旋转的球就会扭曲它周围的空间①,你站在旁边时就会受到某种沿着旋转方向的拖曳作用。 [4]这个区别可不小。
为了把这种思想变成一种新的引力理论,爱因斯坦所做的工作就是寻找某些特殊的方程组——这种新的引力定律对于任何的物质和能量组合(不论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都能告诉我们其空间有何种形状、时间以多大的速率流逝。而且这个定律还要告诉我们,这些组合应当以何种方式变化才能保证能量守恒。美国物理学家约翰·惠勒(John Wheeler, 1911~2008)把爱因斯坦的理论归纳成两句话:“物质告诉空间如何弯曲。空间告诉物质如何运动。”
爱因斯坦用新的数学语言,也就是格罗斯曼教给他的张量分析把这些方程组写了出来。这确保了,不论观测者如何运动,旋转、加速、跳上跳下或是转圈圈,方程组的形式在所有的观测者看来都一样。不论他们的实验室处在什么样的运动状态,所有的观测者都会推导出相同的引力定律来。[5]
爱因斯坦的方程组有着优美的性质。也就是说,一个决定曲面几何如何变化的纯数学定理,等价于一组在所有自然过程中能量和动量都守恒的物理定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果考虑质量很小、运动速度又远小于光速的情况,空间的几何形变也会非常微弱——这时爱因斯坦方程组就转化成了从前的牛顿引力定律。
一点题外话
谬误也有好处,而且越多越有好处。犯过错的人会进步,他们更值得信赖。为什么?他们不再有威胁。他们不会太较真。没犯过错的人总有一天会跌下悬崖,这是坏事,因为任何跌落的人都是累赘,他们落地时可能会砸在你身上。
——詹姆斯·丘奇(当代侦探作家)[6]
2000年,英国有一场大型比赛。人们通过投票,要选出过去一千年中最伟大的英国人。知名节目主持人和记者尽最大努力说服民众,把莎士比亚排在戴安娜王妃前面,把贝克汉姆排在达尔文后面。一家严肃的报纸想到了牛顿。这本来很有说服力——彩虹②、运动、万有引力、微积分以及其他累累成就——但有位记者没有被说服。“爱因斯坦证明牛顿的一些理论完全‘错’了。”他如此写道。
这句评论透露出有关现代科学发展进程的一个误解。当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出现,并被越来越精确的实验验证时,并不意味着牛顿的理论被扔进了垃圾堆。将来,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会被取代,但我们同样不会把它扔在一旁。
爱因斯坦的思想拓展了牛顿理论,于是我们就能了解引力场很强和运动速度接近光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牛顿理论不能描述这种极端情况。但如果考虑爱因斯坦理论的极限情形,即物体运动速度远低于光速,并且引力场很弱的情况,那么爱因斯坦理论会变得越来越接近牛顿理论。也就是说,牛顿理论是爱因斯坦理论的极限近似。从应用范围和适用条件来讲,爱因斯坦理论可以取代牛顿理论;但作为对低速、弱引力场的日常世界的有效描述,牛顿理论还无法被取而代之。这就是为什么工程类的学生都要学习牛顿定律的原因,而我也敢预测他们在接下来的一千年内还是会学大致同样的内容。
关于沃纳·海森堡和保罗·狄拉克的量子力学取代牛顿力学,我们也要以同样的眼光看待。量子力学把我们所了解的力学适用范围拓展到了非常微小的空间和时间尺度下,包括质量极小的粒子和光子的运动。然而,当我们渐渐扩大事物的尺度时[7],量子力学就会越来越像牛顿力学。
在物理学理论的演化中,新的理论会包含旧理论的成功之处和前人们的见解。它们拓展了理论的适用范围以及它们可以准确描述的情景。新理论没有推翻旧理论,也没有把它们扫进历史的垃圾箱。很久以前也许有那么几次,那是因为当时的理论几乎没什么证据支持,说服力微乎其微。如今,一个新理论必须要能解释所有已被解释的现象和一些还未被解释的现象,而且还要做出一些从没有人想到过的预言。
爱因斯坦静而实的宇宙
人们说歌剧已不是过去的歌剧了,他们弄错了。歌剧还是过去的歌剧。这才是出错的地方。
——诺尔·考沃德(1899~1973,英国剧作家、演员)[8]
1915年11月,爱因斯坦向科学界公布了他的新引力理论,论文发表在备受推崇的《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院刊》上。爱因斯坦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才为引力的问题找到了满意的回答,并推导出了一组方程,可以描述质量和能量如何弯曲空间以及如何在弯曲的空间中运动。他的理论精确地预言了水星轨道近日点每世纪43角秒的神秘进动。自从1859年被法国天文学家奥本·勒维耶(Urbain Le Verrier,1811~1877)发现后,水星进动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天文学家。牛顿理论并不能直接解释这个现象。[9]在爱因斯坦看来,这是物理学和数学公式的有机结合——物理定律几乎是毫无预兆地从抽象数学中冒了出来,这使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兴奋地写道:“几乎没有一个理解这个理论的人会不被其中的魔力所吸引。”[10]
一年半以后,1917年2月8日,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爱因斯坦公开发表了第一次把他的新理论用在了整个宇宙上的成果。方程组的每一个解都表示一个可能的宇宙。然而似乎只有一个宇宙,那么我们该如何剔除过多的宇宙呢?在这个问题上,爱因斯坦苦苦挣扎了很久。如果认为宇宙是无限的,他又无法确保方程组在无限远的地方仍然起作用。而如果认为宇宙有限,那么他就必须避免遇到空间的“边界”。
借助史瓦西曾关注过的数学进展,爱因斯坦发现了正曲率空间的重要性。它有限,但又像一个球的表面那样,没有边界。他还相信对称性:平均而言,宇宙必须在任何方向上、任何位置上都一样。所以尽管宇宙每一处的空间曲率都略有涨落,但这就像平静的海面,任何时候从大尺度看海面的任何位置、任何方向都一样。空间曲率所带来的一个有趣结果是,尽管各个方向看上去都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在宇宙的中心。如果你像蚂蚁一样在一个球面上爬,无论在哪里,你会觉得任何方向看上去都一样,而且球面并没有中心。[11]
但此后爱因斯坦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历史性飞跃,而是有点步履蹒跚。在做出所有这些简单的理论假设后,他却得不到任何静止的宇宙模型。所有可能的世界都必须随时间变化,无论在宇宙的什么地方,都会随着宇宙一起膨胀或收缩。空间可以弯曲,但是对1917年的爱因斯坦来说,空间作为恒星运动的场所必须是静止的、固定的。在他看来,能得出静止宇宙的唯一方法就是往他的方程组中引入一个可能存在的项,这一项的重要性此前被他低估了。
牛顿的引力理论告诉我们,两个物体之间的万有引力使它们相对彼此做加速运动。为了阻止这个加速,需要存在一种排斥的作用,于是物体受到的合加速度是
爱因斯坦的理论允许排斥力存在,但并不要求排斥力存在:这是种额外的选项。这种排斥力看起来就像大自然还没利用的一个附件,因为我们在地球和太阳系中研究引力时并没有发现相关证据。物体离得越近,它的效果就越弱。但物体距离很远时,它的效果就增强了。[12]这说明在宇宙中的某一个距离上,排斥力和万有引力相等。这样大小的宇宙既不会膨胀,也不会收缩。这就是爱因斯坦的静态宇宙。
这种宇宙的空间曲率为正,所以是有限而无界的。如果我们画一个图,向上表示时间的流逝,空间垂直于时间的箭头(每一个时刻都是一个二维空间切片),那么对爱因斯坦宇宙来说,某些运动物体在时空中走过的路径正是这个圆柱体表面上一条蜿蜒的螺线(图 3.3)。如果向一个远离我们的宇宙飞船望去,它先是变小,然后又返回来变大了。光绕整个宇宙跑一圈所花的时间[13]取决于宇宙中物质的平均密度。[14]如果一个宇宙中物质的平均密度等于现在的空气密度,这个时间就是两天半。在这样的宇宙中,每当过去发出的光绕过整个宇宙又回到我们身边时,我们就能看见两天半、五天、七天半、十天以前做过的事。
爱因斯坦的宇宙继承了史瓦西的静态空间的长处。他引入了一个惊人的宇宙模型——一个有限无界的、自无穷过去到无穷将来都存在的弯曲空间。这是他非凡方程组的第一个产物,但方程组想告诉他的信息却把他弄得很沮丧:宇宙并不想静止。后来,爱因斯坦回应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图3.3 (a)爱因斯坦静态宇宙模型的时空结构图。宇宙中自由运动的粒子之间的距离不会发生变化。(b)光在爱因斯坦静态宇宙中随着时间流逝的运动轨迹。这个轨迹是圆柱表面的一条螺旋线
德希特动而空的宇宙
我对宇宙非常感兴趣——我专门研究宇宙及其周边事物。
——彼得·库克(Peter Cook,1937~1995,英国讽刺作家)
紧随其后研究爱因斯坦方程组的是著名的荷兰天文学家威廉·德希特(Willem de Sitter,1872~1934)。得益于荷兰的战时中立,德希特见到了爱因斯坦,并和他一直保持通信。[15]他也同英国著名天文学家阿瑟·爱丁顿通信讨论科学问题,当时爱丁顿正负责组织1917年度在皮卡迪大街皇家天文学会举办的月度研讨会。正是在学会的第三场报告中,德希特向人们展示了爱因斯坦方程组的一个新的解。[16]
德希特保留了爱因斯坦的排斥力,但又设定宇宙的物质密度是零。当然,真实的宇宙不是空的。德希特假设物质密度非常低,因此产生的引力与爱因斯坦的排斥力相比完全可以忽略,这种排斥力用希腊字母Λ③表示。不像爱因斯坦的宇宙,德希特宇宙的空间几何是欧几里得的,因而是无限的。
尽管很容易得到一个德希特宇宙,解释起来却没这么简单。遥远物体所发出的光的波长好像会被拉长,因此颜色会变红,而且光源距离越远,拉得就越长。这被称作“德希特效应”。1912 年,美国天文学家维斯托·斯里弗(Vesto Slipher,1875~1969)发现,一团遥远星云(现在我们管它叫“星系”)发出的光的特征波长存在明显的位移。④五年之后,他又报告了从其他二十多个星云的光谱中发现的红移现象。他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些位移。现在德希特证明,他给出的爱因斯坦方程组的解能引起这种效应。进一步的研究给出了原因:德希特宇宙在膨胀。如果你标记了德希特宇宙中的两个点,它们就会加速分离,距离呈指数增长。图3.4画出了德希特宇宙中两个参考点的距离随时间变化的关系:随着时间流逝,距离在加速增长。
图 3.4 德希特的加速宇宙。自由粒子之间的距离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呈指数增长
在这个膨胀宇宙的图景中,“德希特效应”有个很简单的解释。当一个退行的恒星发出某种光时,波长就会被“拉长”,我们接收到时就发现光的频率比发出时变小了。这个规律对所有的波都适用,特别是声波和光波。当光源靠近我们时,事情刚好相反。一个退行的光源变红,而靠近的光源变蓝。一个退行的声波音调变低,一个靠近的声波音调变高。这个现象叫“多普勒效应”,这是由奥地利物理学家克里斯蒂安·多普勒(Christian Doppler,1803~1853)在 1842年试图解释运动的恒星为什么有不同颜色时发现的。[17]我们更熟悉声音的例子。回忆一下凌晨三点街上的摩托少年从你卧室旁呼啸而过。那噪音很有特色:咦——哟。起先他朝你开过来,马达的音调升高(咦),然后他绝尘而去,声音从远去的马达跑回来,频率变小音调降低(哟)。
斯里弗观测到的现象正好与有些恒星从银河系一头急速远离我们,有些又从另一头靠近我们时所发出光波的情形相符。当然,斯里弗也许看到的只是一些飘移的天体,从某个方向飞来,路过我们之后又离开了。渐渐地,对银河系两头的天体的观测表明,这些天体都在远离我们,但斯里弗坚持用他的漂移假说来解释红移。⑤在当时没有理由能让他(以及任何其他人)相信宇宙在膨胀,或甚至只是考虑一下这可能意味着什么。
在德希特宇宙的数学模型中,宇宙的全部空间确实都在爱因斯坦拉姆达力的作用下加速膨胀。可惜没有人想到要把这件事与斯里弗在1917年的观测联系起来,连德希特都没想到。直到1921年,德希特才知道斯里弗观测的螺旋星系中,有22个在远离我们。没人知道它们离我们有多远,而且仍有可能是局部的随机运动引起了这种现象,而不是整个宇宙的膨胀。德希特不愿意从斯里弗的观测中做出任何肯定的结论。他第一个得到了膨胀宇宙模型,但宇宙的膨胀却犹抱琵琶半遮面,还得一阵子才能露出它的庐山真面目。
德希特的宇宙对我们现在的宇宙学研究非常重要。请注意它的一些特点。德希特宇宙的体积会变得越来越大,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相反,当你逆着时间往回追溯时,它会变得越来越小,却永远不会变成零,也不会有大小为零而物质密度为无穷大的明显开端。它的膨胀速率恒定不变。如果在某一时刻掉进这个宇宙里,你根本无法确定你的具体时刻,因为未来和过去没什么区别。你能观察到的所有事物都永远一个样子。在德希特的世界中,历史并不是一个重要主题。
弗里德曼动而实的宇宙
我们有爱因斯坦空间、德希特空间、膨胀的宇宙、收缩的宇宙和振荡的宇宙。事实上,纯粹的数学家仅仅通过写下方程就可以创造出宇宙。如果他信奉个人主义,他甚至可以拥有一个他自己的宇宙。
——约瑟夫·约翰·汤姆逊(1856~1940,英国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是个物理学家,德希特是个天文学家。在这场发现新宇宙的竞赛中,紧接着出场的新选手虽然后来鼎鼎有名,但在当时却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数学家、气象学家,他就是来自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弗里德曼(Alexander Friedmann,1888~1925)。[18]他很幸运,当他还是个物理系的年轻学生时,就参加过奥利地杰出物理学家保罗·艾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1880~1933)的量子理论和相对论课程,艾伦费斯特在去莱顿大学之前于1907~1912年间在圣彼得堡大学任教。弗里德曼毕业后一直和艾伦费斯特保持联系。他先是在巴夫洛斯克观测站当一名气象学家,后来又去莱比锡成为现代气象学理论奠基人威廉·比约克内斯(Vilhelm Bjerknes,1862~1951)的研究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奥匈前线从事弹道学工作。[19]战争结束后,他重新拾起学术,并立刻有了进展。他的研究涵盖数学、矿物学和大气科学。最后,弗里德曼在1918年成为彼尔姆国立大学的数学和物理学教授,这个大学是圣彼得堡大学的新分校(outpost)。在那儿,他遭受了内战的折磨,彼尔姆市先后被反苏的“白军”和托洛茨基的红军占领,这使得他的绝大部分同事相继离去。1920年,弗里德曼去了圣彼得堡的地球物理学观测站,并在那里开始学习爱因斯坦新的广义相对论。弗里德曼的研究领域极为广博,既有纯数学理论研究,也有引人注目的高空气球飞行,这是为了研究人体的高空反应。在1925年的一段时间里,他同一位同事一起曾一度保持着高空气球飞行的世界纪录,到达7400米的高度。可惜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年仅37岁,死因似乎是斑疹伤寒。[20]
图3.5 亚历山大·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已经非常详细地学习了爱因斯坦方程组背后的艰涩数学,并着手寻找比爱因斯坦和德希特更一般的解,同时保留他们关于宇宙各处各方向都一样的假设。从弗里德曼1922年和1924年的两篇文章以及1923年撰写的《在时空中的世界》一书中看来,他应该听说过德希特和爱因斯坦的宇宙,但好像不知道斯里弗发现遥远恒星的光波红移现象。他研究爱因斯坦方程组的方法就是以数学家的眼光寻找新的解,而且他找到了。
图3.6 弗里德曼的膨胀和收缩的宇宙
首先,他发现了一种有限的“闭合”宇宙。这种宇宙有正曲率的空间,从有限的过去开始膨胀,到一个极大值后又开始收缩,直到有限未来的终点(图3.6)。这是个膨胀的宇宙,包含普通的无压强物质⑥。宇宙中物质的质量是有限的,宇宙的体积和寿命也是有限的——弗里德曼甚至估计,如果这种宇宙循环一周的时间跨度大约是 100亿年的话,它的质量大概是太阳质量的5×1021倍。[21]这种宇宙始于一种密度无穷大、后来被称作大爆炸的过程,又会在与之相反的极端大塌缩过程中收缩到一个终点。弗里德曼在他的书中提出,如果在时间上向前(和向后)延拓这个解,这种宇宙就会周期性地膨胀和收缩,在一个无穷的序列中振荡(图3.7)。他这样写道:
图3.7 弗里德曼的振荡宇宙
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世界的曲率半径……周期性地变化:宇宙收缩到一点(变成虚无),然后半径又从一点变大,到某个值以后,曲率半径又缩小,变成一个点,依次类推。这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到印度神话中的生命轮回。同时也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世界从虚无中创生。但这一切目前只能算作天方夜谭,因为太缺乏天文学观测,无法进行检验。[22]
紧接着,弗里德曼又发现了爱因斯坦方程组的另一类解,有着“开放”的空间、负的曲率,就像一个马鞍的形状,因此这种宇宙的体积是无限大的,会从无限的过去开始膨胀,直到无限的未来。[23]图 3.6 和图3.7中也画出了这类解。
所以,是弗里德曼第一个发现了爱因斯坦方程组允许膨胀或收缩的宇宙包含普通物质,如行星和恒星。他并不是受到天文学观测启发之后才产生这个想法,也没有拘泥于宇宙的开始或结束所包含的物理学意义。有趣的是,他描述了一种从虚无中产生(又在虚无中消失)的宇宙。但弗里德曼时运不济,人们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重大发现。他的论文发表在当时的顶级期刊《物理学杂志》上,爱因斯坦在上面也发表过一些成果,但完全没有提到他的新“宇宙”。更倒霉的是,爱因斯坦认为弗里德曼有一些关键性的计算错误,这些膨胀收缩的新宇宙根本不是他的方程组的解,为此还在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来特别进行了说明。
幸运的是,1923年5月,弗里德曼在圣彼得堡的一位同事尤里·克鲁科夫(Yuri Krutkov)来到莱顿,在那儿见到了爱因斯坦,并且成功地说服了他,使他相信弗里德曼的计算是正确的:爱因斯坦的方程组真的有非静态的宇宙解。爱因斯坦迅速行动,在期刊上又发表了一篇短文说,在同弗里德曼通过信并与克鲁科夫讨论过之后,他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计算的错误,而弗里德曼的解是“正确而清楚的”。这些解表明,场方程除了有静态解之外,还有随时间变化的解。[24]有意思的是,在投给期刊的那篇短文的手写草稿中,爱因斯坦在结尾加了一句总结陈词说,抛开这些解的正确性不说,“在其中几乎找不到物理学意义”。幸好在短文发表前,他把这句话删掉了。
弗里德曼的寿命不长,也没有通过天文学观测来解释他的发现。对他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些数学公式。他的一位同事弗拉基米尔·福克(Vladimir Fock)说,有一次弗里德曼告诉他:“他的任务就是暗示爱因斯坦方程组可能存在这样的解,并且物理学家们可以像他们所期待的那样研究这些解。”[25]但如今,没有一个名字比弗里德曼和宇宙的关系更紧密:如果在网上搜索一下“弗里德曼的宇宙”,你就会得到数百万个结果。
勒梅特的宇宙
世界的演化可以比作一场刚刚结束的烟花表演:几缕幽幽的红光、余迹和烟雾。站在一堆早已冷却的灰烬上,我们看到众多恒星逐渐黯淡,而我们正试图追忆那些逝去的辉煌。
——乔治·勒梅特[26]
1923年,乔治·勒梅特(Georges Lema?tre,1894~1966)被圣龙博神学院(Maison Saint Rombaut)任命为天主教牧师,之前他还曾在“一战”中获得十字勋章。他本来是在比利时的天主教鲁汶大学注册学习工程学,但战争中断了他的学业,直到1920年,他才从数学系毕业。1923~1924 学年,他获得了去国外的奖学金,来到剑桥的圣埃德蒙学院[27],成为大学天文台里阿瑟·爱丁顿的访问学生。当时,爱丁顿恐怕是世界上最有造诣的天体物理学家,拥有一系列卓越成就,诸如提出了恒星的工作机制,发展了银河系内恒星的运动理论,以及领导了1919年那场著名的科学探险——去西非附近葡萄牙所属的小岛普林西比上,探测遥远恒星的光在经过太阳引力场时有没有弯曲,以检验爱因斯坦的预言。他也是第一个撰写英语论文介绍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人。
爱丁顿拥有传奇般的数学能力,并且迅速而深刻地理解了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在“一战”期间,他作为皇家天文学会的秘书长,维持了同欧洲大陆科学家的科学交流。作为一名虔诚的贵格派教徒,爱丁顿没有加入那场战争。1917年,由于公开表示自己出于宗教信仰而拒绝服兵役,他险些被关进监狱颜面扫地,所幸有皇家天文学家弗兰克·戴森爵士(Frank Dyson)出面调停。利用和海军部的良好关系,戴森安排了一份关于推迟爱丁顿服役的协议,约定如果到时战争结束了,爱丁顿将领导海军部的项目里两支探险队的其中一支,于1919年5月29日观测一场日全食,以检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勒梅特在剑桥交流的一年并没有向爱丁顿学习宇宙学,而是把精力投入到了深刻地学习广义相对论之中。离开剑桥后,他开始读博,师从哈佛天文台的著名天文学家哈罗·沙普利,并于1927年7月获得隔壁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位(哈佛天文台到 1929年才开始授予博士学位)。爱丁顿对勒梅特的天才和数学能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信中向其他科学家强烈推荐他。勒梅特交游广泛,与人和善,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同每个人都能和谐相处。这无疑促进了合作与交流。
在波士顿的时候,勒梅特想通了红移的问题,并且已经阅读了爱因斯坦早期关于静态宇宙模型的论文。他和爱丁顿都没读过弗里德曼的文章。1927年,关于爱因斯坦理论预言的简单宇宙,勒梅特做出了最透彻的研究工作。他比爱因斯坦、德希特和弗里德曼走得更远,除了恒星和星系之外,又向宇宙中引入了有压强的辐射。同时他也试图用膨胀宇宙中的多普勒效应来解释斯里弗所看到的红移。
1927年,勒梅特完成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它先是用法语写成,发表在比利时的不知名期刊上。这篇文章第一次把爱因斯坦方程组的膨胀宇宙解及其物理学解释,同遥远星光由于多普勒效应而产生红移的计算结合了起来。[28]就像他的其他研究工作那样,勒梅特思路非常清晰,没有多余的公式,并囊括了所有物理学的关键点。[29]他意识到,宇宙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界,可以有限也可以无限,以及就能量守恒而言,爱因斯坦方程组有一个简单的物理学解释。他甚至从42个星系的红移和距离的观测数据中,算出了当前宇宙的膨胀速率,第一次给出了所谓“哈勃常数”H的数值(625千米每秒每百万秒差距⑦,与两年后哈勃的结果相近)。他计算了星系退行速度 v和距离 r的比值[30],并根据多普勒效应第一次推导出了哈勃定律(v=Hr)。
图3.8 静态宇宙的不稳定性。勒梅特和爱丁顿都证明,略微移动静态宇宙中的物质,就会导致宇宙开始膨胀或收缩
1929年,哈勃发表了自己的观测数据以验证哈勃定律。1930年,德希特紧随其后重新分析了这些数据(这让哈勃非常不爽,因为他把数据看作是自己的成果,发表后被德希特引用也不行)。哈勃从来没有真正赞同膨胀宇宙的全部物理学内涵,也没有专门用观测数据来验证理论模型。他把遥远星系的速度称作“视”速度,而把解释的工作留给了其他人。[31]无论如何,德希特和勒梅特都以极大的热情发展了膨胀宇宙模型。
勒梅特的工作明确了爱因斯坦静态宇宙和德希特指数膨胀的空洞世界的地位。勒梅特证明,爱因斯坦的世界不稳定。如果宇宙开始于一个静止的状态,那么其中的任何扰动或运动都会把它带入一个逐步升级的膨胀或收缩的状态(图3.8)。这等价于把宇宙立在一个针尖上。
这个发现虽然似乎没受到爱因斯坦的热烈欢迎,却成为勒梅特的宇宙名声大振的催化剂。1930年,他原来的导师阿瑟·爱丁顿证明了先前的怀疑,即爱因斯坦的静态宇宙在微小扰动下会不稳定。他向爱因斯坦的解中引入微小的密度不均匀,并发现所有不均匀性都会随时间长大。
图3.9 乔治·勒梅特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摄于1933年)
当时他没有注意到勒梅特的工作,但在文章发表后[32],爱丁顿很快就收到了以前学生的来信,勒梅特指出爱因斯坦宇宙的不稳定性早在他1927年的文章中就已经被(用另一种方法)证明过了。爱丁顿震惊了,他已经忘了文章的这部分内容,也忘了勒梅特做过的这些计算的重要性。他迅速做出反应,于1930年7月给《自然》杂志写了一封信,提到勒梅特被忽略的工作,并安排将1927年那篇文章的英文版翻译发表在了1931年的《皇家天文学会月报》上[33]。结果,勒梅特成了当时最著名的宇宙学理论家。在1930年10月份的一次会议上,他才得知了弗里德曼先前所做的数学工作,但他还是在1931年的英文版翻译中增加了一条引用。
图3.10 勒梅特正在给学生上天体力学课
1957年,爱因斯坦去世两年后,勒梅特接受了一个关于他和爱因斯坦会面内容的采访。他披露了在1927年索尔维会议的私下场合中,爱因斯坦赞扬他的文章具有优美的数学形式,但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讲,这些非静态的宇宙学“很讨厌”。[34]勒梅特仍然感觉到,爱因斯坦并没有真正领会退行星系的最新观测数据对他理论中的膨胀宇宙解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然而,1933年,在帕萨迪纳听了勒梅特关于此问题的报告后,爱因斯坦开始相信勒梅特方法的简洁性,并把他关于膨胀宇宙有一个炽热开端的图景称为对宇宙行为作出的最“美”的解释。
勒梅特的宇宙与爱丁顿在研究爱因斯坦宇宙不稳定性时发现的宇宙类似,因此它也常被称作爱丁顿–勒梅特宇宙(图3.11)。它开始于无限过去的一个静止状态,然后逐渐膨胀,直到在过去的某个有限时刻,膨胀的过程变得明显起来。[35]然后它继续膨胀,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后,越来越像德希特的指数膨胀宇宙。它有爱因斯坦的拉姆达排斥力;它的空间有限,曲率为正,并且永远膨胀。
图3.11 爱丁顿–勒梅特宇宙
过去经过了无限长的时间意味着宇宙没有开端。这没有引起爱丁顿和勒梅特的忧虑。事实上,爱丁顿把这种情况看作是大自然的一种特点,给了宇宙“无限时间用于开始”,因为“没有什么事情需要着急”。[36]他觉得一个突然开始的宇宙,就像勒梅特的宇宙,“令人不快”,只不过是个“烟花理论”,相比之下他的“沉稳”观念更能满足人们渴求安宁的心灵。爱丁顿说,尽管过去的时间有无限长,但有故事的过去是有限的,因为在无限远的过去,宇宙的状态过于接近完全的热平衡,无法产生大量的熵(图3.13)。因此,他相信这种类型的宇宙在其无限的历史中,不会因产生大量的熵和无序度而遭遇热寂。它的几何年龄很大,但热力学年龄还很小。
图3.12 1930年,阿瑟·爱丁顿和爱因斯坦在剑桥大学天文台的空地上聊天,当时爱丁顿和他姐姐住在那里
也许有人认为勒梅特被自己的宗教观念左右,所以才偏好有开端的宇宙。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勒梅特把科学和宗教分得很清楚,将它们看作不相关也不矛盾的事情;两者是两套平行的体系,是对世界的不同解释。在他看来,《圣经》里没有科学,而从科学中寻找宗教教诲就如同从二项式定理中寻找天主教教规一样。[37]在他生命的后期,作为教皇科学院院长,勒梅特这样描述他的膨胀宇宙理论:
图 3.13 勒梅特宇宙的膨胀就像一个弗里德曼宇宙,始于一场大爆炸,有一段时期很像静态宇宙,然后开始加速膨胀,变得越来越像德希特宇宙
在我看来,这样的一个理论仍然完全与任何形而上学或宗教问题无关。它允许唯物主义者排斥任何超验的存在……对那些信徒们来说,它也要求他们对上帝避免任何“近之则不逊”……这与以赛亚所说的隐蔽的上帝相合,甚至在宇宙开端时也是隐蔽的。
尽管如此,他好像还是更喜欢他在1927年论文中发现的宇宙模型。那个模型确实有个有限的过去,并且从一个炽热的开端开始膨胀,先是减速膨胀,待宇宙学常数的排斥力占了主导,超过牛顿万有引力之后,逐渐变成加速膨胀,最后一直加速下去,走向德希特的指数膨胀宇宙(图3.13)。它有正的空间曲率、正的宇宙学常数,就像爱因斯坦的静态宇宙,但其中的排斥力比爱因斯坦选择的特殊数值稍稍大了一点,因而宇宙永远在膨胀。
结果,勒梅特的宇宙是关于现实宇宙的最精确的描述,我们的宇宙有137亿岁,并于45亿年前从减速膨胀变为加速膨胀。
图 3.14 各种可能的宇宙模型,展示了满足空间曲率(K为正、负、零)和宇宙学常数各种可能取值的宇宙中,距离可能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当宇宙学常数取到某个特殊值,即 E??? 且空间曲率为正时,就是爱因斯坦的静态宇宙(虚线所示)。这种静态宇宙不稳定,最终会开始膨胀或者收缩,就像图中L-Edd模型或Lem模型一样
勒梅特的精辟分析让宇宙学家们得以直接研究各向同性、均匀膨胀宇宙的集锦。一共只有两个变量:空间的曲率可以为正、负或零(欧几里得的),而爱因斯坦引入的宇宙学常数产生的力可以为排斥(正)、吸引(负)或零。图3.14是各种可能得到的宇宙的集锦,1967年首次由爱德华·哈里森(1919~2007)总结成一张表。[38]
爱因斯坦和德希特的宇宙
我自己当时并不觉得这篇论文有多重要,但德希特很热衷。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你会读到爱因斯坦和我写的这篇论文。我自己并不觉得结论有多重要,但是爱因斯坦好像觉得很重要。
——威廉·德希特[39]
1932年的早春,爱因斯坦和德希特合作发表了一篇两页长的短文,试图简化宇宙学的研究。[40]勒梅特的宇宙集锦展示了许多可能的膨胀宇宙,其中一些永远膨胀,而另一些,例如弗里德曼最早发现的宇宙,最后会转而收缩。爱因斯坦和德希特当时都在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访问(图 3.15 是他们在一起工作),他们指出在大量均匀和各向同性的宇宙模型中,存在一个最简单的可能。
如果空间的曲率取作零(这样空间几何就是欧几里得的)、宇宙学常数设为零(爱因斯坦渴望加入他先前的发明)而物质的压强也设为零,结果就有了一个简单的宇宙。爱因斯坦–德希特宇宙从过去的某个有限时刻开始膨胀,直到永远(图3.16)。[41]
这篇文章只不过是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简单推导,如果不是两大知名作者联合署名,怕是会由于原创性不够而不能发表。实际上,这个模型不稳定,就像爱因斯坦的静态宇宙那样。也就是说,如果曲率不是绝对为零,宇宙的膨胀就会逐渐脱离爱因斯坦–德希特的轨迹,越来越快,或越来越慢,直至开始收缩,如图 3.6。爱因斯坦–德希特宇宙是图中间那条线,而其余两个分别是闭合和开放的,宇宙学常数为零,随着时间变化而逐渐脱离中间的轨迹。爱因斯坦和德希特的想法的新奇之处在于,这个模型在随后的六十年中都是对现在宇宙膨胀行为的最佳描述,虽然他们俩没觉得有这么重要。⑧当时人们观测到的宇宙膨胀速率仍然没有偏离这个特殊取值,说明不稳定性还没来得及发展壮大。但是宇宙已经膨胀了一百三十多亿年了,这又说明宇宙开始膨胀时的状态必须极为接近爱因斯坦–德希特宇宙的特殊状态。这个奇怪的事情被称作“平坦性疑难”⑨,是阿兰·古斯(Alan Guth)在 1981年创建著名的暴胀宇宙理论的动机之一。我们将在后面的第9章说到他。
图 3.15 1932年,爱因斯坦和德希特正在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研究他们的宇宙模型
图3.16 爱因斯坦–德希特宇宙,距离增大与时间的2/3次方呈正比
所有这些宇宙模型都有一个简单的、带有启发性的解释,想必牛顿都很好理解。如果你朝天上扔石头,石头会落回大地,因为石头没有足够的能量克服地球产生的引力。但如果你以超过每秒11公里的速度把它扔出去,它就不会回来了。[42]宇宙也有一个类似的“逃逸速度”,决定了它是否能永远膨胀下去。闭合的、最终会塌缩的宇宙对应于膨胀速度小于逃逸速度的情况;开放的、负曲率的宇宙的膨胀速度大于逃逸速度。爱因斯坦–德希特宇宙,曲率为零,膨胀速度严格地与逃逸速度相等,刚好可以永远膨胀。无论其中包含物质的密度增加多少,无论多么微小,都会导致膨胀速度小于它的“逃逸速度”,将来会开始塌缩。
托尔曼的振荡宇宙
朝上的,必落下来。
——弗雷德里克·波特尔(1897~1987,美国学者)[43]
图3.17 周期性振荡宇宙。每次都先是一场大塌缩,然后是开始新一轮的膨胀,依此类推直至永远
弗里德曼的开创性研究第一次提出了体积膨胀到最大后又收缩到零的宇宙(图 3.7)。他暗示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存在一系列这样首尾相接的循环,宇宙一次又一次地达到最大体积和最小的零体积,像一个反弹的球。就像我们强调过的那样,弗里德曼对天文学的事不太感兴趣,他只是想从数学的角度找到一些爱因斯坦方程组的解。然而从宇宙学的角度讲,一个闭合的宇宙,从过去到未来永远在振荡,这其中会有些有趣的问题。会如图3.17所示,所有的循环都是一样的吗?
1932年,理查德·托尔曼(Richard Tolman,1881~1948)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他在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工作,这也是爱因斯坦经常访问的学术机构。托尔曼的学术背景和其他宇宙学的开拓者大不相同。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化学和数学物理专业的教授,还对热力学有独特的兴趣。他想,如果在爱因斯坦方程组的无限循环振荡宇宙的解中,应用著名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会怎样。每一个循环里的熵都较前一个有所增加,就像从有序的能量,如原子和星系那样的,转化成无序的热辐射。向爱因斯坦的宇宙学方程组中引入一个转化过程很简单,这意味着振荡宇宙的每一个循环中辐射能量(有正的压强)所占比例都比前一个大。这使得每一个循环的最大尺寸都比前一个的大(图3.19)。振荡的尺寸越来越大,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宇宙最终看起来就像爱因斯坦–德希特宇宙,因为膨胀的时间越来越长。
图3.18 理查德·托尔曼在一次学术演讲后,为爱因斯坦解释他的振荡宇宙模型中的热力学机制。他们身后黑板上的方程描述了膨胀宇宙中物质和辐射的热力学性质
如果我们逆着时间往回看这种宇宙,也许不需要一个开端。最后,如果我们跳回很久很久的以前,这种宇宙一定非常小,以至于量子效应主导了引力的行为,爱因斯坦方程组就不再成立了。也可以说,每次宇宙一路收缩到零的时候,爱因斯坦方程组也不成立,因为这时物质和辐射的密度是无限大。然而,如果有新的量子引力机制使得宇宙在很小但不是零的尺寸下发生反弹,不断增长的循环振荡还是有可能的。
托尔曼在科学上很谨慎,他对特殊宇宙模型的许多研究其实意在警示那些对宇宙本质贸然得出结论的冒失鬼。因此,他从尺寸和熵不断变大的反弹宇宙模型中得到的结论简单如下:
图3.19 托尔曼的振荡宇宙。能量守恒和宇宙熵的增加使得宇宙的尺寸随着循环次数的增加而越来越大
图3.20 巴罗和东布罗夫斯基的宇宙模型,其中有一个正的拉姆达力。无论拉姆达的取值有多么小,托尔曼宇宙的振荡最终都会停下来,并永远膨胀下去,越来越像德希特宇宙
如果我们不再武断地认为,热力学的原则必然要求一个宇宙从无限的过去开始,并注定在将来走向衰败和死亡,至少这看起来是最明智的。[44]
但托尔曼忽略了反弹宇宙的一个有趣细节,直到很久以后的1995年才被马留斯·东布罗夫斯基(Mariusz D?browski)和我发现。[45]如果宇宙中存在爱因斯坦排斥性的宇宙学常数,无论它的数值多么小,最终都会导致振荡结束,宇宙膨胀开始加速,就像德希特宇宙那样,永远不再收缩和振荡(图3.20)。[46]
勒梅特和托尔曼的古怪宇宙
但谁又能在无限膨胀的马鞍/上安心跨鞍?
——W. H.奥登(1907~1973,美国诗人)
1933年,勒梅特和托尔曼同时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找到一个比先前发现的更加真实的宇宙模型。在爱因斯坦的指引下,所有早期寻找爱因斯坦方程组所描述的宇宙的过程,都使用了同一个简单的假设,那就是宇宙的每个地方和每个方向都是一样的。但真正的宇宙不是这样子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你就不可能存在了。而且,人们还希望宇宙对完全对称的偏离程度很小,可以忽略不计,至少刚开始描述真实的宇宙时可以忽略。然而,当你朝宇宙中望去时,你会发现恒星和星系在天空中的分布极为不规则。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爱因斯坦方程组的解吗?
勒梅特和托尔曼都成功了,他们用不同的方法找到了第一个不均匀的宇宙;这类宇宙的特点是,物质密度和膨胀速率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勒梅特的想法非常富有远见。他想知道这是否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宇宙中形成了像恒星、星系这样的结团。尤其是他能算出这些高密度区域的演化行为,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结团会越来越明显(因为它们的引力会吸引更多的物质,使得空旷的地方更空旷)。[47]因此,宇宙的结团逐渐加剧,并且会越来越严重。
托尔曼没有勒梅特那么强烈的冒险精神,他很担心从无法证实的假设出发得到的结论是否可靠,尤其当时所有关于爱因斯坦方程组的研究都假设宇宙各处是均匀的。他认为这种假设不太可能是真的,因此,由此得出的宇宙开端或者宇宙未来终结于大塌缩的结论过于冒险,不靠谱。这些结论依赖于一种纯粹的假设,那就是宇宙中我们看不到的部分和我们看得到的部分是一样的。
当托尔曼找到爱因斯坦方程组的不均匀宇宙的解时,他发现这些宇宙的不同区域可以表现得像不同类型的弗里德曼–勒梅特宇宙。不同区域的空间曲率和物质密度可以连续变化。某个区域中的物质密度可以比平均密度大,空间曲率为正。这部分区域就像一个闭合的宇宙,在自身引力的作用下,尺寸膨胀到一个极大值之后,再塌缩回来,也许形成了一个星系。在一个比平均值空旷的区域,空间曲率为负,而那里的物质产生的引力永远无法抵抗膨胀,无法开始塌缩。托尔曼认为,这使得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可能性:
宇宙中我们望远镜鞭长莫及的地方也许在收缩而不是膨胀,其中的物质密度、物质演化的阶段也与我们所熟悉的情况非常不同。明智的做法是,对于期望中的宇宙初始状态,不要根据均匀模型中得到的现象而做出太肯定的结论。[48]
他做出不要对宇宙的开端草率下结论的警告,是因为爱因斯坦方程组允许的这种古怪宇宙有三个特点。首先,宇宙处处各不相同意味着宇宙各处的膨胀没必要同时开始。其次,人们意识到可能存在一种极端情况,即宇宙某些区域的膨胀开始得特别晚,以至于膨胀早的区域可以看到它们,影响到它们。[49]最后,考虑存在宇宙学常数的情况,也许有些区域不存在开端(因为这些区域可以局域地看作爱丁顿–勒梅特宇宙),而其他区域却有一个开端。
对于宇宙的最终状态以及宇宙究竟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宇宙各处也会存在区别。托尔曼指出,我们可能生活在无限大宇宙的一个巨大的、致密的、正曲率的区域中,这个宇宙会永远膨胀下去,而我们可见的区域却可以像一个有限闭合的宇宙一样,最终将开始收缩。如果假设整个宇宙的性质和我们附近的一小块地方一样,那么我们就可能做出关于宇宙终极特性的错误结论。
米尔尼的宇宙(和牛顿的宇宙)
我们没有探测到任何膨胀效应或退行因子。已有的数据仍然支持静态宇宙,而不是快速膨胀的宇宙。
——埃德温·哈勃(1889~1953)[50]
20 世纪 30 年代中叶,人们对简单的膨胀宇宙模型有了充分的理解。埃德温·哈勃积累了大量红移观测的数据,并强有力地证明了遥远星系的退行速度和它们到我们的距离呈正比。他验证了勒梅特在1927年第一次导出的公式,但他看起来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数据说明宇宙在膨胀。人们也深刻地理解了爱因斯坦方程组简单的、各向同性、均匀的宇宙解。英国宇宙学家威廉·麦克里和阿瑟·米尔尼(Arthur Milne,1896~1950)通过自己的工作,将这样的认识在没有那么擅长数学的天文学家中传开了。他们证明了,通过求解艰深的爱因斯坦方程组才得到的所有宇宙演化行为,其实都可以不必解方程组,而直接从牛顿的旧引力理论中得出。[51]他们描述了在牛顿著名的平方反比引力的作用下,一团球形物质会如何演化。如果你想算上爱因斯坦宇宙学常数的排斥作用,只需直接在两个物体的牛顿平方反比定律中增加一项拉姆达力。如果物质粒子的动能大于引力势能,宇宙就会永远膨胀。但如果引力势能更大,那么膨胀就会到达一个极大值,然后开始收缩。两者之间的情况是爱因斯坦–德希特宇宙——膨胀的能量和引力势能完全相等,就像地球上发射了一个火箭,速度刚好达到“逃逸速度”。这种看待爱因斯坦最简单的宇宙的方法,仍然是给物理系和天文系学生上课时用到的最通俗的方法。
米尔尼是一个年轻而杰出的天体物理学家,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恒星和恒星大气的有关理论。他获得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入学奖学金,是史上所有申请者中的最高分。他二十多岁时就成为皇家学会的会员,1928年就当上了牛津大学数学系的教授。自1932年起,他转而研究宇宙学,发展了一种相对论运动的独特理论,并挑战了人们广泛接受的宇宙热寂的观念。
米尔尼证明,不借助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也能研究哈勃定律和膨胀宇宙。他开始从不同角度讨论原子经历的“时间”是否有必要和“引力”系统经历的时间相同。但是这个他所喜欢的新的膨胀宇宙模型,用爱因斯坦方程组描述起来也非常简单。米尔尼的宇宙有些像德希特宇宙,不包含物质,但不同的是,它也不包含宇宙学常数的排斥力。它只有负的空间曲率,永远以光速膨胀(图3.21)。[52]
米尔尼的宇宙是满足各向同性均匀假设的可能宇宙中最简单的一个。尽管这个宇宙听起来很特殊,不切实际(真实的宇宙毕竟不是空无一物、没有物质和辐射的),但仍然值得关注,因为如果你往一个不含宇宙学常数的开放宇宙中加入普通物质和辐射,它会永远膨胀,越来越接近米尔尼宇宙的样子。[53]
图3.21 米尔尼的宇宙,距离与宇宙年龄呈正比
身为科学家,米尔尼还拥有强烈的(圣公会)宗教信仰和动机,想要研究如何将宇宙膨胀的科学理论同基督教的上帝和神创论统一起来。他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写作,尤其重要的是1952年在他去世[54]后出版的《现代宇宙学和基督教的上帝》一书。[55]不过,他从没有打算写给公众看,他的书只有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才能读得懂。他非常喜欢无限宇宙,因为这给上帝开展无数演化实验留下了广阔空间。他认为有限的宇宙留给神的空间很有限。
米尔尼的宇宙学想要推导出宇宙几何可能存在的“合理”结构,他相信这种合理结构对上帝创造的宇宙种类施加了一些限制。他相信,宇宙的不同方向不可能以不同的速率膨胀——尽管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其他人不这样认为。它必须有一种全局的法则——到处都一样。他坚持认为自然法则由宇宙的结构合理地决定:引力的定律不可能既发生轻微的改变,同时又不破坏整个宇宙的和谐性。所以对米尔尼来说,逻辑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上帝的能力,它也决定了宇宙及其法则可能拥有的形式。[56]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点已经被无限空间所引入的自由度平衡了:米尔尼相信,从无限的宇宙中能够发掘出生命的无限可能性。有趣的是,这和勒梅特在此问题上的看法完全相反。勒梅特强烈地倾向于宇宙的有限性。对他来说,宇宙存在的目的就是让生物去探索和感悟,而无限的宇宙不允许那样:它超越了人类的理解范围,任何事都有可能在某处发生;对其中的居民来说,它是个过于广阔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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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G. Lema?tre, ‘The Expanding Universe’,Ann. de la Soc. Scientifique de Bruxelles A 53, 51 (1933).英文翻译参见: M. A. H. MacCallum, Gen. Rel. Gravitation 29, 64l (1997).
[48] R. Tolman,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 169 (1934).
[49]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我们把初始时刻时宇宙的空间截面称为“类时的”(timelike)。这就表明此时的空间中,有些地方处于另一些地方的因果未来(causal future)。如果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我们就把初始截面称为“类空的”(spacelike)。
[50] E. Hubble, ‘Problems of Nebular Research’, Scientific Monthly 51, 391–408 (November 1940),该段话在第 407页;转引自:H. Kragh,Matter and Spirit in the Universe: Scientific and Religious Preludes to Modern cosmology, Imperial College Press, London (2004), p. 153.
[51] E. A. Milne,Z. f. Astrophysik 6, 29 (1933), reprinted in Gen. Rel. Gravitation 32, 1939 (2000); W. H. McCrea and E. A. Milne,Quart. J. Math.Oxford 5, 73 (1934), reprinted in Gen. Rel. Gravitation 32, 1949 (2000).
[52]宇宙的膨胀随时间的变化为R=ct。
[53]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宇宙的膨胀,物质和辐射产生的引力比负曲率的引力效应衰减得更快,最终,宇宙的行为会变得像米尔尼的特殊宇宙模型一样。例如,如果往米尔尼的宇宙中加入黑体辐射,宇宙尺寸的变化率就是R2=t-kt2,其中k是曲率。如果k是负的,那么当t非常大时,R就和t呈正比,就很像米尔尼的宇宙模型。如果t很小,R就正比于 t的平方根。注意,当 k为正的时候(例如,令 k= +1),宇宙是闭合的,此时R(t)的变化曲线是一个半圆形,从 t= 0时出发,在 t= 1/2时达到最大值,然后终结于 t= 1的时刻。
[54] 1950年 9月,米尔尼年仅 54岁就因心脏病去世了,当时他在都柏林参加皇家天文学会的一次会议。
[55] E. A. Milne, Modern Cosmology and the Christian Idea of God, Clarendon, Oxford (1952).他早前出的一本书也有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段内容,参见:Relativity, Gravitation and World Structure, Clarendon, Oxford (1935), p. 138.他对此的观点比通常预计的更为高深。由于他的宇宙模型不会遭遇热寂,所以他认为,既然宇宙的年龄、起源、膨胀速度和尺寸都跟计时系统的选取有关,因此宇宙的性质必然跟具体观测者相关。例如,有些观测者会发现引力常数G会随时间变化,而有些观测者就不这么认为。米尔尼的模型跟实验观测的关系不大,只是依赖于空间和时间的均匀性,而不像勒梅特的宇宙那样,将理论和观测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56]在米尔尼看来,自然法则的形式也是一种必然真理(necessary truth),就像欧几里得几何中的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一样。
① 地球旋转造成的微弱时空拖曳效应于 2011 年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引力探测器B证实。——译者注
② 牛顿用三棱镜做色散实验,证明白光不是单色光,而是由多种颜色的光混合而成。——译者注
③ 读作拉姆达,英文拼写是lambda。——译者注
④ 星光被分解成像彩虹一样的光谱,不同位置上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波长。光谱的特征(亮线、暗线)发生移动,表明特征光波的波长发生了变化。——译者注
⑤ 斯里弗在1917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星云”[‘Nebulae’,Proc. Amer. Phil. Soc. 56, 403(1917)]的论文中提到,他测量了分布在天空不同位置的 25 个星云的光谱,有一些在退行,主要分布在天空的一侧;有一些在靠近,主要分布在另一侧。这让他想起银河系内猎户座腰带上的一些恒星在退行,而天空另一侧的一些恒星在靠近。斯里弗猜测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星系在宇宙中漂移。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结论只是巧合,因为斯里弗分析的样本太少了。——译者注
⑥ 这里说的压强指相对论性压强,除了光,生活中遇到的大部分物质的压强都可以当作零。——译者注
⑦ 意思是说,每过1秒钟,宇宙中每相距326万光年的两个点之间的距离都会再增大625千米。——译者注
⑧ 受到观测手段的限制,人们一度猜测宇宙学常数的观测值是零,因此作者说这个模型曾经是最佳描述。——译者注
⑨ 据《热大爆炸宇宙学》,如果不考虑暴胀,那么自宇宙的普朗克时期开始,空间对平坦的偏离程度应该增大了58个量级。但今天观察到的空间仍然是非常平坦的。这反过来对宇宙的初始条件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要求。——译者注
就像在一个滑雪胜地里,到处是钓老公的姑娘,到处是钓姑娘的老公,这事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对称。
——阿兰·林赛·麦凯(Alan Lindsay Mackay,英国晶体学者)
分形的宇宙
考虑宇宙的伟大或无限性没有意义,这就好像对于瑞丁监狱的一名囚犯来说,他会很高兴地听闻监狱已经覆盖了全国一半的地方。
——吉尔伯特·K.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作家)[1]
20世纪 20年代,爱因斯坦的理论导致了一门现代学科的诞生,即从整体上研究宇宙的宇宙学。确实,不同的宇宙模型变得像12路公交车的不同班次一样,没什么稀奇的。然而与此同时,仍有一些科学家负隅顽抗,试图说服爱因斯坦,用牛顿的旧理论来描述宇宙并不像爱因斯坦说的那样不可能。
但他们面对的主要困难在于,应该如何处理物质均匀分布的无限大空间。要么宇宙中所有的物质必须被限制在一个有限质量的大型岛屿之中,要么牛顿描述引力如何随距离增大而逐渐减弱的著名的平方反比定律必然在某个巨大尺度上失效。在一个密度均匀的无限大宇宙中,你可以“证明”,你从宇宙中所有物质感受到的引力可以等于任何值![2]明显有地方出错了。
19世纪末的许多宇宙学模型解决了这个佯谬,如前面我们见到过的有球状拓扑的史瓦西宇宙。1907 年,爱尔兰科学家埃德蒙·富尼埃·达尔伯(1868~1933)面向公众出版了一本有趣的小册子,题为《两个新世界》。他在其中提出,可以自然地认为宇宙有一套分层结构,涵盖从原子到太阳系以至更大的体系,无穷无尽。[3]实际上,关于宇宙是一个大型星系群的一部分,而后者又属于更大型的星系群,以至无穷的说法,我们早在说到赖特、康德和兰伯特的研究时就已见过了。伟大的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也描述了这样一种印象。在1848年完成的散文诗《我发现了》中,他提到了由“星系群的星系群”的无穷序列构成的宇宙,每一层结构都有不同的法则,和人类没有任何联系。[4]
富尼埃·达尔伯提出这个想法的一个动机是,他想给出一种系统阐述质量无穷大宇宙的模型的方案。尽管他的设想不合常规,但他本人还是受到了严肃对待。他是电学和磁学方面的专家,并在1923年主持传输了世界上第一幅电视画面(画面的内容是英王乔治五世);他还发明了光声机,将光信号转化为声音,让盲人可以“看见”东西。
瑞典天文学家卡尔·沙利耶(1862~1934)在富尼埃·达尔伯的书中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他将这个想法发展成了一个更加精细的牛顿宇宙学图景,避免了无限空间导致的矛盾。沙利耶采用了一种无穷分层星系群的数学描述(图4.2),通过恰当安排使无限大宇宙的平均密度等于零![5]这解决了长久以来关于夜晚的天空为什么总是黑暗的问题:在他的无限分层中,所有恒星的整体贡献可以忽略。
图4.1 卡尔·沙利耶
沙利耶发明的这种聚集图案后来被称作“分形”分布,这是分形的概念第一次被应用到了科学中。1972 年,贝努瓦·曼德尔布罗特(Beno?t Mandelbrot,1924~2010)引入了分形的概念,用于描述一种不断地在更大的尺度上重复自身的图案。自然界里到处都能看到这种设计,分形可以让我们简单地理解大树的分枝和人体新陈代谢系统的图案(图 4.3)。在任何情况下,自然选择都偏好聚集成分形的样式,因为其优点是能以最小的体积和重量来形成巨大的表面积(例如,用来吸收营养物质)。
图4.2 这组分形分布显示了结团行为的三级结构。每一个方块都表示一个“星系”,每八个星系都聚集成一个大号的“星系团”,然后依次聚集成一个“超星系团”。这个结团过程可以向上或向下无限类推下去
图4.3 人体肺部支气管系统的分形分布。气管不断地细分成更小的分支,或者叫支气管,这样就能在有限的空间中使得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最大化
爱因斯坦用哥白尼原理简化了宇宙学模型,而沙利耶的宇宙是这个原理的真正扩充:在你看到的任何尺度上,它都表现出相同的图案。他仔细地建立了模型,因此尽管体积无穷大,其中聚集的物质也可以延伸到无穷远而不是只限于一隅。这种聚集减弱得足够快,于是所有恒星发光的总和不会让天空彻夜明亮[6],宇宙每一处所受到的引力也是有限的,并且在所有尺度上,恒星受引力作用而产生的运动速度都很小。[7]
这种类型的宇宙学方案避开了牛顿理论在无限大宇宙中产生的问题,消除了爱因斯坦对用牛顿理论描述空间提出的异议。1922年,奥地利哲学家、自学成才的物理学家弗朗茨·塞利蒂(Franz Selety,1893~1933?)[8]对这一模型给予了热烈的支持。就在那一年,塞利蒂将分层宇宙模型清晰地表示了出来,发表在了当时顶级的物理学期刊上。他的论文展示了如何解决爱因斯坦对无限大牛顿宇宙提出的所有异议。[9]简单地说,他开出了一剂无穷大分层宇宙的处方,恒星聚在一起总质量无穷大,填满了整个空间,平均密度却是零,也没有特殊的中心。[10]
但支持这种宇宙模型的人也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要解释物质一开始是如何按照这种“精细”嵌套分层的星系群结构排列的。爱因斯坦早已提出了这个忧虑。即使一开始这样的结构可以产生,也会很快分崩离析,形成其他的结构,因为当随机运动的恒星脱离原来的星系群时,它就会被临近星系群的引力俘获。塞利蒂不得不承认,一开始就产生这种结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当你研究更高一层的星系群时,只要密度随着距离的增大而平方反比地减小,在将来有限的时间内,恒星的随机运动速度不足以使整个分层结构逐渐分离。[11]
爱因斯坦迅速回应了塞利蒂的论文[12],说他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他错误地假设了牛顿宇宙学的必然性,并且承认“构建分层结构的宇宙是可能的……但无法令人满意”[13]。塞利蒂继续在1923~1924年间发表的论文中宣传他的宇宙模型[14],并吸引了一些人的支持,包括法国杰出的数学家埃米尔·波莱尔(émile Borel),但爱因斯坦后来对这个模型再也没有作出评论。
分层宇宙只风靡了很短的时间,尽管事后看来塞利蒂的计算完全正确。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这种模型偶尔会在讨论爱因斯坦理论的研究中出现几次,用来解释当时观测到的星系群结构数据。[15]如今,对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涨落的精确观测告诉我们,星系群不会形成无限层的分形结构。[16]
卡斯纳博士的宇宙
希望我永远不会犯下错都错不到点上的那种错误。
——萨米尔·萨玛吉(Samir Samaje)
也许你常常听说一种叫做万维网的东西,而且毫无疑问,一种名叫Google的搜索“引擎”更是如雷贯耳,它把触手伸向了信息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能够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迅速搜出一套餐具或一本书。对于一个开展计算机密集型、海量搜索业务的公司来说,Google是一个奇特的名字,而它的总部名称Googleplex,听起来更是古怪。
这些名字背后的故事来自于一位美国数学家爱德华·卡斯纳(Edward Kasner,1878~1955),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伯纳德学院的教授。除了在数学众多领域内的研究工作,他还热心于通过演讲、写书和撰文向公众和年轻人介绍数学知识。他最有名的一本书叫《数学与想象力》(Mathematics and the Imagination),是和詹姆斯·纽曼(James Newman)合写的,于1940年首印,直到现在还在重印。其中一章谈到了大数,并给出了一个简洁而又巨大数目的例子:10100,也就是1后面跟了100个0。(相比之下,整个可见宇宙中只有大约1080个原子和大约1090个光子。)
图4.4 爱德华·卡斯纳
1938年,卡斯纳 9岁的侄子弥尔顿·瑟罗塔(Milton Sirotta),给这个数起名叫Googol,并创造出一个无法想象的大数形式Googolplex,也就是把Googol放在10的指数位置上,于是:
这个数太大了,如果我开始写出它的全部数字,10000000000……可观测的宇宙只有1029厘米长,根本装不下。
根据计算机科学家戴维·科勒(David Koller)所述[17],在 1996年,当时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的两个博士生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正开始研究如何描绘互联网页面中普通词语和链接之间形成的关联网络。最终,他们研究出的网页排名算法变成了世界上最有效的互联网搜索引擎。起初他们管这个新技术叫“搓背”(BackRub),但后来几年他们想换一个更好的、能体现搜索结果中海量数目链接的名字。他们的一个同学肖恩·安德森( Sean Anderson),突然提出可以叫Googolplex,这被佩奇简化成了Googol。这名字听起来不错,所以安德森立刻在电脑上搜索,看Googol.com的域名有没有被人注册过。他急匆匆地一搜,把域名误拼成了Google.com,发现还能注册。布林好像挺喜欢这个新的(错误的)写法,觉得比以前的好,于是在 1997年 9月 15日那天,以他和佩奇的名义注册了Google.com。后来,当谷歌成长为一个大公司时,其位于加州圣何塞市附近圣克拉拉郡山景城的别具一格的总部大楼也被冠以了Googleplex的昵称。
除了向世人宣传一些大数的新名称之外,爱德华·卡斯纳还做过别的事。1921年,他是寻找爱因斯坦方程组新的解的一小群人中的一员。他了解爱因斯坦和德希特早先的那些解,它们都考虑了起排斥作用的宇宙学常数。虽然不像那些著名的先驱者,卡斯纳对天文学不甚了解,但他精通爱因斯坦方程组背后的抽象数学,并打算从纯数学的角度去挑战它,寻找新的忽略了物质影响的宇宙解。这是德希特采用过的假设,但和德希特不同,卡斯纳从方程组中完全剔除了宇宙学常数项。为了弥补这些简化的缺陷,卡斯纳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假设:宇宙的不同方向能够以不同速率膨胀。卡斯纳的各向异性宇宙的空间几何是平坦的、欧几里得的。它的体积有限,从过去某个有限的时刻开始,并将永远膨胀下去。弗里德曼和勒梅特的宇宙某些部分的膨胀是球对称的,相比之下,卡斯纳的宇宙每一个方向都以不同的速率膨胀,像一个椭球面。
卡斯纳的宇宙有一个令人震惊的特点。尽管它的总体积在增加,但它实际上只在某两个维度的方向上是膨胀的,而在另一个垂直维度的方向上则是收缩的(图 4.5)。因此,在卡斯纳的宇宙中,一个空心球面的赤道地区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像一个椭球,而同时两极地区在朝着中心收缩。宇宙的形状会越来越像一块薄饼。[18]
图4.5 卡斯纳宇宙三个维度X、Y和Z的膨胀。其中两个膨胀时,第三个就收缩,总体积XYZ总是正比于时间
这是一个奇怪的宇宙。它不包含物质,空间并没有弯曲,但又在膨胀。这是一个由不同方向之间的膨胀速度差异所驱动的世界。我们很熟悉引力差异导致的效应,因为从潮汐中我们就能体会到这一点。月亮(和太阳)对地球上靠近它们一面的海水产生的拉力更大,所以这一侧的海平面比另一侧更高。地球自转导致潮汐的强度规律地变化,并且遵循立方反比而不是牛顿的平方反比定律。卡斯纳的宇宙存在这种潮汐力,因此它是各向异性的。它允许一个宇宙的不同方向“启动”不同速率的膨胀。[19]
卡斯纳的宇宙看起来非常特别。如果往其中加入一些物质,它就会逐渐向爱因斯坦和德希特的各向同性宇宙演化。如果往其中加入起排斥作用的宇宙学常数,不管其中有没有物质,它都会向德希特的指数膨胀宇宙演化。[20]然而,如果我们逆着时间回溯到它的“开端”,t=0的时刻,那时物质、辐射和宇宙学常数都不会对它的面貌产生任何影响。膨胀速度的差异最终胜出,宇宙开始膨胀,它开始时是伸长的“针”的形状,体积为零,不是一个“点”,而是在一个维度的尺寸无穷大,另外两个与之垂直的维度的尺寸为零。尽管它的性质如此特殊,但事实证明,卡斯纳的宇宙会对理解可能存在的宇宙产生巨大的影响。
狄拉克的宇宙——引力在其中持续衰败
我觉得你不可能在研究物理学的同时又写诗。做科研时,你想要说一些别人都不知道的东西,又要让所有人都能理解。而创作诗歌时,你必须说一些别人都已经知道的事,又要说得大家都看不懂才行。
——保罗·狄拉克[21]
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1902~1984)在剑桥大学担任卢卡斯数学教授时,正好与爱丁顿在剑桥大学天文台生活和工作的时间有所重合。狄拉克可以被称作是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建立了量子力学中的许多理论,规范了量子力学的数学表述形式,预言了反物质,发现了特定基本粒子的统计性质以及重要的、描述相对论性电子行为的“狄拉克方程”。1933年,他年仅31岁,就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最年轻得主①,而一年前他就已经被授予卢卡斯教授教职。
狄拉克的传记作者[22]把他描述为“最奇怪的人”,而与他同在剑桥的那些人几乎不敢说自己“了解”他。他沉默寡言,寥寥数语就能将别人的特点概括出来。例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就被狄拉克说成是“可怕的人,喋喋不休”。[23]关于狄拉克生活朴素、井井有条而社交能力低下的故事非常多,因此1937年2月,他刚度完蜜月就向《自然》杂志投稿,出乎意料地进军宇宙学领域,就显得一点儿也不奇怪了。10个月以后,一篇更长的文章出炉,提出了宇宙学的一个新原则。之后他再也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直到 35年后又重新捡起了这个题目,仿佛中间的 35年不存在似的。
图4.6 保罗·狄拉克
当时大部分的物理学家,一听说狄拉克写了一篇宇宙学的研究论文,都非常期待那是一个全面的新理论,或是一种用高超的数学技巧求解爱因斯坦极富挑战的方程组的新方法。恰恰相反,狄拉克的想法虽然非常令人着迷,但又非常简单,很多人感觉是有点古怪,甚至他的朋友尼尔斯·玻尔(1885~1962)打趣说,“看看人结了婚就变成什么样了”。狄拉克认为,如果我们在物理学中碰到巨大的无量纲量,例如1040或1080,它们不太可能是相互独立、无关的,很有可能存在一个未被揭示的自然数学法则,会将这些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狄拉克的大数假设。[24]狄拉克发现的大数共有三组,其中包括了宇宙的年龄 t、光速 c、电子的质量me、质子的质量mp以及牛顿引力常数G。从这些量中他构造了以下三个数:
根据他的假设[25],N1、N2和在非常精确的近似下很可能是相等的。如果这些大数没有任何联系的话,才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事。狄拉克相信,自然界中肯定存在未知的法则,使得 N1≈N2或
这样的公式(或近似的公式)成立。
狄拉克的大数假设抛出的激进意涵是,它要我们相信,一系列自然界的经典常数必然随宇宙年龄t的增加而变化,因为他要求
所以,这三个经典自然常数的组合并不是常数,而必然随着宇宙年龄t的增加而缓慢地改变,于是:
狄拉克抛弃了牛顿宇宙学常数G的不变性,而选择坚持自己的假定。他提出,在宇宙的时间尺度上,牛顿引力常数与宇宙年龄呈反比,如并且满足方程(*)的要求。于是,相比现在测量到G的数值,从前的G会更大,而将来的G会变小。你会发现,也就是说,它们三个之所以数值巨大是因为宇宙年龄很古老[26]: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三个数越来越大。[27]
狄拉克的结论有三个关键要素。首先,他试图证明,以前人们认为是巧合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些被忽略的深刻联系的结果。其次,他断定,空间曲率和宇宙学常数必然是零,否则这些数值会不断变大。最后,他牺牲了G的不变性,这是已知的最古老的自然常数。不幸的是,这些假设存活的时间并不长。如果G的数值都能发生变化,那就坏事了。狄拉克假设,从前引力相互作用的强度很强。这会导致太阳的输出功率发生变化,而从前的地球会比通常认为的热得多。[28] 1948年,美国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1908~2003)说,若是那样的话,寒武纪之前的海洋会沸腾,我们现在所知的生命也就不可能演化至今。[29]
泰勒的朋友乔治·伽莫夫回应了沸腾海洋的问题。他提出,如果假设狄拉克的巧合是因为电子电荷 e在随时间变化,情况就会改善许多,方程(*)要求e2的数值随着时间增大。[30]
不幸的是,这个假设存活的时间也不长。如果伽莫夫变化的e的想法成立,那么将由此导致种种使生命在地球上无法出现的糟糕后果。没过多久就有人发现,他的理论会导致太阳在很久以前就耗尽了所有的核燃料。如果e2的数值与宇宙的年龄呈正比的话,现在的太阳早就不可能发光了。
除去这些失败的尝试不说,狄拉克的想法还是启发了我们,去探索宇宙学模型的新可能。改变引力常数,让它随时间变化,相当于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不正确,或者不完备。你不能像狄拉克那样,若无其事地把一个常数变成一个变量。在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中,任何形式的能量都产生引力。这些能量弯曲了空间,决定了时间流逝的速率。改变G 的大小也会产生相同的效果。后来,一些物理学家试图使整个想法建基于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用爱因斯坦理论的小规模修正版来解释引力“常数”变化的原因,把它看作一种能量和引力作用的新来源。
1939年,第一个用这种想法构建了完整理论的是个不知名的德国物理学家,帕斯库尔·约尔丹(Pascual Jordan,1902~1980)。他拓展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向其中加入了一个新的能量场,表示传统意义上的引力常数G的变化。约尔丹和马克斯·玻恩(1882~1970)、沃纳·海森堡(1901~1976)一起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量子力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很不幸,约尔丹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在1933年希特勒掌权的那一年就加入了纳粹党,继而在 1934年加入了纳粹党冲锋队。[31] 1939年,他加入了空军,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开展气象学的研究工作,还在靠近波罗的海的皮纳穆德 V-1和 V-2火箭研究机构待了一段时间。但不管他在武器系统的研究中表现得如何狂热,他的上级看起来并不信任他,可能是因为他以前与犹太物理学家有交往,如玻恩。约尔丹的政治倾向使得他与其他物理学家之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鸿沟。直到 20 世纪50年代早期,在他恢复了一个学术职位时,这事才算平息。因此,在当时,约尔丹前面十几年的宇宙学研究都被大大忽略了。有人说,他的政治活动使他丧失了分享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机会。
尽管狄拉克对宇宙学的跨界研究很短暂,并随后被更精确的如约尔丹的表述所取代,但狄拉克发现的数字巧合后来有了一个有趣的解释。罗伯特·迪克(Robert Dicke,1916~1997)指出,的公式就是在说,我们观测到宇宙的时间t(我们叫做“年龄”),大体上与一颗恒星开始形成、步入稳定演化的阶段(在核聚变反应中燃烧氢元素产生氦元素)的时间相当。既然我们不可能在恒星形成以前就存在,也不能在恒星熄灭以后还活着,这种巧合就根本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32]我们不太可能活在一个违背“巧合”(*)的宇宙。
狄拉克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在观察宇宙时,正处于宇宙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对于一个膨胀的宇宙来说,只有在一些特定的阶段中,生命才有可能存在,而我们也只有在宇宙历史的那个宜居时期才能进行天文学研究。
狄拉克回应了迪克的重要反对意见,承认在一个膨胀宇宙之前的某个时期,生命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宇宙太热太致密了;但是他相信,一旦出现,生命将在宇宙中永远延续下去。[33]在狄拉克看来,生命并没有被局限在宇宙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他相信,它的未来无限。
爱因斯坦和罗森的波光潋滟的宇宙
……空间的一小部分实际上可以类比于一个大体看来平坦的表面上的突起,也就是说,通常的几何规律在这里失效了。这种弯曲或扭曲的性质以波的形式从空间的一部分传播到另一个部分,绵延不绝。
——威廉·金登·克利福德[34]
1932年,爱因斯坦离开欧洲,去了新泽西州新建成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路上他在牛津大学做了短暂的停留,并在基督教堂学院做了个研究报告。远离了危机重重的中欧,他重新开始考虑求解他的方程组。1935年,他得到了一个年轻的研究助理纳森·罗森(Nathan Rosen,1909~1995)的帮助,帮他进行数学计算。在随后的两年里,罗森和爱因斯坦合作撰写了许多理论物理学领域中的著名论文。[35] 1936年,爱因斯坦和罗森发现了爱因斯坦方程组的一类新的解。它描述了一个膨胀的圆柱状宇宙,因此所有的事情在随时间变化的同时,也沿着空间中的某一个方向变化。这种形状简化了纷繁复杂的爱因斯坦方程组,使人们得以找到一个精确解。这种宇宙有一个令人惊诧的新特点,这是以前从爱因斯坦方程组找到的其他宇宙模型中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宇宙的空间中传播着种波,所到之处的空间几何纷纷掀起涟漪。这有点像给卡斯纳的宇宙(在不同方向上以不同的速率膨胀)增添了一些波,它们从对称轴向外传播,就像一筒厨房卷纸松开的时候向外一层层地脱去。
图4.7 爱因斯坦–罗森宇宙包含了圆柱形的引力波,引力波从膨胀宇宙的一条线中发出,向外传播
对爱因斯坦和他同时期的人来说,这种宇宙的最有趣之处是存在“引力波”。爱因斯坦–罗森宇宙不包含物质,因此任何波动都会掀起空间几何的涟漪,随时间传播开去(图 4.7)。这种引力波的想法曾经风行了一段时间,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些人相信这只不过是在“纸上谈波”,它们并不对应空间中任何真实存在的起伏,只不过是爱因斯坦方程组在特殊的坐标系下产生的结果。有些人则认为这是真实存在的波,如果一束波朝你袭来,它会对你产生影响(沿着一个方向拉伸你,并沿着垂直的方向挤压你,就像潮汐力)。
很快,爱因斯坦和罗森就意识到,这个解是一个绝佳的理论检验对象,要想平息这场争论并不需要借助任何不确定的近似,也不需要数值计算。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首先得到的结论是,这种柱状波并非“真实存在”,它只不过是他们选择的坐标系的人造产物。他们说,这就像是一个地理学家的地球仪,所有的经线都在两个极点处相交。对于不懂的人来说,这可能说明地球上的那个地方大事不妙,事物都汇聚在了一起,但事实上什么事都没发生。在地图的极点处,你总是可以换成别的坐标系,事物就变平常了。想象一下,你把经线表示成歪歪扭扭的线。于是,对于不懂的人来说,这些线意味着地球上有一些东西在不断波动——肯定又是你错了。然而,要小心了,如果你看的是一幅等高线图,你会发现许多复杂的波浪线看起来非常类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断定这些线并不对应地球上任何“真实存在”的东西的话,你就错了。爱因斯坦和罗森当时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应该把这些曲率波归为像等高线一样的“真实存在”,还是像歪歪扭扭的经线一样纯属人造产物?
1936年夏初,他们向美国的顶级物理学期刊《物理评论》寄出了自己的论文。文中声称,他们的新宇宙学模型中的引力波并非真实存在。6月 1日,他们的文章被签收了,之后就像其他的投稿一样,被编辑寄给了另一个科学家进行评估。7月23日,论文的审稿意见回来了,并寄给了爱因斯坦,按照惯例其中没有透露审稿人的姓名。现在我们知道给编辑提供审稿意见的不是别人,正是霍华德·罗伯特逊(Howard Robertson, 1903~1961),一位对广义相对论技术细节了如指掌的美国科学家。他不相信文章的结论,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作者在文中得出错误结论的地方。他明确地认为,这个宇宙模型中的引力波是真实存在的,并要求作者考虑他的这个意见。在说到爱因斯坦的回应之前,请注意爱因斯坦以前所有的工作都发表在欧洲期刊上,当时欧洲并没有像这样对论文进行同行评议的传统。欧洲期刊要么看作者的名气大不大,要么看有没有功成名就的科学家做介绍人,要么编辑亲自审稿。拒绝一个功成名就的作者投稿相当不礼貌,这种事极少发生。结果,由于不理解美国的审稿机制,爱因斯坦在听说编辑把他的文章寄给了另一个科学家的事以后很沮丧。他给《物理评论》的编辑约翰·塔特(John Tate)回信说:
我们(罗森先生和我)已经向您寄去了我们的稿件,用于发表,并没有授权您在付印之前可以给别的专家审阅。我认为没有必要回应您那位匿名专家的意见(本来就是错误的)。鉴于此,我宁愿选择在别的地方发表这篇文章。[36]
很快,爱因斯坦将这篇文章投到了《富兰克林研究所杂志》,以前他在那儿发表过一篇论文。
过了几个月,爱因斯坦仍然相信自己的新宇宙模型不包含真实的引力波。后来,一切都改变了,因为爱因斯坦与罗伯特逊交上了朋友——就是在《物理评论》匿名给爱因斯坦审稿,并对文章结论提出质疑的那个罗伯特逊。罗伯特逊说服了爱因斯坦,相比他和罗森得到的结果,有一种解的形式更清楚,毫无疑问,其中存在的柱状引力波是真实的。那个时候,爱因斯坦和罗森的论文已经被《富兰克林研究所杂志》接受了,不过爱因斯坦在收到校样稿时,得以有机会在结论中做一个保全面子的改动,增加了一段备注,感谢“我的同事罗伯特逊教授在澄清原文中的错误时给予的亲切帮助”。[37]
他们刚投了稿,纳森·罗森就已经前往苏联的基辅大学工作了。于是,他是在报纸上读到爱因斯坦发表了新论文这个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时,才听说了后面发生的事。罗森并没有被爱因斯坦和罗伯特逊的观点说服,不相信引力波的真实性,随后就独自发表了一篇文章,仍然坚持以前那个错误结论。罗森一直和他们争论,直到20世纪70年代,那时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早已经相信引力波的真实性了。1957年,爱因斯坦去世两年后,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会议上,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1918~1988)提出的一个简单观点成了对罗森的关键反驳。费曼证明,如果引力波垂直经过一根粗糙的棍子,附着在棍子表面的水珠(由于存在摩擦力,它们被称作“黏性水珠”)会前后移动。水珠在棍子的粗糙表面移动会导致摩擦生热,就像你取暖时摩擦自己的双手一样。温度升高说明引力波就是热源,因而必然携带能量。所以,引力波并不只是纸上谈兵。
费曼的“黏性水珠”之说化解了所有对引力波真实性的质疑。引力波就像潮汐力。如果一束引力波垂直穿过这一页书,就会沿着一个方向拉伸它,而沿着垂直的方向挤压它:正方形会变成长方形,而圆形会变成椭圆形。
关于这个故事还有件有趣的轶事。费曼好像看不上教堂山会议的议程,注册时使用了假名,于是“黏性水珠”之说是匿名发表的。在他的回忆录《别闹了,费曼先生》之中,他讲述了寻找会议地点的经过③:
1957年间,我去北卡罗莱纳大学参加一个讨论引力的研讨会。我本来要以物理学其他领域的专家身份来讨论引力理论。(由于我无法参加第一天的会议)当我的航班在机场降落时,已经是会议的第二天了。我走到叫出租车的地方,跟那人说:“我要到北卡大学。”
“你说的是哪一所,”他说,“在罗利的北卡州立大学呢,还是在教堂山的北卡大学?”
不用说,我完全搞不清楚。“它们在哪里?”我问,心想两个地方应该挨得比较近。
“一家在北方,另一家朝南走,路程都差不多远。”
我身上没带任何资料能让我弄清楚究竟是哪个地方,而旁边也没有像我那样晚了一天才来开会的人。
我灵机一动。“听着,”我跟出租车站的人说,“会议是昨天开始的,所以昨天一定有很多人路过这里去参加研讨会。让我形容一下这些人,看你有没有印象:他们多半有点迷迷糊糊的,边走边谈,不大理会自己究竟往哪个方向走,谈话内容都是‘姬—谬—拗,姬—谬—拗’的。”
他整张脸都亮了起来,说:“你要去的是教堂山!”他挥手招来出租车,“带这位先生去北卡教堂山分校。”
“谢谢!”我说,然后顺利地抵达了会议地点。[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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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G. Farmelo,The Strangest Man, Faber, London (2009).
[23] G. Farmelo,The Strangest Man, Faber, London (2009), p. 220.
[24] P. A. M. Dirac,Nature 139, 323 (1937) and Proc. Roy. Soc. A 165, 199 (1938).“自然界中的任何两个巨大的无量纲量之间的数学关系必然很简单,其系数在相同的数量级上。”爱丁顿曾经想要解释物理常数为什么拥有特定的取值,好像因而使狄拉克注意到了某些与物理定律和宇宙结构息息相关的神秘的数。
[25]大数相等的假设本来并不是狄拉克最先提出的。爱丁顿和别的人以前曾经写过这样的关系式,但是爱丁顿并没有区分整个宇宙中的粒子数(可能是无限多的)和可观测宇宙中的粒子数,后者是一个半径等于宇宙的年龄乘以光速的球形空间中的粒子数。
[26]的结果让狄拉克错误地认为,这说明宇宙在不断地创造新的质子,参见:P. A. M.Dirac,Proc. Roy. Soc. A 333, 403 (1973).但实际上,这只不过说明随着宇宙年龄的增加,可见宇宙的视界也在变化,使得越来越多的质子进入可见宇宙的范围。
[27]当然,这个假设只能告诉我们为什么N1、N2和的数量级差不多,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它们现在的大小都接近1040。
[28]太阳的发光度正比于G7,地球公转轨道的半径正比于G-1,所以地球表面的温度正比于
[29] E. Teller,Phys. Rev. 73, 801 (1948).泰勒是匈牙利移民,是一个非常高调的物理学家,在氢弹的研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和洛斯阿拉莫斯的斯坦·乌拉姆(Stan Ulam)分别想到了引爆核弹的关键方法[苏联的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和英国的约翰·沃德(John Ward)也独立地发现了这种方法]。后来,泰勒在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庭审中表现得很有争议性,在冷战期间变成了一个极端鹰派份子。在斯坦利·库布里克1964年的黑色喜剧电影《奇爱博士或者我如何学会停止恐惧并爱上炸弹》中,由皮特·塞勒扮演的令人难忘的奇爱博士的原型之一就是泰勒。
[30]改变e的取值不会影响地球的公转轨道,但由于太阳的发光度正比于e-6,所以地表的平均温度正比于 t-3/4。如果是这样的话,海洋沸腾时期就离现在非常远,不会影响生物的演化。
[31] J. Cornwell,Hitler’s Scientists, Viking, London (2003), pp. 186–190.
[32]这一点首先由罗伯特·迪克在 1957年指出,参见: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 29, 363– 376.这标志着“人择原理”开始应用到宇宙学研究中。更详细的内容参见:J. D. Barrow and F. J. Tipler, The Anthropic Cosmological Princip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86).
[33] J. D. Barrow,The Constants of Nature, Jonathan Cape, London (2003), p. 111.
[34] W. K. Clifford (1876), ‘On the Space Theory of Matter’, in The World of Mathematics,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1956), p. 568.
[35]罗森是著名的EPR佯谬中的R,那篇论文署名是爱因斯坦、鲍里斯·波多尔斯基(Boris Podolsky)和罗森,1935年发表在Physical Review 47, 777。
[36] D. Kennefick, ‘Who’s Afraid of the Referee? Einstein and Gravitational Waves’, http://dafix.uark.edu/~danielk/Physics/Referee.pdf, and Physics Today 58 (9), 43-48 (2005).
[37] A. Einstein and N. Rosen, J. Franklin Inst. 223, 43–54 (1937).后来,人们发现早在 1925年,数学家汉斯·布林克曼就已经发现这种形式的解了:H. W. Brinkmann,Math. Ann. 18, 119 (1925).今天,人们称之为pp波(pp wave)。
[38] R. Feynman,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 Norton, New York (1985).在爱因斯坦方程组中,爱因斯坦张量写作G?v,时空度规张量写作g?v,发音都是“姬—谬—拗”,人们只要一讨论广义相对论,肯定把“姬—谬—拗”挂在嘴边。
① 最年轻的得主应该是威廉·劳伦斯·布拉格(William Lawrence Bragg,1890~1971),1915年获奖时只有25岁。——译者注
② 符号∝表示左边的表达式与右边呈正比。——译者注
③ 此处主要是在吴程远的《别闹了,费曼先生》译本上进行少量修改。——译者注
有一次,我看到哲学家理查德·洛蒂(Richard Rorty)精神恍惚地站在戴维森食品市场里。他用平静的语调告诉我说,他刚刚在冰冻食品通道看到哥德尔了。
——丽贝卡·戈尔茨坦(美国哲学家、作家)[1]
瑞士奶酪式宇宙
我必须承认,当得知爱因斯坦的电话号码是2807时,我很失望。它真的应当是3622,这样在手机上拼出来就是EMC2(E=mc2)。
——迈克尔·马勒(Michael Mahler)
20世纪 40年代,宇宙学的研究逐渐停滞了下来。持续蔓延的战争迫使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被重新指派了任务,开展武器、气象学、航空学和密码学的研究。大学不再招收新生,国际上的学术交流也仅限于亲密的盟国之间。爱因斯坦在美国,而其他德国的知名科学家也都逃往英国和美国。宇宙从来没有像现在看起来这么小。
1944年,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雇了一个新助手。他的助手总是那种有天赋的年轻数学家,这样可以弥补爱因斯坦自知在这个方面的不足。恩斯特·施特劳斯(Ernst Straus,1922~1983)可以说是一个数学神童,他五岁的时候就会用一种有意思的简便方法计算数列,这种技巧能让你在几秒钟内就心算出从1加到100等于多少。[2]他1922年出生在慕尼黑,但在1933年纳粹上台后,全家逃难到巴勒斯坦。他在那儿读了高中,然后进入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施特劳斯没有拿到本科学位,1941年,不到二十岁的他就跑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开始读起了研究生。1944年,他被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爱因斯坦招为了新的研究助理。[3]
图5.1 恩斯特·施特劳斯
年轻的施特劳斯没有多少物理学基础,他的数学能力也主要体现在数论和理论数学方面。但随着纳森·罗森(1935~1945年间合作)和利奥波德·因费尔德(Leopold Infeld,1936~1938年间合作)的离开,他必须及时补上这个空缺。1945年春天,爱因斯坦和施特劳斯求解爱因斯坦方程组后,发现了一个新的宇宙模型。[4]这种模型同弗里德曼和勒梅特的简单的膨胀宇宙模型非常像,只包含无压强的物质(例如星系)。但是这种宇宙的空间中含有球形的空腔,就像一块瑞士奶酪里的空泡(图5.2)。每一个空腔的中心都有一定质量,质量的大小等于形成这个空腔所要挖走的物质质量。这种模型向更现实的宇宙跨出了一步,其中的物质并不是均匀地分布在四面八方,而是聚集成团,就像星系那样,在空间中散播开来。
图5.2 (a)瑞士奶酪式宇宙模型。球状区域所有的质量都集中在了中心处,其他地方是空的。(b)多伦多大学阿伦·阿塔德(Allen Attard)用计算机模拟的瑞士奶酪式宇宙。开始时宇宙中的物质是均匀分布的,然后34 667个大小不等的球状空间就产生了,其中的物质都被压缩到了中心的一点上;这些孔洞占据了80%的空间
每一个“空腔”都是球状,在特定的初始条件下,这种新的瑞士奶酪式宇宙就能和托尔曼的不均匀宇宙联系起来。同往常一样,想要从爱因斯坦那复杂艰涩的方程组中找到一个精确解,就必须先对解的形式进行某种简化,这样代入方程以后才算得动。然而,这就像喜剧演员格劳乔·马克思(Groucho Marx)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句著名悖论,他不愿加入任何同意他加入的俱乐部。[5]类似地,凡是能从爱因斯坦方程组得到的简单解,总会有一些特殊性质,让它变得很反常、没意思。
爱因斯坦和施特劳斯的这个解很简单。由于是球对称的,所以就不会产生任何引力波——不像爱因斯坦和罗森的那个柱状宇宙模型。这让人不禁想问,如果用某种方法把所有的反常都整合在一起,会得到什么结果呢?如果所有反常性质一起出现的话,求解爱因斯坦方程组当然就是痴人说梦。不过,有一种方法确实能让人隐约看到这种宇宙是什么样子的。
被扰动的宇宙
“有些树,华生,它们长到一定高度后,就突然开始长歪了。”
——阿瑟·柯南·道尔(1859~1930)[6]
自从20世纪20年代弗里德曼做出膨胀宇宙模型的惊人发现以后,苏联的宇宙学就没得到多少发展。苏联人认为,爱因斯坦的理论肯定跟与辩证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7]而且当时的政治气氛让苏联人人自危。该国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列夫·朗道(Lev Landau,1908~1968)在1938年就曾被判入狱。1939年,在其他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如彼得·卡皮查(Peter Kapitsa,1894~1984)和尼尔斯·玻尔等人的多方努力下,朗道才得以重获自由。
自1932年起,年仅24岁的朗道就当上了新成立的乌克兰哈尔科夫物理技术研究所的主任。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朗道在物理学方面就有了极高的造诣。1962年,由于他在低温液氦的超流理论中所作的贡献,朗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8]在新成立的研究所中,朗道的鼎鼎大名吸引来了许多优秀学子,并且他还为高等物理学教育制定了新的标准。他最著名的学生是哈尔科夫的一名年轻人,伊夫金·栗弗席兹(Evgeny Lifshitz,1915~1985)。栗弗席兹18岁时就拿到了物理学和力学的学位,又花了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挑战了朗道大师的课程,全部通过,并获得了博士学位。[9]几年以后,栗弗席兹就可以和朗道在一系列物理学的高级教材中共同署名了,“朗道和栗弗席兹”的名号对全世界的物理学家来说都是如雷贯耳,他们以优雅、简约、统一的风格向读者解读了理论物理学的核心问题。
朗道的被捕对栗弗席兹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因为他和他的导师关系密切。[10]幸运的是,朗道出狱的时候政治气氛有所缓和,于是他和栗弗席兹搬到了莫斯科的物理问题研究所。然而,很快战争就爆发了,一切日常工作也随之中断。1941年9月,莫斯科之战打响,一直持续到了1942年1月。由于莫斯科濒临崩溃,加上饥荒的蔓延,许多人被迫撤离,或者向东逃难。许多物理学家被安置到了喀山。但恶劣的天气挽救了莫斯科,倾盆大雨和刺骨的寒冷让德国侵略军措手不及,停止了推进。就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栗弗席兹开始了新的宇宙学研究。就像在他之前的弗里德曼,栗弗席兹的着眼点也是在数学方面,而不是天文学。
我们已经看到,科学家们开始对各向异性、非均匀的宇宙产生兴趣,例如弗里德曼、勒梅特和德希特发现的宇宙模型。先是卡斯纳和托尔曼,然后是爱因斯坦、罗森和施特劳斯,都开始着手研究各向异性、非均匀的宇宙。研究这种宇宙模型明显要更有现实意义,因为真实的宇宙并不是完全光滑、各向同性的。
栗弗席兹用一种物理学中很普通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先求得一个简单的精确解,然后对它进行小幅度的扰动,看看结果会如何变化。方程组会如何限定这些扰动的演化行为呢?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是会逐渐消失,还是会越变越大?如果这些扰动逐渐消失,说明这种简单的宇宙模型在微扰下是稳定的,不会演化成另外一种结构。然而,如果小的扰动会随着时间增大,这种简单的宇宙模型就是不稳定的,将来会逐渐演化到另外一种状态。
1946年,栗弗席兹的一篇论文发表在苏联的学术期刊上,文中研究了弗里德曼的各向同性、均匀宇宙在微扰下的演化行为。[11]他似乎只是把它当作纯数学问题来研究,而没有同“宇宙中为什么会存在星系这样的不均匀结构”的问题联系起来。他证明,这种宇宙中可以存在三种不规则性:第一种就是简单地让物质密度的大小随地点变化,第二种是让物质缓慢地转动,而第三种就是向光滑的空间中引入微小的引力波涟漪。如果这三种不规则性的幅度很小,它们之间就不会相互影响,乱作一团;但如果幅度很大,情况就相反了。小幅度扰动的影响相互独立,很容易单独分析。以一个圆球为例,第一种微扰会改变圆球的密度和形状,第二种会让圆球自转,第三种则会把圆球压扁,变成椭球形,但体积没有变化。
栗弗席兹证明,密度分布的微小差异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明显。其实早在17世纪时牛顿就已经知道了,他在给剑桥三一学院长期掌权的(专制的)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的信中说,一旦向完全均匀分布的物质中引入微扰,高密度区域吸引的物质就会越来越多,而稀薄的区域就会变得越来越稀薄,物质的分布于是就越来越不规则。我们把这种过程叫作“引力不稳定性”(图5.3)。在不膨胀的空间里,物质分布的这种不稳定性会很快体现出来。栗弗席兹证明,在膨胀的宇宙之中,这种不稳定性也会体现出来,但不规则性的积累过程会比较慢,因为物质粒子在结团的同时需要克服膨胀所产生的拉力。他同时也证明了,如果物质聚集时存在阻力,结团的尺寸又足够小的话,不规则性的积累最终会停下来。这个问题从总体上看很简单。如果宇宙开始时接近各向同性、均匀的状态,那么随着宇宙的膨胀,密度的不均匀就会越来越明显。[12]这是第一次有人通过计算得出,各向同性、均匀的宇宙其实很特殊。经过一百多亿年的膨胀,宇宙中的不均匀性还是如此不起眼,说明140亿年前,宇宙初始的不均匀性更是微乎其微。
图5.3 在引力的作用下,如果物质的分布稍微有点儿不均匀,就会形成团块的结构。密度大的区域会产生更强大的引力,吸引更多的物质,使其他区域变得更加稀薄
渐渐地,其他天文学家也开始进行相关计算,试图解释宇宙为什么会形成像星系这样的结构。不幸的是,这些解释都不怎么有说服力。为了让不规则性刚好在晚近的宇宙历史中形成星系结构,你必须在宇宙刚开始膨胀时就给不规则性选定合适的大小。但没有合理的理由能让人随意设置宇宙初始不规则性的大小,于是这并不是一个全面的理论。
至于栗弗席兹算过的其他不规则性,你会发现自转物质形成的巨大漩涡会在宇宙膨胀时转得更慢。后来,一些宇宙学家认为,这说明很久以前的漩涡转得更快,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旋转的星系都是由一个原始的混沌漩涡形成的。最后,爱因斯坦和罗森纠结不清的引力波,也能以微扰的形式存在于一个绝对光滑的宇宙中。栗弗席兹的计算表明,这些微扰都会随着宇宙的膨胀而衰减,同时以波的形式四处传播。
栗弗席兹虽然只是把这些计算当作一种数学练习,但这却是宇宙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从那时起,这些计算就以各种方法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如今,我们在观测宇宙的微波背景辐射和星系群的结构时,就会看到这三种微扰留下的各种影响,整本整本的众多专著都在讨论这些影响。总之,栗弗席兹的计算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处理微扰的方法,以探究原始宇宙的微小扰动是如何随时间而发展变化的。
薛定谔的宇宙
尚未观察到的任何东西都是波,已经观察到的任何东西都是粒子。
——威廉·劳伦斯·布拉格(William Lawrence Bragg,1890~1971,19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13]
当爱因斯坦的理论颠覆我们对宇宙的认识时,在原子尺度上,一场更迅猛的变革正在改变我们对物质的认识。量子力学是一种认识物质和光的行为的新理论,它的出现要大大归功于爱因斯坦,但更要归功于尼尔斯·玻尔、沃纳·海森堡、保罗·狄拉克、马克斯·玻恩、沃尔夫冈·泡利(1900~1958)和埃尔温·薛定谔(1887~1961)等人。在量子力学的指引下,人们逐步揭示了分子和原子的结构,解释了化学元素周期表的规律,并预言了固体材料的大量性质。但是量子力学和宇宙学没什么交集。狄拉克虽然在宇宙学领域跨了次界,但他提出引力的强度有可能随宇宙年龄的增长而变慢时,并没有用到量子力学。勒梅特曾经有个想法,想知道宇宙如何从某种超级致密的原初状态诞生,他将之取名为“原始原子”。为了研究其中的奥秘,必须把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结合起来,但勒梅特不知道该怎么做。有的物理学家想要搞清楚,描述物质的诞生是不是要靠量子力学,而理查德·托尔曼给出一个模糊的推测:星系中心就是物质和辐射源源不断地进行相互转化的地方。这些思考都没什么结果,但很快,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了量子的宇宙。
埃尔温·薛定谔在1926年发现的薛定谔方程,是数学物理领域中最重要的方程。薛定谔方程的解能够描述所有分子和原子的结构,能够解释所有材料科学和化学现象。薛定谔的父母很有钱,只有他这一个儿子,看到儿子极具天赋,就给他请了私人教师。他是维也纳大学的优秀毕业生,随即在那里任教,后来又在苏黎世、柏林、剑桥和都柏林得到了教授职位。他和保罗·狄拉克分享了193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薛定谔的个人生活很另类。在他1933年在牛津大学曼达琳学院短暂停留期间以及次年普林斯顿大学邀请他担任教授的事情上,他希望与妻子和情妇共居一处的态度着实引发了争议;此外,他们三人还陆续跟其他物理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太太们搞过暧昧。最后,薛定谔在1936年搬到了奥地利的格拉茨。1940 年,他受到爱尔兰总理埃蒙·德·瓦莱拉(éamon de Valera)的邀请,要他赴都柏林加入都柏林高等研究院,这所研究院模仿了为爱因斯坦而建立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接受了邀请,但后来他在都柏林与有夫之妇搞婚外情,还弄出了几个私生子,这些丑闻给他的职业生涯留下了不少污点。如果说薛定谔30年代在牛津的生活过于放荡,那么50年代在都柏林的生活简直是无比放荡。1961年,薛定谔去世,埋在了奥地利蒂罗尔州的阿尔卑巴赫村,远处就是他深爱的阿尔卑斯山。他的墓碑上则刻着薛定谔方程(图5.4)。
图 5.4 薛定谔的墓地位于奥地利的阿尔卑巴赫村,墓碑上面刻的是薛定谔方程
薛定谔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预言的宇宙膨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宇宙学研究中的首次试水,就是想知道量子力学能在宇宙学中预言什么。他决定先研究膨胀宇宙中的波动行为。[14]结果不但深入了解了通常的声波和光波在膨胀宇宙中的行为,更阐述了量子的波动的传播机制,量子的波动能告诉我们观察到特定的物理事件的概率。[15]
薛定谔做出的重要发现在当时无人喝彩(包括他自己也未意识到其重要性)。宇宙膨胀的过程会把其中的量子真空①的能量转化为真实存在的、可测量的粒子。如果宇宙不膨胀,真空中会有成对的粒子和反粒子不断产生,然后又湮灭成辐射。在这个过程中能量是守恒的,而这个沸腾的景象描述的就是量子真空。然而,如果真空所在的空间膨胀得非常快,或是处在一个极度不均匀的引力场的作用下,那么真空中的粒子和反粒子就会被不同的作用力拉开,无法再湮灭成辐射。因此,真实的、探测得到的粒子和反粒子出现了,驱动了宇宙膨胀的能量是它们的山珍海味,引力场不均匀的分布是它们的玉露琼浆。20世纪70年代,史蒂芬·霍金做出了一个举世震惊的发现:就像膨胀的宇宙,黑洞的边界也会不断产生正反粒子对,最终导致了黑洞总质量的减少。[16]从那以后,物理学家们又对膨胀宇宙产生粒子对的惊人现象做了更深层次的研究。
当时,薛定谔并不觉得这个过程对膨胀的宇宙有多重要,因为在今天的宇宙中,这种效应太微弱了,不影响宇宙的演化行为。然而,在宇宙膨胀的最初阶段,膨胀的速率高得惊人,辐射的能量密度也要比今天高出近10128倍,粒子对产生的过程就不能忽略了。宇宙现在的某些特点可能就是这个过程所导致的。20世纪70年代,有人提出宇宙膨胀中的许多不对称和不均匀的特性都被粒子对产生的过程完全减弱了,抹平了,因为这种过程能弱化不同位置、不同方向间的能量差异,让它们渐渐地消失。
然而,1939年的宇宙学家们还没有做好迎接量子力学的准备。要是当时物理学家们乐于接受量子力学的话,恐怕结果就会大不相同。但是爱因斯坦当时坚决反对量子理论(“上帝不扔骰子”是他的名言),并且强烈抵触将量子理论应用于宇宙整体的做法。不过,粒子对产生的理论不久就变得极富争议性,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
哥德尔的旋转宇宙
神学世界观认为,世界和万物都有一个积极明确的意义。既然我们的世俗存在从本质上讲意义就不确定,由此可以直接得出,这只不过是走向另一种存在的手段。世界万物都有一个意义的想法类似于世界万物都有一个原因的理念,后者是所有科学理论的根基。
——库尔特·哥德尔(1906~1978)[17]
爱因斯坦上了年纪以后力不从心,不再解决老问题,也不提出新问题了。他喜欢告诉人们说,他去办公室上班,“只是为了获得能和库尔特·哥德尔一起步行回家的荣幸”。哥德尔是 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重要的逻辑学家。1906年,他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布尔诺,也就是爱因斯坦发表他的狭义相对论、布朗运动和光电效应论文的下一年。1924年,哥德尔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物理学,但很快又被数学吸引住了。哥德尔给他的教授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很快被邀请加入了鼎鼎大名的研讨小组“维也纳学派”(the Vienna Circle),他们在咖啡馆见面,讨论哲学、逻辑学和科学问题,其中经常出席的有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伯特兰·罗素和卡尔·波普尔。但哥德尔是其中的另类:他是唯一不相信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的人,也不相信数理逻辑是解决哲学问题的唯一工具。
哥德尔最出名的成就是证明算术的不完备定理。这个定理是说,任何一个允许定义自然数的逻辑体系,总是包含这样一些命题,既不能用系统内部的公理证明为真,也不能证明为假。这引起了数学家和哲学家的一片哗然。从这个定理会得到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推论,例如,没有一种电脑程序,能不通过篡改操作系统,就可以检测那些篡改操作系统的程序。因此,没有一种不干扰、不篡改操作系统的杀毒软件能找到你电脑上的所有病毒。
和爱因斯坦一样,为了逃避自己祖国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势力,哥德尔后来去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1933~1934年间,哥德尔第一次访问了这个研究院,但后来自从他患上某种精神障碍以后[18],就再也没有来过。在大学外遭到了某些纳粹分子的袭击之后(很可能把他当作了犹太人),1939 年秋天,哥德尔终于和妻子一起离开了维也纳。可是他选择了去普林斯顿最远的一条路,沿着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穿过亚洲,乘船从日本到旧金山,到时已经是1940年3月了,最后乘火车横穿美国到达普林斯顿。
1942年,哥德尔成了爱因斯坦的亲密伙伴。两个人都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对哲学的强烈兴趣,这跟他们周围的美国物理学家大不相同,而且他们都可以讲德语。
有好几次,哥德尔答应爱因斯坦把他研究相对论的心得记下来,但直到1947年,激动人心的事情才终于发生。当时哥德尔在给他母亲的信中谈到,他已经加入到了相对论的研究工作中,到了1947年夏天的时候已经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一直在寻找新的爱因斯坦方程组的解。结果就连爱因斯坦都大吃一惊。
哥德尔的宇宙是一个不断旋转的宇宙(图 5.5)。这种宇宙不膨胀,所有的物质都绕着一个对称轴匀速转动。其中也包含了爱因斯坦的宇宙学常数,但不同的是,这里的宇宙学常数小于零,因此产生的是引力,和物质的引力一起抵消了转动产生的离心力。这本身就够有趣的了,但哥德尔的宇宙还有一个完全令人无法想象的性质:它允许时间旅行。哥德尔证明,时空中的一些路径形成了闭合的回路。大多数人,包括爱因斯坦,都相信这种事情应该违背了其他的物理定律,并且会导致科幻电影里经常演到的逻辑悖论(例如,杀死婴儿时期的自己)。[19]但其实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允许时间旅行的,而且不与任何已知的自然法则相矛盾。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回忆起他第一次见到哥德尔时,所听到的关于时间旅行的点点滴滴。那是在1948年,当时他还是个刚到普林斯顿的年轻人。
图5.5 哥德尔的宇宙。物质沿着中心轴匀速转动,转动对光锥造成了影响。光锥表示每一点所发出的光线所经过的地方。②当我们离开中心时,光锥就开始倾斜,并扩大了开口,这是因为转动的线速度增大了。在距转动轴一定距离的地方,光锥完全翻倒,与空间相切,然后倒扣了起来,于是光线就沿着开口朝下(过去)运动。假设你的星球以前在p点,现在在q点。要想再次回到p点的话,你就要朝着临界圆外部的一个点加速运动,然后向过去运动到p点之前的某个地方,进入那时的临界圆,然后再向未来运动到p点。你总是在走向“你的”未来,但却回到了你的过去
那是在1948年9月。我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一名年轻的新成员。让我惊讶的是,我第一个见到的人竟然就是库尔特·哥德尔本人,更让我受宠若惊的是,他邀请我去他家。但不管怎样,我觉得自己好幸运啊。我发现他特别亲切,善于交际,不像我想的那么孤傲。而且身体还很健康!所以,他请我去他家,我们边走边聊一些物理问题。看起来他对物理学的了解很深入,而且这些研究都是他自己搞的。前几年他听从爱因斯坦的建议,研究了旋转宇宙模型,这就是他的科研工作。让我有点儿吃惊的是,一方面,他绝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数学家,着实撼动了数学大厦的基础……而这样的人要做的是……让人不解的是,他会做一些相对来讲微不足道的事情,比如证明旋转宇宙的存在。当然,在物理学中这都不是什么有趣的问题。对,他自己相当清楚,他并不是不懂物理学,他知道这确实不是物理学的主流。但无论如何,他就是这样。当然,后来我们继续见面。见面时,他经常会问我:“他们发现了吗?他们知道宇宙在没在旋转了吗?”他认为这种事情是可以被观测检验的,于是我不得不说明,现在的观测水平离这个问题的要求还差十万八千里,他总是很失望。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常常会问:“他们发现了吗?”而我总是不得不告诉他还没呢。[20]
现在看来,哥德尔的发现[21]对我们的宇宙学研究特别重要。这个模型告诉我们,宇宙可能有一些特殊的总体性质,从局部是看不出来的。只是因为时间和空间在太阳系中看来很正常,并不代表它们不会
图5.6 爱因斯坦和哥德尔在普林斯顿
在整个宇宙的尺度上以奇怪的方式纠缠在一起。尽管哥德尔的宇宙并不像我们的宇宙那样在膨胀,但其表现出来的时间旅行的特性也有可能在其他的、像我们宇宙一样膨胀的旋转宇宙中出现。
起初,一些著名物理学家质疑哥德尔的宇宙允许时间旅行,但实际上他们是把这些时间旅行的历史的特性理解错了,最终哥德尔的推导被证明是正确的。在哥德尔的一些笔记中,他好像觉得用时间循环来证明永生的可能性是件相当有趣的事情——有一次,一位同事发现他在黑板上倒着写字,表演时间旅行。不巧的是,要想在哥德尔的宇宙中进行时间旅行,就必须接近光速,并且要求物质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分布其中。对太空漫游者来说,这不是个靠谱的提议。我们还得注意的是,哥德尔的宇宙并不能证明电影《回到未来》的情节可以实现。你不可能改变历史。就像诗人萨穆埃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613~1680)所说的,即使是上帝也无法改变历史——只有历史学家才做得到。
假设我背会了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穿越历史回到过去,见到了年轻的莎士比亚,他那时还没开始写剧本。我把《麦克白》的原文和情节给他详细地讲述一遍。莎士比亚记下了每一个字,把它写了出来,然后出版了《麦克白》。那么《麦克白》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从莎士比亚那儿学来,而他又从我这儿学来。这其中没有开端,它只是存在着。
关于“如果我杀死了祖母”的逻辑悖论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关心时间旅行问题的哲学家把它们归纳为“祖母悖论”。[22]这种悖论推翻了各种时光旅行的假说。[23]自从1895年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的经典科幻小说《时间机器》首次提出这个想法以来,时间旅行就成为了科幻小说的重要题材。
我们该不该承认,这些“改变历史”的例子说明时间旅行的想法存在某种根本缺陷?不。改变历史的想法中确实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历史就是过去的事。你不可能既改变了历史,又保留你现在的经历。不可能有两个历史。如果你能回到过去,设法阻止了自己的出生,那么就不可能有机会回到过去,阻止自己的出生。
通常我们认为时间的流逝像一条直线。在时间旅行之中,这条线闭合成一个圆(图 5.7)。想象一条直线上,有人排队走过。谁在前,谁在后是很显然的事情。这就像线性的时间:你总可以毫不费力地分清一件事发生在过去,还是在将来。
现在,我们假设这条线上的人们绕成了一个圆。从局部看,有的人在前,有的人在后,但是总体上看,在整个圆上根本分不清“前面”和“后面”——每个人都既在其他人的前面,又在其他人的后面。所以就不能说谁在谁的前面,谁在谁的后面了,而应该说前后都在。[24]
图5.7 路人沿着直线和圆一个接一个地排列。对于直线上的人来说,他要么在某个人的前面,要么在某个人的后面。对于圆上的人来说,他既在某个人的前面,又在某个人的后面
并且时间旅行也是这种情况,其中并没有绝对的过去与未来。循环的时间里分布着一系列逻辑自洽的事件。当下的就是当下,曾经的就是曾经。你可以成为过去的一部分,但你无法改变过去。如果你活得足够长,你会一遍又一遍地经历相同的事情,循环往复。
这里有一个自洽的时间旅行的历史的例子。想象一下,你回到过去,准备好要朝婴儿时的自己开枪。你决心要在宇宙中创造出一个悖论。你瞄准了你母亲怀抱中的自己。当你正要扣动扳机时,由于婴儿时期的自己从母亲的怀中摔了下来,你肩膀上形成的旧伤突然让你的胳膊发出一阵痉挛,结果导致你射偏了。然而,枪声足以吓到你的母亲,把小宝宝摔落在地上,摔伤了肩膀。历史自洽了,宇宙安全了,历史学家们放心了。
指引哥德尔发现旋转宇宙模型的是他的一个信念,他想证明时间的流逝并不是客观的:关于时间并没有绝对的标准。他的宇宙很古怪,因为从其中的每一点看,宇宙都是一样的(只有匀速转动,没有膨胀),但是没有额外的标准可用以衡量旋转的速率(因为他理论中的宇宙只有一个,不存在“宇宙外部”)。哥德尔小心地计算出,进行循环式时间旅行需要的速度大小,并花了许多时间用来收集天空中星系分布的数据,因为他相信宇宙在旋转。唉,可惜我们的宇宙不是哥德尔的宇宙。宇宙正在膨胀,如果它开始旋转的话,它的膨胀速度就会变得特别慢。这很容易验证,因为微波背景辐射从四面八方传来,其密度会随不同的方向而变化,幅度不超过十万分之一。[25]就像地球自转会导致形状变扁,宇宙的旋转也会扭曲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谱形状,使得它沿着自转轴的方向最热,垂直于自转轴的方向最冷。
虽然哥德尔的发现实际上并不能描述我们的膨胀宇宙,但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期待,爱因斯坦的方程组中可能还隐藏了更多类似的奇妙事物。尽管局部性质完全正常,宇宙还是会有一些奇特的总体性质。哥德尔的宇宙表明,宇宙的旋转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扭曲了空间,以至于把时间都闭合了。哥德尔证明,这样的宇宙满足爱因斯坦场方程,但不满足牛顿引力。
遗憾的是,后来哥德尔就再也没有发表宇宙学的研究工作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逻辑学和哲学中最最艰涩的问题。宇宙学家们花了大量时间,想要了解他是如何找到这个解的,但哥德尔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真是个科学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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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美国哲学家大卫·麦拉曼特(David Malament)对“祖母悖论”的看法是:“认为时间旅行……简直就是荒谬,会导致逻辑矛盾,这种观点的逻辑通常是这样的:如果允许时间旅行,可以让一个人的时间倒流,回到过去的状态,这会导致时空的某些点同时处于P和非P的状态。比如说,我可以回到过去,杀死婴儿时期的我,导致那时的我不可能长大以后变成现在的我。但我想说,这样的反对理由从来不能使我信服……这套逻辑的漏洞在于,它并不能得出它想要得出的结论。显然,如果我回到过去,杀死了婴儿时期的我,就会导致某种矛盾的产生。然而,我们唯一能够从中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如果我试着回到过去杀死婴儿时期的我,那么由于某种原因,我肯定办不到。或许在最后一分钟时,我摔了一跤。通常的反对理由并不能说明时间旅行不可能发生,而只是说明如果可以时间旅行的话,也无法实现这样的行动。”参见:Proc. Phil. Science Assoc. 2, 91 (1984)。已故的著名哲学家大卫·路易斯(David Lewis)曾不顾潮流,在“祖母悖论”面前为时间旅行的合理性进行辩护。1976 年,他在一篇评论中说:“时间旅行,在我始终认为是可能的。时间旅行的悖论很奇怪,但不是不可能。这些悖论只能说明,我想没有多少人会怀疑:一个允许时间旅行的世界是个非常奇怪的世界,在许多基本的层面上都与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格格不入。”参见:‘The Paradoxes of Time Travel’,Amer. Phil. Quart. 13, 15 (1976).
[25]对宇宙的旋转施加的最强限制可参见:Roman Juszkiewicz, David Sonoda and J. D. Barrow, ‘Universal Rotation: How Large Can It Be?’,Mon. Not. Roy. Astr. Soc. 213, 917 (1985).
① 在量子力学中,真空指的是量子场能量(局部的或全局的)最低的状态。真空中的量子场会不断产生和湮灭虚的粒子对,这些虚粒子对会产生很多可观测的效应,例如改变原子的光谱。因此,真空不是真的“空”。人们推测真空中蕴涵的能量会影响宇宙的演化。——译者注
② 任何物体的运动速度都不会超过光速。因此,图中每一时空点上的(未来)光锥代表彼时彼处的物体所能影响到的未来事物所处的时空区域。图中外侧的某个(未来)光锥的开口与中心处的光锥开口相反,可理解为前者的“未来”指向了后者的过去。——译者注
一旦有人从太空中拍摄到了地球的照片,我们就将在情感上攀上一个新的境界……一旦地球在宇宙中的孤立位置广为人知,那么无论是什么国籍、什么信仰的人,都会获得一个强有力的新观念,它和历史上的任何观念相比都毫不逊色。而且依我看,不远的未来的这种发展可能会带来益处,因为它必然会越来越使国家间的纷争显得徒劳无益。或许,新的宇宙学正是会以这种方式对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造成影响……在一位翱翔于太阳系的旅行者看来,地球的全景要比其他行星波澜壮阔得多。
——弗雷德·霍伊尔[1]
亘古不变的宇宙
作为一个科学家,我完全不相信宇宙开始于大爆炸的说法。
——阿瑟·爱丁顿[2]
1948年,人类世界开始从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战争中逐渐恢复。在和平时期,许多科学家重新拾起了从前的工作,而另一些科学家则投入了军事技术的研究,如雷达和核物理,当然不是为了战争,而是纯粹为了科学的目的。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亲密友谊和密切合作,往往为日后的科学研究埋下了种子。现代宇宙学中三个响当当的名字就是一例:赫尔曼·邦迪(Hermann Bondi,1919~2005)、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1915~2001)和托马斯·戈尔德(Thomas Gold, 1920~2004)。邦迪和戈尔德都出生在维也纳,经过不同的历程后又都进入剑桥大学继续深造。邦迪在学生时期就表现出了超常的悟性,早在1936年的时候,就有人把他介绍给了爱丁顿,当时这位杰出的科学家正在奥地利首都访问。这个16岁的男孩给爱丁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爱丁顿就帮他申请去剑桥的三一学院留学。戈尔德并不像邦迪那样从小就野心勃勃,要在学术上大展宏图,而是在父亲的坚持下,才于1937年考上了剑桥,学习工程学。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国籍是敌国的原因,他们俩都被暂时关进了贝里圣埃德的军事基地,然后又在魁北克关了15个月,他们就是在那儿认识的。1942年,他们被放回了英国,戈尔德加入了海军部的雷达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由霍伊尔领导,基地设在苏里市的卫特里。在那一阶段的军事研究中,戈尔德做出了一些重大成就,例如他发明了战船登陆的雷达导航系统,在诺曼底登陆时派上了用场,又发现了德国的 U型潜艇不用上浮,就可以用一根管子在水下获取空气。
霍伊尔在英国走的是一条传统的教育之路,他从宾格利文法学校毕业后进入剑桥,在那里,这个优秀的毕业生不情愿地成为了一名研究生,而他的导师也同样地不情愿,因为这位导师就是寡言少语的保罗·狄拉克。霍伊尔称他们俩是天生一对,一个是不想要导师的学生,一个是不想要学生的导师。一开始,霍伊尔突击学习了核物理学和量子力学,但后来他的兴趣又转移到了天体物理学的新课题。他相信了朋友瑞·利特列顿(Ray Lyttleton)的话,天体物理学里充满了令人着迷的未知难题,也缺少像狄拉克那样的天才人物。
邦迪、戈尔德、霍伊尔在结束战时工作后都回到了剑桥。邦迪和霍伊尔都研究天文学,在天文学界已经小有名气。戈尔德研究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他成了一名生物物理学家,研究人类的听觉,并把他在霍伊尔小组研究信号时的经验运用到了新的工作中。他使用了一种特殊的、不借助数学的方法,这让行内的专家大惑不解。尽管这项成果[3]让戈尔德在剑桥大学争取到了一个职位,但在当时的医学界并没有掀起大风大浪。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才发现耳蜗内的一种反馈机制确实能产生额外的声音共振①,戈尔德的预言验证了。
——译者注
从那时起,邦迪、戈尔德和霍伊尔开始关注宇宙学的进展。邦迪对广义相对论产生了兴趣,并很快发现了不均匀的宇宙模型,这是托尔曼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发现了的。但是当三人调研了相关文献,并且在吃饭和喝茶的时候进行了大量讨论以后,他们都觉得勒梅特膨胀演化的宇宙模型不能令人满意,尽管这个模型曾让整个天文学界大为赞叹。勒梅特的宇宙从过去某个时刻开始膨胀,持续不断地演变,并注定会变成一片荒芜的不毛之地,这让他们非常沮丧。
顺着爱因斯坦的思路,他们也假设宇宙从大体上看是均匀的,但他们不相信宇宙的过去和现在有什么不同,也不相信将来会有什么不同。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宇宙模型:宇宙从古至今、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米尔尼把爱因斯坦关于宇宙的物质均匀分布的假设叫做宇宙学原理。而宇宙从古至今都是一个模样是一个更强的限定,邦迪、古尔德和霍伊尔把它称为完全宇宙学原理。
他们提出的这种原理,并不是说宇宙是静止的,而是说宇宙时刻处于稳态。他们知道,天文学观测表明宇宙在膨胀,因此不可能处于静止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宇宙不可能永远都一样。设想一条大河稳稳地流过,如果你盯着河面上的一点看,就会发现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化。“宇宙也可以这样吗?”他们这样问自己。
他们希望无论何时,宇宙从平均上看都是一样的。局部上可以存在一些小变化,不断有恒星和行星在形成,然而宇宙所有的总体性质(膨胀的速率、星系和恒星形成的速率、物质的密度、辐射物质的温度)平均而言,在任何时刻都是不变的。这与膨胀宇宙的标准模型迥然不同。在这些标准模型中,宇宙过去的物质密度和温度都非常高,随着宇宙年龄变大,膨胀的速率也逐渐下降,最终会走向一个冰冷的、没有生命的未来(被误称做“热寂”)或一个灾难性的“大塌缩”。在弗里德曼和勒梅特的宇宙模型中,宇宙的过去和未来有着天壤之别。
为了能够严格地满足完全宇宙学原理,1948年,邦迪、戈尔德和霍伊尔(图6.1)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新想法:如果要让宇宙膨胀,又要始终保持宇宙的物质密度不变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有新的物质不断冒出来,这样才能抵消宇宙膨胀对物质密度的稀释作用。
这个想法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但他们辩解道,相比其他宇宙学模型提出的,所有的物质奇迹般地在一瞬间同时冒出来的想法,这已经不算什么稀奇的了。如果新物质真的会不断地产生的话,它们就有可能被物理学家探测到。要保持宇宙密度不变,所需要的新物质生产率非常非常微小——大约是每百亿年从每立方米的空间中产生出一个原子。这个生产率太小了,远远超过任何实验所能直接探测的范围。没有任何一个物理实验室能制造出平均密度像宇宙那么小的真空。然而,尽管你不能指望直接探测到新物质的产生,这个理论也远没有超出天文学观测的检验能力。恰恰相反,这个理论做出的大量言之凿凿的可检验的预测,都被天文学家用观测数据否定了。
图6.1 1960年左右,托马斯·戈尔德(左)、赫尔曼·邦迪和弗雷德·霍伊尔(右)在剑桥的一次会议中
假如宇宙的总体性质真如他们所说,从古至今都没有变过,那么当我们向太空极目远眺(于是会看到很久很久以前发出来的光)时,应该发现宇宙任何时候看起来都一样。不可能存在一个这样的时间段,期间星系开始形成,而在那之前,宇宙中还没有任何星系。20世纪50年代,越来越多的证据推翻了这个重要预言,让人们逐渐从稳态宇宙理论中清醒过来。射电天文学家说,星系发出的无线电波并不是普遍存在于宇宙过去的任何时期。后来,人们发现了一种叫做类星体(全称是“类星射电源”[4])的新型发光天体,能从像太阳系这么小的区域内发出有如整个银河系大小的能量,这给稳态宇宙模型提出了新的难题。所有类星体似乎都与我们保持特定的距离,这说明它们形成于宇宙历史上一个短暂的特定的时期。稳态宇宙模型无法解释这个现象,而在弗里德曼和勒梅特的演化宇宙中,这个现象非常自然,这表明当宇宙膨胀到一定时期,各种条件成熟了以后,星系、射电源和类星体这样的天体就开始形成了。
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其中有一个奇怪的巧合。在弗里德曼–勒梅特宇宙模型中,宇宙的膨胀速度大约是宇宙年龄的倒数。在稳态宇宙模型中,膨胀速率和宇宙年龄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宇宙的年龄无穷大——宇宙一直都存在。稳态宇宙的膨胀速率可以任意取值。实际上这无关紧要。因此,宇宙实际膨胀速率的倒数,跟太阳这样的典型恒星的年龄相近,在稳态理论中完全是巧合。然而,在弗里德曼和勒梅特的演化宇宙模型中,这件事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先有恒星,才能有天文学家。于是我们可以设想,当我们观测宇宙的时候,宇宙的年龄已经足够大,足以让恒星安顿下来,并把燃烧氢元素的核反应也稳定下来(需要大约一百亿年)。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宇宙的膨胀速率接近于恒星年龄的倒数。②
邦迪和戈尔德在1948年提出的稳态宇宙论中没有多少方程。[5]这个理论要满足对称性和时空的均匀性原则。他们坚持认为,宇宙从古至今、从头到尾都应该看起来差不多是一个模样。这通常被看成是一种对哥白尼原理的扩充,它不允许我们认为自己正处在宇宙的一个特殊位置。在稳态宇宙论看来,这个位置指的是时空中的位置,而不是仅仅代表空间位置。
这个原理的限定性非常强,只有四种类型的宇宙能够满足其要求。第一种是什么都没有的静态宇宙——没有物质,没有辐射,没有引力,只有时间和空间。这太没意思了。第二个是爱因斯坦最开始提出的静态宇宙。这个宇宙不膨胀,于是所有地方一直都是一样的。现实并非如此,所以邦迪和戈尔德没有选择这个模型。生命的出现要求宇宙得发生一些变化。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的预言,宇宙总体的混乱度和复杂度也要不断增加。第三个选择又是一个不膨胀的宇宙,就是哥德尔发现的那个奇特的旋转宇宙。这个宇宙在匀速转动,无论你在何处,看起来都一样。这个旋转宇宙明显不是我们所生活的宇宙。最后一个宇宙终于满足了邦迪和戈尔德的要求。它就是最先由德希特发现的、空间曲率为零的宇宙。不像其他三个,这个宇宙会膨胀,而且膨胀速率从古至今、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活在这个宇宙的天文学家,无法通过观测来确定现在是“何时”。[6]这个宇宙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点。
邦迪和戈尔德提出稳态宇宙模型不久,霍伊尔也发表了一个自己的版本。[7]他引入了一种物质均匀产生的机制,可以抵消宇宙膨胀的稀释作用。这个机制会直接导致与德希特宇宙类似的演化行为。
这种模型有一些有趣的特点。首先,它解释了为什么宇宙是均匀的、膨胀速率是各向同性的。如果你向稳态宇宙中引入任何不对称性,其产生的影响都会迅速减弱,宇宙的膨胀也会迅速恢复到各向同性、均匀的状态中来。在微扰的影响下,稳态宇宙是稳定的。[8]打个比方,假如你暂时把铅笔倒立起来,你会发现这个姿态非常不稳定,任何风吹草动都能使它摔倒。但如果你把一个玻璃弹子放在碗底,并把它推离平衡位置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在平衡位置周围飞快振荡,最后回到原点。这就是稳定的物理系统。
稳态宇宙模型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因为它第一次抛弃了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试图仅仅用对称性原则描述宇宙。邦迪、戈尔德和霍伊尔似乎对此不以为意,因为他们的理论能够做出许多简单的预言,很容易被天文学观测检验。霍伊尔提出的物质不断产生的现象,在广义相对论中并不存在,是一种新的物理机制。随后在1951年,英国天文学家威廉·麦克里证明,爱因斯坦的理论中可以很容易地引入霍伊尔的“创生场”,而不必改变其本质。这不过是用另一种形式构造爱因斯坦早先提出的宇宙学常数。宇宙学常数的大小和新物质产生的速率相等。这个速率始终保持不变,所以说它的行为很像德希特宇宙,如图3.4所示。
整个20世纪50年代,稳态宇宙模型一直被看作是传统的“大爆炸”理论有力的竞争者。“大爆炸”一词还是霍伊尔1949年一次在做客BBC第三套广播讲宇宙学时提出的呢!当时观测天文学的前沿是射电天文学,打头阵的是剑桥的天文望远镜,由马丁·赖尔(Martin Ryle,1918~1984)负责实施。赖尔在观测中应用了由他本人发展的新技术,可以提高天文观测的质量。尽管霍伊尔和赖尔在战争期间都曾研究过雷达技术,可他俩的关系并不好,互相怀疑对方故意找茬,想推翻自己的研究成果。例如,赖尔试图用观测数据推翻稳态宇宙的预言,而霍伊尔则质疑宇宙射电源观测结果的精确性和赖尔做出的解读。最终,赖尔的数据几乎征服了所有人,大家都开始相信天然射电源并不是从古至今都普遍存在的,而这违背了稳态宇宙模型的要求。下面这首诗是由乔治·伽莫夫的妻子芭芭拉写的,从旁观者的角度记录了这场争论:
《赖尔辩霍伊尔》
赖尔辩于霍君:
“尔等夙兴夜寐,
我谓宝山空回。
磐石虽稳,
难阻东流之水。
焉能颠倒是非。
我有巡天远镜,
离相贪嗔寂灭,
化解痴心无形。
劝君一言:
既知天高海阔,
自有云淡风轻。”
霍君反唇相讥:
“勒梅特伽莫夫,
陈年旧事休提。
肉食者鄙,
秕言开天辟地,
焉长他人志气?
此理昭然易见,
绝无海枯石烂,
亦非盘古开天。
我辈三人,
绵绵不绝此念,
精疲力竭亦然。”
“非也非也非也,”
赖尔目眦尽裂,
怫然强忍不悦,
“芸芸星系,
放眼穷极视界,
无不森然布列。”
“竖子不足为教!”
霍君如雷暴跳,
词穷理屈又表,
“生生不息,
无论暮暮朝朝,
恒久长存其妙。”
“任尔唇剑舌枪,
我有铁壁铜墙,
切莫贻笑大方,”
赖尔再道,
“不出一时半晌,
必来缴械投降!”[9]
赖尔利用剑桥的射电望远镜获得了大量天文观测证据,邦迪、古尔德和霍伊尔三人却无动于衷,仍在射电天文学家的咄咄攻势中做困兽犹斗。这场争论在宇宙学历史中被称作“大爆炸对决恒稳态”,尽管实际上这主要是英国天文学界的事,没怎么影响到美国。[10]当然,这件事也体现出,英国和美国宇宙学家的研究方法存在一个有趣的差异。英国的宇宙学家看重科学方法论以及其中蕴涵的科学哲学原理,把它们用来估量一些概念的地位和隐含意义,例如邦迪、古尔德和霍伊尔的完全宇宙学原理。相比之下,奉行实用主义的美国式研究则避开了这些争论。[11]由于霍伊尔在广播节目中发挥出色,而且他的书也十分畅销,在英国这场争论简直是家喻户晓,直到今天,仍然有非专业人士以为稳态宇宙模型和大爆炸理论是棋逢对手。
20世纪 80年代,我曾和霍伊尔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当时我们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参加一个现代宇宙学历史的研讨会,被安排住在一起。我们讨论了许多那段稳态宇宙模型的命运还不甚明朗的时期,以及在所有人都放弃了这个理论之后的二十多年间,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否定性证据的。最让他困扰的是,这个物质不断产生的过程,应该冒出等量的物质和反物质。在他看来,物质和反物质的平等性是一个大问题[12],因为当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反原子、反行星或反恒星:宇宙中的物质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的确,我们能在实验中制造出反粒子,能在宇宙射线中探测到正电子,但宇宙主要还是由物质构成的,至少在我们周围的地方是如此。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1948~1952年间,由于最遥远退行星系的距离被科学家算错了,所有的膨胀宇宙模型都被这个数据误导了,于是宇宙的年龄也被大大低估了。在这段时期内,这个数据继而导致了一个悖论,膨胀宇宙模型预言的宇宙年龄比其中最古老恒星的年龄还要略微小一些。就是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稳态宇宙模型诞生了。于是,它的对手大爆炸理论处境艰难。大爆炸理论不太能描述宇宙的细致特征,因此无法成为一个比稳态宇宙模型更好的理论。爱因斯坦对这个艰难处境的反应值得玩味——而且现在回过头来看,他的反应完全正确。面对恒星年龄比宇宙年龄还大的尴尬,他断定更可能是恒星演化理论错了:“在我看来,无论如何,恒星演化理论所依赖的基础不如引力场方程牢固。”[13]
1952年,由于沃尔特·巴德(Walter Baade,1893~1960)的出场,境况开始变化。巴德是一个德国天文学家,从1931年起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他怀疑当时造父变星的绝对亮度有误,于是用坐落在帕洛玛山的 200 英寸望远镜来验证自己的怀疑。天文学家用造父变星来测量河外星系的距离,进而根据哈勃–勒梅特定律,描述遥远天体的退行速度。当时的观测结果表明,虽然仙女座星系看起来和银河系如此相像,但它的尺寸远比银河系小得多,于是巴德就产生了怀疑。巴德嗅到了蛛丝马迹,并通过一丝不苟的工作,最终发现了问题所在。他证明了造父变星比人们想象的更亮。因此,天文学家们大大低估了遥远恒星和星系的距离。巴德证明,天体的距离都应该翻倍,而宇宙的年龄也应该是原先预计的两倍——36亿年,而不是 18亿年。到了 1954年,关于星系的距离有了进一步修正,于是宇宙的年龄增加到了54亿年。最近,借助于测量遥远天体距离的新方法,以及新的地面和太空望远镜的出色观测能力(如哈勃望远镜和斯皮策望远镜),宇宙的年龄终于被确定了下来。如今,对膨胀宇宙年龄的最佳估计是 137 亿年,不确定度只有1亿年。
桌面上的宇宙
想当年,我们的科研预算通常都很紧张。我们的手头自然也就非常拮据。例如写1941年的那篇论文时,我不得不一个人挑起所有重担,包括重建实验室,安装所有电子仪器。这很花时间,不过当发现自己什么都会做时,你就会非常惬意和满足。现如今,科学家都被宠坏了,尤其是在发达国家。
——埃里克·霍尔姆伯格[14]
在当今社会,电子计算机非常普及,而且容易上手,以至于很难想象没有它们,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天文学家们利用大型计算机来模拟一系列复杂的物理过程,这能够描述恒星和星系如何形成,以及是如何在天上分布的。1941年,埃里克·霍尔姆伯格(Erik Holmberg,1908~2000)还是瑞典隆德皇家大学天文台一名年轻的天文学家,是他第一次模拟了宇宙。他并没有使用现代意义上的计算机(当时还没发明),实际上,他自己造了一台模拟器,可以模仿引力的行为,然后进行观察和测量,看看多恒星系统在引力的作用下会如何演化。
我们所生活的三维世界有一个惊人的特点,那就是许多自然的基本作用力和效应,会随着彼此距离的增大而以平方反比的规律迅速衰减。[15]引力、磁力、静电力和光照的强度都符合这个规律。霍尔姆伯格想知道,两个被恒星环绕的星系相互靠近时,会发生什么情况。来自另一个星系的引力是如何改变这个星系中的恒星轨道,继而改变星系形状的呢?由于宇宙在膨胀,从前的星系要比现在靠得更近,因此狭路相逢的可能性也比今天高得多。[16]
霍尔姆伯格决定利用光照的强度和引力一样都遵循平方反比定律的特点。他用一组灯泡来模拟多体系统中的引力分布。在一个暗室的桌面上,他安装了两个扁平的星系模型(就像银河系),每个星系里有37个灯泡,分别排列在各自的同心圆结构上。每一个灯泡的亮度都代表了对应恒星的质量,而且根据距离圆心的远近,这些灯泡的亮度都要做相应的调整,以符合恒星分布的实际情况。每个灯泡的四个面上都有一个传感器,每个面都会所接收到不同距离外的灯泡照射,然后他用光电池和电流计来测量照射的强度。霍尔姆伯格从当地的工厂定制了这些特殊的灯泡。两个灯泡组成的“星系”各自旋转着,同时沿着直线彼此靠近。这样,霍尔姆伯格通过测出照着在每一个灯泡上的光线强度,并计算出总体影响(“合力”的大小和方向),就能知道恒星下一步会如何运动。所有74个灯泡都移动到新的位置,在新的位置上受到的光照强度又决定了灯泡下一步的运动。利用这个精巧的装置,霍尔姆伯格就能够建立一个模型,来模拟两个恒星系统对彼此的引力相互作用,以及一步一步的演化过程——这个过程过于复杂,根本无法用铅笔、草稿纸和牛顿定律来求得精确结果。[17]
图6.2和图6.3摘自霍尔姆伯格的论文。[18]他发现两个星系狭路相逢的时候,彼此之间的引力最强,产生的形变也就最严重,而且经常会产生臂状结构,让人不禁想到许多扁平星系都有旋臂,例如银河系。当两个星系互相做逆时针转动时,这个臂状结构就朝外弯曲,指向旋转的对称轴,但如果是顺时针的转动,臂状结构就指向相反的方向。他还断定,中小型星系经常会被大型星系的强大引力所俘获,彼此混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大型星系,形状变成椭球形而不是螺旋型。
图6.2 埃里克·霍尔姆伯格用电灯泡模拟星系的演化。在他的这幅图中,灯泡被安置在直径80厘米的同心圆上,一共37个灯泡。他做了两个这样的模型,每个模型都代表一个由恒星组成的星系。调节灯泡两端的电压就能改变每个模型中灯泡“质量”的分布(即亮度)。灯泡的直径是8毫米,比灯泡之间的距离10~20厘米小得多
霍尔姆伯格富有想象力的工作给宇宙学研究中引入了一个新的工具。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工具才再次出现,并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革命,规模越来越大,模拟能力越来越强。借助这些新工具,人们可以建立宇宙的计算机模型,或者是一些经过简化的模型。将简单的引力定律编成程序,就能计算膨胀宇宙模型中任意数量的质点之间的引力,这样计算机就能跟踪这些质点的演化,了解它们如何结团,弄清楚星系初次形成的时期,或者它们何时会与邻近星系碰撞。最终,我们希望能够了解恒星在星系中如何形成的所有麻烦的细节。
图6.3 两个埃里克·霍尔姆伯格的电灯“星系”模型,每个模型都顺时针转动,之间的距离等于星系的直径。星系的引力相互作用导致了旋臂的产生,并且指向星系转动的方向。短箭头表示两个星系靠近最近点时的运动方向,弯曲的箭头表示转动方向
今天,在全球最强大的计算机上,宇宙学家们可以模拟不同类型的宇宙,从中预言我们应该在望远镜里观测到什么现象,或是解读一些观测数据的统计含义。鉴于世界上曾经存在两类天文学家,一类是观测天文学家,一类是理论天文学家,现在可以说有了第三种。计算天文学家的能力与众不同,他们能编写错综复杂的计算机代码,生成精彩绝伦的图片或视频,从而展现不同的宇宙模型的不同特点。[19]理论天文家作出预言,计算天文学家检验预言,观测天文学家则负责用望远镜来寻找检验的结果。
带电的宇宙
……由于时常需要把这儿的灯泡换换,又把那儿的晶体收音机调调,我就学到了扎实的电学实践知识。但这些知识并不全面——比如,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用一个电吉他煮鸡蛋。
——凯斯·沃特豪斯(1929~2009,英国作家)[20]
在发展稳态宇宙理论的同时,1948年,赫尔曼·邦迪还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宇宙模型。他设想,这个模型可能有稳态的形式,但这种形式对宇宙膨胀来说,既非充分也非必要。他和剑桥的同事瑞·利特列顿共同发展了这个想法,并注意到两个像质子这样的带电粒子,产生的静电斥力要比引力大得多(实际上大1039倍)。
通常,人们假设氢原子呈电中性。氢原子包含一个质子和一个电子,两者的电荷大小相等,符号相反:质子的电荷是+e,而电子的电荷是?e,所以总电荷是零,原子呈电中性。但是邦迪和利特列顿假设,质子和中子的电荷之间有极其细微的差别,只不过我们还没发现。这样的话,氢原子都会带有一个总的电荷,每个原子的总电荷都符号相同。如果静电的排斥力大于氢原子之间的万有引力的话,它们就会相互排斥(图6.4)。
图 6.4 两个氢原子之间有着微弱的引力。但如果质子(p)的电荷和围绕它的电子的电荷不相等,那么每个原子都会带上一个净电荷。每个原子都带同种电荷,于是相互之间就会产生了强烈的电磁排斥力
既然静电的排斥力远大于引力,他们认为,只要质子的电荷比电子电荷的绝对值 e 大 10-18的话,原子之间的排斥力就足以解释宇宙的膨胀。
当这个新奇的观点[21]被提出时,当时普遍接受的对电荷差异的实验约束比邦迪和利特列顿提出的大上 100倍(小于 10-16)。但渐渐地,更精确的实验结果显示,正负电荷之间的差异小于e的10-20。起初,邦迪和利特列顿拒绝接受这些结果,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在原子尺度上,电荷差异的效应非常微弱,而且实验中用到的电磁场对结果本身会有什么影响也没有被充分考虑在内。但渐渐地,实验证据消除了这些担心,这个理论也就没法继续维持了。[22]最后,1960 年,美国科学家约翰·戈登·金研究了两个氢原子组成的氢分子的电荷,发现实验结果所允许的电荷差异,要比解释宇宙膨胀所需要的差异至少小40倍。[23]
这个理论从来没有成为宇宙学研究的主流,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体现了亚原子物理学是如何进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把持的引力领域,以及它是如何改变我们对宇宙膨胀的认识的。
在大西洋的另一侧,有一个宇宙学的研究小组提出了另一个宇宙模型,他们更关心在爱因斯坦方程组的描述下,膨胀宇宙的早期阶段发生了什么样的物理过程。
炙热的宇宙
《热情似火》
——比利·怀尔德执导,伊蔡克·戴蒙德编剧[24]
在英国,稳态宇宙模型吸引了如此多的公众注意力,以至于它的对手几乎淡出了公众的视野。然而,1948年以后,对大爆炸模型的关注逐渐多了起来,这种模型认为过去的宇宙要比现在的状态更热更致密。爱因斯坦的理论预言了不同类型的膨胀宇宙模型,天文学家们已经在研究如何区分这些模型,而物理学家们则开始研究早期宇宙不同寻常的物理环境。勒梅特率先考虑了胚胎宇宙的物理状态,而苏联流亡者乔治·伽莫夫和他的学生真正把这个想法落到了实处,他们对相关问题的证明成了对宇宙过去最实用而可靠的指南。
伽莫夫生活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而他的人生也跌宕起伏、多姿多彩。他成长在俄国革命风暴席卷下的奥德萨,然后进入了当时的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并且在亚历山大·弗里德曼的课上学习了广义相对论。才二十出头,他就在核物理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伽莫夫性格外向,从不循规蹈矩。他好像有一种过人的能力,能够结识三教九流各色名人,从莫洛托夫、布哈林、托洛斯基到爱因斯坦、玻尔、弗朗西斯·克里克,而且通常是在重要的场合。[25]
伽莫夫逃离他的故乡奥德萨、流亡到美国的故事可谓惊世骇俗。由于当局对知识界的干预日趋严重,伽莫夫深感恐惧,在1932年决定和第一任妻子柔儿(Rho)穿越守备松懈的边境,逃离自己的祖国。他们从克里米亚半岛的南端出逃,希望走私贩子能帮他们渡过黑海,到达 270公里之外的土耳其。在这个逃亡计划中,他们需要一艘可折叠的小橡胶艇,以便漂洋过海。他们打算把橡胶艇和桨分别放在两个帆布包里,背在身上。尽管当时的苏联食物短缺,他们还是准备了一周的食物,并临时带上了一些漂浮用具(足球胆)、一个水泵和一个指南针。他们进入土耳其的时候不计划带身份证,而是声称自己是丹麦人,因为伽莫夫有一个丹麦的旧驾照,这样就可以想办法进入伊斯坦布尔的丹麦大使馆。1932年初夏,他们在克里米亚海岸的一个科学院度假村订了房间,把小艇也带去了,进行了渡海演习。
本来,他们打算等到满月的时候再出发,这样对逃跑有利。可当时海上风平浪静,他们便打算立刻出发。头两天,海上之旅一切顺利,不久风浪渐渐大了起来,海水不断灌进小艇,柔儿不得不让水泵昼夜工作,以防小艇沉入大海。最后,船还是翻了,他们发现自己离海岸不太远,面前还能看到一些渔夫。非常遗憾,这些渔夫不是土耳其人:这对夫妇离他们出发的地方仅有 110公里。在渔夫们的帮助下,他们又回到了原点。幸运的是,没有人怀疑他们编的瞎话:他们是赛艇爱好者,由于经验不足,加上天气恶劣,不小心被冲到了很远的地方。真相实在是太疯狂了,没人会相信。
伽莫夫夫妇并没有放弃逃离的念头。两年以后,在尼尔斯·玻尔的邀请下,他们赴比利时参加了一个物理学会议,会后并没有返回苏联。乔治得到了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一个职位,并在美国度过了余生。[26]
得益于对核物理学的深刻了解,伽莫夫设想,宇宙刚开始膨胀的那几分钟里,也许就像一次巨型的核物理实验。经过了一些错误的尝试之后,在伽莫夫的两个年轻研究生拉尔夫·阿尔珀(Ralph Alpher,1921~2007)和罗伯特·赫尔曼(Robert Hermann,1914~1997)的正确努力下,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初具雏形。
1948年夏天,伽莫夫证明,宇宙的膨胀进行了大约一百秒之时,质子和中子就开始相互结合,形成氘核。[27]六个月以后,阿尔珀和赫尔曼发展了伽莫夫的想法,在一篇写给《自然》杂志的信中,他们计算了宇宙的温度和密度随时间变化的规律,这样就能将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宇宙温度和密度同今天的数值相联系。[28]
阿尔珀和赫尔曼证明,如果宇宙膨胀的过程是各向同性而均匀的,那么从起初的炙热状态开始,用物质密度除以辐射温度的立方,得到的比值始终是个常数。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确定当宇宙刚刚诞生两分钟(其辐射温度高达十亿度)时这个比值应该是多少,以避免当时的核反应产生过多的氦元素而不符合我们今天观测到的数值。这样知道这个比值的大小,又知道现在宇宙平均密度的观测值后,他们就能推导出现在的辐射温度大小。他们估计这个数值应该是5开尔文③左右。这是历史上最重要的科学预言之一。这样的话,天文学家就能够通过观测来验证,宇宙是否如大爆炸理论所说,曾经处于极度炙热而致密的状态。这些计算最后证明,如今的宇宙中应该存在高温辐射遗留下的痕迹。
唉,可惜当时好像没人关注这几篇论文。1948年的稳态宇宙之争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而且欧洲的科学家从没听说过阿尔珀和赫尔曼。美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20世纪60年代中期,普林斯顿的一位顶级物理学家罗伯特·迪克,打算开展一个探测宇宙辐射的项目,可他竟然没有读过伽莫夫、阿尔珀和赫尔曼在世界顶级期刊上发表的那些文章,更不知道他们已经就相关问题作出过预言。
1965年,阿诺·彭齐亚斯(Arno Penzias)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Wilson),两个顶级无线电工程师,正在新泽西州霍姆德尔为贝尔实验室校准一个接收天线,用以追踪“回声”通讯卫星。最终,他们发现了来自宇宙大爆炸的辐射痕迹,尽管他们当时并不清楚自己探测到的东西是什么,也不知道以阿尔珀、赫尔曼和伽莫夫为代表的宇宙学家已经预言了这种辐射的存在。他们探测到的是波长为7.35厘米的无线电噪声,这相当于温度为3.5开±1.0开的辐射。迪克和他的合作者当时正在从理论上估算辐射的温度,于是很快知道了此事。迪克以前的一个学生,詹姆斯·皮博(James Peebles)估算了这个温度的大小约为 10开,并写成了论文向学术期刊投稿。这篇论文最终被期刊选择的审稿人(正好是阿尔珀)拒绝了,因为文章并没有原创思想,其中的结果也早就被阿尔珀和
赫尔曼算出来了。然而,迪克的研究团队好像没有理会这个信息,又在《天体物理学报》彭齐亚斯和威尔逊所发表的低调的公告旁边发表了一篇论文,专门解释这次探测到的辐射。关于这次集体失忆导致科学研究进度落后了许多年的经历,科学史学家写下了不少的论述。1975年,迪克在自传性笔记中写道:
关于火球的热辐射理论,我们的工作存在不幸和令人尴尬的一面。我们没有做足文献搜索的功夫,而与伽莫夫、阿尔珀和赫尔曼的重要论文失之交臂。对此我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团队中的其他成员太年轻,不可能了解这些老文章。早些时候,我在普林斯顿听过伽莫夫的讲座,但我记得他的宇宙模型是寒冷的,开始时只有一些中子。[29]
阿尔珀和赫尔曼在余下的时光中,仍然对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耿耿于怀。后来他们去了工业界工作,对宇宙学后来的发展影响不多。[30] 1955年,阿尔珀离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去了通用电气公司工作,并于2007年去世。1956年,赫尔曼开始领导通用汽车公司研究实验室的物理部,然后又去了德克萨斯大学当教授,并在那儿做出了关于交通流量的数学理论的一流研究工作。后来他又成了一位相当有造诣的雕刻家,制作木质微缩模型,在美国多处都有展览。他于1997年去世。
图6.5 乔治·伽莫夫在1965年(日期写成了1963年)写给阿诺·彭齐亚斯的信中指出,他在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发现微波背景辐射以及罗伯特·迪克和他的团队给出实验解释之前就作出过相关预言[31]
尽管被遗忘了很长一段时间,但由于在微波背景辐射和大爆炸理论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最终阿尔珀和赫尔曼还是获得了许多奖项,受到了大量赞誉。2005年,在去世两年前,阿尔珀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奖。获奖说明这样写道:
图6.6 罗伯特·赫尔曼(左)、乔治·伽莫夫和拉尔夫·阿尔珀(右)。伽莫夫从一瓶形成宇宙的原初物质(ylem)中冒了出来,不过这看上去更像一瓶酒
为了表彰他在核合成领域的突破性工作、他关于宇宙膨胀会留下微波背景辐射的预言,以及他建立的大爆炸理论模型。
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发现微波背景辐射的事件是一个历史性转折点,从此我们得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宇宙,同时也对用爱因斯坦方程组描述宇宙行为的方法更加有信心。弗里德曼和勒梅特的最简单的膨胀宇宙模型告诉我们,宇宙每时每刻的温度应该是多少。知道了这个简单的事实之后,物理学家就能搞清楚从宇宙诞生几秒钟起到现在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他们无法搞清楚所有发生的事情(远没有做到这点),但很快他们就建立了早期宇宙的行为模型,描述了温度和密度是如何降低的、核反应过程是何时发生的,以及辐射冷却到什么时候原子和分子才开始形成的。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也为稳态宇宙理论敲响了丧钟。突然之间,认为射电源不会存在于宇宙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论调大获全胜,因为他们打出了微波背景辐射这张王牌。在大爆炸理论中,这个远古的现象非常自然(这也是大爆炸理论的预言之一),而稳态宇宙理论就无法解释。以霍伊尔为首的稳态宇宙理论的支持者,继续为了这个理论负隅顽抗。他们试图证明,新发现的微波背景辐射只不过是不久之前在银河系中形成的。然而,这些英勇的抵抗者最终全军覆没了:相比宇宙中的物质密度,微波背景辐射中光子太多了,不可能来自任何已知的辐射源。1967年,科学家们发现,从天空中的任何方向测到的微波背景辐射强度都相同,不同方向之间的强度差别不超过千分之一。不可能通过几个局域射线源的叠加来产生这种平滑性,除非射线源的数量巨多无比,可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早就该探测到这些射线源了。
奇怪的是,霍伊尔本人也在热大爆炸宇宙学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利用核物理学方面丰富的专业知识,霍伊尔走得比伽莫夫、阿尔珀和赫尔曼更远。他预言了宇宙中最轻的几个化学元素的丰度,这些元素应该在大爆炸后的最初几分钟内被制造出来。他先是和剑桥的罗杰·泰勒(Roger Taylor,1929~1997)于 1964年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论文[32],接着在1967年又和加州理工学院的威利·福勒(Willie Fowler,1911~1995)及其学生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oner)合作发表了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霍伊尔预言了不同的大爆炸宇宙模型中,轻元素(特别是氘、氦的同位素以及锂)的完整丰度分布图。
1953年,日本天文学家林忠四郎(1920~2010)一个关键的小发现,为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预言补上了缺失的一环,这也是他在恒星演化理论当中最著名的工作。每个物理学家,例如伽莫夫,在尝试预言大爆炸产生的化学元素丰度时,都遇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宇宙膨胀的最初时刻,质子数和中子数的比例是多大?任何原子核都是由这两种粒子组合而成(例如,氦-4的原子核是由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组成的),所以化学元素最终的丰度当然是由质子和中子的初始比例决定的。如果一开始全部都是质子,那么最后你得到的产物100%都是氢原子,但如何一开始不是这样,而你又不知道质子中子的比例的话,你能预测最后的结果吗?
林忠四郎指出,如果考虑到自然界中存在一种引起放射性元素衰变的弱相互作用,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宇宙还是一个出生不到一秒钟的婴儿时,其中的温度高达一百亿度以上,此时这种弱相互作用会导致质子和中子的数量相等,形成一种平衡状态。只要处于完全平衡的状态中,质子和中子的比例就只由温度的高低决定。因此,你不需要知道宇宙“开始”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也不需要知道其他不确定的细节,就能计算质子和中子的比例。事实上,中子的质量比质子大了一点点。当宇宙诞生一秒钟左右,温度下降到一百亿度附近时,由于制造一个中子需要的能量多了一点点,一开始的时候,质子的数量也就比中子多了一点点。然而,这其中的数量差异并没有多少机会发展壮大,因为宇宙在不断地膨胀,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弱相互作用反应速率太慢④,最后反应停止了。此时宇宙中的中子数和质子数就固定下来,约为1∶6。
宇宙的温度降低到十亿度时,核反应过程就突然启动了,此时宇宙大约膨胀了一百秒。那时,又有少许中子发生了衰变,将中子质子的比例减小到了1∶7。绝大部分中子最终的归宿是形成氦-4原子核,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中子形成了氘、氦-3 和锂。最后,宇宙之中的物质组成是 23%为氦-4、77%为氢,还有极少量的氘(万分之几)、氦-3(万分之几)和锂-7(百亿分之几)。这正是今天我们在银河系内外都能观测到的元素丰度。于是,这个核物理学在宇宙最初几分钟中的简单应用,被天文学观测漂亮地证实了(图6.7)。
图6.7 随着年龄的增加、温度的下降,宇宙中不同元素所占比例的变化图。不同曲线表示宇宙最初三分钟产生的最轻的化学元素[氢(H)、氦-4(He4)、氘(D)、氦-3(He3)、氚(T)、铍-7(Be7)和锂-7 (Li7)]丰度。标记为n的曲线表示没有被原子核束缚的自由中子会发生衰变,丰度不断降低
从 1975 年开始,随着我们对高能物理和基本粒子的了解越来越深入,重构宇宙遥远过去的状态,成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叫做“粒子宇宙学”。它注定将彻底颠覆我们对早期宇宙的认识。
注释
[1] F. Hoyle,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Blackwell, Oxford (1950) pp. 9–10,基于 1949年他在BBC的演讲。
[2] A. S. Eddington,The Nature of the Physical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28), p. 85.
[3] R. J. Pumphrey and T. Gold,Nature 160, 124 (1947); R. J. Pumphrey and T. Gold,Proc. Roy. Soc. B 135, 462 (1948); T. Gold,Proc. Roy. Soc.B 135, 492 (1948).
[4] 这种叫法是丘宏义在1964年5月的《今日物理》杂志上提出的,他写道:“到目前为止,‘类星射电源’(quasi-stellar radio sources)这个冗长的名字被用来描述这种天体。因为我们对这种天体的性质一无所知,所以无法给它起一个适当而简短的学名,使人们能够望文生义,了解它们的本质。简便起见,在本文中将使用‘类星体’(quasar)一词作为缩写。”
[5] H. Bondi and T. Gold, ‘The Steady-State Theory of the Homogeneous Expanding Universe’,Mon. Not. Roy. Astron. Soc. 108, 252 (1948).
[6] 德希特宇宙的尺度因子的膨胀行为是 0a=exp(H t) ,其中H0是宇宙恒定不变的膨胀速率。
[7] F. Hoyle, ‘A New Model for the Expanding Universe’,Mon. Not. Roy. Astron. Soc. 108, 372(1948).
[8] 20世纪 80年代,德希特宇宙成为了暴胀宇宙理论的基础,人们重新发现了德希特空间的稳定性,并称之为宇宙无毛定理。
[9] http://www.aip.org/history/cosmology/ideas/ryle-vs-hoyle.htm.
[10]关于大爆炸理论和稳态宇宙理论的对垒历史,以及天文学观测在其中起的关键作用,更详细的内容参见:H. Kragh,Cosmology and Controversy: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wo Theories of the Univers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1996), chapters. 4–7.
[11]当然,也有一些英国科学家发出了强烈的声音,反对人们沉迷于宇宙学原理。其中最为直言不讳的就是赫伯特·丁格尔(Herbert Dingle,1890~1978)了。他曾经担任皇家天文学会的会长,并曾大力反对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他敦促那些“宇宙狂躁症”的患者就事论事,“把锄头当成锄头,而不是什么完美的农学原理”。关于宇宙学的这场哲学层面的争论,更多内容可参见:‘Cosmology: Methodological Debates in the 1930s and 1940s’,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www.seop.leeds.ac.uk/ entries/ cosmology-30s/.
[12]物质粒子和反物质粒子都携带一定量的重子荷,相应的守恒定律叫做重子数守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人们不再认为自然界的重子数是守恒的了。事实上,如果自然界的各种相互作用都能统一地被一种“万有理论”所描述的话,重子数就不可能守恒,因为这会导致夸克和轻子(例如电子)无法相互转化。
[13] A. Einstein,The Meaning of Relativity, Routledge, London (2003), p. 132.
[14]引自写给赫伯特·鲁德的信,转引自:H. J. Rood, ‘The Remarkable Extragalactic Research of Erik Holmberg’,Publ. Astro. Soc. Pacific 99, 943 (1987).
[15]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最先注意到了空间维度和引力衰减程度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牛顿引力之所以服从平方反比定律,是因为空间是三维的。如果空间是n维的,那么随着距离r的增加,引力会按照1/rn-1的规律衰减。
[16]今天,我们知道从前的星系之间会经常狭路相逢,发生碰撞。我们所见到的星系之所以形状千变万化,尺寸大小不一,紧密接触和碰撞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霍尔姆伯格还不知道这些,不过他怀疑星系之间可能会发生紧密接触,并留下可观测的痕迹。
[17]霍尔姆伯格已经对问题作了简化,他假设星系是扁平的二维结构,还假设所有相互作用也都发生在同一平面上(摆放模型的桌面上)。
[18] E. Holmberg, Astrophys. J. 94, 385 (1941); H. J. Rood, ‘The Remarkable Extragalactic Research of Erik Holmberg’, p. 921.
[19]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对天文学数据的分析和理解也变得比以前形象得多。在天文学研究中,随着个人电脑的日新月异,图片和影像也变得极为重要。关于这个问题以及科学研究中影像技术的完整发展历史,参见:J. D. Barrow,Cosmic Imagery: Key Imag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Bodley Head, London (2008).
[20] K. Waterhouse,The Passing of the Third-Floor Buck,Michael Joseph, London (1974).
[21]邦迪和利特列顿当时不知道爱因斯坦在1924年的提议,即这种电荷的差异也许可以解释太阳和地球为什么会产生磁场。但爱因斯坦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1925年,皮卡德(A. Piccard)和凯斯勒(E. Kessler)通过实验发现,这种电荷的差异应该小于10-20e,不满足爱因斯坦的要求。
[22] A. M. Hillas and T. E. Cranshaw,Nature 184, 892 (1959).
[23] J. G. King,Phys. Rev. Lett. 5, 562 (1960).
[24]数学家们也许会对作家、电影制片人 I. A. L.戴蒙德(I. A. L. Diamond)感兴趣。他出生于罗马尼亚,原姓多米尼奇,但后来在美国时改了姓。他经常跟人说自己的名字缩写表示校际代数联赛(Interscholastic Algebra League)。他高中时数学很突出,在 1936~1937年间,曾多次获得美国数学奥林匹克金牌。他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但后来没有继续攻读研究生,因为他撰写的剧本和制作的学生讽刺剧被好莱坞相中了,而且他们提供了一份合约。
[25]在此强烈推荐他的自传:G. Gamow,My World Line: An Informal Autobiography, Viking, New York (1970).可惜他 1968年去世时,自传尚未完成,令人非常遗憾。
[26]苏联宇宙学家雅克布·泽尔多维奇(Yakob Zeldovich,1914~1987)曾说,伽莫夫没有回苏联,结果导致其他的苏联物理学家都很排斥他,因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苏联官方都竭尽全力阻止任何物理学家出国。参见:Rem Ruffini, ‘Moments with Yakov Borisovich Zeldovich’, http://arxiv.org/abs/0911.4825, p. 2.
[27] G. Gamow,Physical Review 74, 505–506 (1948).
[28] R. A. Alpher and R. Herman,Nature 162, 774 (1948).
[29] R. H. Dicke,A Scientific Autobiography (1975),未发表,收藏于美国国家科学院。
[30] R. A. Alpher and R. Herman,Physics Today, 24 August 1988; R. A. Alpher and R. Herman,Genesis of the Big Ba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1).
[31]这封信见于彭齐亚斯的一篇文章中,参见:F. Reines (ed.),Cosmology, Fusion, and Other Matters, Colorado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Boulder, pp. 29–47 (1972).承蒙彭齐亚斯允许,在此处复制。
[32] F. Hoyle and R. J. Tayler,Nature 203,1108 (1964).
① 戈尔德发现,考虑了内耳中的液体产生的阻尼之后,理论上预言的耳蜗共振强度与实际的不符。因此他假设,人体内有一种反馈机制能够抵消这种阻尼的影响。
② 哈勃常数表示宇宙膨胀速度的大小,量纲是速度(千米每秒)除以距离(百万秒差距),因此哈勃常数倒数的单位是时间。在许多演化宇宙的模型中,哈勃常数的大小往往和逝去的时间呈反比,因此其倒数接近宇宙的年龄和恒星的年龄是非常自然的结果。——译者注
③ 开尔文是国际单位制中的温度单位,以下简称开。5 开相当于零下 268.15 摄氏度。——译者注
④ 俞允强的《物理宇宙学讲义》提到,弱过程的发生率是,宇宙膨胀速度是
。因此温度下降时,弱过程的发生率降得更快。当两者大小相等时,可以认为反应停止。——译者注
我是一只独来独往的猫,对我来说,所有的地方都差不多。
——鲁德亚德·吉卜林(1865~1936,英国作家),《远古传奇》
湍急的宇宙
如果我死了,上了天堂以后,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希望能搞明白。一件事是量子电动力学的方程组,另一件事是湍流扩散,是关于流体运动的。我对第一件事的预期相当乐观。
——霍勒斯·兰姆(Horace Lamb,1849~1934,英国应用数学家)[1]
爱因斯坦的理论导致早期的宇宙学研究一路突飞猛进,除了极个别的例外,这些研究大都集中在平滑、均匀、膨胀速率保持各向同性的模型上。有两个充分的理由值得人们保持这个倾向。一方面,这个假设非常符合从天文望远镜中所观测到的景象。没有证据能够表明,不同方向上观测到的宇宙膨胀速率有明显的区别,而且天空中的星系分布也和随机的分布差不多。想当年,测量遥远星系的红移大小可是一件极为耗时的工作。在望远镜旁劳作一整夜,也就能测出几个星系的红移。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了 20世纪 70年代。当摄像系统中应用了基于 CCD技术的光度检测器以后(此项技术获得了 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人们就可以迅速完成大量星系的红移测量。现在,有一些大规模勘察星系分布的项目,打算通过测量星系的红移(进而推算出星系的距离),建立一个星系分布的三维立体图。据此建成的三维立体图让人们大吃一惊,原来天上的星系已经形成了线、面之类的结构,进而结成了一张宇宙的“大网”。人们平时看到的星系投影带有一定误导性,根本体现不出星系分布的五彩缤纷和精彩绝伦。另一方面,在这个假设下建立宇宙模型,就能大大简化爱因斯坦方程组,使得求解变得非常容易。[2]
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如有必要,可以引入某种“原理”,如宇宙学原理和完全宇宙学原理,以便给这些简化问题的假设提供哲学根据。但也有更充分的理由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试着去更加真实地描述宇宙。毕竟宇宙真实的物质分布状况是,其中存在星系之类的结构,也存在其他的不规则性(irregularity)。这些不规则性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他们的大小形状是现在这样的呢?尽管各个方向上的膨胀速率差别不大,但不可能是零,因为我们不可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宇宙中的特殊位置。如果空间都不均匀的话,那么站在空间的每一点上向四周看,也不可能是各向同性的。
勒梅特是第一个认真思考了星系起源的人。栗弗席兹的论文研究了膨胀宇宙在微扰作用下的稳定性,也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为什么宇宙中像恒星和星系一样的物质“结团”如此众多。如果某个区域中包含的物质略微超过了平均值,它们就会吸引附近更多的物质,把四周变得一片空旷。这个过程叫做引力不稳定性,是牛顿首先发现的。1902年,詹姆斯·金斯爵士(James Jeans,1877~1946)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计算。在既不膨胀又不收缩的空间中,这种不稳定性会飞快地增长。但是栗弗席兹发现,如果空间在膨胀,不规则性的增长速率就会变慢。空间的膨胀会试图把相互吸引的物质排斥开,结团的势力和膨胀的势力展开了一场拉锯战。于是,我们很容易理解不规则性的增长速率为什么会变慢。
宇宙学家想知道,这个简单的过程是否能最终解释星系的形成。也许,宇宙“开始”的时候存在着一些微小的“随机”涨落,使空间偏离了绝对均匀的状态。或者也许是后来的一些特殊过程产生了这些涨落,随着宇宙的膨胀,它们越长越大,但最终停止了膨胀,不再变大,而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星系”结构。这个想法引出了更多需要解释的问题。为什么大多数星系都包含大约一千亿到一万亿颗恒星?为什么它们的形状大都呈特殊的椭球形或螺旋形?而且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这么多星系都在旋转?
1944~1951年间,德国物理学家卡尔·冯·魏扎克(Carl von Weizs?cker,1912~2007)开始考虑一种新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宇宙之所以拥有如此丰富的结构,也许是因为它曾经有一段湍流(turbulence)横生的历史。这个想法非常吸引人。湍流是一种常见现象,在生活中普遍存在。打开浴缸的水龙头,你会目睹水流喷涌而出,形成湍流;海浪拍打海岸,或是一辆小轿车绝尘而去时,身后的树叶随风摇曳,你也会在其中发现湍流(图7.1)。然而,会令你吃惊的是,研究流体的数学家认为,这个熟知的生活经验本质上却是无法求解的。如果流体的速度非常快,又产生了很多漩涡的话,你就没办法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流体的速度比较慢,湍流比较温和的话,才有希望搞清楚一些东西。不过,在错综复杂的问题面前,计算机的运算能力还是很快败下阵来。千禧年大奖难题为七个悬而未决的数学题目征集解法,每个答案悬赏一百万美元,其中一个难题正是这个流体力学问题。[3]
图7.1 喷气式飞机引起的湍流
起初,冯·魏扎克打算研究太阳系的起源[4],以及星系中的恒星运动[5]。不久后,他受到螺旋星系形状的启发,认为这种涡旋状的外观可能是宇宙中曾经出现过的湍流的遗迹,于是他提出,湍流才是理解星系形成的关键所在。[6]魏扎克的老乡沃纳·海森堡也加入了这场科学征程,他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以前也发展过湍流的数学理论。在整个职业生涯之中,他一直对湍流现象非常着迷。[7]
乔治·伽莫夫也被曾经湍流横生的宇宙模型吸引住了。于是,1952年的时候,他发展出了一个相似的理论。[8]不过,星系形成于湍流的想法嘴上说说很容易,要把它转化成一个精确的模型可不容易。实验室中的湍流都还没搞清楚呢,更不用说宇宙中的湍流了,尽管宇宙中的事情至少变化得非常缓慢,而自转物质形成的漩涡也不受边界条件例如浴缸的形状、水龙头和下水口的影响,虽然正是这些边界条件使得浴室里的湍流问题如此复杂。
栗弗席兹已经证明,随着宇宙的年龄逐渐增大,微弱的漩涡都会衰减,变得更加微弱。不过,在热辐射物质主导宇宙的时期,这些漩涡的强度会保持不变。这和花样滑冰的道理一样,如果运动员立在脚尖上旋转的时候把手臂收回来,就会转得更快——如果她把手臂伸出去,就会变慢。在膨胀的宇宙中,当一个大漩涡的尺寸越来越大时,它的“手臂”也越伸越长,因此,物质的旋转速度也就越来越慢。[9]
湍流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性质:如果搅动流体时产生了一个大漩涡,这个漩涡的能量就会逐级减小,变成小一号又小一号的漩涡,直到最后由于流体中存在摩擦力,漩涡会全部消失。向一杯水中滴入墨水,然后轻轻地搅动,你就会观察到漩涡逐级减弱的过程。伟大的苏联数学家安德雷·柯尔莫哥洛夫(Nikolai Kolmogorov,1903~1987)在 1941年就曾提出,当漩涡刚出现的时候,它的尺寸最大;在流体黏度的作用下,当漩涡消失的时候,它的尺寸最小;当尺寸处于两者之间的时候,漩涡总是以相同的速率将能量逐级传递下去。[10]因此,在相当宽泛的尺寸范围内,湍流的旋转速度都应该正比于其直径的三次方根[11],而不论这个湍流是如何产生的,也不论它将来变小后会如何被摩擦力消灭掉。这是一个有趣的结论,因为这样就可以把湍流速度和尺寸的变化关系,跟大小不同的星系旋转速度联系起来。然而,湍流宇宙的演化历史比理论说的复杂得多。
在宇宙最初的三十万年里,声音传播的速度非常快①,漩涡的运动速度比声速低。但是当质子和电子相互结合形成中性原子以后,光子不再与电子发生相互作用,声速也就急剧地减小了。突然之间,涡流的转动都变成了超音速运动,巨变就这样发生了。宇宙中形成了巨大的震荡波,积累起巨大的不规则性,进而影响了物质的分布。星系应该就是在这种震荡波激起的物质漩涡中形成的。我们期待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就能看见巨大的旋转星系。
这个图景提供了一个解释星系形成的思路,也许旋转的星系源自于特定的柯尔莫哥洛夫型湍流。不过,我们得先确定宇宙湍流的起源,同时也要搞清楚超音速物质的积累规律。
当时没有多少人支持伽莫夫的湍流宇宙研究,于是这个理论就被搁置了下来。直到 20世纪 60年代中期,广岛的成合秀一(Hidekazu Nariai)和莫斯科的里奥尼德·奥泽诺(Leonid Ozernoy)分别领导的两个厉害的研究小组才开始发展这个理论。在1964~1978年间,湍流宇宙一直被当作是星系起源的候选理论,人们向其中倾注了大量精力。从宇宙学研究的角度看,这个理论令人难以捉摸,因为要想从爱因斯坦方程组中找出一个能够描述真实的湍流宇宙的解,实在是太难了。你所能做的事情,只有是寻找宇宙早期形成的湍流留下的蛛丝马迹,看它们是否导致物质的密度和压强出现不规则性,使之聚集为旋转的物质孤岛,并最终变成现在我们从天空中看到的星系。
但后来遇到的两个重大问题将这个思路完全堵死了。起初人们以为,这些漩涡不会对宇宙膨胀的过程产生太大的影响。唉,可惜这种说法被证明是错的。当你逆着时间回溯时,尽管漩涡的速度保持不变,可它们产生的引力效应对膨胀宇宙的影响却是越来越大。最终人们发现,必须存在这样一个时期,整个宇宙混沌未分一团糟。为了能够形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星系,这些漩涡必须旋转得足够快,这就要求宇宙的混沌时期离现在非常近,但这会和微波背景辐射的观测结果相矛盾。这个理论同时也会破坏宇宙诞生大约三分钟时发生的氦元素的合成过程,因而与我们观测到的化学元素丰度相矛盾。[12]
湍流机制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我们对旋转星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直到1974年,天文学家们还认为所有的椭圆星系都在旋转,而且转得越快,形状就越扁。但后来,牛津大学的研究生詹姆斯·宾尼证明,解释椭圆星系的形状为什么是扁平的,并不要求星系必须在旋转。[13]这些星系中的大多数恒星都沿着随机的轨道运动,而星系的总体形状是在它产生的过程中形成的。渐渐地,这种想法得到了天文观测支持:许多椭圆星系的旋转速度都太慢了,不足以导致这种扁平的形状,而一些椭圆星系甚至是绕着“错误的”对称轴旋转。这两个进展导致了星系形成自湍流的理论的迅速消亡。事实上,湍流对宇宙膨胀产生的影响太过剧烈,会导致极其严重的不规则性和扭曲,而这恰恰与我们今天观测到的各向同性、均匀的宇宙大相径庭。
畸变的宇宙:从Ⅰ号到Ⅸ号
任何宇宙演化理论的目的,都是试图寻找尽可能简洁的宇宙诞生时的初始条件。当我们将已知的相互作用力置于这些初始条件之上时,世界上一切复杂现象就可以统统冒出来。
——乔治·勒梅特[14]
直到1950年,宇宙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还是那些到处都一样、各个方向的膨胀速率也都相同的宇宙学模型。这叫做“均匀”(到处都一样)和“各向同性”(各个方向都相同)的宇宙。它们是对称性最高的宇宙学模型,也是爱因斯坦方程组最简单也最容易理解的解。时不时地,也会出现另一种类型的宇宙模型,例如由卡斯纳、爱因斯坦和罗森、施特劳斯、托尔曼和哥德尔发现的宇宙模型,或者最先由乔治·勒梅特和伊夫金·栗弗席兹提出的、在各向同性均匀的基础上有一些微小扰动的宇宙模型。然而,这些不同寻常的宇宙模型能被发现纯属偶然。人们并不清楚这样的模型一共有多少种,应该如何进行分门别类。这种状况在1951年的时候发生了改变,当时亚伯拉罕·陶伯(Abraham Taub,1911~1999)完成了一项意义深远的系统性研究,囊括了所有均匀但不是各向同性的宇宙模型。[15]无论身处这个宇宙的哪个角落,你都会看到相同的宇宙演化历史。天文学家就像一只独来独往的猫,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宇宙的任何角落看起来都差不多。但如果朝着不同的方向看,你就会发现一些不同之处。爱德华·卡斯纳在20世纪20年代发现了第一个这样的宇宙模型,那是其中最简单的一个。可是,这种均匀但不是各向同性的宇宙一共会有多少种呢?
1977年,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研究,当时亚伯拉罕·陶伯(大家都叫他“亚伯”)是数学系广义相对论研究组的组长。我属于天文系,但我会参加陶伯小组的组会和非正式的午间聚餐。对年轻的科学家来说,陶伯相当令人生畏,因为他的知识极为广博,经验极其丰富,而且非常挑剔,从不与人聊家常:你可不能跟他讨论不成熟的想法。他建立了伯克利的计算机实验室,同普林斯顿的冯·诺依曼有合作,也同爱因斯坦和哥德尔有联络;他是震荡波和流体力学的世界级权威;在罗伯特逊的指导下,他于1935年取得了博士学位,因此也是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领域的专家。他管理的组会秉承了传统的法官审问式风格(inquisitorial style),如果他还有疑问没解决,就从不允许主讲者继续往下讲;在学术讨论中,就连来访的诺贝尔奖得主也被他当作研究生一样对待。起初,他看起来脾气很暴躁,但是渐渐地你会发现,他还挺慈爱的:他对待年轻的学者,就像是一个父亲,管理着一个巨大的家庭,孩子们随时会任性胡闹,要费尽心思使他们步入正轨。
1951年,陶伯发现,早在 1898年时,意大利伟大的几何学家路易吉·比安基(Luigi Bianchi,1856~1928)就已经搞清了所有可能存在的、对任何地方的观测者来说都一样的空间。[16]如果不同方向之间存在差别,这些差别也不应该随着地点的变化而变化。比安基的一生都在比萨市的几个优秀的数学研究所中担任教授。他证明,这样的空间只有九种,分别用罗马数字Ⅰ~Ⅸ表述。
图7.2 路易吉·比安基
按照比安基的分类方法,陶伯找到了与膨胀宇宙相符的所有类型的均匀空间。[17]罗马式阶梯上陈列着比安基归纳出的Ⅰ号到Ⅸ号的空间类型,从最简单的平坦的欧几里得几何,如卡斯纳的宇宙,到黎曼和罗巴切夫斯基的各向同性的弯曲空间,以及几种新型的并非各向同性的弯曲空间。随着宇宙的膨胀,其中一些空间甚至可以改变曲率的大小:在大部分时间里,它们就像负曲率的“开放”宇宙,但突然之间,又会变成正曲率的空间。又有一些空间,就像哥德尔的宇宙那样,能够旋转,但还有一些空间能以一种扭曲的方式一边旋转一边膨胀。
陶伯没能将所有这些可能性都从爱因斯坦方程组中解出来,但是他将其中一部分解了出来,并且把卡斯纳的宇宙以一种我们前面见过的简洁形式写了下来。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无法从方程组中解出其中最复杂的那个宇宙,但在过去的50年中,几乎所有类型宇宙的总体行为都逐渐得到了定性描述。20世纪60年代,人们对这些“比安基的宇宙”进行了大量研究。直到80年代末期,这种模型才退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通过研究它,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天空中的微波背景辐射是如此地符合各向同性。
比起弗里德曼、勒梅特和德希特的最简单的宇宙,陶伯的各向异性的膨胀宇宙模型要复杂得多,也诡异得多,因为它拥有四个关键性质:
1.剪形畸变
2.旋转
3.存在相对于径向哈勃膨胀的运动
4.曲率各向异性
第一个性质的意思是,拿起一个圆形的球,用手捏它的上下两侧,将它变成鸡蛋的形状。如果说各向同性的膨胀宇宙是由一系列体积增大的圆球所组成的,那么剪形畸变的宇宙就是由一系列体积增大的椭球所组成的(图7.3)。宇宙既要膨胀又要旋转时,也必然会出现剪形畸变(图7.4)。几种性质的综合作用也很容易理解。第三个性质更加微妙。想象一个膨胀的圆球,有一种观察膨胀效应的方法是,从球心沿着半径向外画一条直线。通过测量这些线段的长度,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宇宙膨胀了多久(图 7.5)。我们倾向于假设我们正在沿着这些虚拟的线段运动(其他星系中的每一个观测者都这么想)。但是我们不能断定,所有天体都随着宇宙的整体膨胀而运动——宇宙学家们将宇宙的总体膨胀称为“哈勃流”。我们所在星系团也许正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运动,或者其中存在着大量的随机运动。如果这些背离哈勃膨胀的运动相对缓慢,就像地球围绕太阳转,又和整个太阳系一起围绕银河系中心转那样,或者参与这类运动的物质不太多的话,就不会对宇宙的总体膨胀产生任何可观测效应。但如果这类运动牵扯到大量物质,相比哈勃流的速度又很高的话,就会对宇宙的膨胀产生影响,引起一种剪形畸变。
图7.3 剪应力把球体扭曲成椭球体:(a)没有剪应力时的膨胀,(b)发生了剪形畸变的膨胀
图7.4 旋转对球体的扭曲作用
图7.5 在一个各向同性的膨胀宇宙中,有一个星系相对于总体膨胀还有一个额外的运动
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就清楚了。假设我们的膨胀宇宙像一个气球的表面,只有两维空间。如果把睡觉的蚂蚁放在气球上,然后把气球吹大,这些蚂蚁就以均等的速度相互远离。蚂蚁们会随着它们的宇宙——气球的表面而膨胀。但是如果蚂蚁清醒过来,随着气球的膨胀开始到处乱爬的话,它们之间就额外产生了一种相对的运动,这种运动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宇宙的整体膨胀。如果太多的蚂蚁朝着一个地方爬,就会在气球的橡胶表皮上弄出一处凹陷,于是就改变了这个方向的膨胀速率。
我们知道,爱因斯坦理论的精髓在于,物质和能量的运动会改变空间的几何性质,其中包括曲率的大小。在弗里德曼和勒梅特发现的各向同性的简单宇宙中,空间的曲率和膨胀速率一样,都是各向同性的——从每个方向看都相同。还有一类陶伯没有算出来的宇宙,它们的性质完全不同,因为其中的空间曲率也会随着方向的不同而变化。卡斯纳的宇宙是最简单的一种膨胀速率为各向异性的宇宙,但它的空间几何任何时候都是平坦的,所以曲率是各向同性的。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特殊情况。比安基空间最复杂,在任何时候的膨胀速率和空间曲率都是各向异性的(图7.6)。
图7.6 曲率各向异性的空间,有的方向上看像是一个开放的宇宙,有的方向上看像是一个闭合的宇宙。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方向上的曲率可以从正变到负,反之亦然
这些新型宇宙的曲率是各向异性的,看起来就像往各向同性的宇宙中加入了引力波。不同强度的引力波朝着不同的方向传播,于是沿着传播的方向产生了不同的曲率。如果又想让这些复杂的事物能够同时存在,又想让宇宙看起来是均匀的,那么就得给宇宙加上了一组很强的限定条件,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类型的宇宙数量非常少。这个问题最先是由比安基发现的。如果允许宇宙的不同角落看起来并不相同的话,那么这样的情况就有无数多种。陶伯对宇宙进行分门别类,就像艺术家为自己的创造力套上一个画框,又像雕塑家将自己的思想集中表达在一块石头上一样。自发引入的限制能令人全神贯注。
均匀的宇宙和一扇新的观察窗口
世界总是黑暗的,光明只不过是把黑暗隐藏了起来。
——丹尼尔·K.麦基南
我们在上一章说到,一个偶然的发现震惊了世界,那就是早期的炙热宇宙留下的微波背景辐射。微波背景辐射的平均温度大约是 2.7 开,但是普林斯顿的射电天文学家很快发现了一种方法,能够更精确地测定这个温度的大小。想要测出温度的精确数值很困难,因为我们首先需要找到一个绝对准确的参考温度,以便测量时比较两者的大小。今天,测量温度的最先进的方法是将一个人造卫星发射到太空中,但是人造卫星必须携带一小瓶温度约为 2.7 开的液氦以作为参考标准。最后,液氦会全部蒸发掉,这也就限制了实验所能持续的时间。
1967年,戴维·威尔金森(David Wilkinson,1935~2002)和布鲁斯·帕特里奇(Bruce Partridge)应用了一种由罗伯特·迪克发明的精巧电子装置,能够以很高的精度测量天空中两个不同方向之间的温度差别,比测量平均温度的精度高得多。差分测量能够得到很高的精度,是因为不需要测量温度的绝对大小。威尔金森和帕特里奇测量了微波背景辐射的强度变化,在探测器的误差范围内,他们什么结果都没发现。于是,他们证明了天空中不同方向的背景辐射的温度之间的差别小于0.1%:微波背景辐射体现出无与伦比的各向同性,宇宙中的物质结团没有强大到足以让宇宙膨胀产生明显畸变的程度。[18]
这个发现令世人皆为惊叹。这说明宇宙膨胀的过程极为符合各向同性;实际上,太符合各向同性了,宇宙学家开始考虑转变态度,重新审视在宇宙中看到的高度对称性。在此之前,宇宙学家们已经假设了宇宙非常接近各向同性均匀的状态。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解释为什么光滑的背景之上存在一些微小的不规则性,以及这些微小的不规则性是如何变大,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星系和星系群的。微波背景辐射的高度各向同性发现后不久,宇宙学家又开始将背景的均匀性和宇宙膨胀几近完美的各向同性当作重大的谜团。毕竟,如果我们随机地从爱因斯坦的方程组中选择一个解,或者从比安基的空间陈列馆中选择一种空间,选出不太规则的、各向异性宇宙的概率要比选出美丽而均匀的、各向同性宇宙的概率大得多。既然有那么多方法能让宇宙变得不规则,为什么我们的宇宙却如此小众地体现出均匀和对称呢?
混沌的宇宙
条条大路通罗马
——让·德·拉封丹(1621~1695,法国诗人)[19]
1967 年,受到微波背景辐射观测结果的激励,马里兰大学的查尔斯·米斯纳(Charles Misner)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想法。[20]不再假设宇宙是均匀而各向同性的,这样是从有序中产生有序,我们为什么不去证明有序也可以从混沌中诞生呢?
米斯纳的“混沌宇宙”计划试图证明,爱因斯坦方程组存在这样的性质,无论宇宙开始膨胀之时有多么混乱,如果等上足够长的时间(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有将近一百四十亿年的时间可以用来等),宇宙就会变得越来越均匀,越来越符合各向同性。
这个想法非常吸引人,而且有着重要的哲学意义。如果事实真的如此,就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了解宇宙是怎样诞生的(假如它有个开端的话),就能解释它现在的模样。米斯纳想要证明,如果从一个混沌的状态开始膨胀,宇宙的早期总会产生足够多的摩擦力,能够将不规则性都抹平,最终使宇宙的膨胀变得各向同性而均匀。这就像用力搅动一桶油。你闭上眼睛,看不见油中搅出的漩涡,但这样你也肯定知道,一分钟以后,油的表面又会平静如初。油中的运动最终消失在阻尼之中,油面又恢复了光滑和平静。宇宙也会像油一样吗?
这个混沌宇宙的新理论显得雄心勃勃。在此之前,天文学家都是在爱因斯坦方程组的众多解中寻找一个与我们所见到的宇宙尽量符合的,他们已经对当时的方法非常满意了。那个最简单、最具对称性的解与现实符合得就很好。后来,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观测结果越发凸显出一个事实,那个解与现实符合得不仅仅是很好,而且是非常之好。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米斯纳提出的问题。一些宇宙学家满意于这样的解释:现在的宇宙拥有高度的对称性是因为它一开始时就是这个样子——“事情之所以现在如此,是因为它们过去就是那样”,托马斯·戈尔德曾如此讽刺道。[21]这根本解释不了什么问题。于是米斯纳想要找出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如果他能证明,现在的对称性可以从任何可能的初始条件中产生(或者从其中的大部分可能中产生),那么他对宇宙结构的解释就非常有说服力。
起初,米斯纳的想法看起来很有前途。基于比安基、卡斯纳和陶伯发现的各向异性空间,所能构成的最简单的宇宙确实会随着膨胀的进行,迅速趋向各向同性,而且对称性变得越来越高。不过很可惜,在更复杂一点的情况中,也就是在更可能出现的情况中,并不能找到这样的性质。你不能指望宇宙通过不断地膨胀就能一点一点地抹平其中的不规则性。在一些宇宙模型中,这些不规则性根本不会消失,除非有一些特定的物理机制能够比宇宙膨胀更快地减弱不规则性的强度。米斯纳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才能找出这样的平滑机制。
不幸的是,这次搜寻一无所获。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理查德·马茨纳和我证明,微波背景辐射本身的性质就说明,几乎没有多少不规则性曾经被抹平掉。[22]任何不规则性的抹平过程都会产生热(多亏热力学第二定律,才使得不规则性携带的能量有了如此归宿),微波背景辐射正是这种热在今天的体现。抹平过程发生得越早,产生的热也就越多。当今宇宙中的总热量(大约是每个原子对应十亿个光子)就大大限制了允许被减弱和抹平的不规则性的总量。事实上,只有非常少量的不规则性在宇宙的早期历史中消失了:如果宇宙起源于一个非常不规则的状态,就不可能利用自身的膨胀将其中的不规则性都平滑掉,只剩下我们现在看到的各向同性空间,同时又不产生大量的热辐射。
米斯纳同时也强调,无论当时人们研究过的宇宙模型是否拥有高度的对称性,其中都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特点。光波以有限的速度传播,于是就为任何信号的传播或是抹平机制的传递施加了一个宇宙速度的限制。如果宇宙诞生后过了t秒钟,那么光在这段时间内只能传播一段“视界”的距离约为105×t千米,包含了105×t个太阳的质量,所以宇宙诞生后的10秒钟内,光只能传播100万千米(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是1.5亿千米),所影响到的质量大约是太阳质量的100万倍。但在宇宙中,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最大范围的均匀性是这个的1015倍。
这个结论给混沌宇宙理论投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在宇宙甚早期,任何能削弱不同区域的温度、物质密度和膨胀速率差异的机制都被限制在了很小的尺度上,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从大尺度上看宇宙的不同区域表现得如此均匀,天空中的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如此一致。
如果你看天上两块相隔超过两度的不同区域(其温度在极高的精度下相等),但在宇宙最初的二十五万年中,光信号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在这两个区域之间传播,以便抹平其中的能量和温度的差别。此后,光子开始能够在宇宙中自由传播,最终到达了我们的眼睛,我们观测到的微波背景辐射就是当时宇宙的快照。
图7.7 如图所示,朝我们传播的光线在时空中形成了一个“光锥”(OCD)②。光锥定义了视界,处于光锥之外的那部分宇宙我们是看不到的。选择过去光锥上的两个时空点(A点和B点),当时微波背景辐射的光子刚刚获得了自由,开始飞向我们的眼睛,而宇宙的年龄只有几十万年。我们可以找到这些时空点所拥有的过去光锥(ACE和BFD)。就算你回溯到宇宙的开端,这两个光锥也不会相交。这说明在对于当时的宇宙来说,光信号还来不及在A点和B点之间传播,因而A点和B点的状态不可能通过任何以光速传播的物理机制而趋于一致。但是人们发现,A点和B点的温度和密度几乎是一样的,其中的差异不超过十万分之一
这个简单推理意味着,要么你得想出某种“新物理机制”,能够让抹平过程不再受到宇宙速度施加的限制;要么宇宙的初始条件比较特殊,但这就排除了那些奇异的不规则宇宙,它们不可能是我们的宇宙。
“搅拌大师”宇宙
谐波混频是世界上顶级DJ使用的一种高级技术……显然,学会如何异调混频(mix in key)是一种高级的DJ技术。如果你开始学习异调混频时水平还不够高的话,没关系,只要你铭记在心,异调混频是你未来成为世界级DJ大师之前所要研习的必修课程。
——《DJ大师课程》[23]
在宇宙的早期,不规则性的抹平会受到视界大小的限制。1969 年,米斯纳发现了爱因斯坦方程组的一类新的解,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应。[24]这种宇宙的体积是有限的,是比安基发现的空间中形式最复杂的一种。这是一个“闭合”宇宙,从一次大爆炸后开始膨胀,体积达到最大以后就开始收缩,再经历一次大塌缩。然而,这种宇宙的膨胀方式太复杂了,以至于根本不可能求出爱因斯坦方程组的解。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概述其大致行为,并用计算机研究其中的一部分。后来,人们发现这种宇宙的膨胀行为是混沌的,根本无法预测[25],于是这就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科学界关注的主要研究方向。
根据一种美国商用食品搅拌器的特点,米斯纳将这种类型的宇宙叫做“搅拌大师”(Mixmaster)。[26]他相信,这种宇宙有着高度扭曲、瞬息万变的几何结构,使得光能够环绕宇宙而行,从而将整个宇宙搅匀。可惜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尽管光可以在“搅拌大师”宇宙中跑出很远的距离,但这种事情极为罕见,因此整体上搅拌进行得并不充分。
图7.8 “搅拌大师”宇宙的振荡。在宇宙的前半生中,它的体积不断增大,其中有两个维度在膨胀,而第三个维度在收缩。在宇宙的后半生中,整个体积不断缩小,直到变成零,为下一次大爆炸做好准备。哪个维度膨胀、哪个维度收缩完全是随机的,而且总是变来变去,就像一个颤动的果冻。在某个周期里,某两个维度不断发生振荡,而第三个维度稳定地变化;在另一个周期里,原先振荡的维度和原先稳定变化的维度互换了角色。宇宙经历了无穷多次振荡,本图只显示了其中一部分。相互垂直的三个维度的尺寸分别为a(t)、b(t)和c(t)
“搅拌大师”宇宙是人们见过的满足爱因斯坦方程组的宇宙中最复杂的一个(图 7.8)。如果追溯它开始的样子,你会发现它经历过无数次振荡。在其中的任何一个时刻,宇宙都有两个维度在膨胀,一个维度在收缩,就像卡斯纳的宇宙。然而,哪个维度收缩、哪个维度膨胀却是随机的,换了一轮又一轮。如果追溯到宇宙的开端,你就会发现膨胀和收缩的维度已经转换了无数次。这就像一个颤动的果冻。[27]
这种复杂性完全是由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造成的,在旧的牛顿引力理论中根本找不到对应的宇宙模型。你可以设想一个宇宙开始膨胀,不同维度的膨胀速率不同,向其中各个维度都加入引力波,沿着各个维度在空间中掀起涟漪。同时,这些引力波也弯曲了它们周围的空间。向内传播的引力波造成了巨大的空间曲率,最终使得引力波调转了方向;同时,收缩维度也转而开始膨胀,而另外两个维度中的其中之一由膨胀转为收缩。当追溯过去,直到宇宙诞生的那一刻时,你就会发现这样的转换已经重复了无穷多次。
这种奇怪的事情让人想起一个非常古老的哲学问题。公元前5世纪,埃利亚的芝诺提出了一个问题:你能在有限的时间中做无穷多件事吗?芝诺精心构思了一个关于无穷的悖论,想用它来向其他哲学家发出挑战。古时候没有人能回答这些悖论提出的问题。比如说,如果你和门之间的距离是 1米,那么为了走到门口,你必须先走到 1/2米的地方,然后是1/4米的地方,再然后是1/8米、1/16米,依次类推,以至无穷。这些长度一份一份地加起来[28]等于1米。但是芝诺反过来说,你必须走无穷多次才能走到门口,也就是说,你永远也无法走到门口。
当我们的时钟走过一段有限的时间时,“搅拌大师”宇宙已经经历了无穷多次、物理上可区分的振荡。米斯纳解释说,走到门口虽然需要走过无穷多个区间,但这并不是物理上可区分的事件。如果以此为由认为芝诺的悖论在此并不适用,那么你就必须认定“搅拌大师”宇宙的年龄是无限大的,因为当你还没追溯到 t=0 的时刻时,就已经有无穷多次、物理上可区分的振荡发生了。[29]
从物理学的角度讲,这个事情看起来很奇怪,不过数学家已很习惯于此。例如,画y=x2sin(1/x)的函数图,如果你有一根无穷细的铅笔,你就可以在 x 轴上靠近 x=0 处的任意小区间内画上无穷多个振荡(图7.9)。
图7.9 y=2xsin(1/x)的函数图。实际上,在它接近x=0之前,会经历无数次振荡。我们只能画出其中一部分振荡
宇宙学家担心,人们会过于望文生义地将宇宙的“起点”等价于t=0的时刻。我们知道,当宇宙的年龄小于10-43秒时,量子理论对整个宇宙的影响就变得非常强烈了。这个时间也正是“搅拌大师”宇宙最早开始物理上可区分的振荡的时刻。但相比振荡的频率,宇宙的膨胀速度太快了,以至于即使这些振荡都能一直持续到现在,也就能发生十几次。在现实的宇宙里,相比无穷多次,这十几次振荡太少了,这样光就无法在早期在很远的距离内反复传播。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振荡都发生在 t=0之后的一瞬间,正如图 7.9 中那样。在靠近起点的无限小处还真是“繁忙”啊。
要想理解当前的宇宙结构,“搅拌大师”宇宙并不是关键所在,抛开这点儿小失望不说,它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它具有的行为是人们能从爱因斯坦方程组中找到的、最一般同时也是最复杂的行为。它是否会是爱因斯坦方程组所允许的最一般的宇宙呢?还不好下结论。
到了1980年,宇宙学家们曾经的信念,即关于宇宙甚早期的物理机制能够让宇宙变得各向同性而均匀的想法,再也行不通了。需要抹平的不规则性的类型太多了,而所有抹平过程都严重地受限于光速的大小,以及今天宇宙中的辐射所包含的熵。
磁性宇宙
考官:什么是电?
考生:哦,老师,我确定我学过什么是电(我以前肯定知道),但是我已经忘记了。
考官:多么不幸啊。只有两个人知道什么是电,一个是造物主,还有一个就是你。可是现在,其中一个人已经忘记了。
——牛津大学自然科学面试,大约在1890年[30]
对各向异性宇宙突如其来的兴趣,使得宇宙学家们开始思考,这样的宇宙中是否存在一种特有的能量类型。在此之前,他们研究了一些非常简单的例子,如黑体辐射和他们叫做“尘埃”的物质——由星系或恒星组成的没有压强的“气体”③(毕竟星系和恒星之间不常发生碰撞)。可是,宇宙中并不仅仅存在能量和粒子。磁场就是困扰人们已久的巨大谜团之一。
磁场遍布整个宇宙。行星上、恒星上、星系中都有磁场。这些磁场是从哪儿来的呢?宇宙本身会不会就拥有一个大型磁场,所以最后才会产生这样的小型磁场?有一种可能性是说,这些磁场在宇宙诞生之初就产生了,同所有的物质和辐射一起,随着宇宙的膨胀而逐渐被削弱、变得稀薄。后来,它们被万有引力压缩进了众多星系的范围之内,又随着星系的自转而有所增强,产生了如今我们在恒星之间观测到的强大磁场。我们仍然不清楚,磁场的起源是确实就这样简单,还是说早期宇宙存在某种复杂的机制,在某一段时间里将这些磁场随机产生了出来。
如果宇宙刚刚诞生时就有了磁场,那么宇宙膨胀的速率就必须随着方向的不同而改变,这样才能维持压强和电压的各向异性,以使这个宇宙尺度的大型磁场能够继续存在。1965~1967年间,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基普·索恩(Kip Thorne)、苏联宇宙学家雅克布·泽尔多维奇和安德烈·多罗什科维奇(Andrei Doroshkevich)发现了爱因斯坦方程组一类新的解。这种解描述了一种各向异性的宇宙,包含普通物质或辐射,并拥有一个宇宙尺度的大型磁场。他们证明,这种宇宙的开端必须也是各向异性的。但他们又发现,这种磁场在宇宙晚期的演化中又会产生很奇怪的效应。它会急剧地减缓各种各向异性在宇宙膨胀过程中的减弱过程,如果它的强度足够大,就会在微波背景辐射中留下一个标志性的印记。但在实验观测中,微波背景辐射并不存在这样的印记,这使得宇宙学家们对于任何宇宙级大磁场的强度可以作出严格的限制。[31]
布兰斯–迪克的宇宙
不要相信任何实验结果,除非有理论作出过预言。
——无名氏
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种种质疑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正确性的声音。天文观测表明,水星的运动轨道与爱因斯坦预言的竟然不一样。最终,人们在更加精确地了解了太阳表面的湍流活动(也就是说,太阳的直径和形状)之后,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与此同时,这又引发了新的问题。罗伯特·迪克曾将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相关证据与天文学相结合,用新的方法检验引力理论的有效性。1966 年,他测量了太阳的形状,发现结果与广义相对论有矛盾。直到1973年,这些矛盾才被其他的观测结果解释清楚。[32]
让我们回想一下狄拉克的大数假设中关于牛顿引力“常数”G可能不是常数的想法。1961 年,迪克和他的研究生卡尔·布兰斯发展了一个出色的新理论,对爱因斯坦理论做了一般性的推广(图 7.10a)。[33]他们将万有引力常数写成了一种场的形式,就像物质的密度和温度一样,会随着时间和位置的变化而改变。如果把工作做到位的话,即不像狄拉克那样,只是将 G当作方程中的变量,可实际上 G又不在方程中变化,一个严格自洽的新理论就出现了。G不是任意变化的。它必须保证能量和动量的守恒,并且像其他形式的能量一样,能够弯曲周围的空间,改变时间的流逝。如果 G 退化成一个常数的话,那么布兰斯和迪克的理论就退化为爱因斯坦的理论。然而,如果允许 G 非常缓慢地变化的话,就可以解释水星运动的观测结果了(后来,人们发现这种解释其实是错误的)。
布兰斯和迪克的宇宙与爱因斯坦理论所预言的宇宙非常相似。有的永远在膨胀,有的在体积达到最大值后开始收缩,但其中略有差别。万有引力常数减小的速度可以比狄拉克原来的理论慢得多。如果G随时间的变化率是诸如1/tn的形式的话,那么宇宙的尺寸就按照(t2-n)/3的形式膨胀。所以当 n等于零的时候,G就不随时间变化,我们就得到了爱因斯坦和德希特的、大小按照t2/3变化的简单宇宙。[34]
通过研究大量太阳系内的观测数据和引力实验的结果,人们发现,爱因斯坦理论预言的水星运动与观测精确地符合,而 n的取值会越来越趋近于零。到了1976年,人们对这种理论已经失去了兴趣。不过,二十五年以后,人们又萌生了新的兴趣,因为参照这种理论,就可以将爱因斯坦理论做出其他形式的推广,把另外一些传统的自然常数设为变量,并且可以自圆其说。
自1999年以来,人们通过观测类星体的光谱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一百亿年以前,决定原子物理的一组自然常数可能和现在的略有不同(例如一个电子携带的电荷大小、光速或者电子质量)。[35]这些观测可以解释为,一个由不同自然常数组合而成的“精细结构常数”[36]会随着宇宙年龄的增加而略有增大,大约比宇宙膨胀的速率慢一百万倍。我们之所以要在1999年观测类星体的原因,也就是这些观测实验的新颖之处在于,比起实验室中的研究对象,类星体对精细结构常数的变化要敏感得多。
这些观测结果需要用一种推广的爱因斯坦引力理论才能解释,这种理论中能够自洽地引入变化的精细结构常数(支配着电和磁的强度)。2002 年,在雅克布·贝肯斯坦[37]的基础上,哈佛·桑德维奇、荣·马戈依卓和我[38]发现了一个类似于布兰斯和迪克的理论,并对精细结构常数随时间变化的行为作出了一个简单的预言(图7.9b)。在天文学尺度上,电和磁的效应并不重要,所以尽管宇宙膨胀的速率决定了这个“常数”随时间缓慢增大的速率,这个理论却对宇宙的膨胀没有任何可观测的影响。
图7.10 (a) 布兰斯和迪克的引力理论预言,所谓的引力“常数”G实际上是随时间变化的,此图表示它典型的演化行为。G 的取值只有在无压强物质(“尘埃”)在宇宙中占多数时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在宇宙以辐射为主导的时期或者在曲率为主导的开放宇宙中时,G是不变的。(b)该图表示桑德维奇、巴罗和马戈依卓的宇宙学理论所预言的精细结构常数α随时间的变化。在宇宙以辐射为主导或曲率为主导的时期,α不发生变化。在“尘埃”为主导的时期,α正比于宇宙年龄的对数
物质–反物质的宇宙
哎呀,能有什么事情呢?④
——英国童谣[39]
1965年,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使得人们突然对宇宙的大爆炸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抛弃了它的老牌竞争对手,例如稳态模型。关于我们身在“哪个宇宙”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炙热的早期宇宙究竟是各向同性的、各向异性的还是完全混沌的。但是也有一些人根本不买大爆炸理论的账。或者说,有这么一些人固守稳态模型在哲学意义上的优越性,因为这种宇宙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点:它是可能存在的对称性最高的宇宙,因为它同时具有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对称性。还有一些人既不看好大爆炸模型,也不看好稳态模型,而是寻求完全不同的理论,来描述膨胀宇宙甚早期时可能发生的事情。其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理论来自于反物质在宇宙中所扮演的角色。1928年,狄拉克预言了自然界中应该存在反物质。[40] 1932年,卡尔·安德森(Carl Anderson,1905~1991)从宇宙射线中第一次发现了反电子(又叫“正电子”)。后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欧文·张伯伦(Owen Chamberlain)、埃米利奥·塞格利(Emilio Segre)、克莱德·维刚德(Clyde Wiegand)和汤姆·伊普赛兰提斯(Tom Ypsilantis)在1955年发现了反质子。
没过多久,反物质就在宇宙学中引发了一场争论。20世纪60年代中期,两位顶级的瑞典物理学家汉纳·阿尔芬(Hannes Alfvén,1908~1995)和奥斯卡·克莱因(Oskar Klein,1894~1977)提出,宇宙的开端应该包含等量的物质和反物质,并处于一个体积巨大的低密度状态——这和宇宙大爆炸理论说的完全相反。物质和反物质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缓慢地相互靠近,最终,粒子和反粒子发生碰撞,继而湮灭变成海量的辐射。这场爆炸阻止了一些粒子和反粒子继续向中心掉落,使它们转为向外膨胀。这样的过程可能不是到处都有,不过阿尔芬和克莱因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宇宙膨胀,因为我们必然处于其中一个粒子–反粒子发生过湮灭的区域,由收缩转为了膨胀。
阿尔芬并不是一个宇宙学家,却是等离子体物理学和磁学领域的专家,他在这方面的工作赢得了197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阿尔芬的物质–反物质宇宙学在学术圈内几乎没引起什么注意,而且很快就有人发现这个模型与一些观测结果不符。[41]这个模型要求宇宙中物质的总和必须等于反物质的总和:有一个原子,就得有一个反物质原子;有一颗恒星,就得有一颗反物质恒星。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反物质原子、反物质行星或者反物质恒星,于是正反物质湮灭时所生成的区域就必须格外广阔,以使物质和反物质完全分离——可是,这又谈何容易呢?更糟糕的是,宇宙从收缩转为膨胀时,其物质密度必须比我们现在观测到的小一百倍。宇宙中不太可能发生过这样一次反弹。
20世纪60年代末期,有一些在高能物理学方面更内行的科学家,比如罗兰德·奥姆斯(Roland Omnès)尝试在大爆炸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物质–反物质对等的宇宙学理论。他的初始假设还是宇宙包含了相同数量的物质和反物质,并且这种对称的状态会一直保持下去;物质?反物质的比例不变,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自然界牢不可破的守则。[42]为了解释我们周围的宇宙中没有任何反物质存在的证据,这个理论中必须存在纯物质和纯反物质构成的孤岛。
如果我们倒转时间的方向,逆转宇宙的膨胀过程,这些孤岛就会彼此相互靠近。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孤岛必然混作一团,形成一个充满辐射的热平衡态,其中粒子和反粒子不断在辐射的海洋中生成和湮灭。这发生在宇宙最初的千分之一秒内。我们可以计算出当等量的物质和反物质平均地混在一起,并停止湮灭时,会产生什么结果。对这个理论来说,结果是个坏消息,湮灭发生得非常充分,泽尔多维奇和丘宏义在1965年时证明,每产生1018个光子,才能残留下一个质子或反质子。[43]而在我们现在所观测到的宇宙中,平均每个质子大约对应 109个光子。对于等量的物质–反物质的湮灭过程来说,我们的宇宙现在包含的质子和原子太多了,而产生的热辐射又太少了。
就这样,反物质的概念从宇宙学中销声匿迹了。但很快事情就发生了变化。20世纪70年代,宇宙学中发生了一场革命,反物质又被拉回了舞台中央,并引发了宇宙学研究史上最强烈的一次思想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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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时宇宙中的声速大约是光速的。——译者注
② 试着把纸上的二维平面想象成时空。水平方向代表空间,垂直方向代表时间,向上代表未来,向下代表过去。光是宇宙中最快的信使,因此,人们在纸上画出光的运动轨迹,用来研究时空的因果性质。任取纸上的一点O,代表某个时刻站在地球上的观测者。穿过O点对称地画两条交叉的直线,代表观测者身上接收和发射的光线,所形成的对称锥形图案就叫做光锥。光锥把观测者周围的时空分成了两部分,光锥外的一切与此时此地的观测者都没有因果联系。比如,此时此刻,1.5亿公里外的太阳就与我们没有因果联系——我们看不到“此时此刻”的太阳,只能看到8分钟前的太阳。所以与此时此刻的我们有因果联系的是8分钟前的太阳。同理,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的所有事物大都是事物一段时间之前的状态。这些远近不同的物体在不同时刻发射或反射的光同时到达了同一个地方——我们的眼睛,我们就说那时那里的它们位于我们的过去光锥之中,也就是图中光锥朝下的那个开口。——译者注
③ 从整体上研究宇宙时,人们常常把星系和恒星看作均匀分布的、相对论压强为零的气体。在宇宙学语境中,有人把这种组成称为物质或尘埃(这个概念有时也包括暗物质)。与之并列的是正压强的辐射和负压强的暗能量。——译者注
④ 取自童谣“Oh Dear! What Can the Matter Be?”。童谣描述了小女孩望眼欲穿,期盼父亲从集市上及早带回礼物。作者利用了matter一词的另一个意义:物质会是什么样子?——译者注
要是确实打算从零开始做苹果馅饼,那你得先把宇宙创造出来。
——卡尔·萨根
奇异的宇宙
奇异之事几乎总是意味着线索。越是平常、越是普通的罪案,越是难以理清。
——阿瑟·柯南·道尔
几乎所有我们提到过的宇宙模型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它们都“诞生”于过去的某个有限的时刻,而且当时宇宙的密度无穷大。正是这种怪异的诞生方式,曾遭到稳态模型创始人的强烈抵触,激发了他们寻求一种不同的理论,试图让宇宙不用经历这样的特殊时期。早在稳态模型发明之前,理查德·托尔曼就已经试着绕开这种必然的开端了,他提出了一种闭合的宇宙,膨胀和收缩的循环永不停歇,就像一个反弹的皮球。宇宙的每次反弹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因为爱因斯坦的理论在密度和温度极高的时候不再适用。你当然不能指望当宇宙的体积降到零、密度变成无穷大的时候,一切定律都还原封不动。
从爱因斯坦方程组中解出第一批宇宙模型时,人们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他们大都在怀疑宇宙是否真的诞生于密度无穷大的状态。起初,爱因斯坦认为这不过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宇宙中物质的压强。他认为,如果把压强也考虑在内,当我们倒转时间的流逝,回溯宇宙的过去时,我们就会发现压强会大到足以令宇宙停止收缩,进而发生反弹,导致宇宙开始膨胀。这就像在压缩一个气球,把它的体积变得越来越小。压强会反抗这个过程,直到我们再也无法进一步压缩。
可惜,爱因斯坦的直觉在这里是错误的。在他的引力理论中,任何形式的能量都产生引力,包括压强。和我们的直觉刚好相反,压强并不会阻止宇宙塌缩到体积为零的一点;实际上,它加速了塌缩的过程,使得无穷压缩的时刻提早来临:压强产生的引力加剧了引力塌缩。
接下来,爱因斯坦设想,所谓的密度无穷大会不会是由于认为宇宙膨胀速率呈现了完美的对称性而人为得到的结果呢?如果你把球对称膨胀的过程倒过来,在过去的某个时刻,所有的一切都会汇聚到一个点上。但如果宇宙的膨胀并不完全符合球对称呢?如果你倒转膨胀的过程,宇宙的各部分就会彼此“错过”,这样就可以避免密度无穷大的状态了。在爱因斯坦看来,所谓的密度无穷大是一种“错觉”[1],其他一流的宇宙学家也持此观点,例如罗伯特逊[2]和德希特[3],那时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
这些简单的直觉都来自牛顿之类的旧体系,很快就被证明是错误的。1932年,勒梅特考虑了一种非球对称的、各向异性的宇宙。他证明,这种宇宙也有一个密度无穷大的开端,就像各向同性的宇宙一样。[4]卡斯纳的各向异性宇宙和托尔曼的非均匀宇宙也都体现了同样的无穷大性质。[5]当然,可能还会存在其他更复杂的不对称性,例如旋转的宇宙可能就不会经历那么一个密度无穷大的状态。这个密度无穷大的状态,后来人们称之为原初“奇点”①。
无穷大的东西总是让人吃惊。如果在地球表面一些特定的地方散步,你就可能捡到 40亿年前形成的岩石;结构最原始的细菌大约出现在 30亿年以前,而现代人的祖先大约出现在20万年以前。地球和太阳系的年龄比这些表层岩石大不了多少,大约是46亿年。然而,宇宙的膨胀表明,如果我们向过去再追溯大约三倍的时间(138 亿年以前[6]),时间就不存在了,宇宙也不存在了,什么都不会存在了。这是一个惊人的结论。这时我们看上去非常接近万物的开端了。
人们认识到,压强和不对称性并不能简单地驱走原初奇点的幽灵。除此之外,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还有一种颇有影响力的看法认为,奇点并不是宇宙模型的物理性质,因此我们并不需要为奇点的物理实在性操心。受到朗道的启发,一组由尤金·栗弗席兹领导的苏联物理学家提出,大爆炸的奇点以及所谓的密度无穷大和时间的开端都是假的,不会产生危害。[7]借用一个熟悉的类比,设想地理学家有一个地球仪,上面覆盖了经线和纬线构成的网络,这样就能给地球表面上的每一个地点分配一组独一无二的标记。我们称之为“坐标系”,因为这能让我们标注地球上的不同地点。当我们朝着北极和南极看时,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经线都汇聚到了极点上:地图的坐标系退化到了一个特殊类型的“奇点”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球表面上会有奇怪的事情发生。我们只不过选取了这样的坐标系来绘制地图。我们完全可以在极点附近换上另外一套网格,这样地图的坐标系就不会在那里失效了。
这就是栗弗席兹和他的同事所提出的观点,当我们倒转宇宙的膨胀回溯过去时,就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大爆炸只不过是由于描述宇宙时选取了不好的坐标系,从而导致了一个无害的地图奇点。[8]如果碰到这个假想的奇点时,我们就应该换一套表述,如果一套不行,那就再换一套。苏联的研究小组因而总结说,在物理学意义上,大爆炸的奇点并不是真实的,它并不是宇宙的开端。不幸的是,最终人们意识到,这种通过不断更换地图坐标系来避免奇点的办法仍然是一种错觉:它无法说明当你不断更换坐标系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在进一步研究后发现,一个真正的物理奇点,就像地球表面上一个真正的洞一样,是不会通过坐标系的连续变换而被移除的。
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时候,由此导致的困惑迫使宇宙学家们更加认真地思考奇点究竟代表了什么含义。如果把宇宙空间想象成一张随时间变化的床单,那么奇点就是床单上密度变成无穷大的点。现在,假设我们可以把这些点都剪下来扔掉。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一张新的(带孔的)床单,能够描述一片完美无瑕的宇宙空间,不含奇点。这看起来有点作弊的嫌疑。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带孔的宇宙显然是奇异的。但是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个无奇点的宇宙,我们如何知道用这种寻找和描述宇宙的方法,会不会像刚才剪床单那样,不恰当地将真正的奇点“剪掉”了呢?
1963年,米斯纳提出了一种回答,立刻改变了宇宙学家对奇点的理解。[9]这个想法抛弃了传统的奇点定义,不再把奇点看成是物质的密度或者其他什么物理量变成无穷大的那一点。我们说的奇点,应该是时空中任何物质的粒子或者光线的运动路径(包括它的一切“历史”路径)的终点,无论如何,路径也不会再延伸下去。
还有什么爱丽丝漫游奇境般的经历比沿着其中这样一条路径运动更为“怪异的”呢?在路径的终点,光线抵达了时空的边缘。再往前就什么都没有了。
用这样简单的方法定义奇点的妙处在于,如果一种物理性质,如物质的能量或密度在某个地方变成了无穷大,那么光线走到那儿就会停下来,因为那里的时间和空间都消失了。即使这个危险的地方被不恰当地从宇宙的地图上切除了的话,光线的历史也将在切除奇点后留下的洞的边缘处终结(图8.1)。
图8.1 这两个薄片表示光线会在宇宙中停止传播。(a)中有一个洞,光线止步于洞的边界;(b)中的光线跑到了一个时空被破坏了的奇点中
把奇点看成是时空边缘的方法有用极了。它绕过了爱因斯坦所担忧的关于宇宙对称性的问题,也避免了地图坐标变换所带来的模棱两可的问题。如果一个宇宙是非奇异的,那么其中任何粒子、任何光线的任何可能的历史都必须能够被无限地追溯:任何历史都不能有起点。一个非奇异的宇宙没有孔洞,没有边缘,也没有丢失的点。
这种想法简洁明了,不过也带来了不少疑难问题。可能的情况是,每次追溯到一段历史的起点时,那里的密度、能量或者温度都会是无穷大,从而导致了时空的消失,就像先前我们在弗里德曼–勒梅特宇宙中发现的直观想法,宇宙的开端是大爆炸。然而,我们并不清楚,一般来讲,这样的想法正不正确;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没有标准答案,不过物理量的无穷大是众多膨胀宇宙模型的普遍性质。
图8.2 初始奇点并不一定是同时出现的。宇宙某些地方的开端,如A点,是可以被其他地方的开端,如C点看到的,因为C点所代表的时刻比A点晚得多。线段AB和AC都代表从A发出的光
关于宇宙的开端,所要打破的常识不止以上这些,后面还有更加惊人的。奇点并不一定是普遍的,并不是所有的历史都需要有一个开端:其中一些历史从某一时刻开始,而另一些则可以向过去无限地追溯下去。而且即使所有可能的历史都有一个开端,这些历史也不一定是同时开始的。最具戏剧性的是,某些历史的开端可能会被其他地方的天文学家观测到(图8.2)。
哪些宇宙是奇异的呢?
奇点是多么奇怪的一种小东西啊,古怪的性质以及它并不存在的定义……这是我们某天必须加以理解的问题。
——罗伯特·格罗赫(Robert Geroch,美国理论物理学家)
在经历了定义奇点时的混乱和模糊,纠结于奇点究竟是否可以避免的问题之后,20世纪60年代早期,宇宙学家们想要找到一种明确的方法来研究一般宇宙中的奇点问题,而不是按照米斯纳的方法简单地研究每一个已知的宇宙解,一个接一个地看每一种宇宙有没有开端,有没有奇点。印度数学家阿马尔·库玛·瑞查杜里(1923~2005)[10]和美国的阿瑟·科马(1931~2011)[11]已经默默地于 1953年和 1956年分别开始着手这个问题了。他们都不喜欢奇点。可能是因为没有受到天主教传统观念的影响,瑞查杜里并不指望宇宙一定要有一个开端。即使过去的某个时刻里,密度变成了无穷大,他也不觉得这就意味着宇宙的开端。也许有某种未知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穿过无穷大的地方,继续向过去追溯。他认为更可能的情况是,一旦密度变得过大,爱因斯坦方程组就不能再完备地描述宇宙了。爱因斯坦方程组中可能会出现新的项,方程组的解也可能会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了的解中可能就不存在奇点了。
这也代表了爱因斯坦对奇点的态度。就像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一样,他相信宇宙中不应该存在物理的无穷大。如果宇宙的数学描述中出现任何形式的无穷大,要么是因为我们对宇宙模型进行了错误的简化,要么是模型所用的数学理论的假设失效了。
计算爱因斯坦方程组时,科马和瑞查杜里都发现,在一般的条件下,不对称且不旋转的宇宙仍然会在过去某个时刻处于密度无穷大的状态,正如弗里德曼和勒梅特的各向同性宇宙一样。
将旋转宇宙排除在外非常可惜,因为在牛顿的引力理论中,这本能防止宇宙进入密度无穷大的状态。但是很快,1965年,有人填补了这个空白,并且彻底解决了以前的地图坐标系变换导致的模棱两可的奇点问题,同时也开启了宇宙学研究的新篇章。
罗杰·彭罗斯是一名年轻的研究代数几何的理论数学家。在自己哥哥的朋友丹尼斯·夏马(Dennis Sciama,1926~1999)的影响下,彭罗斯开始考虑爱因斯坦的理论和宇宙的奇点问题。20世纪50年代,夏马曾经同霍伊尔、邦迪和戈尔德一起研究过稳态宇宙模型,不过1965年发现了微波背景辐射之后,他就立刻投向了大爆炸模型的怀抱。
彭罗斯将他熟悉的理论数学的方法引入了宇宙学的研究中,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理解奇点问题。他另辟蹊径,没有像科马和瑞查杜里那样,证明爱因斯坦方程组会导致过去某个时刻的密度无穷大,没有一个接一个地研究不同的宇宙解,也没有像栗弗席兹和他的合作者那样,引入不确定的近似。利用米斯纳提出的奇点定义,他将问题的关键集中在了描述粒子和光线运动轨迹的方程组上。他证明,在非常一般的条件下,这些运动轨迹中至少有一条需要一个起点,不管宇宙模型的其他细节究竟如何。
1965 年,彭罗斯革命性地证明了第一条“奇点定理”。这个定理说明,如果一颗垂死的大质量恒星在自身引力的作用下继续塌缩形成黑洞,黑洞的中心就会产生一个奇点。[12]在随后的 1965 年和 1966 年,史蒂芬·霍金、乔治·埃利斯和罗伯特·格罗赫仿照彭罗斯的方法,将奇点定理推广到了整个宇宙。[13]
当宇宙学家将以前的直观想法,也就是大爆炸时的物理量无穷大,同奇点是粒子轨迹的起点这样的数学描述联系起来时,一种非常微妙的情况就慢慢显现了出来。虽然他们可以像弗里德曼、勒梅特、卡斯纳和陶伯那样,将两者在最简单的宇宙模型中协调好,并证明运动轨迹无法延伸就是因为在物理的奇点附近时空遭到了破坏,但这个结论却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宇宙模型。
数学方法的滚滚洪流最终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结果。1970年,霍金和彭罗斯共同给出了证明。[14]除了数学过程过于艰涩之外,这个证明的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中用到的假设在原则上都是可以被天文学观测检验的。他们证明,如果:
1. 空间和时间充分地平滑(于是我们就不必人为地引入轨迹的起点);
2. 时间旅行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话,你就无法通过向未来运动而实际上回到过去,借此来绕过开端);
3.宇宙中有足够的物质和辐射(于是我们就有足够强大的引力);
4.不存在排斥性的万有引力;
5.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
那么,时空中至少存在这样一条轨迹,它必须有一个起点。
注意这里的逻辑。这是一条定理而不是一个理论。如果这五条假设都成立的话,最终的结论也必然成立。如果其中一条或几条假设不成立[15],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避免起点的存在:这只不过意味着定理在此时不成立,结果不能确定。事实上,当其中一些假设不成立时,我们既可以发现一些奇异的宇宙,也可以发现一些非奇异的、没有开端的宇宙。[16]
这五个条件的作用并不相同。人们认为前两条假设完全合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允许时间旅行比宇宙有一个开端还要糟糕。
第三个条件能够被天文学家所检验。考虑到彭齐亚斯和威尔逊不久前发现的微波背景辐射产生的引力效应,这条假设被证明是正确的。
在当时,第四个条件被认为是正确的。它等价于要求宇宙中的物质密度ρ和压强p的关系在任何时候都满足这样一个条件:
其中,c 是光速。举个例子,组成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黑体辐射或热辐射(也就是很久以前曾经占主导地位的辐射)都满足的关系,又因为物质的密度ρ总是正的,所以对于辐射来说,条件(*)就总是满足的,它产生的万有引力也就总是吸引的(图8.3)。从他们证明这个定理的时候起,直到1977年,人们都相信条件(*)对所有可能形式的物质都成立。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让人怀疑这一点,除非你是那种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一切的人。
第五个条件的情况略有不同,很可能不成立。但是怎样才不成立?在哪儿不成立?牛顿的引力理论已经统治了两百多年。最终,我们知道,它被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取代了。但这两个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当引力很弱、物体的运动速度远远低于光速时,爱因斯坦的理论在许多方面都会越来越像牛顿的理论。当运动速度接近光速、引力强大到可以导致物体以光速运动时[17],爱因斯坦的理论仍然成立,并且是自洽的,而牛顿的理论就失效了。
图8.3 (a)没有引力时,光线在时空中匀速传播的路径。(b)物质和辐射产生的引力使得光线传播的路径弯曲了。如果引力总是起吸引作用,宇宙中的物质又足够多的话,光线传播的路径在过去某一时刻就会聚焦在一个奇点上
考虑各种不同的极端情况时,我们估计爱因斯坦的理论最终也会失效。在20世纪的前25年中,玻尔、爱因斯坦、普朗克和海森堡发现,物质和能量的本质是量子的,能量的取值是特定的、一份一份的,并不是随便怎么取值都可以。传统物理学中的粒子都应该伴有波动的一面。相比水波,这种波动的特性更像是一股犯罪狂潮。这是一种信息的波动,正如一股犯罪狂潮波及你的街坊邻居时,周围很可能会出现犯罪行为。当电子的波经过你的仪器时,就意味着你很可能探测到一个电子。对一个质量为m的粒子来说,它的量子波长和m呈反比。所以粒子的质量越大,量子的波动就越小,如果这种波的势力范围比粒子本身的尺寸还要小得多,我们就不必太在意这些波的影响。然而,当一个粒子的质量非常小时,量子的波长就变得大了许多,能够轻而易举地超过了粒子的尺寸。在这种情况下,以牛顿力学的标准来看,这种粒子的行为就看起来十分怪异:它的本质是量子的,也是波动的。
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一点儿都没有将这种量子的怪异性考虑在内。正如约翰·惠勒在1957年所指出的那样,宇宙非常早期的时候可能存在这种量子的条件,爱因斯坦的理论在那段时期就会失效。此时,我们需要一个考虑了量子行为的新版本的广义相对论(“量子引力”)来接替广义相对论。为了搞清楚什么时候需要借助量子引力,我们要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判断,那就是考虑宇宙开始膨胀后光所走过的距离(“可见宇宙”的大小②),然后计算以这段距离为半径的球体中包含物质的总质量(当时的可见宇宙的总质量),看看这段距离在什么时候会小于这些物质的量子波长。在那个时刻之前,整个宇宙都会呈现出一种量子波动的行为,用爱因斯坦的理论是描述不了的。这段量子引力的时期发生在宇宙最初的10?43秒之内,那时连空间和时间也变得不确定了。
设想我们逆着时间线追溯宇宙的膨胀,来到奇点定理预言的历史起点,并假设宇宙各处的历史是同时开始的。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将过去的这个时刻记为t=0的时刻。我们知道,当我们非常接近t=0的时刻时,不能指望爱因斯坦的理论能够完备地描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估计在t=10-43秒时,这个理论就失效了——这个时期叫做普朗克时期,以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1858~1947)[18]命名。理论的失效导致任何有关的定理也不适用了,或者是因为空间和时间不再是光滑的,或者是因为量子引力的效应,导致霍金和彭罗斯的定理的第四个条件不成立了。引力可能变得具有排斥性,导致宇宙“反弹”,变回膨胀的状态,而不是继续收缩,密度越变越大。另外,我们还可以设想其他的可能(图8.4)。所有这些情况都符合宇宙晚期的膨胀行为。我们无法区分哪个才是正确的。
图8.4 一些理论假设宇宙的过去并不存在奇点,而是像今天所看到的那样在好端端地膨胀:(a)宇宙从过去某一时刻开始膨胀,但并不存在密度无穷大的奇点;(b)宇宙先是收缩,然后在密度有限大的某个时期发生“反弹”,接着开始膨胀;(c)在无穷远的过去,宇宙是静止的,然后逐渐开始膨胀;(d)宇宙一直在沿着一条指数曲线膨胀,在过去的任何一个有限的时刻,这条曲线的函数值都不为零
这让人想起理查德·托尔曼在1930年提出的旧的循环宇宙模型。奇点定理告诉我们,宇宙不可能一口气收缩成一个奇点,然后再反弹。因为在奇点处,空间和时间应该已经消失了:你不可能穿过奇点,而对爱因斯坦理论的失效视而不见。反弹必须在宇宙的尺寸很小,但没有变成零的时候发生,同时这又要求我们必须违反奇点定理的第四个条件。
尽管广义相对论在奇点处很可能已经失效了,但在 1966~1972 年间,宇宙学家还是在用奇点定理说明,宇宙早期必然存在一个密度和温度都高得不可思议的时期。尽管爱因斯坦理论的失效避免了宇宙大爆炸时密度变成无穷大,但人们仍然认为宇宙的密度曾经高达水的密度的1094倍。任何丰富的想象力都无法企及如此怪异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奇点都存在于过去,但如果我们生活在某个弗里德曼提出的“闭合”宇宙中,膨胀最终会转为收缩,奇点还是会在未来等着我们。当宇宙就要变成最后的奇点时,它必然会变得极为不规则,因为不规则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强大。黑洞会一个接一个地形成。宇宙的某些区域会率先经历大塌缩。一些观测者在经历大塌缩之前,甚至能观测到其他区域的观测者先走一步。不同区域先后发生的大塌缩会是一切的终点吗(图8.5)?这是什么意思?“终点”意味着什么?“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并不是只有研究宇宙的起点时才会遇到如此尴尬、如此难以回答的问题。
过去奇点的存在引发了一系列元科学(meta-scientific)问题:在此“之前”发生了什么?宇宙从奇点诞生时,什么东西决定宇宙未来的演化?如果在奇点之前,空间和时间都不存在,那我们又如何证明物理定律在奇点之前也存在呢?你怎么能将通常的科学方法应用在像奇点这样独一无二的事物上呢?
这就是研究宇宙的起源时,人们所提出的一些怪问题。宇宙学家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一些有望回答的具体问题上。我们能否证明,当粒子的历史存在一个起点时,这个起点总是对应密度和温度的无穷大状态,就像我们逆着时间研究膨胀宇宙的模型时所遇到的情况?这个问题取决于我们是否认为奇点定理从本质上讲就是正确的。如果是,那么我们必须相信过去存在一个奇点。如果不是,那我们就全盘皆输。
图8.5 (a)只有在一个绝对光滑的宇宙中,最后的奇点才会同时出现;(b)在真实的宇宙中,有些地方密度大而有些地方密度小,密度大的地方会更早地变成奇点。如果宇宙中有的地方率先变成了奇点,其他地方就有可能观察到这个现象
冷冰的宇宙和温热的宇宙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新约·启示录》[19]
大爆炸理论的支持者长期以来坚持认为,宇宙曾经处于一个极为高温致密的状态。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观念又引出了一个新的宇宙学问题。关于宇宙的外形、宇宙如何变得光滑和各向同性、宇宙一开始到底是混乱不堪还是秩序井然的,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已经强调得足够多了。但是我们并没怎么考虑过,宇宙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导致了一个新的自然常数的产生:宇宙中光子数和质子数(或原子数)的比值。这个数目非常大,大约是十亿。[20]
如果我们将宇宙中所有的物质搅匀,不再允许任何恒星和行星的存在,那么就剩下一堆均匀分布的单个原子,一立方米的空间中大约只存在一个原子。这个密度极其低,比地球上任何实验室中的人造真空都稀薄。在相同的体积中,大约存在十亿个微波背景辐射的光子。所以十亿比一的比例大体上体现了宇宙中热辐射物质的含量。十亿的数目太大了,比恒星爆炸或者今天宇宙中发生的其他剧烈过程所产生的光子数目还要大得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难以用稳态宇宙模型解释背景辐射的存在的原因之一。当然,大爆炸理论没有解释,为什么光子数是原子数的十亿倍,为什么不是另一个超级大或者超级小的数目。
人们很快意识到,在热大爆炸宇宙的历史中,这个数目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它决定了温度何时降低到可以形成原子,然后形成恒星和星系,以及这些天体所能形成多大的尺寸。但是为什么光子对原子的比例是十亿比一?这仍然是个谜。也有人尝试研究过,如果宇宙大爆炸之初是“冷冰的”,只有几个光子对一个原子,或者是“温热的”,一万个光子对一个原子,会不会有爆炸性的事件将这个数目自然而然地提高到十亿比一呢?[21]可惜,这些尝试并不成功。就像先前的湍流宇宙那样,这样的想法无法解释当前所观察到的氦元素的丰度(它们产生的氦元素太多了)。为了产生热辐射,所有可能的剧烈过程都会在微波背景辐射中留下明显的痕迹,使其不均匀度超过千分之一,而这是天文学家所观察到的上限。热的宇宙一开始就得这么热。
意外简单许多
在全部五幕戏中,他扮演的李尔王时刻处于恐惧中,就像有人要谋权篡位。
——尤金·菲尔德(Eugene Field,1850~1895,美国作家)[22]
这些研究产生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寻找更多的方程,以描述大爆炸理论中宇宙早期的基本粒子的运动规律。这个问题首先由勒梅特提出,但最终未能解决。后来,阿尔珀、赫尔曼同詹姆斯·弗林一起在这个问题上迈出了第一步,将我们今天熟悉的高温物理学引入了大爆炸宇宙学。[23]
你可能这样想过,宇宙学家就是需要和核物理学家、粒子物理学家组成一个团队,这样才能了解宇宙年轻时应该长什么样。唉,可惜在1973年以前,高能物理学家可能还真帮不上什么忙。道理很简单,当时并没有理论能够有效地描述物质在一千亿度高温时的行为,这个温度远比地球上的实验中所能得到的任何温度都要高。理论家们也强不到哪儿去。他们试图为具有强烈相互作用的基本粒子建立一套理论,但所有的努力最终只是得出,能量越高,粒子间的相互作用就越强。很快,你就会面临一团乱麻,根本无法作出靠谱的计算。[24]这看起来就像为甚早期宇宙研究鸣起的丧钟。我们越是逆着时间追溯过去,粒子的行为就注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棘手。所谓宇宙的“起点”,或者霍金和彭罗斯的奇点定理,似乎已经超越了我们所能理解的自然法则的范围。
1973年,在戴维·波利策(David Politzer)、戴维·格罗斯(David Gross)、弗兰克·维尔切克(Frank Wilczek)、徐一鸿(Tony Zee)和杰拉德·特胡夫特(Gerard ’t Hooft)的努力下,一个描述基本粒子高能行为的突破性理论诞生了。这个理论颠覆了高能基本粒子相互作用的旧图景。周围无处不在的量子真空能量海,会对遨游其中的基本粒子的性质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当环境的温度增加时,粒子间的相互作用强度也会变化。将一个带电粒子,如电子,置入量子真空之中,就会从真空中吸引一些不断产生、又转瞬即逝的带正电的粒子,这些粒子的能量是从量子真空中借来的。于是,一个带负电的粒子就戴上了一个正电荷组成的屏蔽墙。当另一个能量很低的电子慢慢接近它时,如图8.6a所示,并不会受到电子所带的全部负电荷的影响,而只是感受其中未被和谐的部分。另一方面,一个高能电子,如图8.6b所示,会更加深入地穿透屏蔽墙,感受到更多未被和谐的裸电荷的影响。
图8.6 (a) 一个入射的电子B,能量较低,而A的中心处是另一个带负电的目标电子,被周围的虚拟正电荷所屏蔽,因此两者相互作用较弱。(b) 一个高能的入射电子,能够穿透正电荷组成的屏蔽墙,因而能感受到目标电子所产生的未被和谐的更强的排斥力③
这就意味着,相互作用的强度确实取决于周围环境的能量大小。对于参与电磁相互作用的粒子来说,例如电子,由于量子真空的存在,它们感受到的等效相互作用强度会随着环境能量的增加而增强。对于参与强相互作用的粒子来说,例如夸克和胶子,量子真空产生的影响就完全在意料之外了:随着环境能量的增加,量子真空使得强相互作用的强度变弱了。这个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发现叫做“渐进自由”,因为它表示说,能量最高的粒子之间就像没有什么相互作用,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也帮助宇宙学家们解开了旧的粒子物理理论的枷锁。突然之间,早期宇宙变得简单多了。
一统江湖
一就是一,仅此唯一,永应如此。
——《绿草如茵》[25]
似乎没过几年,这些理论的重大发现就改变了粒子物理学的方向。能量和温度增加时,粒子之间相互作用的等效强度会发生变化,这就为老谜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如果自然界中的相互作用强度各不相同,怎么会存在一种理论能将所有相互作用统一起来呢?表面上看,强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完全不同。不仅强度不同,连参与这两种相互作用的粒子的类型也不同。
电磁相互作用的强度较弱,如果弱的相互作用增强,同时强的相互作用减弱,就可能在很高的能量下,使亚核粒子之间的电磁、弱和强相互作用④的等效强度大小相等,三线交于一点。这种描述了三种基本相互作用的“大统一理论”(缩写为 GUT)的想法诞生于 1975年,当时霍华德·乔治和谢尔顿·格拉肖第一次找到了一个最简单的候选理论(图8.7)。[26]
图 8.7 如果考虑真空涨落产生的效应,那么自然界中的强、弱和电磁相互作用的等效强度就会在非常高的能量下趋于一致,那时一个自然界三种相互作用的“大统一理论”就诞生了。现在我们知道,在低能的情况下,这三种相互作用的强度大不相同
这一切改变了宇宙学家们的观念,使得宇宙学的研究朝着另一个方向进行。突然之间,我们重构宇宙历史时所遇到的问题,例如如何描述宇宙甚早期时物质和能量的演化行为,不再是困难重重令人绝望,也不再注定越追溯越糟糕了。渐进自由意味着,当我们追溯宇宙膨胀开始时应该出现的那个高温时期时,相互作用强度就会越来越弱,事情也会变得越来越简单(至少没有变难)。所以宇宙学研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前,人们都在一个劲地强调宇宙的几何性质,研究不同种类的膨胀行为,检验这些模型是否会演化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宇宙,并尝试探究宇宙是如何从一个过去的奇点中诞生的。粒子物理学家有时会路过打个酱油,加入到这些问题的讨论中,但没几个人会动真格儿。一旦渐进自由简化了物质的高温行为,使相关研究变得可行,主流粒子物理学家们便蜂拥到宇宙学中来。宇宙早期的环境为他们检验自己的理论提供了便利的场所,他们可以在其中寻找相关的观测证据。
宇宙学研究的是大尺度上的物理机制,基本粒子物理学研究的是微小尺度上的物理机制,这两种物理学成功地融合到了一起。粒子物理学家想要检验自己的新理论,看看它们和天文学观测符合得好不好。宇宙学家开始研究高能物理学中粒子的反常性质,看看能否获得启发,帮助宇宙学解决一些伤脑筋的问题。太空中的不发光物质会不会是由一些未知的基本粒子构成的呢?为什么宇宙是由物质组成的,而不是由反物质组成的?
宇宙早期高温物质的研究透出一缕曙光,又把这样的问题重新照亮了起来。于是,一些物理量,如宇宙中物质和反物质之间的平衡,就不再是永恒不变的常数了。在这缕曙光的照耀下,新的思想和新的方法又会催生大量新的宇宙模型,必将使粒子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都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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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出来的宇宙比这个粗制滥造的“真实”宇宙漂亮多了。
——G. H.哈代(G. H. Hardy,1877~1947,英国数学家)
正反物质不对称的宇宙
大量时事评论员已经向这个问题倾注了大量愚昧无知之辞。如果他们继续这么搞,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了。
——马克·吐温(1835~1910)
20世纪 70年代后期,在粒子物理学家进入宇宙学研究领域后,人们开始运用新的大统一理论去解释宇宙中正反物质不对称的问题,以及为什么光子和质子的比例是十亿比一的问题。这些理论表明,自然界中三种非引力的相互作用虽然从强度上看有天壤之别,但还是有可能统一在同一个框架内的。随着环境温度的增加,这些相互作用的等效强度也会以不同的速率和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弱的相互作用越来越强,而强的相互作用越来越弱。于是当我们追溯到宇宙的最初10?-35秒时,不同相互作用的强度在极高的能量下就殊途同归了。
这种殊途同归也为其他问题的“统一”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现有的理论将每一种自然界的相互作用分开研究,它们不允许粒子之间进行任意的相互转换。夸克不能变成电子①,反之亦然。这像是误将基本粒子世界划分成了独立的小团体,不同团体之间连话都不说。小团体的划分依据是,粒子是否拥有特定的属性,例如电荷或“色荷”。后者是一种更复杂的属性,只有参与强相互作用的粒子才有。大统一理论预言了一类新粒子的存在,这类粒子同时携带两种荷,并且它们能在前面提到的各种粒子小团体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这些中间粒子可能非常重,当环境的能量使得几种相互作用的等效强度变得一样时,这些粒子就会大量产生。它们被称为“X”粒子,在宇宙的早期阶段,它们在不同类型的基本粒子中间创造了一种真正的平等。
基本粒子之间的新型相互作用立即导致了两个后果,引起了物理学家的注意。如果带色荷的粒子,如夸克,会转化成像电子、中微子之类的粒子的话,那么质子之中的三个夸克也可能衰变。质子就应该是一种不稳定的粒子。
乍看之下,质子的平均寿命,大约是 1030年,似乎不算长。只要屏蔽了宇宙射线和其他外界影响,我们就有可能在地下深层实验室中放置的数千吨物质中观察到质子的衰变。尽管单个质子的平均寿命比宇宙的年龄(1.4×1010年)还大得多,但质量为一吨的岩石或水中就含有大约1030个质子。如果将这个质量放大一千倍,再在周围布满灵敏的探测器,我们就有很大的机会观察到质子衰变。[1]
印度科拉尔金矿地下实验室自1980年起投入运行后,有人声称从中观察到了质子衰变。于是人们群情激昂,但后来发现这不过是一次误报。[2]实验结果逐渐限制了质子平均寿命的可能取值,这要比先前的乐观估计大得多(大于6.6×1033年[3])。尽管在任何大统一理论中,质子都是不稳定的,但质子的寿命极有可能特别长,使我们无法从宇宙射线产生的鱼目混珠的“假衰变”事件中检测出真正的质子衰变来。[4]
新型相互作用导致的第二个后果是,夸克和它们的反粒子,也就是反夸克,不会以相同的比率衰变。这个性质结合夸克会衰变成电子和中微子的性质之后,就会导致宇宙的正反物质平衡发生变化。于是,我们有可能将这个平衡算出来,而且结果也不需要依赖于宇宙开始时的初始数值。
这个平衡取决于三个因素[5]:宇宙中能参与夸克–反夸克衰变反应的粒子所占的比例、夸克和反夸克衰变速率的差异,以及衰变速率的大小。之所以要考虑最后一个因素,是因为衰变速率必须比宇宙膨胀的速率快,这才能阻止逆反应的发生,防止物质–反物质的平衡再回到初始的大小。
为了计算这个平衡,人们做了很多尝试,细节越来越多,模型越来越复杂。[6]这些计算都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无论宇宙的初始状态如何,我们都确实有可能解释如今正反物质不对称的事实。此外,如果夸克和反夸克之间的差异约为十亿又一个质子对十亿个反质子的话,那么当宇宙冷却到1013度时,每十亿个质子都会跟十亿个反质子湮灭成二十亿个光子,只剩下一个质子。因此,我们最终就得到了一个光子和质子的比例为二十亿比一的宇宙[7],跟当前的观测非常接近。物质–反物质的平衡问题与光子原子的比例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可以被同时解释清楚。
我们不必过高地评价这些计算的重要性,并不是必须运用某种特定的大统一理论,或者某种机制来解释宇宙中正反物质的不对称性:这些计算表明,许多理论都能轻易地得出这种解释。当我们找到那个正确的大统一理论时,它很可能预言了正反物质的不对称和光子质子数目的比例。这些数字之所以现在如此,不再是因为它们过去就是那样。
问题宇宙
再也没有欣喜和充满信心的晨曦!②
——罗伯特·布朗宁(1812~1889)[8]
没过多久,一个深奥的宇宙学问题就露出了丑恶的嘴脸,威胁着物理学大统一理论的安危。[9]如果宇宙刚诞生不久时,弱、强和电磁相互作用在极高的能量下变成同一种相互作用,那么就必然会产生一个不必要的副产品。电磁相互作用在早期宇宙中出现时,就会大量产生一种非常重的新粒子,叫做磁单极子,这种粒子首先是由狄拉克在1931年时提出的。[10]它就像一个非常重的电子(比电子重1020倍),只不过不携带电荷,而是携带一种新型的“磁荷”,就像条形磁铁的一个磁极。这些自然界中的磁荷是守恒的,就像电荷一样有正有负,除掉磁单极子的唯一方法就是让正反磁单极子碰在一起,发生湮灭。可惜,一旦形成,磁单极子就不太有机会碰到反磁单极子,于是就在宇宙中保留了下来,而且数量非常多。
这就完蛋了。今天的宇宙应该早已被磁单极子占领了。这些磁单极子为宇宙贡献的能量密度是所有恒星和星系的1026倍。在这样的宇宙中,不会存在恒星和星系,也就不会有“我们”在为此操心了。这就是“磁单极子问题”。[11]
将高能物理学嫁接到重构宇宙甚早期历史的尝试,在这个拦路虎的干扰下停住了脚步。[12]说来奇怪,破天荒头一回,不是新的天文观测结果,也不是爱因斯坦方程组的新解,而是粒子物理学为宇宙学研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暴胀的宇宙
可以大致看到未来事物演变的雏形。
——莎士比亚[13]
磁单极子的问题造成了某种僵局,但这些问题又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主要将宇宙看作广袤的粒子物理学实验室,而不是看作恒星和星系所处的膨胀背景。粒子物理学家只对最简单的膨胀宇宙模型感兴趣:一个宇宙拥有平滑的各向同性的空间,没有转动,也没有其他不同寻常的属性。[14]
1980年,突然之间,一份新的打印稿出现在物理系的邮箱里。这篇文章内容充实,出自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的一位年轻粒子物理学家之手。当时美国的学术市场非常低迷,他还没什么名气,已经做了好几期博士后这样的临时工作。[15]阿兰·古斯发现,有一种宇宙模型可以同时解决困扰了宇宙学家二十年的好几个问题。不过他的最初动机并不在此,他只是想要解决磁单极子的问题。
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很快发现,古斯想法的实质非常简单。它假设,在宇宙的甚早期,恰好在磁单极子的出现和正反物质的平衡建立起来之前,宇宙经历了一次短暂而突然的加速,或者按照古斯的叫法,是一次暴胀(图9.1)——这是为了讽刺当时害得人找不到稳定工作的经济大环境③。
这个想法可不简单。我们已经见过一些加速膨胀的宇宙,例如德希特宇宙和稳态宇宙模型。这些宇宙永远在加速——从过去到永远。但是我们也见过像勒梅特那样的宇宙,一开始是减速膨胀的,当宇宙学常数的排斥作用超过普通的引力时,这种宇宙就转而开始加速膨胀。一旦开始加速,就永远不会再停下来。
图9.1 一个简单的暴胀宇宙模型中,尺寸随时间变化的图。暴胀是说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宇宙发生了加速膨胀。暴胀导致宇宙膨胀得更遥远,也使得后来的膨胀速率更接近临界值
没有人见过加速以后还能再次减速的膨胀宇宙模型。古斯找到了一种办法,定义了一种暂时起排斥作用的引力⑥,在一段很短的时期内,这种排斥力就像爱因斯坦那个臭名昭著的宇宙学常数一样。
这个新理论能够统一地描述物质的高温行为,其中包含了一种新型粒子,后来被称为“标量场”。[16]能量的这种形式能够缓慢地变化,比宇宙膨胀的速度慢得多,这样它们就会产生排斥性的引力,而不是相互吸引。在这种极端而又最常见的情况下,这种标量场简直就是爱因斯坦宇宙学常数的翻版。这种标量场的压强是负的,但和正宗的宇宙学常数的区别在于,它们的生命如白驹过隙:这种标量场或快或慢会发生衰变,转化成普通的辐射物质或基本粒子,于是压强变成正的,排斥力变成引力。图9.2是暴胀宇宙的温度和尺寸的总体演化图。
图 9.2 暴胀使得宇宙的膨胀突然加速,同时宇宙的温度急剧下降。暴胀停止时,驱动暴胀的粒子会发生衰变,在一瞬间产生了大量的能量。这导致宇宙被重新加热。然后宇宙又开始冷却,而且冷却的速度跟暴胀之前冷却的速度一样
粒子物理学的新进展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用粒子物理学家的语言来说,宇宙学常数只不过体现了宇宙的“真空能”——宇宙能够携带的最低能量。真空能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局部上的最低能量状态,就像一个碗的碗底,如果你把玻璃珠扔进去,它就会滚到那个位置上。大量基本粒子都分别占据着这样的临时位置,每个位置都对应一定的能量。在宇宙冷却的过程中,粒子间的相互作用使得这些粒子都会随机变动各自的位置(图9.3)。
如果宇宙中的某些物质偏离了平衡状态,并开始朝着一个新的、能量更低的平衡状态移动,那么这种移动就会引发真空能产生排斥性的引力,从而导致宇宙的加速膨胀。[17]古斯意识到,如果这个过程发生得太快,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宇宙的各处会同时产生大量新的真空泡沫。泡沫会迅速膨胀,相互碰撞。结果导致宇宙各处都产生了大量不规则性,满地狼藉,密度和膨胀速率变得极为不均匀。这不是我们所生活的宇宙。
图9.3 早期宇宙包含的物质可以存在许多不同的能量极小状态,或者叫“真空”,每种真空的能量都不一样。在这张图中,A、B、C、D四个点都各自表示一种真空。真空态 B包含的能量最低,所以如果宇宙的一部分处于真空态A或者真空态C的话,一个扰动就有可能使其翻过“山岗”,落入真空态B之中
尽管如此,古斯点出了这个问题之后,还是发表了他的暴胀理论,因为这个理论有一大堆非常简单而又令人满意的结果。很快就有人发现,宇宙从一个真空态向另一个真空态的转化可以进行得很缓慢,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的可见宇宙处于其中一个新的真空泡沫之内。这就意味着在我们的可见宇宙中,没有发生过泡沫的碰撞,也没有碰撞的残骸。如果宇宙甚早期存在能产生排斥性引力的物质,而且所产生的排斥性引力满足正确的形式的话,这种排斥力就会驱动宇宙加速膨胀。但是它又会立刻衰变成普通的辐射和物质,于是宇宙就停止了加速,又回到减速的过程中来。
图9.4 一个曲面所经历的暴胀。可以看出从(a)到(d),暴胀使得这个曲面从局部看越来越平坦
如果宇宙经历过这样的插曲,貌似就能解决宇宙学中存在已久的问题。此时,宇宙的体积将会更大,膨胀的速度也将会更快。在这个过程中,宇宙的膨胀处于一种临界状态,介于永远膨胀的宇宙和最终要回到大塌缩的宇宙之间。与此同时,宇宙变得非常均匀,空间的不同方向趋于一致(图 9.4)。先前的理论并不能解释可见宇宙的这些性质。短暂的暴胀马上能将这些问题一股脑儿讲清楚。
暴胀理论最有意思的结论是,比以前设想的远少得多的物质和能量的原初涨落,通过加速膨胀,就能形成今天宇宙的可见部分(直径超过140亿光年)。这个涨落必须很小,不影响时空的光滑性,以使光线能够顺利穿过。[18]我们从宇宙中所观察到的高度的均匀性,正是由于可见宇宙源自暴胀之前的微小涨落,在膨胀的过程中,光子不断将能量从相对高温的区域带到低温区域,这就保证了空间的均匀和各向同性(图9.5)。
图9.5 暴胀使得一小片空间变得比今天的可见宇宙还要大(3×1027厘米)。④这片空间必须非常小,这样在早期宇宙的任何时候,光信号都来得及将其中的不均匀性抹平。在这张图中,我们将早期设定为10-35秒。所以光信号以3×1010厘米每秒的速度传播,在这段时间内,就只能传播 3×10-25厘米,这就是这一小片空间的大小。当时,宇宙的温度是3×1028开,而今天已经下降到了3开。温度下降了1028倍,同时暴胀将那一小片空间从3×10-25厘米膨胀成了 3×1027厘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可见宇宙大体上是均匀的:我们看到的是一小片均匀的空间膨胀后的样子。如果宇宙没有经历过暴胀,那么可见宇宙就得从一片3厘米长的空间开始膨胀,而这比宇宙早期时光信号所能传播的最远距离还要大1025倍
最后一点也很重要,暴胀同时也解释了磁单极子的问题。之所以会产生磁单极子,是由于不同方向上的磁力指向不匹配。由于可见宇宙原先对应的区域非常小,刚好没有出现磁力不匹配的现象,因此我们也就不指望宇宙中存在磁单极子了。相反,如果宇宙先前没有加速膨胀过,宇宙原先对应的区域就会比暴胀宇宙模型中的大了约1025倍。这样的话,宇宙中就会充斥大量磁场不匹配的现象,于是磁单极子就会泛滥成灾,光的平滑能力就被局限在了约10-25厘米的范围之内。
暴胀解释了一揽子问题,包括可见宇宙为什么是均匀而各向同性的,为什么没有充斥大量磁单极子,为什么宇宙的膨胀处于临界状态,既不能保证会永远膨胀下去,又不能确定将来会开始收缩,最终回到密度极高的状态。暴胀理论能够以各种有趣的方式同我们曾面临过的问题和研究过的宇宙模型联系起来。从它身上可以看出一些稳态宇宙的影子,只不过这种“稳态”是暂时的。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暴胀不结束,加速永远持续下去的话,那么所有的一切就都会被抹得无穷均匀,宇宙中也就不可能存在星系和恒星了。
暴胀理论面临着与混沌宇宙模型相同的挑战。暴胀理论成功地解释了宇宙的高度各向同性和高度均匀性,不像混沌宇宙那样要求不规则性消失,也不需要解释因此而产生的其他问题。暴胀将不规则性驱赶到了今天宇宙的视界之外,而不是将它们斩尽杀绝。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这些不规则性依然存在。不过,由于整个可见宇宙都是由一小片区域经过暴胀形成的,所以还是体现出了该区域高度的均匀性和各向同性。
早先,米斯纳和其他“混沌宇宙学家”的努力从未成功过。他们无法证明,宇宙膨胀开始时的各向异性能够迅速减弱,以符合大爆炸核合成过程预言的氦元素丰度,以及微波背景辐射温度谱的高度各向同性。如果开始时各向异性的程度过于严重,为了消除这些各向异性就会产生过多的热辐射。更糟糕的是,有些类型的不规则性(存在于弯曲空间中的那些)貌似对这种简单的削弱机制有很强的免疫力。宇宙学家们长期以来相信一个看上去非常合理的假设,即早期宇宙的引力始终是吸引的。他们并不排除宇宙的晚期会出现排斥性引力,就像爱因斯坦曾提出的那样,宇宙学常数可能是正的。在1980年的时候,否定这个假设虽然不太可能,但毕竟还是存在这种可能性。如果宇宙早期也存在这样的排斥性引力的话,所有钉子户般的不规则性都会被迅速抹平,因为膨胀的速度太快了。
混沌暴胀的宇宙
要是你们能够洞察时间所播的种子,知道哪一颗会长成,哪一颗不会长成……
——莎士比亚[19]
暴胀宇宙学和混沌宇宙学都认为,宇宙的初始状态非常有可能是混沌不堪、一团乱麻的(相较于简单的状态,混乱的方式千变万化,因而有更多的可能性出现),而其中如果有一小片区域开始暴胀,体积就会迅速增大,空间就会变得更光滑、更具有各向同性,最后会将其他暴胀区域都挤到了视界之外。有一点非常重要。暴胀宇宙学不能从整体上描述宇宙的行为。我们不知道视界之外的那片宇宙空间是否都很平滑,或者是从头乱到尾。
就连这一小片区域也不会是绝对光滑的。其中必然存在着极为微弱的统计涨落和量子涨落,这些涨落最终会变成我们今天观察到的宇宙尺度的密度变化,例如星系。如果不是暴胀将它们放大,这些初始统计涨落的强度就太弱了,无法利用引力的不稳定性形成星系。宇宙学家们之所以会认识到这一点,是因为1982年6~7月的两个星期间,剑桥大学举办了一期关于这个新理论的特别研讨会。[20]
与会人员很快就认识到,暴胀产生的涨落遵循一种很特殊的模式。过去,人们一直在研究这种模式的涨落,因为它最简单最方便。当这种模式的涨落被放大后,它就会使宇宙所有尺度下的结团行为拥有大小相等的强度。[21]这确实很特殊。考虑了不规则性之后,还要让宇宙大体上永远保持弗里德曼–勒梅特宇宙的模样,满足这个要求的模式是唯一的。
我们之所以这么说,原因在于宇宙的暴胀时期可以暂时地看作是一种稳态宇宙。想一想在稳态宇宙理论中,德希特的指数暴胀使得你无法区分宇宙的过去和未来。如果某种机制导致了微弱的不规则性,那么你也必然无法利用这些不规则性来区分过去和未来。如果在一个假想的观测者看来,任何尺度的涨落都得有相同的强度,那么以上的原则就不会被打破了。
因此,作为意外之喜,暴胀还能解释星系的存在,解释这种特殊的密度不规则性。暴胀会导致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谱上出现一种特定的与角度相关的变化。我们得做一个实验,才能知道暴胀是不是真的发生过。
宇宙学家们开始用一系列观测仪器仔细地寻找这个铁证,结果大大支持了暴胀理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先后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一颗是宇宙背景探测者(COBE),另一颗是维尔金森各向异性探测器(WMAP),用以探测宇宙背景辐射是否存在这种特殊的印记,它的温度是否会随着方向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相比地面上的仪器,人造卫星的探测效果更好,因为它们不需要穿透变幻莫测的地球大气,而且能够扫描整个天空,获得海量的温度差分数据,这样的话,就能把任何数据采样中都存在的偶然性变得微乎其微。
宇宙学家们所要探测的是,在相差一定角度的两个方向上测量到的温度差异有多大。标准的暴胀宇宙模型所预言的结果由图 9.6 中的实线表示,其中相差的角度涵盖了很大的范围。此图的特征十分明显。随着相差的角度越来越小,振荡也在衰减,就像袅袅的钟声。越向右延伸,曲线所对应的空间尺度就越来越小,最终一切涨落都被熨平了,这是由于能量不断地从高密度区域流向低密度区域。如果将这条实线向左延伸,起伏就没那么频繁了。这就与老式的COBE卫星的观测结果符合得非常好,这个卫星只能比较相差十度以上的两个天空区域的温度差异。与实线精确重合的数据点主要来自于WMAP卫星的结果。[22]我们注意到,在第一个拐弯处,观测数据与暴胀理论的预言分毫不差,但是当我们趋近仪器灵敏度的极限时,观测结果的不确定度就增大了。数据信号向角度很大的区域行进时,会遭遇一次奇特的“下沉”,对此天文学家已经展开了大量讨论,并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解释。[23]
图9.6 暴胀宇宙理论预言的、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涨落水平(以微开尔文的平方为单位)随相差角度的不同而发生的变化(实线),观测数据来自于地面实验或气球实验。作为比较,满月时月亮的大小是相差0.5度。相差角度很大的数据主要来自于WMAP卫星服役七年中所采集的数据(黑点)。左边数据上的深色带表示无法消除的统计不确定性,因为可见宇宙中这样大尺度的区域数量有限
2009年夏,一颗名为“普朗克”的新卫星被欧洲空间局发射升空。不久,它就会传回更加精细的观测结果。同时,地面的天文学家一直在关注电子科技的更新换代,希望能在这轮竞赛中造出更灵敏的探测器,获得更完整更精确的辐射信号,以便更深刻地了解宇宙历史的第一个瞬间。暴胀真的发生过吗?也许图 9.6 最终的样子会说服宇宙学家相信这一点。它揭示了暴胀的旋律,让我们能够回溯宇宙诞生10-35秒后的一刹那。作为现代宇宙学最新进展的代表,它常常出现在科学新闻、科学讨论和公众讲座当中。总有一天,它会被看作描述人类所能了解的宇宙最早时刻的第一份证据。它就像一张婴儿宇宙的照片。
永恒暴胀的宇宙
世界不足吾欲
——詹姆斯·邦德家族的座右铭
人们完全没有想到,描述早期宇宙的暴胀理论还产生了两个不同寻常的推论。暴胀理论提出,早期的宇宙经历过一次短暂的加速膨胀。于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那部分宇宙空间,就是由宇宙早期某个不起眼的角落膨胀而成的,这个角落必须足够小,以使光线和其他物理机制来得及将它熨平。起初,我们几乎完全被这个简单的理论迷住了,它成功地解释了我们所看到的宇宙的总体性质:大体上均匀,其中洒满了不规则性的种子,这些种子注定会变成星系;它的膨胀速率恰到好处,还有高度的各向同性。从前,这一切都是无法解释的巧合。而如今,从一个简单的假设就能推得所有结果。
然而,这个简单的图景很快就凸现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说原初宇宙的一小片空间均匀地膨胀成了我们所看到的这部分宇宙,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旁边的空间后来怎样了呢?每一个这样的空间都可能经历一次大同小异的暴胀,各自变得巨大而均匀,但最终和我们这部分宇宙的性质并不相同。我们看不到这些空间,是因为光线没有充足的时间飞到我们这儿。[24]但在万亿年后的某一天,我们的后代或许会发现,世上还存在这样一个空间,它的地理环境与我们的宇宙截然不同。我们估计,从超大尺度上看,整个宇宙异常复杂,毫无规律,虽然从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尺度上来看,它又显得极为均匀、相对简单。暴胀理论告诉我们,我们所能看到的局部宇宙并不能体现整个(也可能是无穷大的)宇宙的性质。宇宙的地理环境十分复杂,比我们所能想到的还要复杂得多(图9.7)。
如果这还不够可怕,那还有更可怕的事情。艾力克斯·维连金(Alex Vilenkin)和安德烈·林德(Andrei Linde)发现了暴胀宇宙的另一件麻烦事:它会自我繁殖(图 9.8)。宇宙的一部分空间一旦开始暴胀,就会加速膨胀,并且会导致其中一部分子空间进一步暴胀。这是一个自我繁殖的过程,一次暴胀诱发了更多暴胀,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这就叫“无限”。如果未来是无限的,那么过去怎么可能不无限呢?
自我繁殖的永恒暴胀意味着,尽管我们的小宇宙就像一个暴胀的“泡泡”,可能存在一个开端,但整个“多重宇宙”(multiverse)却不存在任何开端,也不会有任何终点。我们生活在其中一个(或许很罕见的?)泡泡之中,这个泡泡膨胀了足够长的时间,使得恒星和行星能够产生,生命得以演化。宇宙的历史也十分复杂,比我们所能想到的还要复杂得多。
图9.7 混沌暴胀。早期宇宙的部分角落随机地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暴胀。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其中一个子宇宙中,体积足够大,寿命也足够长,这样才能形成恒星,才能演化出碳基生命[25]
图9.8 自我繁殖的永恒暴胀。当一小片空间发生了暴胀以后,就会为其中某些部分创造了将来进一步暴胀的条件。这个过程看起来没有尽头,也许也没有起点
图9.9 从(a)到(d)分别是安德烈·林德和迪米特里·林德用计算机模拟的不同阶段的自我繁殖暴胀的截图。空间中的小山头表示暴胀的开端。后来像石笋一样的山上有山,表示自我繁殖的暴胀宇宙已经脱缰狂奔了
这种“永恒暴胀”的理论使我们对宇宙历史的认识变得愈发复杂。这一点十分恼人,因为当我们意识到暴胀宇宙的地理环境异常复杂时,又会发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宇宙的历史也是多姿多彩、错综复杂的,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永远无法为我们所知。宇宙就像一个精致的被子,而我们只是生活在其中一块简单而独特的时空补丁上。
永恒暴胀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安德烈·林德,生动地描绘了自我繁殖的发生过程(图 9.9)。图中的起伏逐渐变成小山,表示宇宙中的不同区域在以不同的速度暴胀。这张计算机模拟图由他的儿子迪米特里绘制。而那些山头上的尖峰以及尖峰上的尖峰,表示的是随着暴胀不断地进行自我繁殖,空间的复杂性也与日俱增,形成了一种分形结构。我们生活在其中一个独特的尖塔上⑤,暴胀早已偃旗息鼓,膨胀也已趋于平静。但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并不典型。无限重宇宙的大部分空间仍处于暴胀之中。暴胀形成的这幅丰富多彩的石笋图,被林德称为“康定斯基的宇宙”[不过,这更像是美国概念艺术家所罗门·莱威特(Sol LeWitt)的雕塑《污渍,第 15号》(Splotch 15),如图 9.10]。这是一张表现宇宙分形永不停止的快照。
图9.10 所罗门·莱威特在2005年的雕塑作品《污渍,第15号》。这个概念艺术装置高3.66米,用丙烯酸树脂玻璃纤维制成。这是他自2000年开始创作的相似风格的系列结构中的一个(共22个)
突然间,我们的宇宙又变简单了许多
电子报表造就了一个“假如这样假如那样”(what-if)的社会。这种社会里的人不会像常人一样立即付诸实践,而是对每一步行动都满腹狐疑。他们对任何事都会再三斟酌。
——约翰·C.德沃夏克(John C. Dvorak)[26]
暴胀宇宙理论看似简单却大获成功。它解释了我们所看到的宇宙的本性,同时,它又试图告诉我们,视界之外还存在看不到的无穷复杂的广阔空间。支持微波背景辐射中存在特定温度涨落的观测证据越来越多,这意味着我们要认真地对待暴胀理论,我们所看到的这部分宇宙在很早的时期经历过一轮暴胀。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宇宙如此均匀且各向同性,为什么其膨胀速度会接近临界值的大小,为什么它不包含磁单极子,以及为什么它又有特定的不均匀性散布其中——在牛顿首先提出的、栗弗席兹证明了的、爱因斯坦理论中也存在的引力不稳定性的作用下,这些不均匀性最终会长成一个个星系。
暴胀理论跟勒梅特八十年前所研究过的一个宇宙模型很像。区别之处在于,暴胀理论构造了一个变化的宇宙学常数,它可以迅速衰变成辐射,并留下了可观测的痕迹。这简直妙不可言。宇宙的最初 10-35秒时所发生的一些事变成了的化石,直到今天还能看到。为了了解在这个早得出奇的时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得以有机会将理论预言与天文观测进行比较。
但除了成功地解释我们所看到的宇宙,暴胀理论还是吓了我们一跳,因为它得出了一个看似必然的结论,即我们只是生活在无穷复杂的一堆膨胀“泡泡”的一个当中,每个“泡泡”的结构可能千差万别,统治其中的自然法则也可能各不相同。突然间,不止只有一个宇宙,而是有了很多很多。
宇宙也疯狂
据我的发现,世界上没有灾难,只有机会,事实上是发生新灾难的机会。
——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现任伦敦市长)[27]
暴胀的宇宙将空间中的微小涨落迅速扩充为整个宇宙,这使我们不得不把宇宙改写为复数形式。我们能够看见其中一个原初的微小涨落膨胀后的模样。然而,我们周围的一切,包括视界之外的空间,都是一轮又一轮暴胀自我繁殖的产物。我们所看到的这部分宇宙的模样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这轮暴胀的具体细节,二是统治其中的物理定律。直到不久之前,大多数物理学家都还相信,世上只存在唯一一种“万有理论”。寻找这个理论的过程就像在玩一种大型拼图游戏。每个地方都只有唯一一块合适的拼图,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它。
但渐渐地,人们对于这个简单预期的信心丧失殆尽了。种种万有理论的最佳候选理论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些理论中都存在一种整体的对称性,这种对称性限制了自然法则可能具有的形式,同时它们又具有一种程度出人意料的灵活性。可以存在各不相同但自洽的物理定律,其中的相互作用数目可以不同,允许的空间维度可以不同,还有很多其他性质都可以不同。许多从前人们认为宇宙固定不变的性质,现在看来却是随机产生的结果。我们从自然界中看到的相互作用力,总结出的定律法则,只不过是其中一套可能的地方性法规罢了。除此之外,其他地方的定律法则也都很完备,从各自的角度看都是自洽的。
起初,有能力角逐万有理论的候选理论似乎不太多,其中一类就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现的那几种“弦理论”。但到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弦理论并不是终极理论,它们并不是真正的万有理论。实际上,这几种弦理论是一种更深层理论的几种极限情况,这种未知的万有理论叫做“M-理论”。我们只知道世上应该存在这样一个理论,但对细节一无所知,只知道它存在几种极限情况,例如能量和温度很低的时候,或者引力很弱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论预言了一种相互作用,很像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所描述的引力。据我们所知,这种理论极为复杂,包含了海量的自洽世界;乐观估计,一共有超过10500个世界。这个数目实在太大了。
在10500种可能的状态中,都存在各自的定律和物理常数。当我们这一片宇宙冷却到可以开始暴胀时,所处的状态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这个充满了可能性的国度被称作“弦景观”。[28]在这些可能存在的世界中,并不是只有密度、温度或者膨胀速率之间存在微小的差异,就像我们在这本书中所提到的那些宇宙模型一样。它们从根本上就是千差万别的:相互作用的数目不同,自然常数的数目不同,就连空间和时间的维度也不同。其中许多世界都可能缺乏像电磁力之类的相互作用,于是就不可能存在原子或生命。
对这些海量可能性的研究仍然很原始。后来,一种叫做卡拉比–丘流形的复杂数学结构被人们引入,促进了相关研究的发展。数学家尤金尼奥·卡拉比和丘成桐很早以前就发现了这种流形,比物理学家的研究早得多。[29]起初,这些研究看起来很吓人。我们对卡拉比–丘空间的了解不多,图9.11是其中一幅图片。这些空间可以由一些表示大小和复杂度的特征量来分门别类。
研究人员充分利用了高速计算机去研究这些可能性,并将它们分类整理,但人们力所能及的也不过是弦景观的一些稀疏角落,而且其中的事物也不能太复杂。这些研究燃起了一丝希望,或许在卡拉比–丘流形所定义的巨额数目的空间中,只存在少量“有意义的”世界。其中一些世界中的物理规律可能会产生像电子、夸克之类的粒子,进而组合成原子和分子。
图9.11 一种卡拉比–丘空间。
同时,我们还面临一个巨大的宇宙彩票问题,永恒暴胀宇宙的不同角落会随机地落入10500种弦景观状态中的一种。该角落的暴胀结束后,随机产生的状态将会决定暴胀产生的巨大空间的性质。
弦景观所包含的物理规律的数目听起来相当惊人,即使只研究其中一部分卡拉比–丘空间,难度也相当大。这让数学家们忙活了好一阵子。然而,罗格斯大学的弗里德里克·德内夫和迈克尔·道格拉斯指出,这种研究弦景观的系统性方法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30]有的人可能会想,物理学家们所采用的策略是,寻找弦景观中能演化为我们所观察到的宇宙的地方。可惜,这个计划过于理想化,没有考虑到所谓的计算复杂性问题。仅仅计算弦景观中的最低能量状态就已经需要漫长的计算(对此的技术术语叫“非确定性多项式难题”,简称“NP 难题”),而研究所有这些可能状态的性质更是远远超出了任何人造计算机的能力范围(就连量子计算机也不行)。
这类所谓的“难题”,就是说随着信息输入量的增加,所需要的运算量就会呈指数增长。我们习惯于解决“简单”问题,其运算量与信息的输入量呈正比(或者是后者的某种幂函数)。计算机花了四十万小时(利用许多计算机同时计算),只是简单地扫描了其中一百万种模型。[31]但是复杂性和运算时间会随着“难题”范围的扩大而迅速增长,如果我们把模型的数量翻一番,运算时间就会长达一百多万年。
暴胀宇宙正在泛滥成灾!我们没法通过观测实验将不适合的候选模型逐个排除。这听起来十分让人焦虑,不过现实更加糟糕。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数出了弦理论存在多少种不同的物理规律,但还没开始计算永恒暴胀的宇宙会自我繁殖出多少个暴胀“宇宙”呢!
假设我们所生活的这一小片空间,随机选择了超弦景观的一个真空态。这就对应着一类特定的物理定律。这片空间开始暴胀时,体积最大不超过光速和宇宙年龄的乘积。为了满足我们在宇宙中看到的各向同性、均匀性以及磁单极子的稀缺性,暴胀必须进行得足够彻底,至少要让体积增大一个 N=e60的因子。暴胀产生的副产品,也就是其他可能存在的“宇宙”至少有
个之多,这些“宇宙”的几何性质都不相同。这个数目实在太大了,给这些可能的世界列一张名单,产生的数据量都会多到无法被我们的大脑容纳。为了将10后面的1077个零完整地写出来,就要把我们所看到的宇宙范围内的所有原子都变成墨水。这个数字比弦景观所包含的真空态的数目还要大得多。实际上,如果我们不单单考虑我们周围的这片宇宙空间,而是考虑更大范围内的宇宙所能产生的空间的话,这个数目甚至还会变得更大。整个宇宙永远在生成新的空间,这些空间数目惊人,一边膨胀,一边又在产生更多的空间,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我们并不需要造出更大的数字,将这些信息完整地表达出来。可能的宇宙和真实的宇宙都多得难以置信,就像所谓的“可见宇宙”一样无边无际。
注释
[1] 在乔治和格拉肖最简单的理论中,质子最有可能衰变成一个正电子和一个中性的π介子,后者又会迅速衰变成两个高能光子。正电子的能量大约是460兆电子伏,两个光子则分别携带260兆电子伏的能量。正电子出射的方向和两个光子相反,而两个光子运动方向的夹角大约是40度。
[2] M. R. Krishnaswamy et al.,Phys. Lett. B 106, 339 (1981).
[3] K. Hagiwara et al.,Phys. Rev. D 66, 010001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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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夸克参与所有四种基本相互作用;电子只参与三种,不参与强相互作用。因此在那些理论中,这是两类不可相互转化的粒子。——译者注
② 译文来自“天涯诗会”,作者为肥仔深。——译者注
③ 通货膨胀和暴胀的英文都是inflation。——译者注
④ “卡斯纳博士的宇宙”一节说可见宇宙的范围是1029厘米。考虑到宇宙的膨胀,光在 137亿年间传播的范围大约有930亿光年,约为 8.8×1028厘米,所以1029厘米一说更合理。——译者注
⑤ 应该说我们生活在其中一个低谷中,因为在这张图中,高处表示暴胀仍在继续的区域,低谷表示暴胀已经结束的区域。——译者注
⑥ 这种力仍然属于引力相互作用,只不过表现形式与万有引力相反,是相互排斥的。——译者注
如果在路上遇到岔路(fork),就把叉子(fork)拿走。
——约吉·贝拉(Yogi Berra,前职业棒球选手,多有巧言妙语)
随机的宇宙
[机械唯物主义者的]宇宙是人逃避现实、能把埋头进去的最小的洞。
——吉尔伯特·K.切斯特顿
自20世纪初以来,宇宙学家都在深入研究各种可能的宇宙模型,并与天文观测进行比对,然后从中挑选出一个与观测结果最为相符的。而现如今,他们要同时将所有可能性都考虑进来了——某种“多重宇宙”的可能性,其中每一个宇宙都占据多重宇宙的一个角落,每个角落都要比我们可见宇宙的全部还要宽广。这种想法的新颖之处在于,这些可能的宇宙都可以同时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而不仅仅是哲学家口中的“可能的宇宙”、或然历史学家所谓的“或然的宇宙”,又或是奥运会银牌选手心中的“假如当初那样、结果就会那样的宇宙”。
我们回过头去看永恒暴胀的宇宙。在宇宙自我繁殖的过程中,新的宇宙不断破土而出,永无止境,而且这个繁殖过程似乎也没有开端。如果我们拥有上帝之眼,能够纵览全局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多重宇宙里的绝大多数宇宙仍然处于暴胀之中。个别角落就像我们所在之处一样,第一轮暴胀已经平息下来,又恢复了往日的减速膨胀。每个角落的形状、密度、温度和膨胀方式都各不相同。对于其中一些角落来说,暴胀的持续时间太短了,无法让宇宙的膨胀速度达到临界值;而对另一些角落来说,量子涨落被放大后产生了各式各样的不规则性,有的比我们所在之处的不规则性强得多,有的则弱得多。而且每个角落也都拥有各自的物理定律。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如此众多的可能性?可能存在的宇宙数目无穷无尽,用再强大的计算机也无法进行系统的研究。通过求解简单的方程,甚至是复杂的方程,我们都无法预言其中任何一轮暴胀的持续时间或真空能的大小:这些事都是随机的。
在不同的人看来,随机性的含义有所不同。有的人认为随机性就是缺乏秩序、杂乱无章。有的人认为随机性指的是不确定性,使人无法精确地确定某事。还有一些人认为,随机性意味着结局的变幻莫测,完全无法预测。在早期宇宙中,所有随机事件都源自于量子的不确定性,我们只能预测这种事件发生的概率。物质和能量的本质是量子的,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这就是随机性的根源。收集的信息再多再详细也不能消除这种随机性。这种随机性就像我们描述世界时说的空间、时间和运动一样,是一种内在属性。两个完全相同的起因并不能得出一样的量子结果。
甚早期宇宙中发生的随机事件波及了遥远的未来。密度的微小涨落最终形成了巨大的星系团,而它们都起源于宇宙暴胀时产生的量子不确定性和量子随机性。
这种量子的粗粒性意味着,如果我们想预测永恒暴胀宇宙中的事件进程,就必须学会概率论的语言。理想的情况下,如果你大体选定了一种宇宙(跟我们的可见宇宙非常类似),我们就很想知道,永恒暴胀宇宙在自我繁殖时,会有多大概率产生这样一种空间。可惜,到目前为止,宇宙学家仍然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么难的问题,仍然不知道如何才能搞清楚其中所谓的“概率”或“可能性”的含义。[1]然而,这个问题还没有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人们提出了几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并分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每一种方案都有不足之处。也许,我们离问题的解决只有一步之遥。[2]
概率性的宇宙
我一直在寻找用以表达现实的抽象方式以及会给自身启迪的抽象理念。
——埃里克·坎通纳(Eric Cantona,法国著名足球运动员)
在谈论可见的宇宙时,我们所提到的“不可能的”和“可能的”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呢?假设我们已经得出了宇宙拥有某种属性的概率(例如其中存在原子或恒星的概率),形如图10.1所示。我们所画出的这张图很有代表性,描述了某个自然常数的概率分布。其中有一个峰,表示最可能出现的结果,从这个结果出发朝两边走,概率就会越来越小。这张图可能是多重宇宙理论的一个预言,于是我们想知道如何使用这张图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我们的可见宇宙所拥有的性质在这张图中出现的概率是否为最大?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的可见宇宙所拥有的性质在这张图中是极不可能出现的,那么我们是否该认为多重宇宙理论错了呢?
图10.1 宇宙中的自然常数可能拥有许多不同的取值,每种取值出现的概率各不相同。最可能出现的取值超出了允许生命存在的取值范围,因此我们观察不到这样的最可能出现的宇宙
对于以上问题,如果你回答“是”,那你就错了。为了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多重宇宙理论中的“生命”知识。也许,任何形式生命都可以被狭隘地定义为“原子间的复杂行为”。要想使生命的出现成为可能,宇宙中的自然常数就必须落在特定的取值范围内。如果永恒暴胀最可能产生的结果处于这个范围之外,因而这种最可能的宇宙中不允许生命的存在(也许是因为该宇宙的温度从未降低到一百万度以下),那么我们就不该为自己连最可能出现的宇宙都没有见到而感到惊讶。此外,假如允许生命存在的自然常数的取值范围非常狭小,那么非常有可能的情况是,我们不能根据这张图就否定多重宇宙理论。重点不在于宇宙拥有特定属性的概率,而在于宇宙中可能存在观测者(“生命”)的同时,也拥有这种特定属性的条件概率①。至于不可能存在“观测者”(其中的观测者不必像我们人类一样)的宇宙,当我们用证据验证理论时,这种宇宙就不算数。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们之前还不太习惯将宇宙学家的存在与否当作宇宙学理论正确与否的重要因素。
人择的宇宙
如果少一点自我的遮蔽,我们心灵的镜子便能多一点映照出宇宙。
——莫里斯·德鲁翁(1918~2009,法国小说家)[3]
宇宙学家早就意识到,宇宙的大尺度属性和生命是否能够存在之间存在某种惊人的紧密联系。乍一看,这件事有点儿怪。宇宙很大,数不尽的恒星和星系朝各个方向延伸了数百亿光年。这些东西怎么会跟此时此地、在一个不起眼的星系里绕一颗普通恒星转动的我们发生联系呢?
这种意外的联系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宇宙的膨胀将空间和时间连在了一起。宇宙刚开始膨胀时,“生命”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能够形成复杂分子结构的化学元素,例如碳、氧和硅都不是现成的。宇宙最初三分钟的原初核合成仍未将那些元素制造出来,而只是产生了氘、氦和锂。不过,这些生命所需的元素都是经过百亿年的煅烧之后才被恒星制造出来的。这个过程涉及到一系列核反应,先是两个氦核合成了铍,再加入一个氦核就合成了碳,再加入一个氦核就合成了氧,依此类推。这种过程发生于恒星死亡的时刻,当死亡的恒星发生爆炸,形成一颗超新星时,所产生的化学元素就会散布到宇宙空间中去。最终,这些化学元素形成了宇宙尘埃、小石块,然后聚集成行星,进而组成分子和人类。
想要产生碳元素以及像太阳这样以氢为燃料的稳定恒星,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环境,就需要让恒星花费数十亿年来完成炼金术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为宇宙如此古老而感到惊讶的原因。任何化学复杂性所需的砖块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烧制才能产生。又因为宇宙在膨胀,如果宇宙已经很老了,那么宇宙的体积必然会很大——百亿光年之广。假如宇宙跟银河系一样大,让其一千亿颗恒星孕育行星系统的话,看起来有足够大的空间滋养大量的生命。但这样一款经济型宇宙的年龄也就一个月左右。这点时间根本不足以让恒星演化,烧制出生命复杂性所需的砖块。
如果把目光转向可见宇宙的其他方面,我们会发现,为了允许生命存在,这些方面的属性也必须落入相应的取值范围。我们已经提到过,宇宙的膨胀速度可以比临界速度更快,或更慢。如果宇宙年轻时的膨胀速度过快,恒星和星系就无法形成了,因为物质会分得太开,牛顿、金斯和栗弗席兹的引力不稳定性就无法让物质结团了。相反,如果膨胀速度比临界速度还慢很多,物质在宇宙早期就会结成致密的团块,宇宙中就会充满黑洞而不是以氢为燃料的恒星。我们再一次发现,不该为宇宙的膨胀速度非常接近临界速度而感到惊讶。如果不接近的话,我们就不会存在于宇宙中了。
为什么宇宙的膨胀速度在临界速度附近保持了如此长的时间?暴胀宇宙模型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图10.2)。[4]乍看之下,这种思维方式很怪异。我们通常称之为“人择原理”。这不是一个理论,无法被证明或证伪(它是正确的),而是一种方法论的原理,能够防止你从证据中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个原理告诉我们,宇宙拥有生命的存在和演化所必需的属性,所以我们不可能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这样属性的宇宙中。许多事情都可以归结为,烧制生命复杂性的单元需要足够长的时间,这些结论我们已经知道了,所以可见的宇宙必然非常宽广。这同时也说明宇宙必然十分寒冷、十分昏暗。经过了百亿年的膨胀,空间中辐射物质的温度必然持续下降,宇宙的尺寸每增大一倍,温度就下降为原来的一半。漫长的膨胀降低了宇宙的物质密度,所以今天平均每立方米的空间中只有一个原子。经过了百亿年的膨胀,物质的密度如此之小,辐射的温度如此之低,宇宙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照亮我们的夜空。即使利用爱因斯坦的 E=mc2大法将宇宙中所有物质瞬时转化为光,我们也看不到任何显著的现象。空间中辐射物质的温度只是经历了一个不起眼的上升,从3开上升到15开。因此,夜空十分昏暗是因为宇宙十分古老。宇宙的夜空曾经十分明亮,到处都像太阳表面一样耀眼夺目,那时宇宙大约25万岁,尺寸只有现在的千分之一左右。当时的温度太高了,任何恒星、行星、分子、原子都无法形成。没有观测者能见证如此夺目的夜空。
图10.2 膨胀速度偏离了临界速度的宇宙或者会在恒星形成以前就经历一场大塌缩,或者膨胀得太快,物质抵不过宇宙膨胀的影响,无法结合成星系和恒星
这种看待我们的宇宙结构以及其他我们能想象到的宇宙结构的新视角,统一了我们对生命和宇宙的认识。这种视角同时也能防止我们从天文观测证据中得出错误的结论。在第 4章中我们看到,保罗·狄拉克发现不同自然常数的取值之间存在某种巧合,如果将特定的常数组合在一起,就能得到两个约等于 1039的大数。他认为,这两个数值如此之大,又如此接近,说明自然常数的背后必然存在某种未知的方程或者未知的自然法则。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样,狄拉克的想法的新奇之处在于,其中一个大数来自于真正的自然常数的组合,而另一个大数则涉及宇宙的年龄,狄拉克把宇宙的年龄也当成了某种常数。但是宇宙的年龄会随着时间增长,为了让两个 1039保持相等,他就得强行要求其他传统的自然常数也要随着时间变化。他选择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常数G,要求它会随着宇宙年龄的增长而变小,与时间呈反比。这是一种激进的想法,但这个想法没什么根据。罗伯特·迪克指出,大数之间所谓的巧合不过是换个说法说明,我们观察宇宙时,宇宙所经历的时间刚好来得及让恒星形成,并处于稳定地燃烧氢元素的时期。我们不可能在恒星形成之前就开始观察宇宙,观测者也不可能在所有的恒星都耗尽了各自的能源后还能悠然自得,所以狄拉克说的巧合一点儿也不巧妙。由于忽略了天文观测中观测者所扮演的角色,狄拉克就得到了错误的结论。诞生于大爆炸的宇宙存在几个特殊的时期,如恒星可以形成并能够稳定地存在的时期,原子可以形成的时期,等等。稳态宇宙理论给宇宙套上了一套紧身衣,要求其历史中不存在特殊的时期,但这个要求严重地违背了天文学的观测证据。
狄拉克并没有公开接受迪克的批评,而是声称,他很乐意承认我们不会在恒星形成之前就开始观察宇宙,但他又认为,说恒星耗尽能源后就不可能存在观测者是没有道理的:
按照迪克的假设,只有在一段特殊的时期内才有可能存在宜居的行星。在我的假设中(也就是G会随时间变化),在无穷远的未来,这种行星依然能够存在,而生命永远不会灭绝。这两种假设谁对谁错尚未有定论。我倾向于那个允许生命无限延续的假设。[5]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33年1月,狄拉克就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生命观,并在笔记本上花了三页的篇幅阐述了他的理解,这些文字和上述生命在宇宙中无限延续的想法极其相似。他的哥哥菲利克斯自杀后不久,狄拉克拒绝用传统的宗教方式进行悼念,而是转向另外一种形式的信仰,即为生命的存在寻找意义和目的,并将这些想法记了下来。他的私人笔记已经隐隐透露出他后来的宇宙观:
[我的]信仰是,人类会永远繁衍下去,能够毫无限度地发展和进步下去。为了我内心的安宁,这是我必须作出的假设。如果一个人能够以某种方式为无限的发展环节贡献绵薄之力,活着就有价值的。[6]
虽然在公开场合对观测者决定宇宙学观测的想法不置可否,狄拉克在与伽莫夫私下联系时还是有所表示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如果G 的数值曾经比现在大得多,就会改变太阳的演化和地球的温度,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于是狄拉克的引力常数随时间变化的理论很快就被否定了。但是狄拉克又提出了一种很不靠谱的说法为之辩护,假设太阳系围绕银河系转动时,碰巧路过了巨大的尘埃云。太阳额外地吸积了一些物质,质量有所增加,刚好抵消了G的数值变小所产生的影响,于是太阳对地球的引力能够保持不变。伽莫夫认为这相当不太可能,而且很“不雅观”——伽莫夫所说的“雅观”,意思是狄拉克应该用优美的数学形式来表达这个神话故事般的物理理论。为什么整个宇宙的G都变化了,而太阳吸积的物质正好能够抵消G的变小?然而,在1967年11月写给伽莫夫的信中,狄拉克竟然出人意料地用某种人择原理的说辞为自己进行了辩解:
我不认同你对我的吸积假说的反对理由。我们可以假设,太阳曾经穿过某种致密的云层,致密到可以让太阳俘获充足的物质,以保证地球在 109年中都保持适宜的温度。你可能会说这不太可能,因为云层的密度不太可能刚好达到这个目的。我同意。这不太可能。但这种类型的不太可能并不是重点所在。假如我们考虑所有存在行星的恒星,其中只有极个别的恒星穿过了密度适当的云层,于是相应的行星才得以长时间保持恒定的温度,以使高级生命能够发展壮大。正如我们先前所想的那样,存在人类的行星不会很多。但是只要存在一个这样的行星就足以解释现实了。因此,太阳可能有那么一段极不寻常又不太可能发生的历史,我们没有理由反对这个假设。
有趣的是,狄拉克从来没有用这样的理由来解释大数巧合。
回想一下我们会发现,这种类型的“人择”理由同样也使得20世纪50年代的稳态宇宙模型看起来疑点重重。在大爆炸理论中,宇宙的年龄大致与膨胀速率的倒数相当,天文学家把宇宙当下的膨胀速率观测值称为“哈勃常数”。
在稳态宇宙理论中,宇宙不存在年龄一说(年龄是无限大的),因此,膨胀速率就成为宇宙的一个完全独立的属性,需要单独进行解释。天文观测表明,像太阳这样的稳定恒星的年龄非常接近宇宙的年龄,但显然比后者小一些,这个特点在大爆炸模型中是完全正常的。形成星系,然后形成恒星,然后是行星,然后是天文学家,历史环环相扣。[7]因此,在大爆炸理论中,宇宙现在的膨胀速率大约等于恒星年龄的倒数一点儿也不奇怪。[8]但在稳态宇宙理论中,这完全是个巧合。
天文学家逐渐搞清楚了宇宙中生命的存在与否对各个物理学常数的敏感度。就像宇宙的膨胀速率稍微一变,就会对生命产生剧烈的影响一样,改变自然界中相互作用的强度,改变基本粒子的质量,都会导致恒星和原子无法形成,进而改变宇宙的历史进程。[9]这种关于生命对物理学常数和宇宙结构的敏感度(或不敏感度)的计算,后来被称为“人择”观点。[10]这种观点有时会说,我们观测到的宇宙在某些方面被“微调”过了,因此有利于生命的演化。如果某些常数的取值发生一点点改变,那么幸运之窗就会关闭,原子和恒星就无法形成了,生命的复杂性也就无法显现了。
确定其中一些概念的含义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定义的“生命”包含多广的范围?自然常数的“一点点”变化又是多少?所有这些常数都是相互独立的吗,还是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的原因是我们缺乏一个完备而统一的物理学理论?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种看待现实的观点都还是让人觉得古怪。大多数宇宙学家认为,我们只有一个宇宙,宇宙拥有它所拥有的性质;从科学的角度讲,再没什么可说的了。你可以走得稍微远一些,设想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还存在很多(甚至所有)可能的宇宙,而我们的宇宙则恰好处于这个展览馆里一个允许生命存在的区域。[11]为了解释这个状况,你可以借助哲学或宗教的观点来讨论宇宙是否允许存在生命。但假如宇宙只有一个,而它又不适宜生命存在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坐在这儿讨论这个问题了。
只有一个宇宙的论调还有一个关键的假设,那就是所有自然常数以及宇宙的所有性质都是完备而唯一的,其中不存在任何灵活性,不存在另一个与我们的自然法则、自然常数略有不同的宇宙。想象你用麦卡诺组合玩具搭成了一个三角形和一个正方形,并在拐角处拧上螺丝。这两者大不相同。正方形不是刚性的:如果把顶部向右拉,把底部向左拽,就会将正方形流畅地变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图10.3)。但是三角形可不吃这一套,它是刚性的。[12]
图10.3 铰链将杆子连接成刚性的三角形:如果不把它折弯,就无法将它自然地变成别的形状。铰链连接成的正方形就不是刚性的了:我们可以将它自然地变成平行四边形
物理学的定律和常数是像刚性的三角形一样,独一无二;还是像灵活的正方形一样,存在无限种可能,其中一些比较类似,而另一些则迥然不同呢?实际上,在正方形的例子中,我们已经对其连接处和边长施加了某种限制。同理,即使存在多套不同的常数和定律,也不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在可量化的自然常数背后,仍然可能存在一种支配一切的约束条件。像爱因斯坦这样寻找一个万有理论(他的“统一场论”,或者爱丁顿的“基本理论”)的物理学先行者,坚信物理学家能够找到关于这个世界的唯一的终极描述。事实上,他们试图用数学的对称性和纯粹的思考来寻找这样的基本原理。这个目标远远超出了当时的实验水平。你只能寄希望于什么时候有一种美妙的数学结构会从书中跳出来,然后说道:“这就是唯一的可能!”
如果你问爱因斯坦如何看待其他宇宙,或者其他类型的多重宇宙,其中的自然常数的大小与我们的观测结果大相径庭,他可能会不怎么感兴趣。有一次,爱因斯坦给他的老朋友、一辈子的通信对象伊尔斯·罗森塔尔–施耐德(Ilse Rosenthal-Schneider)写信说道:
在一个合理的理论中,不应该存在只能凭经验确定的无量纲常数。当然,我无法证明这一点。但是我也无法想象在一个统一的、合理的理论中,会存在这样一种常数——如果造物主心血来潮对此略加改变,一个性质不同但同样有效的世界就会出现……从纯粹逻辑的角度讲,如果自然法则中的无量纲常数可以取别的值,那么这样的常数就不应该存在。在我看来,凭借我对“上帝的信仰”,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寥寥无几。[13]
可能的宇宙
曾经有一段时期人们认为,一切都会发生改变,但实际上一切照旧,只不过换了种形式。
——亨宁·曼凯尔(瑞典侦探小说作家)[14]
自1990年起,旧的观念逐渐发生了转变,人们不再把宇宙和其中的常数和定律看作刚性的三角形。宇宙的很多性质曾经被看作硬道理,如今却被解释为某种深层原理所导致的对称性破缺。如果你将一块铁棒从极高的温度冷却到 770 摄氏度以下,那么铁棒就会变成磁铁。铁棒的哪一头变为北磁极,哪一头变为南磁极,几率是相等的。在铁棒变冷之前,你没有办法预测哪一头会变成北磁极;当铁棒的温度跌至770摄氏度以下时,原子的对称性就破缺了,铁棒的南北磁极就随机地产生了。
这类随机的“对称性破缺”过程能够决定宇宙的许多重要性质——正反物质不对称性、原子物质的密度以及宇宙级磁场的强度和方向。在这个前提下,人择原理的概念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如果宇宙不同角落中的对称性以不同的方式破缺,就会产生性质各不相同的新宇宙。
混沌的永恒暴胀宇宙存在的一些独特行为说明,引入人择原理至关重要。永恒暴胀宇宙的很多角落比我们的可见宇宙还宽广,于是我们得计算一下,产生一个拥有某种特定性质的宇宙的概率有多大。如果引入对称性破缺所导致的复杂性,我们就会发现,永恒暴胀所孕育的众多“宇宙”也可以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物理性质。不同角落的自然常数可以有不同的取值;弦理论预言,多重宇宙不同角落的巨大空间维度(甚至时间维度)也会各不相同;基本的相互作用数目和种类也可能各不相同,其中每一种组合都体现了弦景观的一种真空态。
在传统的科学方法看来,这个问题实在太艰巨了。人择原理教育我们,研究不同宇宙从多重宇宙中产生的概率时,我们应该集中精力研究一些特殊的宇宙,在这些宇宙的某个演化时期,能够产生复杂性、生命以及存在意识的观测者。这个子集也包括我们的可见宇宙,但是我们并不想把生命定义得过于保守,不然就没法产生跟我们的意识类型截然不同的生命了。目前,想要确定宇宙中能产生观测者的条件实在太难了。我们甚至连定义“生命”所需的必要条件都不清楚。我们所了解的只不过是一些弱的充分条件,这些条件差不多都来自于我们对自身的认识。
这导致我们很难预言,多重宇宙的众多可能性中哪一种宇宙最有可能产生生命。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搞清楚哪些物理定律、宇宙的哪些结构触及了产生生命复杂性的关键。我们只了解其中一些关键性因素,但能肯定的是,真正的约束条件一定比我们目前所认为的要宽松得多。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找到能将自然界四种基本相互作用(电磁、弱、强和引力)统一起来的万有理论。当我们找到这个理论时,也只不过了解了更多决定基本相互作用特性的自然常数之间的关联性和依赖性。目前,我们只知道改变放射性物质的衰变率时并不用担心这会对引力或原子的结构产生什么影响。一个完备的统一理论应该表现出所有这样的关联性,并且能够保证,其中的物理规律应该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如果我们学会了计算这种概率和条件概率的方法(我确信这要不了多久就能学会),我们还得面对另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也就是研究“观测者”对物理规律的依赖性,然后用一个完备的理论来描述这些依赖性。用这种方法我们也许就能找出几种不同的宇宙族,其中的每一个宇宙都能满足生命产生的必要条件。接着,我们可以研究哪一个宇宙才是最可能出现的。但是假如最可能的那个族中的宇宙跟我们看到的宇宙不太像呢?我们是会断定理论的某些部分(或者全部)错了,还是会断定我们的宇宙并不是其中最可能的宇宙呢?假如我们找到的几个族大体上看都差不多的话,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进行抉择呢?
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所以我们必须把人择原理铭记在心。无论多重宇宙中各种宇宙出现的概率有多大,最后都必然要考虑到观测者的存在。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上述讨论中,我们自己(以及其他能收集和处理信息的实体)也是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的一部分。
自制的宇宙
哲学的精髓在于,从一些极其简单的、没什么可说的概念出发,得出某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悖论。
——伯特兰·罗素(1872~1970)[15]
不断自我繁殖的宇宙尝试了所有可能的真空态,以及各式各样的物理常数、空间维度和基本相互作用的组合模式,这是我们得到的最接近“所有可能世界”的图景。从前的哲学家经常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思考“所有可能世界”。关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否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哲学家们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激烈的争论。[16]然而,暴胀宇宙并没有尝试宇宙所有属性的所有可能变化,因此,它并没有创造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所有”可能世界,而只是尝试了弦理论允许的所有自洽物理规律的版本。这些版本的数量十分惊人,不过是有限的,约为10500。
这个繁殖过程由物理定律所决定。它并不像中世纪基督神学中的宇宙创生,是一种神秘的“从无中创造”。乍看之下,即使在这样的限定条件下,人们依然会觉得将某种东西“创造”出来是不可能的。但这并没有违反任何物理学守恒律。设想一次自发的量子涨落产生了一个虚的粒子和一个虚的反粒子。如果每个粒子的质量都是 M,就要求总能量为2Mc2。但如果这些粒子之间存在某种吸引的相互作用,例如引力或电磁力(如果它们电性相反的话),那么这种相互作用就会贡献一种负的“势能”,因为这种势能一旦被释放出来,就能转化为粒子的运动。这就像你扔出一块石头,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石头会掉落在地面上。
值得注意的是,2Mc2的正的能量和吸引作用产生的负的势能加起来可以恰巧为零,于是从量子真空中“创造”两个粒子并不消耗任何能量(图10.4)。
这样的过程,再加上“宇宙”在永恒暴胀之中自发繁殖的过程,使得宇宙学家开始设想,我们能不能人工地激发这种繁殖过程呢?[17]我们能不能通过激发某一次涨落,产生像永恒暴胀一样的效果,从而“创造”出一个宇宙来呢?至少从原则上来讲,物理学定律是否允许这样做呢?
这个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有的人证明不可能,有的人证明可能,然而其中似乎也产生了极其不必要的副产品,如无穷大的密度。与此同时,也有人,如亚利桑那大学的爱德华·哈里森,认为这开辟了高级文明得以操纵宇宙的前景。[18]
图10.4 产生一对虚粒子(虚的粒子和反粒子),然后湮灭
设想宇宙中存在一些高度发达的文明,他们已经完全掌握了在附近空间制造特定量子涨落的方法,这些涨落会迅速引发暴胀,产生新的婴儿宇宙。那些超级宇宙学家也已经完全掌握了自然常数和物理定律的奥秘,知道什么样的组合才会允许生命的产生。假设(考虑到可能性的数量以及从中进行选择的计算复杂性,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他们有能力控制对称性破缺的过程,能通过控制温度下降来选取特定的真空态,那么他们就能够强行孵化出新的宇宙,其中的自然常数和物理定律比他们自己的宇宙还要适合生命的繁衍。加快自我繁殖的速度,快进到好几代宇宙之后,更加发达的文明就会产生(而且产生得更加容易,因为新宇宙出现生命的“几率”被上一层文明精心调整过了),他们于是拥有更加先进的技术来调制更新的宇宙。哈里森设想,我们的宇宙之所以如此恰到好处,如此适合生命的繁衍和演化,或许正是因为宇宙经历过这种类型的强制孵化[19],它的性质都被微调过了。
这是个异想天开的想法,但其中有一点值得一提。一旦宇宙中演化出能够操纵宏观环境的智慧生物,宇宙学就成了一门不可预知的学科,就像经济学和社会学一样,因为人类的行为不但从实践上无法预测,从理论上也是无法预测的。
自然选择的宇宙
有一种学说认为,不管什么原因,如果有人发现了宇宙的本质和目的,宇宙就会立刻消失,取而代之以某种更加离奇、更加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还有一种学说认为,这种事已经发生过了。
——道格拉斯·亚当斯(1952~2001)[20]
另一个尝试解释自然常数特殊取值之谜的人是美国物理学家李·斯莫林。他不像哈里森那样异想天开,没有将智能观测者的行为也考虑在内,让他们操纵自己制造的宇宙来产生更加发达的文明。斯莫林考虑的是托尔曼想法的一种变体,即一种不断振荡的、能从收缩反弹为膨胀状态的闭合宇宙。[21]斯莫林打算把这种想法应用到黑洞内部的引力塌缩中去。毕竟,如果你在一个黑洞的内部,你就会发现它实际上跟一个闭合的宇宙没什么区别。如果你从中心出发向外走,永远也不可能穿过它的边界(图10.5)。你会发现自己总是被拉回到中心的奇点处,也就是你出发的地方。这就像一个闭合的宇宙从奇点开始往外膨胀,到最大值后再向奇点收缩。
第一个想法是,每当有黑洞形成,物质纷纷落入奇点的时候,新的宇宙就会从奇点中“跳”出来。第二个想法跟约翰·惠勒在1957年时提出的想法一样,振荡的宇宙每进行一次反弹,自然常数的大小就可能发生变化——惠勒称之为“再加工”。[22]斯莫林假设,每当有黑洞形成,其中的物质无情地被奇点吞没时,这种反弹就会发生,在新产生的膨胀中,自然常数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微小的变动。结果就形成了一种自我繁殖的局面,随着每一次繁殖的发生,其中的常数都会进行微小的变动。[23]
图10.5 一个粒子从黑洞的中心奇点发出,当它达到黑洞的视界时,距中心最远,然后它必然会落回到中心奇点处。它的轨迹很像闭合宇宙中的一个粒子,从大爆炸开始膨胀,然后又开始坍缩,经历一次大塌缩
如果我们让这个过程持续很多代,又会如何呢?宇宙中形成黑洞,然后每一个黑洞都会导致更多宇宙的形成,每一个宇宙的常数都略有变动。从这个过程的长期行为来看,按照他们的说法,我们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特殊的宇宙,这个宇宙的常数会导致黑洞产生率达到最大,因为这种宇宙的数量最多,我们存在其中的概率也最高。这跟生物学中的演化差不多。在生物学中,如果有一种可遗传的属性能导致子代数量的最大化,那么拥有这种属性的生物就会比其他生物更加普遍地存在。在这个理论中,能产生更多黑洞的引力属性就让这样的宇宙遍地开花。
如果住在这样一个历经了许多代引力的自然选择过程,最终还能脱颖而出的宇宙中,也许你就能预言自己应该会看到什么现象。因为演化选择了黑洞产生率最大的那个宇宙,所以我们宇宙里的自然常数估计已经使黑洞产生率达到或差不多达到了局部的极大值。
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的常数发生微小的变动,黑洞产生率就会下降。这听起来不错。斯莫林提议,我们可以做一些思想实验,看看略微修改物理学常数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如果这些改动导致黑洞产生率上升了,那我们能因此否定这个理论吗?斯莫林提出这套理论的目的是想在不借助人择原理或者多重宇宙概念(在多重宇宙中,几乎所有的可能性都实现了)的情况下,解释自然常数的取值为什么很特别。
可惜,这个简单的想法并不可行。且不说是否存在微小的变动导致黑洞产生率增加的问题,其中还有两个严重的问题。尽管这个理论的目标之一是将宇宙学解放出来,使我们不再苦恼于人类对理论推演的影响,但我们不难发现,这个理论本身就是人择原理重要性的最佳诠释。我们可以料想我们宇宙的黑洞产生率已经达到了最大,并且这样的宇宙允许观测者存在。如果黑洞含量最多的宇宙只包含辐射和尺寸非常小的黑洞,那么其中就不会存在任何智慧生物。为了得到该理论的一个可检验的结论,你得知道所有自然常数的取值范围,以确保观测者的存在——但这个取值范围不一定对应最可能的取值,甚至可以相差甚远。于是,你很可能会说这个理论预言了一组自然常数的取值,在允许生命存在的取值范围中能使黑洞产生率达到最大。这恰好印证了我们在图10.1中所强调的内容。
该理论的第二个问题更加严重。它假设,当你调整自然常数的取值时,黑洞产生率存在局部最大值。这是一个非常强的假设,仅对我们已知的一个常数来说,这个假设就不成立。如果我们略微改变牛顿常数 G的大小,从而改变了引力的强度,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结果在局部是单调变化的。由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影响,自然常数每变动一次,并非只可能导致黑洞的数量增加,还可能导致G的数值越来越大。此时,宇宙的引力就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24]
虚拟的宇宙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你是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那么你会更不在意别人,更愿意活在当下,会让你的世界看起来更容易变得富有,并希望试图更多地参与重要事情,会让自己更富有娱乐精神,更值得称道,以及让名人乐于围着你团团转。
——罗宾·汉森(美国经济学家)[25]
一旦你认真对待所有(或几乎所有)可能的宇宙都可以(或确实)存在的想法,那么一种滑坡谬误(slippery slope)②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文明的科技水平只要比我们发达一点点,就有能力进行一场宇宙模拟实验,其中可以产生多种能够相互交流的智慧生物。[26]这个文明会拥有强大的计算机,其计算能力要比我们的计算机高一个巨大的量级。他们不但像我们这样,能够模拟天气变化或星系的形成,还能进一步看到恒星和行星系统的形成,于是通过对虚拟世界的研究,他们的行星地质学和地形学也得到了发展。接着,将生物化学的法则和天文学的模拟结合起来以后,他们就能看到生命和意识的演化过程(根据他们的需要,这些过程都可以被任意地加速)。正如我们能观察果蝇的生命周期,他们也能跟踪生命的演化进程,观察文明如何发展,如何相互交流。他们甚至可以围观虚拟生物之间的争论:天上是否存在一个“大程序员”,他不但创造了宇宙,还可以随意挑战他们已经习惯遵从的自然法则。
一旦有谁掌握了模拟宇宙的能力,虚拟的宇宙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很快就会超过真实宇宙的数量。而且尼克·博斯特罗姆断言[27],如果随机选出一个智慧生物作为考察对象,那它更可能生活在虚拟现实之中,而不是真正的现实之中。[28]
这个惊人的结论引发了更多讨论,如果我们极有可能生活在虚拟现实之中,自己只不过是其中的虚拟生物,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正如在本节开头的引语中所说的,罗宾·汉森认为,你应该做的就是努力创造机会延长自己在这场模拟中的存活时间,或者寻求将来再被模拟一次,尽管这个忠告听起来像是很多人都信奉的个人奋斗策略,而不论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哪种类型的宇宙中。对此,保罗·戴维斯回应道,我们极有可能生活在虚拟现实之中,这以反证法证明了涵盖所有可能性的多重宇宙的存在——但这无疑会让我们从宇宙中获取可靠知识的愿望日渐渺茫。[29]
有些人认为宇宙是由一个“大设计师”专门为生命的存在而设计的。为了反对这种论调,一些宇宙学家明确地提到了我们所介绍过的多重宇宙学说以及暴胀宇宙理论。[30]无论生命所需的条件多么苛刻,如果在无限的空间中存在一切可能性,多重宇宙中就必然会存在一个宜居的宇宙。但在讨论中常常会被忽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所有的可能性中,宜居地带所占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没人知道答案。因此,那些人认为,多重宇宙只不过是一种逃避微调问题的简便方法。
对于多重宇宙理论的这两种观点都希望能够避免走向形而上学。但可惜多重宇宙的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已经看到,一旦有意识的观测者能够随意干涉宇宙的进程,而不再是被动的“观测者”,那么结果就会是再次出现数不尽的神,他们以模拟者的面貌出现,掌管着手中虚拟现实的生杀大权。模拟者能确定虚拟世界所受的各种规律,同时也能对之作出修改。他们能设计出一种人择原理的微调方案。他们可以随时拔掉插头,也可以参与到模拟之中或者置身事外。他们可以冷眼旁观,看着虚拟生物在讨论是否存在一个掌控全局的神。他们也可以制造奇迹,或者将他们的道德准则引入到虚拟现实之中。他们永远不用担心自己会造成什么伤害,因为他们的玩具现实不是真的,不是吗?他们甚至可以观察到虚拟现实里的文明发展出了极高的科技水平,于是在虚拟现实中再模拟出一层虚拟现实出来。
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我们有可能将虚拟的现实与真正的现实区分开来吗?如果我们只不过是在虚拟现实当中进行科学观察,我们又能预期观察到什么呢?
首先,模拟者会避免在虚拟世界中运用整套自洽的自然法则,因为这会比较复杂,而且他们大可只需拼凑出接近“真实”的效果。当迪斯尼的动画片要表现湖面的反光时,他们不会利用量子电动力学和量子光学的定律去计算光的散射,因为这得动用超强的计算能力。相反,用一些合理的经验法则就能模拟光的散射过程。这比真实的散射过程简单许多,但却能营造出真实的感觉——只要人们不要离得太近就行了。如果模拟者只不过想玩玩而已,选择这样经济实用的方案来模拟现实就很有必要。但如果模拟程序之中真的包含这样的不足之处,就可能偶尔会出现穿帮镜头,也就是业余剧团表演话剧时常见的“吱吱作响的布景问题”,而且也许这种穿帮镜头在虚拟世界内部也能看到。
即使模拟者一丝不苟地模拟了自然法则,他们也无法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虽然他们对自然法则的认识十分深刻,这种认识也不可能是完备的(一些科学哲学的研究者会论证说,事实绝对会是如此)。他们也许知道很多模拟宇宙所需的编程知识,但对于自然法则的了解总会存在一些空白,或更糟地,存在错误之处。这些漏洞应该是难以捉摸、不易发现的,不然我们设想的“发达”文明就配不上“发达”二字了。
这些缺点不会妨碍模拟实验开机并长时间地流畅运行,但慢慢地会有一些缺陷逐渐显现出来。最终,这些缺陷产生的效应如同一场雪崩,导致虚拟现实“死机了”。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让程序员每发现一个缺陷,就立刻打上一个补丁。家里有电脑的人早已对这种解决方案习以为常了。我们会定期收到系统的更新提示,以便修复程序设计者原先没有预料到的漏洞,或者防止新型电脑病毒入侵。模拟开始以后,模拟者也会采取这样的临时防护措施,更新自然法则的版本,并向其中添加一些他们新学会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逻辑矛盾在所难免,模拟的法则时不时地就会被破坏一次。虚拟世界中的居民(尤其是虚拟科学家们)偶尔会被他们得到的实验结果搞糊涂。而虚拟天文学家们则可能,打个比方说,从观测中发现他们所谓的自然常数正在缓慢地变化着。[31]
统治虚拟世界的法则甚至也可能突然失灵,这很可能是因为模拟者在应用一种在模拟其他复杂系统时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手段,即使用纠错代码,让事情都回到正轨。
以我们的遗传代码为例,如果任由这些代码运行,人类就延续不了多长时间。误差日积月累,必然会产生致命的危害。幸好存在一种纠错机制,能够识别和修正遗传代码中的错误,使我们免受退化的威胁。许多复杂的计算机系统中都有这种内置的“拼写检查”功能,以防止错误的积累。这种纠错码是由贝尔实验室的理查德·海明(Richard Hamming)在1950年最早提出的。
如果模拟者利用了纠错码防止整个模拟(以及更小尺度上的我们的遗传代码)出错,那么虚拟世界的运行状态和法则就会时不时地被修正一下。这样,神秘的改变就会突然发生,违背了虚拟科学家通常观测和预测的自然法则。
我们还可以预期,虚拟现实的各处都具有最高程度的计算复杂度。虚拟生物的计算复杂度应该与最复杂的无生命系统(如天气系统)的相当,借用史蒂芬·沃尔夫拉姆的说法(虽然他是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而提出的)就是“计算等价原理”。[32]
关于从内部区分虚拟和现实的问题,一个最普遍的担心就是,模拟者能够隐隐预感到不妙,因而会预先调整模拟的过程,防止故障的发生。这套新的虚拟现实可能又会与真正现实产生新的不一致,但他们又可以通过再次预判而防止故障的发生。
问题在于,把其推至极致时,这种先见之明是否可能。这个问题很像卡尔·波普尔所考虑的计算机的自指能力极限(self-referential limits)。[33]最近,唐纳德·麦凯又在另一种背景下利用了同样的论证。麦凯借此否认存在这样的逻辑可能性,即如果事先将一个人的命运告诉他,他未来的行为仍然是可预测的。[34]
只有不把预测结果告诉你时,关于你未来一切活动的预测才可能是正确的。一旦我的预测结果被你得知,你就有可能改变未来的计划。[35]因此,关于你未来的活动,不可能作出没有条件限制的预测。世俗事物中也会出现这样的例子,例如预测选举的结果,对选举结果的公开预测不可能不考虑预测本身对选民的影响。[36]这种类型的不确定性在原则上是不可约的(irreducible)。但如果不公开预测结果的话,其正确率可以达到100%。
这一切都说明,如果我们生活在虚拟现实中,我们就会偶尔遇到自然法则的突然失灵,会发现自然法则和自然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微小的变动。[37]这也让我们第一次意识到,对我们理解真正的现实来说,自然的缺陷就同自然法则一样重要。
这些略有跑题的讨论已经进入了通常由科幻作家占据的地盘,但我只是想指出,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存在无数个可能的世界(它们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的想法,那么也许会得出许多异乎寻常的推论。我们可以设想,在将来,现有某些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可以让我们的后人对这些推论进行检验。我们甚至不用发明新的科学,技术进步本身就可以把这搞定。[38]我们所见宇宙的本质及其可能的虚幻性让我们触目惊心,甚至令人忧心忡忡,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在18世纪末时所说的话。
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驳斥了许多在当时非常流行的关于上帝存在性的论证,将矛头直指这些论证当中对于神创论完美本质以及神的唯一性等假设。[39]这里摘录了休谟关于“多重世界”及其可能存在的缺陷所作出的讨论③:
你必须承认,从我们狭小的观点,我们是不可能说出,这个宇宙体系比起其他可能的、甚至真实的宇宙体系来,是否包含有任何巨大的错失,或值得承当任何巨大的赞美……假如我们考查一只船,对于那个制造如此复杂、有用、而美观的船的木匠的智巧,必然会有何等赞叹的意思?而当我们发现他原来只是一个愚笨的工匠,只是模仿其他工匠,照抄一种技术,而这种技术在长时期之内,经过许多的试验、错误、纠正、研究和争辩,逐渐才被改进的,我们必然又会何等惊异?在这个世界构成之前,可能有许多的世界在永恒之中经过了缀补和修改;耗费了许多劳力;做过了许多没有结果的试验;而在无限的年代里,世界构成的技术缓慢而不断地在进步……
就他所知道的,这个世界,比起一个高的标准来,是非常错失,非常不完全的;这个世界只是某个幼稚的神的初次的尝试作品,后来他抛弃了它,并对于他的恶劣的工作感到羞愧;它只是某个不独立的,低级的神的作品;对于较高级的神,它是嘲笑的对象;它是某个老迈的神的衰朽期的作品;自从他死了之后,它就依靠着它从神取得的起始的冲动和动力,往前乱撞乱碰。[40]
休谟设想了一幅多神论的情境,这些神的资质良莠不齐,创造出来的宇宙质量高下不等,就像徒弟试图模仿师傅的作品。但如果我们将“幼稚的神”和“老迈的神”代之以各种模拟者的话,那么他所预想的就是一个遍布虚拟宇宙的世界,其中有好的、前景光明的,也有次的、难逃厄运的。
如果所有可能的世界都存在,而我们活在一个自然法则与众不同的虚拟世界中,这和只有一个真实的世界有什么区别吗?实际上,这应该有什么区别吗?[41]如果你是一个想要研究世界运转规律的(虚拟)科学家,那么这会让你感觉相当失落,毕竟任何事情都可能无缘无故地发生。所以毫不意外,在科学世界观里,虚拟现实并不受欢迎,因为它们的存在会动摇科学世界观的根基。哲学家们倒是更能严肃地考虑这样的问题,有些甚至会以此为背景讨论伦理学问题。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发人深省。
罗宾·汉森指出,如果存在虚拟现实,那它就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影响你的行为。[42]虚拟的经历,无论看起来多么真实,都比真实的经历更可能遭遇无法预料的戛然而止。这让汉森推断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你会更不在意别人,更愿意活在当下”。我们很熟悉电影和舞台剧中这样的场景,明星的周围簇拥着大批优秀演员,他们和明星之间有互动;再往远处,就是临时演员和打零工的低薪演员,他们以低成本充当着背景。同理,在虚拟现实之中,离你很远的人物可能不过是一些虚假角色,你不必太在意他们。汉森指出,如果你处于他人的模拟之中,那么最重要的是,你要让自己更富有娱乐精神!要出名!要变成重要角色!这会增加你在虚拟现实中的存活几率以及将来别人再次把你模拟出来的机会。而如果你没能拥有这些特质,就会像肥皂剧中的角色一样,被编剧发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度长假,然后再也不会回来了。
如果我们看看新闻里那些人的行为举止,再想想汉森的话,也许就很容易得出,我们一定生活在模拟之中。然而,以上这些都不太有说服力。你应该如何举动完全依赖于模拟者的道德立场。如果他们喜欢娱乐,你就会变得富有娱乐精神。而如果他们追求一种崇高的目的,那么通过为正义事业牺牲殉道,你就非常有可能被再次模拟出来。虽然我们并不认为这些结论应该成为你生活中的行为规范,但它们确实凸显了道德哲学及其实践的核心问题。如果虚拟现实很常见,而我们又处于其中之一,而且它又是我们熟知的那种模拟的话,麻烦就大了。但是凭什么虚拟现实就得是我们熟知的那种模拟呢?如果我们总是用“模拟”这个词来描述上帝创造一次性宇宙的行为结果,那么我们就生活在一场非常类似的模拟之中,尽管模拟者属于另一种类型。
也有些人认为,从我们可能生活在虚拟现实中的想法得出的这些异乎寻常的推论,反而成为了否定其他世界存在的强有力论据。如果绝大多数世界是虚拟的,那么这些世界之中就会存在虚假的物理定律,而我们就会犯下另一种滑坡谬误:因为不存在任何可靠的知识,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与唯我论④恰好相对的一种论调,也会导致类似的、使思想瘫痪的后果。如果可能性有无限多种且都是存在的,那么现实无疑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
没有新鲜事的宇宙
……图书管理员推断出,这个图书馆“无所不包”,书架上的书包含了25个符号[22个字母、空格、逗号、句号]的所有可能的组合。是的,所有一切——巨细无遗的未来历史,第八级天使的自传,该图书馆的正确书目,成千上万的错误书目,证明了这些书目的错误之处的手稿,证明了正确书目的错误之处的手稿,巴西里德斯(Basilides)的诺斯替教派福音书,该福音书的注解,该福音书注解的注解,关于你的死亡的真实记录,所有书的所有语言译本,所有书的所有改写版本,比德(Bede,672~735)原本可能写(但事实上没写)的撒克逊人的神话,塔西佗的那些失传了的书。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阿根廷作家)[43]
试想,生活在一个没有新鲜事的宇宙。一切都是赝品。没有一个想法是新的。不存在新鲜感,也不存在创新性。没有什么东西是第一次出现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最后一次出现的。没有什么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副本,而且不是一个副本,是无穷无尽个副本。
如果宇宙的空间无限宽广且存在生命的概率大于零,那么这种奇闻异事就有可能发生。这是因为无限大与任何有限的大数目存在本质上的不同,而不论那个大数目有多大。[44]
在一个体积无穷大、物质无穷多的宇宙中,任何发生概率不为零的事情一定会发生无穷多次。[45]这样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无数个一模一样的副本,他们完全模仿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每个人也有另外一些一模一样的副本,他们在忙一些别的事情。事实上,每个人都有无数个副本在忙活任何我们此时可能忙活的事情,只要其概率不为零。这种惊人的事态被称为“副本悖论”(replication paradox),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在《快乐的知识》一书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时人们发现了无限大的宇宙会导致这样的后果。尼采写道:
在这个巨大的几率(这是宇宙的存在基础)游戏中,宇宙会经历可计数的种种组合状态……如果宇宙无穷无尽,那么总有一个时刻,所有可能的组合都出现了,而且出现不止一次,而是无穷多次。[46]
这个副本悖论会带来种种古怪的推论。我们相信生命演化的概率大于零(因为我们存在),因此在一个无限大的宇宙中,必然存在无穷多个存活的文明。在这些文明之中,存在着我们不同年龄的副本。一处的我们死去了,还有别处的无数个我们的副本,他们都有跟我们相同的记忆、相同的经历,并且会继续活下去。这种传承会无限延续下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在这个悖论情境中得到了“永生”。这进一步引发了另一个古怪的推论。如果考虑我所有可能的经历,其中的我都有相同的过去,未来的命运却充满各种可能,那么在下一瞬间,死去的我都会远远多过活着的我。于是,为什么我依然活着呢?
这个悖论也进入神学讨论,并引发了巨大争议。假设我们将同样的推理过程应用到“道成肉身”的问题中。在一个无限宽广的宇宙中,如果一件事的发生概率有限大,那么这件事必然已经在别的地方发生过无数次了。奥古斯丁(354~430)[47]在4世纪时就用这种逻辑声称,地球上的有感情的生命一定是独一无二的,否则耶稣殉难于十字架的事件就要在其他世界中发生无数次了。[48]而 18 世纪下半叶时,托马斯·潘恩(1737~1809)则主张,其他地方也存在生命的说法明显是对的,因此,十字架殉难事件并没有发生(或者至少没有它所声称的影响),因为让它发生无数次实在太荒谬了。
我们可以问,如果我们见到了自己的一个副本,会有什么后果呢?你也许会想,这就像对着镜子进行空拳练习一样,但事实上没有理由认为,你的任何一个副本都会复制你的全部行为。在相遇之前,你们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经历,但当你们面对这个新的处境时,你们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就像两个双胞胎那样。这是你们第一次分道扬镳,而在未来,你们的经历和选择会越来越不同。然而在无限宇宙的其他地方,存在着我们的无穷多个副本,他们与我们一模一样,也要面对同样的决策问题。这就好像我们在每一时刻所有可能作出的选择都被实现了。总有一个地方存在这样一个人,他的过去经历和我完全相同,并会不断从我可能作出的选择中选出一个,进行下一步行动。作出了跟我不一样选择的人总是比跟我作出相同选择的人多得多。
这种“理论”的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如果它是正确的话,那么它不可能是原创的。从前,它已经被提出无数多次了。事实上,如果一个无限的宇宙尝试了所有的可能性,那么没有一样东西会是新鲜的。
一些宇宙学家认为这样的景象太过骇人,因而把这作为有限宇宙的有力论据。[49]还有一些宇宙学家认为,如果一个宇宙允许所有可能的事件发生而不计较其后果,那么由此得出的道德意涵令人堪忧。一切可能的或然历史都变成了现实。在这些历史之中,有时候邪恶总是能够战胜正义,而有时候邪恶甚至被当成了正义。
在现实中,物理定律为我们提供了某种保护,使我们免遭其中一些恼人的后果。即使宇宙总体上是无限的,我们也只能与其中有限的部分发生联系,因为光速是有限的。今天,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最远距离大约是 1027米。相比之下,地球的大小是1.3×107米,到最近的恒星的距离约为6×1016米。它们都非常遥远,但比起见到自己的副本所需航行的距离,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为了有机会见上自己的副本一面,你需要走上 102810 米;而为了见到地球和其中一切事物的副本,你需要走上 103010 米。如果走上 1012010 米远,你就有50%的几率见到可见宇宙的所有副本当中离我们最近的那一个。光速的有限性使得我们无法在无限宇宙中见到自己的副本。但即使我们和副本之间相距甚远,仍然会有一些关于副本的问题令人深感不安。
如果无限的宇宙总是大致处于相似的状态,就像旧的稳态宇宙模型一样,那么就会出现有关时间的悖论。任何事情,如果发生的概率是一个有限的值,就会在过去的历史中发生无穷多次。这个宇宙之中不存在任何新鲜感。此外,因为演化出智慧生物的概率是有限的,所以这样的生物必然是无限普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生物会在宇宙中大量繁殖。我们应该对这样的生物司空见惯了才对。这个结论如此古怪,再加上缺乏地外文明存在的证据,于是保罗·戴维斯[50]、弗兰克·梯普勒和我[51]以此作为反对稳态宇宙和静态宇宙支持者的观测证据。当然,所有关于无限宇宙的结论,如果正确的话,都不可能是原创的。
最后我还想提及一个严肃而发人深省的想法。我们对无限复制的想法心存疑虑,因为它看起来既奇妙,又荒谬,而且似乎不可能出现。但其实我们的周围就存在着这样一类完全相同的复制品,世界就是由它们组成的。质子、电子、夸克,所有这些自然界的基本粒子被称为全同粒子。一旦你看到一个电子,就已经看到了所有的电子。[52]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宇宙建立在复制的基础上,我们怀疑这种复制品的数量是无限的,就像膨胀的宇宙看起来是无限的一样。这是所有微调过程中最美妙的一个。可惜大多数物理学家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没有对此留下什么评论。但这意味着,复制是构成现实的深层结构的核心。
玻尔兹曼的宇宙
我相信,我们正以不可逆转的趋势奔向自由和民主——但情况也可能变化。
——丹·奎尔(Dan Quayle,老布什任期的美国副总统)
无限宇宙种种令人不安的意涵,在极端条件下考验着我们的科学方法以及我们对其的信心。另一个计算多重宇宙中存在观测者的可能性的方法是,计算某个观测者在宇宙中观测到某些结果的概率。可惜,仅仅这样还不够。如果无限宇宙中产生观测者的概率是有限的,那么他们生活的地方会有无穷多个,但在不同的情况下,他们看到的东西会以不同的概率出现。由于存在无穷多个观测者的副本,我们就无法准确地预测出,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哪些观测结果。
说到“观测者”,通常会有一种批评说,我们局限于用一种太过沙文主义的思维方式来定义生命。我们只能把地外生命想象成有点儿类似我们的样子,由原子组成,有大脑,有肉体;他们也许像计算机,但这仍然是地球上的信息处理装置的一种外推。这种定义生命的考量与 SETI (地外文明搜索计划)[53]的搜索策略紧密相关。
从前,人们往往通过探测无线电信号来搜索地外文明的活动,或者高科技活动的迹象。所谓高科技活动的迹象,意味着高耗能、高混乱度、改变行星的轨道或者影响恒星的演化,所以可能被我们看到。1964年,苏联天文学家尼古拉·卡达谢夫(Nikolai Kardashev)甚至用文明所利用的能量形式来划分文明的等级,如是否能操纵行星、恒星以致整个恒星系。[54]我增加了Ⅳ型文明,也就是能够操纵整个宇宙,就像我们在本章前面看到的那样。[55]然而,高级文明更可能的是已经将它们的技术微型化了。我们自己的技术就是在稳步地向微型化迈进。量子技术的研究使我们得以操纵单个原子,并用少量的原子和分子制造机器。纳米技术和量子计算机技术激动人心的发展使得在微小的空间内存储和运行海量信息成为可能。考虑到高科技生物会面临环境退化和资源枯竭的问题,我们可以猜测这样的高级文明会不断推动技术的升级换代,进一步微型化。文明的等级水平或许更应该由操纵微小尺度的能力来衡量,而不是操纵巨大尺度的能力。[56]这意味着文明越高级,他们的技术活动就越难以察觉,因为他们的能耗更低,产生的废热更少。他们的空间探测器甚至会比一团原子或一团分子还要小。我们根本无法注意到这些探测器的存在。
宇宙学家已经考虑到了更加离奇的“文明”形式。正如我们在第 2章提到过的,1895年,早在膨胀宇宙的理论远未提出之前,奥地利物理学家路德维希·玻尔兹曼就已经开始冥思苦想,为什么我们发现无序度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我们称之为热力学第二定律,或者“时间之箭”),而牛顿的运动定律却总是允许观测到的事件以相反的顺序逆着时间线发生。[57]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物理学定律既允许酒杯从桌子上跌落,碎了一地的解,也允许这个解的时间反演,也就是一地碎片自动组合成完整的酒杯。但后一种解所需的初始条件极难满足,所以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发生。无序转化为有序是一种时间反演的过程,要求必须满足极为苛刻的初始条件,这样所有的碎片都大小适当,运动方式也恰到好处,恰好同时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杯子。这就像是把一万块拼图板扔出去,发现它们落地时刚好组合成了一幅完整的图案一样。
玻尔兹曼想知道,宇宙的不同部分是否出现或演化出了热力学中不同程度的不可能的状态。温度处处相等的状态是最可能的,而任何自发地偏离这种均匀性的状态就不那么可能出现了。他设想,宇宙大体上平均而言处于热平衡状态。但为了使生命能够出现,宇宙的不同时期必然存在一些偏离了平衡状态的涨落。在其中一些涨落之中,有序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而在另一些涨落中有序度则会减少,两种涨落的多寡体现出两种初始状态所对应的不可能程度。玻尔兹曼和他的学生恩斯特·策梅洛(后来成为著名的理论数学家)认为,我们必然生活在其中一个寿命相当长的涨落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有序度在减少。
关于无序度随着时间增加的原因,玻尔兹曼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个是说,一开始世界就处于高度有序的状态,因此,之后最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走向无序(我们看到酒杯摔成碎片)。另一个是说,一开始宇宙的不同区域就有不同的有序度和无序度,分别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有一些更有序,有一些更混乱,但是生命必须存在于一个从有序出发走向无序的区域中。玻尔兹曼设想了无穷多个独立的世界,每个世界都形成于平衡状态的一次罕见的涨落,世界和世界之间相隔千山万水——要比从太阳到最近的恒星,如天狼星的距离还要远 10100倍。他没有告诉大家他更喜欢哪一种解释,甚至还将第二种解释归功于他多年的实验助手(舒茨博士)。[58]我们在第2章中说过,实际上这种解释十多年前就由英国工程师、物理学家塞缪尔·托尔弗·普雷斯顿在各种场合中提出了。[59]普雷斯顿后来到德国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玻尔兹曼,并于1894年获得了学位。我很想知道这个神秘的“舒茨博士”是否真的就是塞缪尔·托尔弗·普雷斯顿。
第二个人择涨落的解释吸引了一些有趣的评论者。著名的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1854~1912)就喜欢这个解释,因为如果人类生存在一个非典型的涨落当中因而最终的大混乱并非不可避免的话,那么这就可能使人类免遭宇宙的熵达到最大时的终极热寂。英国生物学家霍尔丹(J. B. S. Haldane,1892~1964)则认为,适合生命存在的涨落的出现几率极低,因而地球上的生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如果附近还存在相似的生命形式的话,我们就不得不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更大就意味着更不可能出现)、大到超出让地球产生生命所需的一个涨落。换句话说,霍尔丹关心的是,其实我们只需一个无序度在逐渐增加、能够维持生命进而产生观测者的涨落。这个涨落只要跟太阳系一样大就够了。这比宇宙的尺度小得多,因而更可能出现,而我们已经观测到宇宙在大尺度上是遵守热力学第二定律的。[60]在人择涨落的解释里,想要让整个可见宇宙无序度都像我们在地球所见的一样不断增加是极为不可能的。
这个古老的热力学问题在现代宇宙学中留下了两个残留的影响。一个是罗杰·彭罗斯提出的,宇宙现在正处于一种极端有序的状态中,所以140亿年以前的宇宙应该处于一种更加苛刻的有序状态之中。[61]宇宙学家不太相信这个说法[62],因为测量宇宙无序度(或“熵”)的大小就等于测量了宇宙的年龄,任何产生了恒星并形成了碳元素的古老宇宙必然伴有一个巨大的熵。更重要的是,暴胀就是一种产生局部有序度的方法,它能将无序赶出我们的视界之外,这样它们就看不到了。我们并不知道宇宙在整体上是否处于低熵有序的状态。我们只知道可见宇宙的这一部分如何,因此不能推断出整个宇宙的初始状态都是高度有序的,或者说现在整个宇宙都处于一种极不可能出现的状态之中。
最近,玻尔兹曼的解释又在宇宙学研究中再次出现。他的人择涨落意味着,为了能够产生文明和像我们这样的智慧生物,偏离平衡状态的涨落就得足够大,而这种几率是极低的,因而宇宙中一定充满了更小、有序度更低、无躯骸且转瞬即逝的智慧生物。在这个解释中,这样的生物比我们更可能出现,并且在一个无限的宇宙中应该已经随机出现了无穷多次了。
这些生物被称为“玻尔兹曼式大脑”。由此我们要面对这样一个悖论:在宇宙中,随机产生玻尔兹曼式大脑及其黄粱一梦的虚假记忆的几率,比起产生数十亿像我们一样拥有自我意识以及错综复杂真实记忆的生命的几率要大得多。[63]然而,正如我们在这一章所说的,尽管宇宙可能是无限的,并在某种意义上处于无限的随机过程之中,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存在物理规律主宰着事物变化的方式,还存在物理机制驱动了宇宙的快速膨胀,使得我们只能看到无限多重宇宙的某一个小角落,并且可能是个有点不一般的角落。这些进展,不论它们是多么纯理论,它们都清楚地揭示了一点,即我们的存在以及其他智慧生物的存在,都是我们在思考宇宙和检验理论时所必须考虑的因素。观测者对宇宙学理论很重要,对宇宙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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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条件概率是在一件事已发生的前提下,另外一件事发生的概率。——译者注
② 武断地将某个可能性引申成为必然性,然后串联这些不合理的因果关系,推断出一件毫无关联的结果,这就是滑坡谬误。——译者注
③ 摘自陈修斋、曹棉之的译文([英]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页39,页41)。——译者注
④ 唯我论是指,除了我和我的思想之外,其他一切事物都不可信。——译者注
理论啊理论,多得数不胜数,像一阵秋风经过,落木萧萧而下,像暴风掀开了巨大的造纸厂,碎屑纷纷而上,又像黑压压的尘云,挟裹在思想的飓风里。在这场席卷一切的干旱中喘着粗气,我差点忘了,每一粒尘埃之中都会带有一些真理的种子,大部分最后都干枯死亡了,但也有一些会活下去,产生更多的种子,变得至关重要。
——奥拉夫·斯德普尔顿(1886~1950,英国科幻小说家)[1]
黏合拓扑的宇宙
雷丁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甚至连最推崇雷丁的人都喜欢提到它离别的地方很近。“从伦敦市中心坐火车到这里只要25分钟”,值班经理热情洋溢地说。“做大巴去希斯罗机场只要45分钟!”购物中心的咖啡店女服务员说。
——英国航空《商业生活》杂志[2]
如果宇宙能从“无”中产生而不违反物理定律的话,也许用这些定律就可以描述宇宙的创生了。相信宇宙存在开端的宇宙学家都习惯认为,物理定律在那个时刻失效了。物理定律是和空间、时间和实体的宇宙一起冒出来的。我们所有关于“其他”宇宙和多重宇宙的讨论则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渐渐地,我们发现我们的宇宙只不过是自然法则的一个产物,也许只是多重宇宙的一部分:永恒历史中的一小段局部事件。尽管这种想法有点贬低了环绕我们四周的广袤宇宙,但它同时又抬高了自然法则的地位。自然法则似乎容许更多宇宙的存在。整个20世纪中,宇宙学家都在研究从爱因斯坦方程组中得到的各式各样的宇宙模型,可是他们又希望会有某种特别的原理,或是初始状态,可以让他们从中挑出一个最真实的宇宙模型来。现在,出人意料地,我们发现在多重宇宙中可以存在很多可能的宇宙,甚至是所有可能的宇宙。
从无中最有可能产生哪种类型的宇宙呢?所有遵守爱因斯坦方程组的宇宙的能量和电荷似乎都是零。这两个物理量和另外一个物理量在所有物理过程中都保持守恒,是最重要的三个物理量。能量和电荷都可以到处流动、重新分布,但如果你分别计算它们的总和,把正值和负值加在一起,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不变的。物体之间的差异还体现在第三个重要的守恒量,也就是角动量上。这个量度量了物体的旋转程度,而我们已经知道爱因斯坦方程组虽然要求能量和电荷是零,但并没有要求角动量也是零。哥德尔发现可能存在旋转的宇宙,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与宇宙总的旋转程度有关的证据。而且我们也没有指望能找到这样的证据,因为如果宇宙发生过暴胀,那么暴胀就会将任何初始的旋转减弱到无法观测的水平。[3]
1973年,美国粒子物理学家爱德华·特赖恩[4]设想了这样一种情况(帕斯库尔·约尔丹和乔治·伽莫夫以前也考虑过[5])。他提出,宇宙也许不过是量子真空中的一个虚拟涨落。量子真空会受到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的限制。这个原理认为,我们无法同时知道自然界中任何事件的位置和动量的精确信息,也无法同时知道时间和能量的精确信息。在这个图景中,特赖恩认为我们的宇宙可能“只不过是间或发生的那些事中的一员”。不确定性原理关于能量–时间的表述是,一个涨落持续的时间和能量的乘积大于一个物理常数(Δt×ΔE>h)。[6]“这说明一个能量为零的涨落——比如我们的宇宙——可以拥有无穷长的寿命。”涨落最有可能的寿命实际上是 10-43秒。微小的、转瞬即逝的涨落如果要变得像宇宙一样广袤,一样持久,那么就必须有暴胀作用在涨落之上。特赖恩没能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宇宙存在了如此之久,因为八年之后才会出现暴胀理论。他所能做的就是利用长寿的大型真空涨落的稀缺性来解释这个矛盾,这种解释也是一种人择原理,因为非常稀有的涨落是观测者出现的必要条件:
然而,这种情况的逻辑是,观测者总是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能够产生生命的宇宙中,而且这样的宇宙一定非常宽广。我们不可能看到一个寿命低于1010年的宇宙,不然智人就无法演化出来了。
如果要进一步完善这个想法,我们就得考虑宇宙诞生时最可能拥有什么样的性质。假设宇宙的大小是有限的。这样的宇宙还有很多,尺寸各不相同,我们已经知道为什么自己必然生活在其中一个大尺寸的宇宙中,尽管宇宙初始的尺寸可能很小,而且经历了暴胀。另一个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是,满足这些条件的宇宙拥有什么样的拓扑性质呢?
我们已经知道,爱因斯坦方程组能够描述平坦的或者弯曲的宇宙空间。宇宙中的物质分布决定了空间的局部形状,但这并不能告诉你空间整体形状的全部信息。有一个全局的性质还没有被爱因斯坦方程组确定下来,我们必须假设这种性质拥有某种简单的(或者更复杂)的形式。这种性质叫做宇宙的“拓扑”。1922 年,亚历山大·弗里德曼在发现第一个曲率为正和曲率为负的膨胀宇宙解时,就立刻意识到了拓扑性质的重要性。
拓扑性质和几何性质有所不同。在第 2章中,我们讲过弯曲的表面遵循的是非欧几何。让我们把这个想法稍微扩展一下。为了确定一个曲面的曲率,我们在上面标记三个不同的点,A点、B点和 C点。将三个点分别用曲面上存在的最短路径连起来,A到B,B到C,C到A。在一个平面上,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三角形,内角和是180度。在一个球面上,三角形的边由弯曲的弧线组成,内角和大于 180度,于是这个表面就是正曲率的。在马鞍的表面,三角形的边向内弯曲,内角和就小于180度,于是这个表面就是负曲率的。现在,我们考虑一个平面,其中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 180度。将三角形画在一张纸上。把纸卷起来,形成一个圆柱体,让三角形露在外面。仔细观察圆柱体表面的三角形,你会发现它的三条边仍然是直线,内角和仍然是180度。
奇怪吧,圆柱体表面的几何竟然不是弯曲的。能区别柱面和平面的性质就是它们的总体拓扑性质。用这种方法改变拓扑,就可能产生戏剧性的效果。对于宇宙来说,如果它拥有平坦的欧几里得几何,沿着各个维度无限延伸,那么它的体积就是无限的。但如果它卷成一个圆柱并头尾相接,形成一个三维的环状甜甜圈,虽然其中的空间处处都是平坦的,但此时的体积却是有限大的(图11.1)。这就是为什么正曲率空间的体积是有限大的原因。但弗里德曼非常谨慎,没有说平坦的和负曲率的空间体积就是无限大的。他以圆柱体为例,指出将空间的每个维度都黏合起来,就能造出一个体积有限但空间可以是平坦的甚至是负曲率的宇宙。弗里德曼深知这种数学上的精妙之处,但当时的许多天文学家对此并不了解。尽管爱因斯坦的理论拥有这样一种美妙的性质,即宇宙中物质和能量的分布决定了各个地方的空间几何和时间的流逝速率,可是这个理论并没有确定空间的拓扑。[7]
如果除了简单的环状甜甜圈之外还有各种形式的黏合拓扑(wrap-around topologies),而我们宇宙的拓扑又属于其中之一的话,那么即使宇宙实际的大小有限,我们在测量曲率和膨胀速率时,似乎也会认为宇宙是“开放的”,体积无限大,并且会永远膨胀。20世纪70年代,一些宇宙学家研究了这种可能性。1971年,乔治·伊利斯当时在剑桥分类研究了宇宙各种可能的拓扑[8],结果发现其中一些拓扑会产生与物理学相悖的古怪结论(例如,有些拓扑要求空间两头“黏合”之前要先打个结,于是一个右手①的基本粒子穿过之后就会变成左手的粒子),不过,仍有大量拓扑能够避免其中所有此类的问题。[9]
图11.1 二维空间组成的宇宙也可以像环状甜甜圈的表面一样
如果我们的宇宙呈现为其中一种黏合拓扑,那么天文学家可能会观测什么样的现象呢?1974年,两个苏联科学家德米特里·索科洛夫和维克多·谢瓦茨曼研究了这个问题。[10]他们首先考虑了黏合拓扑会对明亮星系的镜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图11.2)。这就像生活在一个充满镜子的大厅里。每个方向上都存在多个镜像,一个比一个暗淡,因为光绕着宇宙转了一圈又一圈之后才到达我们的眼睛。如果身处一个充满镜子的房间中,你就会在各个方向上看到无数个自己的镜像,一个比一个远,一个比一个小,一个比一个暗。
图11.2 将平面黏合成了一个圆柱的拓扑。不像平面宇宙,圆柱形宇宙的观测者可以看到不远处发出的绕宇宙转了好几圈的光子,这些光子都是很久以前发出的
检验自己是否生活在一个黏合拓扑的宇宙中的最简单方法是,选择一个明亮的星系团(巨大的后发座星系团是个不错的选择,它距离我们3.21亿万光年,包含了超过1000个星系),然后在天空中寻找它的镜像。这些镜像互不相同,因为光线沿着不同的路径传过来,镜像也就描绘了星系团不同时期的模样。当然,如果真的存在镜像,第一个镜像应该很明显。
如果宇宙正在利用黏合拓扑制造出体积无穷大的幻觉,那么以上想法就能够对宇宙的实际尺寸的最小值施加一个限制。根据索科洛夫和谢瓦茨曼的分析,以及后来理查德·果特在1980年的复算[11],整个宇宙的尺寸下限在4~6亿秒差距之间。[12]当时,暴胀宇宙模型还没有出现,主流观点认为,“宇宙”只有一个,要么是有限的,要么是无限的。
1984年,莫斯科的泽尔多维奇和安德烈·斯塔罗宾基回到了从“无”(或者至少从量子真空)中产生宇宙的问题,并假设这时产生的宇宙拥有不同种可能的黏合拓扑。[13]当时,人们认为只有有限的宇宙才能以这种方式产生[14],所以这些不寻常的拓扑是否比标准的拓扑更容易产生就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们发现,如果一个简单的平坦宇宙具有有限的尺寸和黏合拓扑,只要三个维度的尺寸都差不多大的话,这种宇宙就有可能像量子涨落一样产生。如果三个维度的尺寸各不相同,宇宙就必须从密度无穷大的奇点中诞生。
仅仅从爱因斯坦方程组出发,并不能确定宇宙的拓扑应该是哪一种。宇宙学家习惯采用最简单的拓扑,但是人们可以争辩说,奇特的黏合拓扑的种类要比简单的拓扑多得多,所以如果我们从魔术师的帽子中随机抽取宇宙的类型,那么更可能得到的结果应该是黏合拓扑的宇宙。还有人争辩说,有限的宇宙更加自然,不但能避免出现像副本悖论那样的惊人后果,而且能让量子理论变得更简单。这表明,我们必须考虑到所有有限的宇宙,而不仅仅是弗里德曼首先提出的最简单的球对称拓扑。反对黏合拓扑的宇宙的人则怀疑,为什么黏合空间的尺寸必须限定在某个范围以内?这个尺寸在现在刚好可以被观测到,这难道不是个天大的巧合吗?的确,如果宇宙的曲率为零、空间又完全服从欧几里得几何的话,这个反对的理由就非常充分。没有理由能够解释,为什么黏合空间的尺寸应该跟我们的视界的尺寸差不多,其尺寸应该可以任意取值才对。然而,如果宇宙是负曲率的,那么它的曲率半径跟可见宇宙的尺寸非常接近,而黏合空间的尺寸又跟曲率半径密切相关,这样就不算是纯粹的巧合了。
最近几年,天文学家试图解释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温度涨落中的每一个细节,于是这个拓扑的问题再度流行起来。起初,人们认为微波背景辐射中角度相差十度的温度涨落强度略有不足。对此黏合拓扑的宇宙能作出解释,因为对于一个“小尺寸”的有限宇宙,测量温度波动的大尺寸有时就会容纳不下了,当测量温度波动的尺寸接近黏合拓扑的宇宙的尺寸时,涨落就会趋于消失。[15]然而,最近有一些证据表明,其中一些所谓的不足可能并不具备统计学意义。毫无疑问,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会听到有关这个问题的更多消息,因为从2011年起,我们将得到普朗克卫星的观测数据。
量子的宇宙
“您拨打的号码不存在,请将您的电话旋转90度后再拨。”
——“虚构的”电话应答消息②
现代物理学面临的一个最严峻的挑战是,如何将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与描述物质和光的量子理论结合在一起。传统上,量子理论支配原子和它们的组分所构成的小尺度世界,此时的引力过于微弱,所以被忽略不计。引力理论支配今天宇宙的大尺度结构。但是如果回溯宇宙诞生的时刻,我们就会遭遇引力和量子理论必须结合在一起的时期,此时,量子世界的不确定性已经延伸到了空间和时间本身的结构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两者分离的时刻是由自然常数定义的。
我们从量子理论学到的东西是,一切粒子都有量子波动的一面。粒子的量子效应波长反比于粒子的质量。如果量子波长超过粒子的物理尺寸,量子的波动就表现为粒子的内在属性。相反,像你和我这样的庞然大物在顺着街道散步时,量子的波动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设想宇宙等价于一个半径等于宇宙年龄乘以光速的圆球,如果我们计算它的质量,就会知道这些物质对应的量子波长会在什么时候超过球的直径。那时,整个宇宙中有因果联系的区域都表现为一团量子的波动,此时我们就认为爱因斯坦的宇宙学方程组不管用了。这个转折的时期非常早,大约是tQ=10-43秒。那时,光信号只传播了10-33厘米。
这个时间的“滴答”小得异乎寻常,却又非常重要。这就是时间的自然单位,它由物理定律决定,不受人类偏好的影响。定义这个单位的自然常数只跟宇宙的量子性质、相对论性质和引力的性质有关。[16]这个单位看起来太小了,是因为我们在用“人类”的单位(秒)来衡量它,而秒的大小表征了日常经验中我们能够分辨的瞬间。我们说宇宙的年龄大约是140亿年,也就是说,经历了1060次这样的量子滴答。在这个意义上讲,宇宙已经非常老了。只经历过些许量子滴答的宇宙才称得上年轻。
当宇宙的年龄只有一个“滴答”时,光信号传输所画出的圆球半径只有10-33厘米。这个距离小得无法想象,不过有一个很好的方法能够让我们对它有更形象的了解。拿出一张A4纸,想象你可以将它裁成两半,然后反复裁下去。当你将它减半30次以后,差不多就成一个原子的大小了。减半47次时,就成了一个质子的大小。减半114次时,就成了10-33厘米的大小。只裁了114次就能从一张A4纸得到最小的尺寸,在这个尺寸上,距离的概念仍然具有物理的意义。沿着另一个方向进行,如果你将纸张的尺寸翻倍90次,就会得到今天整个可观测宇宙的尺寸——大约140 亿光年。所以,这些无法想象的距离,大的也好小的也好,实际上都不过是纸老虎。
我们注意到,宇宙诞生后又经过了1亿个量子“滴答”,大约是10-35秒时,才开始暴胀。因此,量子引力的问题并不影响暴胀之类的事情。然而,如果我们想要探索宇宙暴胀之前的样子,追问它究竟有没有开端,就不得不面对悬在头上的量子引力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20世纪60年代中期,彭罗斯和霍金开启了人们对爱因斯坦方程组的数学性质的研究,他们列出了宇宙经历开天辟地所需的精确条件。可惜,如果我们向前反推量子引力时期,这个结论所需的初始假定就不再成立了。爱因斯坦的方程组可能需要修改,而引力有可能不再是吸引的了。如果存在暴胀,并不意味着宇宙就没有开端,而是说我们无法确定宇宙必然存在一个开端。我们的定理此时就没什么作用了。实际上,驱动暴胀所需的那种物质(我们会在下一章看到)能够解释宇宙现在的膨胀状态,而且必然违反了证明宇宙存在开端的定理所需的假设。
我们已经说过,永恒暴胀的宇宙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得我们能够从全局的高度看待宇宙开端的问题。多重宇宙的每一个角落,比如我们的可见宇宙这样的,都有各自的开端。但自我繁殖的过程孕育了数不尽的暴胀宇宙,从整体上讲,无限多重宇宙并没有开端。如果这种理论正确的话,多重宇宙可能就是一直存在的,而且未来将永远存在下去。
关于量子宇宙学,科学家并没有形成共识。这个理论从许多方面来说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我们习惯于利用量子力学来预言观测者在测量作出时所能看到的结果。比如说,在已知的能量范围内,预言会有多少电子从放射性衰变中产生。在测量作出之前,一切事物都是不同概率的波动;测量作出之后,就记录下一个确定的结果。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预言每一种结果出现的概率。然而,对宇宙来说,并没有开展测量活动的外部观测者,于是量子力学的全部哲学就发生了变化。我们必须预言不同事物之间的关联性。例如,如果今天我们观测到宇宙的膨胀速率等于某个数值,那么我们测出星系团延伸到某个尺寸之外的概率应该是多少?但是在实践中,我们现有的能力还远远做不到这一点。
许多人尝试用一种特殊的方程来研究宇宙的量子力学,这种方程是1967年由约翰·惠勒和布赖斯·德威特(1923~2004)发现的,叫做“惠勒–德威特方程”(德威特总是管它叫爱因斯坦–薛定谔方程,而且把它归功于惠勒,而惠勒则坚持管它叫德威特方程。1988年,他们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管它叫惠勒–德威特方程)。[17]
图11.3 约翰·惠勒
惠勒–德威特方程第一次尝试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方程与描述量子的波函数随着空间和时间变化的薛定谔方程结合在一起。这个方程的解就是宇宙的波函数。如果有人能解出这个方程,就能得知宇宙从一个状态演化到另一个状态的概率。为了找到这样的解,我们又必须确定宇宙波函数的初始条件,但我们还不清楚这些初始条件到底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詹姆斯·哈特尔和史蒂芬·霍金的方法非常激进。[18] 1982年,霍金在梵蒂冈教皇科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概括了其中的想法。[19]对于宇宙的“开端”,梵蒂冈有着特殊的兴趣,这似乎与乔治·勒梅特产生了共鸣,他是大爆炸宇宙模型的创始人之一,并在 1960~1966 年间担任过教皇科学院的院长。哈特尔和霍金运用了理查德·费曼发明的一种量子力学的优美形式,计算了观测者发现宇宙处于某种特定状态的概率。
图11.4 1963年,布赖斯·德威特和塞西尔·德威特(Cecile DeWitt)在法国的阿尔卑斯山
为了计算宇宙从状态A演化到状态B的概率,你必须考虑时空中从A到B所有可能的演化路径的影响。在量子力学中,宇宙通过其中任何一条路径都有相应的概率,但是当宇宙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老时,量子效应就越来越弱,越来越不重要,其中的一条路径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其他路径的影响就相互抵消,就像两列波的波峰和波谷相互叠加一样。这条主要的演化路径叫作“经典路径”,对应于爱因斯坦,甚至牛顿,在不考虑量子力学的情况下给出的结果(图11.5)。
图11.5 宇宙在 A和B两个状态之间的演化路径。牛顿定律认为,宇宙会沿着一个“经典路径”演化。量子力学只能告诉我们宇宙从 A 状态转为B状态的概率,这个概率对A和B之间所有可能的路径都进行了加权平均,图中画出了其中一部分路径
通常,在人们的计算结果中,那些可能的演化路径只包括时空中从A到 B的“洛伦兹”路径。这是一种由光速或亚光速运动的粒子所画出的常规路径。你走路或骑车上班的时候,就在沿着时空中的一条洛伦兹路径运动。但是哈特尔和霍金想要包括另外一种路径,叫做“欧几里得”路径,此时,时间被转化成了空间的第四个维度。这听起来很奇怪,不过物理学家计算这类问题的时候早已将时间转化成了空间,因为这样能够大幅度地简化问题。最后,他们再把其中一维空间变回时间的样子。这是个简便的方法,就像用不同的坐标系画出图形一样。但是哈特尔和霍金并不想把这个变换仅仅看成一种简便的计算技巧:他们提出了一种初始状态,其中的时间也变成另外一维的空间了。
这听起来非常古怪。不过,我们的理论或许可以不要时间。为了标记宇宙不同的状态,区分过去和未来,你不用提到“时间”两字就可以得到所需要的一切信息。甚至在今天,我们也能发现一些类似的情况。如果我们把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当作时钟,那么用下降的温度就可以区分过去和未来。在哈特尔和霍金的量子宇宙中,当宇宙又小又炽热的时候,从一个状态演化到另外一个状态的路径就由欧几里得路径主导,而当宇宙又大又寒冷时,就由洛伦兹路径主导。
这导致了两个惊人的结论。时间并不是这个理论中的基本概念。时间是一种性质,当宇宙变得足够大,标志性的量子效应变得微不足道时,它就从宇宙中层展(emerge)③了出来:时间是某种只有在非量子的条件下才会具体体现的性质。当哈特尔–霍金的宇宙尺寸很小时,它就会由欧几里得的量子路径主导。时间的概念消失了,宇宙愈发像一个四维的空间。这种宇宙没有时间上的开端,因为时间消失了。
我们通常可以将这种方法理解为时间变成了“虚数”,因为将时间变为空间维度的变换等价于将时间坐标乘以一个虚数因子,即-1的平方根。如果你不是数学家,你会觉得这听起来很离奇,但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几何化解释。这对应于将我们图中的时间轴旋转90度,于是变成空间的坐标轴。如果我们观察一个简单的时空图,光线沿着直线从过去射向我们,此时,我们就可以看出虚实的转换对过去产生了什么影响。竖直的时间轴旋转之后变成了水平的,像空间轴一样,而过去就成了一个光滑的圆形表面,就像瓶底一样(图11.6)。
这就是哈特尔和霍金提出的“无边界”状态,是宇宙的起源,而且是 1988 年出版的霍金最畅销的书《时间简史》的核心内容。它并没有把宇宙的开端描述成一个划分时间边界的事件。宇宙有一个开端,但并不是大爆炸的奇点,温度和密度并不是无穷大,时间和空间也没有被破坏。它的开端是光滑的、不起眼的,就像路过地球表面的北极极点④一样。[20]
图11.6 在哈特尔和霍金的“无边界”理论中,宇宙初始状态的时间变成了第四维空间(或者叫做“虚时”),当时宇宙的体积非常小。时间轴本应该是上下方向的,但在图中弯曲成了水平方向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光滑的圆形边界,使得时间没有起点。早期宇宙的时空演化就像一个羽毛球
实际上,这个无边界条件想要描述的是,宇宙在一次量子事件中从无中产生[21]时的状态。这种宇宙的故事是这样开头的:很久很久以前,那时还没有时间。
不过,这种表述并非没有问题,它也不是宇宙唯一可能的初始量子状态。艾力克斯·维连金提出了另一种初始状态,对于最有可能从无中产生的宇宙,这种想法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22]最终,维连金的初始条件看起来更合理,因为它倾向于产生体积小、温度高、密度大的宇宙——非常像标准宇宙学理论中炽热的早期宇宙。而哈特尔–霍金的表述则要求,最可能产生的宇宙是无穷大的,而且空无一物。[23]
自己制造自己的宇宙
世界上唯一的新事物就是你所不知道的历史。
——哈里·S.杜鲁门(1884~1972,美国前总统)
无需借助高深的虚时和量子力学,我们也能推导出同样的结论,即宇宙的开端并不是炽热的、奇异的,因为当我们向越来越久远的过去追溯时,时间的概念就消失了。我在1986年提出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要求时空中的所有路径都形成巨大的闭合回路的话,就会产生一种有过去但没有开端的宇宙。[24]
我们在哥德尔的不膨胀宇宙模型中见到过,闭合回路的存在会导致时间旅行,这是爱因斯坦方程组所容许的。那个宇宙不膨胀,但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个膨胀的宇宙,其中所有粒子和光线的路径都形成了闭合回路,回路的周期极为漫长(超过一千亿年)。在这个宇宙中,我们不会注意到任何诡异之处。但如果我们回溯宇宙的过去,最终却能预知宇宙的未来。这种宇宙并没有时间上的开端。它只是“存在”(is),不过就像比尔·克林顿一样,你必须解释清楚“存在”的含义⑤。
这种模型回避了时间的起源。后来,普林斯顿大学的理查德·果特和李立新在此基础上对细节上加以完善。[25]他们修改了永恒暴胀宇宙模型,提出宇宙也可以自己制造自己。
永恒暴胀的宇宙见证了新的“婴儿”宇宙不断从母宇宙中产生的过程。如果我们生活在其中一个宇宙中,就能追根溯源找出我们的“母”宇宙,以及母宇宙的母宇宙,依此类推。我们已经知道,可能(有人也许会说,是非常可能)追根溯源的过程永远不会有尽头,而制造宇宙的过程或者说多重宇宙并没有开端。但是果特和李提出了一种新的假说,认为其中一个子宇宙的分支会绕回去,自身构成一个回路,从而形成一段闭合的时间循环,看起来就像自己“制造”了自己。如果所有的分支都来自同一个或者几个这样近亲繁殖的分支,宇宙就成了它自己的母亲,因此就不存在所谓的开端了(图11.7)。
图11.7 果特和李的“自己制造自己”的宇宙。开始时的时间形成闭合回路,因此宇宙就是它自己的祖先。这是哈特尔–霍金模型在非量子力学、“实”时条件下的对应版本
相撞的宇宙
最近我在 M5高速公路上行驶时,我的车被一辆呼啸北去的卡车超过了,车上面写着“马尔文矿泉水”的字样。几分钟以后,我又看到一辆类似的车在向南开,上面写着“高地矿泉水”。现在人们都疯了吗?
——史蒂芬·派米诺夫[26]
从前有个说法是,如果膨胀宇宙的密度超过了临界值,它就会转为收缩,经历大塌缩,然后再“反弹”,回到一个新的膨胀周期,接着再收缩再反弹,永无止境。这个模型是“一次性”闭合宇宙的扩展,是由理查德·托尔曼在1934年首次提出的。但是他又指出,热力学第二定律会导致宇宙的能量不断转化成更无序的形式,例如辐射,这会导致循环的尺寸和周期不断变大。最近,在1995年,马留斯·东布罗夫斯基和我证明了,如果存在爱因斯坦的宇宙学常数,那么不管其数值有多么小,这种振荡总是会结束,最后经历的是指数膨胀(图3.20)。[27]
2001年,循环宇宙模型又重新唤起了人们的兴趣。贾斯汀·考利、伯特·欧伏特、保罗·斯坦哈特和奈尔·图罗克在弦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版本。[28]他们称之为“浴火重生”的宇宙(ekpyrotic universe),这是为了纪念古希腊支持循环宇宙观点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希腊单词ekpyrosis表示那场毁天灭地的大火,每隔一段时间宇宙就会陷入这场大火,毁灭,然后像凤凰一样重生。
新版的循环宇宙模型认为,宇宙存在一个拥有最大对称性的天然初始状态。弦理论只有在空间维度超过我们所熟悉的三维时,才有可能成为自洽的包罗万象的理论。为了让这一预言与我们日常的经验相符,人们认为其中只有三个维度变得非常大,也许宇宙的暴胀以某种特殊的方式选择性地作用在了这些维度上,而其他维度至今仍然十分微小,人们对此无法察觉。维度的大小分化必然发生在宇宙非常早的时期,大概在10-43秒左右。浴火重生理论的创始人认为,宇宙有一个天然的初始状态,即两个三维宇宙(叫做“膜世界”[29])沿着额外的维度相互靠近。这两个宇宙的运动就像两个完全平行的能量箔相互靠近,最后撞在一起。它们相撞时会产生熊熊大火,继而发生反弹,回到膨胀的状态。人们认为,这样的碰撞和反弹并不会产生传统大爆炸模型面临的棘手问题,因为其中并没有产生温度、密度等物理量的无穷大,而且空间和时间的结构仍然是光滑的。碰撞释放的能量转化成了基本粒子,进而影响了宇宙的膨胀。人们希望这个理论所预言的膨胀速率恰好是临界值,而且宇宙的温度分布图之中会表现出微小的涨落,与人造卫星正在进行的探测相吻合。
这个大胆的理论能不能做出一些与暴胀理论不同的可观测的预言呢?这个理论自洽吗?这都是令创始人头疼的关键问题。这个理论可以只碰撞一次,将收缩转化为膨胀,也可以经历无数次的膨胀和收缩。[30]随着一个又一个周期的轮回,宇宙的总熵持续增加,但是你所能观测到的那部分宇宙中的熵并没有大得令人无法接受,因为在每一个周期里,早期急促的加速膨胀稀释了上一个周期中产生的熵。但是这个理论中也有一个与之前类似的问题,那就是随着一个又一个周期的轮回,长寿命的黑洞会逐渐积累,赶上下一次碰撞,并且每次发生收缩以后,都会造成各向异性在新一轮膨胀中急速增长。[31]
其他纯理论的高能物理机制也吸收了膜世界的部分设想,不过并不包括那毁天灭地的碰撞。在空间的另外一个维度中,离我们的宇宙非常近的地方也可能存在另一个三维的宇宙。如果其他的膜世界与我们发生相对运动,它就会改变现有的物理状态,产生可观测的效应:可能会改变传统的自然常数,也可能会激发宇宙的暴胀。不过,研究这种理论的主要动机并不在宇宙学。有人提出,引力相互作用在所有的空间维度中传播,而其余的强、弱和电磁相互作用则不是这样(图11.8)。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引力比其他相互作用弱得多,甚至这还能解释为什么宇宙中的发光物体似乎比参与引力相互作用的物体少得多。从引力传播的距离来看,附近的膜世界可以离我们很近,但从光线传播的距离来看,又会是十分遥远,图11.9是这种情况的示意图。
图11.8 (a)电磁的、放射性的和原子核的相互作用被局限在了三维的膜世界之中,而引力则能够在空间的所有维度中传播。因此,引力比膜世界上的其他相互作用弱得多。(b)两个膜可以相互平行,仅仅相距不到 1 毫米,也可以紧贴着自己折叠起来。光线在折叠的膜空间中传播,而引力可以在高维空间中传播,并且能够穿过折叠的膜之间的“空隙”,这个距离要比沿着膜世界到达另一端的距离小得多,因此实际产生的引力效应要比“看”上去应该产生的强得多
图11.9 我们的宇宙可能处在一个膜上,和不远处另外一个膜保持平行。两个空间位于“块”空间的一个截面上
说起混沌的永恒暴胀宇宙模型时,默认的假设是,我们所在的这一片空间经历了巨大的暴胀,比可见宇宙的范围还要广阔得多。尽管这一点很不自然,但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暴胀的程度仅仅局限于能够解释我们所看到的东西,那么我们早就受到“隔壁宇宙”不同类型暴胀的影响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会看到隔壁存在一个空间泡,并且对宇宙膨胀产生了影响。最终产生的主要影响是,我们会看到宇宙的膨胀变得扭曲了,微波背景辐射的各向同性也被破坏了。不过,如果外来的泡泡第一次和我们的空间发生接触,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人们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尝试,他们研究了一个空间泡经过蜻蜓点水式的接触之后,
图11.10 两个泡泡“宇宙”相撞以后,会在微波背景辐射中产生温度条纹
在我们宇宙的边缘留下的某种“疤痕”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很可能看到天空中的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谱中出现了一些条纹。[32]迈克尔·萨利姆模拟了这种效应,图11.10画出了微波背景辐射中的条纹。不过,这只是其中最简单的一种模型;如果情况更复杂,来犯的时空中可能存在相当不一样的物理机制(或者里面只有反物质),那么它同我们的时空泡接触时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幸运的是,我们估计宇宙相撞的概率十分低,不过我们也一度认为小行星和彗星撞击地球的概率也很低。
光之死亡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良暮……愤怒吧,为光之死亡而愤怒。
——迪伦·托马斯(1914~1953,英国诗人)[33]
我们知道,在几种宇宙学模型中,传统的自然常数会随着时间变化,甚至还会随着地点变化。安迪·阿尔布雷希特、荣·马戈依卓[34]和我在1998年时提出了其中一种最为激进的模型。这个模型研究的是,如果早期宇宙的光速是可以变化的,又会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想法就像短暂的暴胀或者宇宙的加速膨胀一样,会导致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如果宇宙的甚早期存在一段光速不断降低的短暂时期,宇宙膨胀的速度就会趋近开放宇宙和闭合宇宙之间的临界值,而且磁单极子也会消失,不规则性会被抹平。[35]所有这些现象都令人非常满意,也为当初20世纪80年代宇宙学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另一种解决方案。这个模型似乎还能降低宇宙学常数项的影响,而这是暴胀模型无法做到的。[36]
这种非典型的模型不要求今天的光速仍在发生变化。为了产生这些现象,光速的变化只需要像暴胀一样,在宇宙仅仅诞生10?35秒后的一瞬间完成。该模型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它得想办法产生宇宙的密度涨落,这是星系形成的种子,而且所产生的涨落还要体现在微波背景辐射的各向异性之中。暴胀模型可以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因此看起来很诱人。像这样的宇宙学模型,有人尝试用别的方法来产生涨落,不过这些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37]
这种光速可以变化的理论被简称为VSL(varying speed of light)宇宙学。这说明宇宙学家变得多么开明,曾经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常数,在他们看来也许是变化的。导致想法解放的原因之一是弦论,因为人们已经知道许多常数可以从弦论中算出来。从这些理论中得到的真空态体现出巨大的多样性,这意味着其中存在数不尽的自然常数的不同“套餐”,它们都会各自产生自洽的宇宙。这些常数看起来就像通常的事物一样,可以遍及所有类型的取值。如果宇宙从一个真空态演化到另一个真空态,这些常数的取值就会变化。自然常数在万事万物中的地位显著地降低了。另一种关于宇宙的新想法加速了人们态度的转变,进一步降低了“常数”的地位。这种想法要求我们跳出日常经验中的时空维度,在这个范围之外寻找真正的自然常数。
超宇宙
“先生,你是说,”彼得问道,“在这栋房屋里,譬如说,就在附近,到处都有可能有别的世界吗?”
“这是非常可能的,”教授说,他一边摘下眼镜擦擦干净,一边又自言自语,“我真不懂,这些孩子在学校里,到底学了些什么东西?”
——C. S.刘易斯,《纳尼亚传奇:狮子、女巫和魔衣柜》⑥
为了寻找一个新的万有理论,弦理论家做出了一个了不起的早期发现:只有当空间的维度超过我们日常生活所熟悉的三维时,这样的统一理论才是合理的。存在额外维度的想法会开启非常多的可能性。实际上,弦理论和更深层的“M-理论”还允许额外的时间维度。只有当空间和时间的总维度取到某些特殊值时,通常是十维或十一维⑦,这些理论才能存在。这往往意味着空间是九维或十维的,时间是一维的。然而,这些理论并不要求特定的空间和时间的维度比:如果时间是三维的,空间是七维或八维的,这些理论仍然能够存在。我们假设理论中的时间只有一维,是因为时间的维度超过一维,就会出现许多怪事:不稳定的粒子迅速衰变,能量消失,未来并非完全由现在决定,而现在也不能唯一地确定未来。这很奇怪,但在逻辑上并非不可能,在物理学中也并非不自洽。在一个存在二维时间的宇宙中,很可能无法演化出复杂的生命,不过,如果额外的时间维度非常短暂,就像额外的空间维度非常微小一样,也许就刚好没什么害处了。
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这些逻辑上可能存在的宇宙拥有不同的空间和时间的维度比,并各自占据了一种弦景观里的可能真空态。暴胀产生的子宇宙可能拥有不同的时空维度比,在暴胀的过程中,也可能有不同数量的维度变大了。如果真的如此,最终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其中一个有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的子宇宙中。无论是哪种情况,时空维度比或是变大的维度的数量的选择,都可能完全是随机的,或者是由某种目前未知的机制决定的。
这些基础物理学的研究进展使得我们认真考虑额外维存在的可能性。其中最发人深省的一点是,我们周围叫做“宇宙”的三维空间,只不过是维度更高的世界的一个影子。打个比方,所有被我们称为“自然常数”的物理量,根本不是基本的物理量。真正的常数存在于九维或十维空间中,而我们只不过看到了其中部分常数在我们三维空间中的投影。因此,我们所说的“常数”甚至不必是固定不变的。如果额外的维度在摇动,或者尺寸在缓慢地变化,我们就会发现三维空间中的常数在以相同比率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探测自然常数的变动产生了无比浓厚的兴趣,并为此开展了许多天文学观测和高精度的实验的原因。[38]甚至有越来越多的类星体观测数据表明,决定电磁相互作用强度的常数可能发生了微小的变化,在一百亿年间大约变化了百万分之几的大小。[39]传统自然常数的变动为探测额外维的存在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另外一些物理学家则希望通过分析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dron Collider)的运行结果,能够找到证据支持或否定另一个紧挨着我们的膜宇宙的存在。比如,进入膜宇宙的粒子会衰变,于是人们就会发现有一些能量从空间中神秘消失了。这些纯理论研究进展的最有趣之处在于,它们并不是天马行空无所限制,而是会根据粒子加速器、地面和太空望远镜的实验和观测数据作出相应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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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也许就像洛杉矶一样。
三分之一是物质,三分之二是能量。
——罗伯特·克尔什纳(Robert Kirshner,美国天文学家)[1]
最畅销的宇宙
神志正常的人认为自己不被所谓“终极问题”所困扰,而对日常柴米油盐更关心。他们为自己的这种能力感到骄傲,并且称之为分清主次,或者脚踏实地……
——希丽亚·格林(英国心理学家)[2]
1996年夏天,作为建校25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一场盛大的宇宙学会议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召开了。[3]当时的天气状况糟透了,又湿又热,还有夹杂着雷电的暴风雨。人们汗流浃背,却发现老式学生宿舍里的空调不过是个摆设而已,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有走进大会堂时人们才会得到解脱。这次会议的一个创新之处是,其中不仅举办常规的学术报告,还可以请两个或三个主讲人同台亮相,像政治竞选一样,相互竞争,各自向观众“兜售”自己看好的某个宇宙模型。他们说完自己的广告词以后,就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辩论环节,观众也可以参加。
总的来说,当时的宇宙学家都对暴胀宇宙模型非常满意。他们不太考虑混沌或永恒的暴胀,多重宇宙这个词还没有收入他们的字典,尽管从以前的人择原理的角度来看,这种观念大家都很熟悉了。会议中讨论最多的议题是一些精确观测的问题,如宇宙的膨胀速率、宇宙的年龄、星系能否及时形成、物质和辐射所体现出来的不均匀性是否能脱胎于某种类型的暴胀在宇宙甚早期所产生的不规则性等。
每一个宇宙学主讲人都要尽可能地证明,他的模型中关于宇宙物质组成和宇宙膨胀行为的描述,与所有的观测结果都吻合得天衣无缝。其中脱颖而出的是麦克·特纳(Michael Turner)的模型,这种宇宙的膨胀速率几乎达到了临界值,这正是暴胀预言的结果,但其中还存在一个取值很小、符号为正的众所周知的宇宙学常数。爱因斯坦首先提出了宇宙学常数,不久之后又抛弃了这种想法。这种宇宙学常数会产生排斥性的引力,导致今天的宇宙加速膨胀。特纳指出,这种模型能够胜出一点也不意外,因为它的大部分内容都与其他竞争对手极为相似,只是多了一个有点儿别扭的物理量(宇宙学常数),这个常数使得它与观测结果符合得更紧密一些。
这个夺得桂冠的模型叫做“Lambda-CDM”模型,其中Lambda(拉姆达)是指宇宙学常数,而CDM是“冷暗物质”(cold dark matter)的缩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宇宙中都应该存在暗物质,因为产生星系和星系团之间强大引力所需的物质比观测到的发光物质的总量大十倍,必须存在许多暗物质才能解释这个矛盾。暗物质非常特殊,只参与引力相互作用,可能还参与弱相互作用;不然的话,宇宙最初三分钟时所产生的氘核就会减少,与观测结果矛盾。这意味着暗物质最可能的候选者是参与弱相互作用的中微子,或者跟中微子很像的新型粒子。然而,当时已知的各种中微子并不符合要求。1985年,人们第一次用大型计算机模拟了类似中微子的暗物质对宇宙膨胀历史的影响,结果发现它们的质量太小了,所引发的星系结团行为不符合观测的结果。[4]
为了符合所有的观测结果,类似中微子的粒子必须比质子还重得多,这样才会变得很慢,所以是“冷”的——温度只不过是我们给气体分子的平均速度所起的名字。在计算机模拟中,这种慢吞吞的粒子会导致星系的小尺度结团行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与观测结果非常符合。加上了一个新的参数拉姆达后,Lambda-CDM模型的得分就遥遥领先。但是没有人对Lambda-CDM模型的成功而感到欢欣鼓舞,就连模型的提出者也没有。这个模型看起来人工雕琢的痕迹太重了,老实说,很难看。
这个最佳宇宙模型跟勒梅特六十多年前提出的模型很是相像。就像爱因斯坦一样,当时的宇宙学家已经对宇宙学常数失去了兴趣。要想在最佳的宇宙模型中发挥作用,它的数量级必须极其微小(10-120)。这个数实在太小了,以至于许多物理学家都认为,宇宙学常数的真正取值应该是零:物理学中存在一种有待发现的深层机制,能让宇宙学常数的大小正好等于零。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这种新的对称性机制。在此之前就先把宇宙学常数抛在脑后吧。这种态度在粒子物理学家当中很常见。同时,天文学家总是对自己的观测数据不太放心。拉姆达所依赖的基础并不牢固,很有可能会逐渐消失,或者变得比我们起初设想的更不靠谱。甚至连认真考虑Lambda-CDM模型的人都显得格外小心,因为没有找到宇宙学常数存在的直接证据。我们并没有直接看到今天的宇宙在加速膨胀,而是从其他有关宇宙演化的观测结果中找到了一丝迹象。
1998年,戏剧性的转机出现了。由世界顶级天文学家领导的两个大型研究团队分别发现了第一个直接证据:宇宙正在加速膨胀。令人们感到惊讶的是,哈佛大学的亚当·里斯领导的高红移超新星计划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萨尔·波尔马特领导的超新星宇宙学计划都发现了令人惊叹的新证据:从几十亿年之前开始,宇宙就开始加速膨胀了。[5]首先,你需要将哈勃定律扩展到比以往更遥远的距离上,这样才能在很大的范围内比较膨胀速度随距离的变化,看看它究竟像哈勃定律说的那样是速度与距离呈正比,还是速度比距离增长得更快一些。如果曲线向上弯曲,就标志着加速膨胀。
想要精确测定速度的大小其实很简单,只要知道光线的红移量就可以了。但是问题在于如何才能确定你测出的速度所对应的遥远光源的距离。如果一个光源看起来不亮也不暗,这是说明它本身很暗但距离比较近,还是说明它本身很亮但距离比较远呢?理想的情况是,你恨不得宇宙中的发光物质都是 100瓦电灯泡!你可以用望远镜读出每个光源上的100 瓦标签,这样就能知道它们本身的亮度。比较标签对应的亮度和它们的视亮度,你就能推断出每个灯泡距离我们有多远。呵呵,宇宙中并没有这么多贴着标签的灯泡随它一起膨胀。不过,你可以寻找一些绝对亮度恒定不变的天体(就像电灯泡一样)。通过观察它们的某些物理性质,例如亮度的变化率,就可以将它们认出来。这种作为参照标准的天体被天文学家们称为“标准烛光”。
地面望远镜和哈勃太空望远镜能够观测一种特殊类型恒星的爆发,叫做Ia型超新星,而且其中一些超新星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利用这个方法,两个研究团队才得到了新的观测结果。Ia 型超新星是标准烛光的绝佳候选,因为人们认为这种超新星产生于某种特定的宇宙现象,并且是宇宙中最明亮的一群天体。[6]
如果恒星耗尽核燃料后,剩余的质量小于太阳质量的 1.4 倍,它就会在引力的作用下向内坍缩,最后变得跟地球差不多大,这时起支撑作用的是电子和原子挤在一起时所产生的抵抗性压强。[7]这种稳定的状态叫做白矮星,而这样的恒星尸体在宇宙中非常普遍。总有一天,死亡的痛苦会降临在我们的太阳上,最后产生一颗白矮星。
如果恒星残骸的质量大一些,在太阳质量的 1.4倍和 3倍之间,电子的抵抗性压强就无法和引力抗衡了,于是原子就会被压碎。电子会被压进原子核的质子里,变成一堆中子。中子不愿意挤在一起,只要恒星的质量没有超过太阳的 3倍,中子的抵抗性压强就能防止引力的进一步挤压,从而产生一颗稳定的中子星,直径只有区区几千米,密度却比钢铁还要大 100万亿倍。就像白矮星一样,宇宙中也有很多中子星,其中一些自转速度很快的中子星又叫脉冲星,它们自转时会周期性地向我们发出辐射,就像一座灯塔。但如果垂死恒星的质量超过太阳的3倍的话,就没有任何一种已知的自然力能够支撑它了。最终,大量物质将落入一个非常小的区域中,连光都无法逃出来。从外部的宇宙看不到其中仍在进行的坍缩过程:一个黑洞就形成了。
宇宙中大约有一半恒星是成对出现的,并且都在绕着一个公共的质心旋转。如果其中一颗恒星死亡后形成了一颗白矮星,它就会不断从伴星的外层区域汲取物质。最终,这种同类相食的行为会让白矮星的质量超过 1.4 倍太阳质量的极限,于是电子的压强就再也无法抵挡引力的挤压了。这颗白矮星会发生一次剧烈的热核爆炸(图12.1)。只要白矮星的质量一超过 1.4 倍太阳质量,爆炸就必然会发生,而且每颗白矮星爆炸时的峰值亮度都差不多,大约是太阳亮度的10亿倍——这时,一颗恒星变得像整个星系一样耀眼。在爆炸发生后的几个月中,它的亮度和颜色都会以一种典型的方式变暗。在爆炸发生后的前几天或前几个星期内,这种描述亮度随着时间减弱的“光变曲线”主要由镍元素的放射性衰变决定,然后由钴元素的放射性衰变决定。通过研究峰值亮度和光变曲线的下降速率之间的关系,这两个超新星观测团队算出了不同超新星与我们之间的距离,然后加以比较。
图12.1 当一颗白矮星从它的伴星那里吸积的物质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变成一颗 Ia型超新星。此时,它的质量超过了钱德拉塞卡极限,白矮星无法再支撑自己产生的强大引力。于是白矮星猛烈收缩,随之而来的热核反应引发一场爆炸,我们就看到了一颗超新星
哈佛和伯克利的团队都用这种新的工具来确定超新星的距离,于是便扩大了我们对哈勃定律的测量范围。他们首先用强大的地面望远镜监测夜空的几百个区域,其中每个区域都包含了一千个左右的星系,监测要在新月的时候进行,因为那时的天空最暗。三周之后,他们又将望远镜对准同样的区域,而且观测得更加仔细,看看恒星的亮度有没有急剧增加,变成超新星。他们一般会找到约二十五颗亮度刚刚开始增加的超新星。然后,他们会用地面和太空望远镜来跟踪超新星的亮度变化,观察它的亮度达到峰值,然后回落到爆发前的水平,同时也在监测超新星颜色的变化(图12.2)。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看到的光变曲线形状跟地球附近相同类型超新星的光变曲线形状很相似,这就让观测者们充满了信心。他们相信,在可见宇宙的边缘发现的那些超新星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们的亮度相对暗淡完全是因为它们太远了。
图12.2 Ia型超新星的光变曲线。超新星的视亮度先是达到最大,然后再缓缓回落到爆发之前的水平。在实践中,人们会追踪好几种颜色所对应的光变曲线
当他们把所有的数据放在一起时,两个小组就得到了同一个结论。哈勃定律的曲线,也就是描述遥远超新星的退行速度同它们的距离之间的变化关系的曲线向上弯了(图12.3)。宇宙在加速膨胀。随着观测数据的日益积累,两个小组用不同的分析技术对不同的数据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又对于其中所有关于标准烛光及其传播空间的假设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检查,最终这个发现于1998年1月发表,并成为天文学研究有史以来最火爆的热点。
图12.3 退行速度随距离变化的哈勃定律,其中包含了最近的超新星观测数据。这张图说明退行速度随距离变化规律的最佳拟合结果为,哈勃常数等于72千米每秒每百万秒差距
不合常理的宇宙
我们不得不学着理解这个毫无魅力的宇宙,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如果没有这么多事实摆在我的面前,你还要跟我讨论这种宇宙的话,要么我会问你是不是嗑过药了,要么我会叫你不要再胡扯了。
——约翰·巴赫恰勒(John Bahcall,1934~2005,美国天文学家)
超新星的观测结果棒极了。这是第一个关于宇宙加速膨胀的直接证据。它非常精确地验证了Lambda-CDM模型的预言,同时也证明了暴胀模型预言的宇宙最初时刻的反引力加速膨胀是可以存在的。关于观测到的加速膨胀,最简单的模型解释得非常成功。如果我们重新拾起爱因斯坦抛弃的宇宙学常数,作为一种产生反引力效应的机制,并假设宇宙的膨胀速率像暴胀所预言的那样,非常接近临界值的话,那么我们就得到了勒梅特曾经提出的一个模型(我们在图 3.13 中见过),而且这个模型与观测结果非常符合。
尽管向爱因斯坦方程组中引入一个小小的宇宙学常数就能出色地解释观测数据,宇宙学家还是觉得事情可能没这么简单。宇宙中可能存在一些反引力的奇异压力,比如那些被认为能够驱动宇宙早期发生暴胀的机制。因此,“暗能量”一词被用来描述这种神秘的能量来源。暗能量的密度可能保持不变(这时它就像宇宙学常数),也可能随着时间变化,最终产生的效应与真正的宇宙学常数在近期历史中的效应类似。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符合观测的结果,我们必须要求宇宙中 72%的能量以这种神秘的暗能量形式存在,另外28%的能量才以物质的形式存在。在28%的物质中,只有4%是普通物质,另外24%是某种不是原子物质的冷暗物质。人们还不确定暗物质究竟是什么,不过可能是一种新型的中微子,也许很快就会被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发现(图12.4)。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随着众多间接证据的进一步发现,宇宙加速膨胀的结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对驱动加速膨胀所需的暗能量在总能量中所占比例的估计也更为明确。关于遍布宇宙中的微波背景辐射中存在的微小涨落,也不断有各种卫星携带的和地面上的望远镜对此进行了更细致的观测。膨胀的加速会改变回望宇宙时所看到的几何形态(观察过去某个特定时刻的事物时,就会比你设想的更小),于是我们就需要根据观测结果来限制这种变化发生的程度。这也就限制了宇宙所能包含的暗能量和暗物质的总量。最近,第三个限制条件也被人们发现了。宇宙物质密度的涨落最终导致星系和星系团的形成,而在宇宙以辐射为主的时期,这种涨落就应该表现为强烈声波的形式。当宇宙的温度下降到大约三千度时,电子就不再跟辐射发生碰撞了,强烈声波的传播速度也就因此急剧下降。但这些声波还保留着它们刚产生时的尺寸。因此,宇宙中物质的结团模式也应该体现出一些微小的涟漪,在超过 120百万秒差距的尺度上存在一个额外的强烈特征,这就是声波的遗迹。这种效应被冠以一个不雅观的名字“重子声学振荡”(baryon acoustic oscillation,简称 BAO),因为普通物质的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占总能量的5%),而重子就是这类物质的统称。当天文学观测对准过去某个特定时期的星系时,以上机制就会告诉我们关于星系尺寸的更多信息。如果将超新星、微波背景辐射和声学振荡的观测结果放在一起看,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是惊人地一致。这些观测数据的不确定性和确定性恰巧可以相互弥补,所以综合考虑之后,这些观测结果就大大缩小了各种可能性的取值范围。图12.5所示意的结果很明确,其中不确定性的范围(每组数据中由大到小的三个椭圆分别表示正确结果落入其中的概率为99.7%、95%和68%)被不同数据的综合分析大大缩小了。
图12.4 宇宙各种物质成分的饼状图。参与引力相互作用的“暗能量”所占的比例最大,它导致宇宙最近开始加速膨胀。其余的部分是暗物质和发光物质。组成暗物质的很可能是某种新型的弱相互作用粒子,很像我们熟知的中微子,不过暗物质粒子的质量要大得多。我们希望在日内瓦运行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实验能够证实暗物质的存在,并且能够在地下探测器中直接探测到它们的到来
图12.5 图中显示了暗能量占宇宙总能量的比例ΩΛ和暗物质、发光物质等其他物质所占的比例Ωm。超新星的所有观测结果(SNe)、微波背景辐射的涨落(CMB)和物质分布的重子声学振荡效应(BAO)都对宇宙的组成施加了限制。三种明暗不同的区域分别表示 68%(最暗的)、95%(亮度居中的)和99.7%(最亮的)统计置信度。重叠的区域表示暗能量占宇宙总能量的72%,如图12.4所示
垂直的坐标轴表示宇宙中暗能量所占的比例,水平的坐标轴表示其他物质所占的比例。所有数据重叠的狭小区域,对应两种组分的比例分别大致为0.72和0.28。[8]同时,这些数据也集中在曲率接近零的平坦宇宙的范围里,而宇宙空间的平坦性正是我们期望从暴胀中得到的结果。
这个图景是基于一个假设,即暗能量就是爱因斯坦的宇宙学常数。这意味着暗能量的密度始终保持不变,垂直坐标轴则给出了暗能量密度占宇宙总能量密度的比例的可能取值范围。但是暗能量可能比我们预计的更奇特,就像其他形式的物质一样,它的密度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略微有些变化。发生这种情况的条件是,暗能量的压强与其能量密度的比值[9]不等于-1。当这个比值w等于-1时,暗能量就恒定不变,与宇宙学常数的行为一模一样,如图 12.6所示。如果这个比值偏离了-1,暗能量就一定会随着时间缓慢变化。假设我们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并再一次利用我们全部的数据,看看所有数据在68%、95%和99.7%的置信度下的重叠区域。垂直坐标表示压强和密度的比值w,水平坐标表示除暗能量以外其他物质占宇宙总能量的比例。如果暗能量就是宇宙学常数的初始假设成立,所有数据都应该汇聚到w等于-1且物质比例为0.28的那一点上。
目前,人们对全部数据的最优估计是,暗能量的压强与能量的比值有 95%的概率位于-1.097和-0.986之间。最简单的情况是 w=-1的宇宙学常数模型,并且现有的数据非常有力地支持了这个模型。于是人们经常假设暗能量就是这种简单的常数。
从许多细节问题来看,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处境都非常简单,但从总体上看又变得神秘莫测。可见宇宙,可能是无限的多重宇宙的一个无穷小部分,正在加速膨胀。它所遵循的演化路径正好符合乔治·勒梅特在1934年提出的简单模型。[10]空间的几何非常接近平坦的欧几里得几何,而且宇宙似乎正在驶向永远膨胀的结局。想要很好地描述加速膨胀,仅仅加入一个宇宙学常数就行了。爱因斯坦最先引入了宇宙学常数,后来又抛弃了它;然后在1934年,勒梅特又第一个将它重拾了起来。现在我们将宇宙学常数理解为宇宙的真空能。从数据中得到的最佳拟合结果是,宇宙能量密度的 72%是由这种产生排斥性引力的真空形式组成的,而剩下的 28%是由产生引力的暗物质和发光物质组成的。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可以描述宇宙的膨胀速率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11]我们在图3.13中见到过这种独特的形式。宇宙早期的膨胀行为不受真空能的影响,因为当时真空能的大小可以忽略不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宇宙逐渐开始转型,当它的尺寸只有今天的 57%时,它就开始从减速膨胀变为加速膨胀。不久以后,其他物质的能量密度下降到比真空的能量密度还低,此时宇宙的尺寸大约是现在的73%,大概发生在45亿年前——非常接近地球形成的时间,尽管没有人指出这不应该仅仅是个巧合。[12]
图12.6 超新星观测数据(SN)、微波背景辐射的涨落(CMB)和重子声学振荡效应(BAO)对暗能量的压强与能量密度的比值w以及其他物质占宇宙总能量的比例Ωm所施加的限制
加速膨胀的宇宙将会迎来什么样的命运?这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1986年,弗兰克·梯普勒和我证明,在未来某一天,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计算机或“大脑”,任何信息的处理过程最终都会停下来。恒星和星系不再形成。宇宙膨胀得太快了,以至于任何物理过程都无法持续进行。宇宙的未来看起来像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公墓,里面是死去的恒星和孤立的基本粒子,而且它们一定会永远地“与世隔绝”。加速膨胀就意味着任何观测者眼前都会出现一个视界,在视界之外,什么都看不到。这种情形就像身处一个大型黑洞的内部。如果宇宙的空间在加速膨胀,从很远的地方发出来的光就永远无法到达我们这里。这种奇怪的现象最先是由阿瑟·爱丁顿在1933年发现的。在他的名著《膨胀的宇宙》中,他这样描述这种现象:
星系和星系之间的距离最终将变得如此之大,相互之间的退行运动将变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光或者其他因果效应都来不及从一个星系传播到另一个星系中。星系之间的所有联系都中断了;每个星系都是一个独立王国,不受外界的任何影响。这样的崩溃是一场令人无法想象的噩梦,尽管这并不会给人类的命运带来任何具体的灾难。[13]
如果你担心多重宇宙会在我们的宇宙图景中引入无法观测的部分,那么你也得担心,即使在“一次性”的宇宙中,现在或无穷远的将来都会存在我们无法看到的角落。
然而,尽管我们的观测结果和爱因斯坦的一个简单模型符合得很好,其中仍然有很多未解的难题。在过去的50亿年中,有两种形式的能量影响了宇宙的膨胀速率。一旦恒定的真空能控制了局面,它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强大,而所有形式的物质和辐射都会随着宇宙的膨胀被迅速稀释。梯普勒和我证明了,由此引发的结果非常重要。[14]一旦宇宙开始加速膨胀,由牛顿、金斯和栗弗席兹发现的引力不稳定过程中的不规则性就会停止增长。不规则性的增长跟不上膨胀速率的增加。如果到了这个大变革时代仍然没有形成星系,那就永远也形成不了。没有星系,就不会形成稳定的恒星,也不会产生碳元素以及创造其他生命和观测者所需的砖块。
迷雾重重的宇宙
……宇宙学常数一直以来就像你祖父的一对鞋套,偶尔会因为衣着搭配的需要而拿出来穿一穿。但最新的结果表明,它不仅重新流行了起来,更是成了时尚的必备元素。
——罗伯特·克尔什纳
宇宙学常数不但存在,而且还在宇宙中占主导地位,这一发现震惊了许多天文学家和大部分粒子物理学家。如果以宇宙学常数可能取到的最大值为单位,就可以将它表示成一个无量纲量。这个自然常数表示宇宙的真空能有多小,取值范围为0到1。
直到第一个直接证据,也就是超新星的观测结果出现以前,关于微波背景辐射和星系结团的不同类型观测的最佳拟合结果也暗示了宇宙学常数的存在,但这并不能让粒子物理学家信服。粒子物理学理论预示了宇宙学常数的存在,但其值在0到1之间且预期等于1。然而,在1998年超新星数据之前的观测数据所允许的宇宙学常数最大不超过10-120,这就跟0差不多了。因此,大多数粒子物理学家相信,宇宙学常数就是0,其原因一定是高能物理学中存在某种尚未发现的重要原理。在得知超新星观测证实了宇宙中的确存在宇宙学常数,或者某种与之类似的机制,而且其取值离奇小,只有 10-120时,人们不禁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么小?什么机制能够产生这么小的宇宙学常数,比粒子物理学家预期的取值还要小10120倍?
宇宙学常数带来的重重迷雾还不止于此。如果这个微小的数目再扩大10倍,即不过10-119时,星系和恒星就无法形成了。而且,即使你举手回答说宇宙学常数一开始的时候就是10-120,这也无法解决问题。宇宙的甚早期存在一系列特殊时期,那时,自然界的基本相互作用逐个从一种统一的相互作用中剥离了出来,于是不同相互作用的强度也出现了差异。每当这个时候,宇宙学常数的大小就会被重置,变得比初始的10-120大得多。任何物理机制,如果想要解释宇宙学常数今天的大小,都必须把眼光放长远,横跨宇宙的不同历史时期,提前预知宇宙不同时期的不同变化结果,并将这些影响全部抵消。我们从没听说过有这样一种物理机制的存在。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能够解释,为什么宇宙学常数或者我们称之为“暗能量”的取值如此怪异。也许引力理论中存在一些完备的新机制,或者量子的机制,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物理学家开始尝试拓展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向其中加入新型的几何形式。这样的话,物质所引起的空间弯曲程度就会略有不同,当宇宙的体积变大时,这种差异也会随之增大。[15]人们估计,如果考虑到量子宇宙学和初始奇点极端条件之间的相互影响,引力理论就会发生变化。然而,人们并不指望爱因斯坦理论的变化发生在宇宙非常晚的时期,因为此时物质的密度很低,产生的引力场也很弱,没有什么量子引力的效应值得考虑。这样的理论修正当然会导致宇宙晚期的加速膨胀[16],不过其中大部分修正也会在别的地方引起一些我们还没看到的效应。然而,经过这般修正的理论看起来就跟宇宙学常数一样不自然。因此,暗能量是现代宇宙学的前沿问题。
到目前为止,弦理论和M-理论的研究还没能对这个问题提供什么帮助,这令人很失望。也许,我是说也许,我们走错了方向,对于宇宙的加速膨胀或宇宙学常数来说,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解释。宇宙学常数的大小也许是随机的,是由多重宇宙弦景观的某种量子机制所导致的。在不同的宇宙中,宇宙学常数的大小是随机变化的。我们也许会发现自己生活在多重宇宙的一个子宇宙中,其中宇宙学常数刚好允许星系和恒星的形成。但是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这个结果非常令人失望,可是我们得学着适应。如果有人因此畏缩不前,认为这是科学方法的溃败,那我会给他讲一个小故事,一个科学研究的真实故事。
想象你在公元 1600年,正试图说服开普勒(1571~1630),他的太阳系理论并不需要预言太阳系里有多少行星。但在开普勒看来[17],行星的数量表明自然界中存在一种深层的数学对称性。如果谁认为太阳系的一个数学模型并不能完全且唯一地确定行星数目的话,那他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在否定科学。
开普勒发现,五种正多面体都有一组唯一的内嵌球或外接球。如果这些圆球和正多面体像洋葱皮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嵌套起来,一共就会形成六层圆球,对应当时已知的六颗行星——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和土星。按照正确的顺序摆放正八面体、正二十面体、正十二面体、正四面体和立方体,开普勒发现,这些外接球面之间的间距就跟每个行星(假设的)圆形轨道半径的比例一致。他将这个现象画成了图12.7。
今天,任何头脑正常的行星天文学家都不会像开普勒那样,试图预测太阳系中有多少颗行星,或者寻找某种深层意义。那个数目不过是历史的巧合,源自于太阳系早期物质的合并和另外一些偶然因素。其实,太阳系完全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行星的数目应该是随机的。所以行星天文学家真正关心的问题是,随着轨道半径的不同,行星的大小和成分会体现出什么样的变化趋势以及其他的动力学细节。
图12.7 开普勒对柏拉图太阳系模型的扩展,摘自他第一部重要的天文学著作《宇宙的奥秘》(Mysterium Cosmographicum,1600)
宇宙学常数会不会像行星总量一样呢?仅仅由于我们认为宇宙学常数是宇宙的一个基本性质,并不能说明它的取值必然是唯一的,必然由自然法则完全确定。宇宙学常数可能是那些深层规律所产生的一个完全随机的结果:一个意外,尽管这个意外对我们非常重要。除此之外,并无更多意涵。但就像太阳系的故事一样,这并不是整个故事的结局。可见宇宙还存在很多特征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实验室,要想知道我们的理论和解释对不对,就必须把这些特征都找出来。或许在遥远的将来,宇宙学家看待我们对宇宙学常数的研究,就像我们看待开普勒专注于太阳系的行星数量一样。
但或许还有一线希望。最近,道格拉斯·肖和我为这个问题[18]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我们向爱因斯坦提出的方程组中加入了一个方程,于是就允许宇宙学常数在必要时改变它的能量形态,并且会保证这种非量子的图景能够决定宇宙近期的膨胀行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漂亮的预言。如果你是宇宙诞生后 tu时刻的观测者,你总是可以观测到宇宙学常数的效应,其大小为(tp/tu)2,其中tp=10-43秒叫做普朗克时间。由于目前宇宙的年龄是tu=4.3×1017秒,因此我们预期宇宙学常数的大小为0.5×10-121,与实际观测相符。[19]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没有引入任何新的能量形式,也没有对爱因斯坦方程组作出量子修正,也没有涉及所有可能宇宙形成的多重宇宙,没有让人择原理要求其中的宇宙学常数取值很小。更重要的是,这个新理论对可见宇宙空间曲率的当前取值作出了一个明确的预言:曲率应该是正的,而且曲率项对应的等效能量的观测值[20]应该是-0.005 6。该能量现在的观测值在-0.013 3到+0.008 4之间。不过,综合欧洲空间局的普朗克卫星绘制的全天空微波背景辐射分布图以及图12.5中的其他观测数据,将会大幅增加观测的精度。我们应该很快就能证实或证伪这个十分精确的预言了。
我们的故事讲了很久。开始时,我们讲的是要想理解天上的事情是多么困难。我们又讲了确认恒星和星系是否存在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1915年,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创立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我们对宇宙以及对其他可能的宇宙有了全新的看法。那是我们第一次开始从整体上研究宇宙,我们作出了各式各样的理论预言,理解了不同宇宙模型的主要性质,并有所取舍。我们也讲到,爱因斯坦方程组有越来越多的解被揭开了面纱,那些宇宙模型向人们展示了大量出人意料的特性。我们也讲到,人们如何用方程组的解来解释天文学观测,或者用哲学观点来描述宇宙应该是什么样子。
现有的宇宙学标准模型是我们说过的最长寿的模型,也就是暴胀宇宙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宇宙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爆发过一次加速膨胀,并且它能成功地预言我们观测到的宇宙早期产生的微波背景辐射的微小涨落服从某种特殊的模式。用超级计算机模拟星系结团的复杂行为,再将结果与新型望远镜无与伦比的精确观测相比较,我们就绘制出一幅宇宙的图景,有些地方我们都能理解,有些地方仍然迷雾重重。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观点,即多重宇宙中有无穷多个真实的宇宙,每个宇宙的性质都各不相同,我们的宇宙只是其中之一。我们的宇宙某些方面应该很特别,这才会导致我们的存在,或者还有其他形式智慧生物的存在。如今我们又发现,大约在50亿年以前,我们的宇宙开始了第二轮加速膨胀。
哥白尼告诉我们,我们的行星并不是宇宙的中心。现在,我们也许不得不承认,就连我们的宇宙也不是宇宙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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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非洲是人类的发源地,但人类走出了非洲。“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摇篮中。”(航天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名言。)所以即使从功利的角度考量,我们也要关心宇宙,关注宇宙学的发展。
我是一名宇宙学爱好者。但长期以来我只知道宇宙学的某些结论,不知道这些结论是怎么来的,更没有大局观。就像一个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孩子,知道什么好吃,却不知道好吃的东西“粒粒皆辛苦”,不知道我们的祖先“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
关于宇宙最精确的描述叫做“标准宇宙学模型”。当我在 2010年年底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时,还以为它讲的就是这个标准的模型。完成了大部分翻译工作后,我才意识到本书主要讲的是非标准的宇宙学模型。就像三国演义之中英雄辈出,作者不会因为司马氏统一了天下,就把魏蜀吴的兴衰一笔带过。
宇宙学的科学理论也像历史脉络一样匪夷所思。例如,为什么科学家对大爆炸理论的评价很高?这并不符合直觉,几乎每个人刚听到这个理论时都不愿相信。甚至还有很多热心读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要“推翻”大爆炸理论,将宇宙学“引入正确的轨道”。读过这本书以后,我们就会了解,大爆炸理论就像《三国演义》中的司马懿,一开场时并不是主角。他有很多敌人,敌人不会自动缴械投降,而且新的敌人会不断出现。但最终他把那个年代的敌人都打败了。他的地位不是无缘无故来的,而且他的手下败将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人物。
总有一天,大爆炸理论肯定也会被取代。不过,取代它的理论同时一定又是它的忠实继承者。本书的作者专门用了一节的内容向大家解释,新理论不会推翻旧理论。新理论只不过向人们指出了旧理论的局限性,并将旧理论的正确预言作为自己的一个特殊情况。
随着我们对宇宙的了解日益丰富,我们发现拦在路上的未解难题越来越多。每一天都有科学家撰写论文,试图解决其中某个角落的问题。一个个比科幻小说更离奇的宇宙模型不断在学术期刊上出现。其中大部分的研究将来都会是“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胜出的总是少数。所以,这仍然是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欢迎大家加入这场智力的角逐!
译者对语言的把握远逊于对物理的把握,尽管绞尽脑汁完成了这部书的翻译,又反复校对了几遍,但仍然会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还请发现了问题的读者不吝赐教。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 Yao Zhang、popmary、yuler、王道还,科学松鼠会的红猪、Steed、Ent、老孙、小菊、odette、0.618,网友冰激凌太妹、观雏鸡可以识仁、Simon Bridge,以及宇宙学专家王一、蔡一夫和张旭给予的帮助,他们的建议使此译本增色不少。还要感谢本书的编辑楼伟珊,他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使我受益良多。
李剑龙
2012-2-8
Table of Contents